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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四十年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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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智识生活不仅限于思想，在我们的内心还有更多的东西。所有科学只能以思想来运作，因此必须

遵循我们的思维规律。但是，在它所专心致力于的所有对象中，尤其在它预设为前提的一切最高原理中，

它将发现总有一些东西，即便在理智上已经完全理解了，却仍然不可能以一种观念或思想的形式加以穷尽。

“天赋观念”仅仅意味着心灵的性质是如此形成的：在合适的经验唤醒它的思维之际，那时并且仅仅在那

时，思想必定正确无误地在心灵中展开它自身。最初提供给我们心灵的东西并非是那些以其自身内容来表

达实在的观念，而是普遍的基本原则，所有实在的相互关系必须根据这些普遍的基本原则来加以判断。无

论我们的观念从何而来，以及它们如何从心理上在我们之内形成它们自身，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它们，不

论我们是在拥有它们时与其共同止步于此，还是我们必须更进一步对其做出判断，以确保我们的理性与它

本身以及既定事实完全和谐一致，这是我们唯一可以实现的目标。我从来都毫不迟疑地主张要预设一种统

一性：这种统一性从一个共同来源中引出实存的所有个体殊相。我认为，哲学能做的实际上仅仅在于努力

构造一种集体性的世界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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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试图支配它们时代的精神，并且 （如有可能的话）甚至试图支配未来时代的精神的哲学观

总是自诩它们拥有三大优点：它们的最高原理不可能自相矛盾；它们的方法 （通常处处相同）简单；

最后，把它们得出的各种结论聚合在一起的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完全依赖于直观的自明性。我想我不

会贸然基于这三种名号中的任何一个来提出我的主张。我提的主张要谦逊得多，以确保获得英国读者

对我将在此呈献给他们的思想观点的青睐。不过，我还是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怀疑这三种名号的价

值，以及我为什么迄今为止放弃了所有试图在我的观点上留下这些名号之印迹的想法。

在我开始从事哲学研究的时候，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费希特曾给予其最清楚的表达的一种看法：

凡是不能把世界历史所有的特殊部分解释为一个单一的普遍原理的独立推论的世界理论，就不应该称

之为真理和科学。受教于自认为完全满足了这一要求的黑格尔学派的思想传统，我从未停止过对那些

在我看来包含真理要素的费希特的断言的把握。与此同时，我也不能对自己隐瞒如下事实：费希特的

那个断言完全抹除了一切区别。对于世界本身 （我们的研究工作的伟大主题）而言，我从来都毫不

迟疑地主张要预设一种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从一个共同来源中引出实存的所有个体殊相。然而，对我

而言，它与哲学的立场大不相同，亦即它与人类从我们发觉自己置身于这个世界中的立场出发，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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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努力去洞察那无所不包的宇宙的特有活动截然不同。在我看来，似乎只有踞于他自己创造的世界

的中心的上帝，方能因其知晓他自己所赋予创造物的最终目的，而使世界的所有特殊部分在他面前呈

现为一段持续进化的庄严演替进程。我们这些有限存在者并不跻身于万有的这一活的根源之上，而是

立于从该活根源生发出的某些分支之上。只有通过无数的迂回曲折，只有通过谨慎使用我们的处境所

给予我们的一切援助手段，我们才能有希望获得关于我们立身之根据、关于我们所属之世界以及关于

携我们同行的大全之运动方向的近似知识。我们绝不能因为人类心灵从其知识所及的每一个角度出发

去寻求构造一个世界作为整体的完整形象而谴责它，人类心灵的这种构造活动发之于已然以其逻辑的

严密性获得的基础地位。但是，这种从一个单一的基本原理渐次演绎出世界的多样性的进展性任务本

身是不可能完成的。与之相比，我认为，哲学更为迫切、更为重要的工作必定带有回溯性研究的形

式，这种回溯性研究试图发现并牢固地确定什么样的原理将得到公认并被用作这种构造中和世界进程

中的活原理。

我心中仍然生出另外一个疑虑，它使我拿不准，是否我也应该在我行程的终点抵达那个时期的观

念论试图确立的同一目标。自从人类开始哲学探讨以来，就在两种极端的性情之间徘徊。一种忧郁而

怯懦，它坚持认为实存的真正核心是一种人的心灵无法接近的晦暗不明的实在；另一种大胆而充满希

望，它自信没有什么是科学无法破解的，它确信能够发现各种观念———这些观念是所有那些乍看上去

似乎是疏离的、难以说明的东西的内在本质。这两种性情的任何一种都恕我无法享有。我确信第一种

是错误的。就事物的复杂性而言，有可能存在许许多多依然是隐蔽的或模糊不清的东西，无论短暂的

还是持久的。然而，在我看来非常难以置信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它认为我们的全部智识生活总是在与

一种我们的智力无法穿透的外部实在打交道从而把世界一分为二。而我赞同世界的统一性，这是第一

种观点所反对的，但我的这种偏见并不能使我下定决心毫无保留地采纳第二种观点。哲学试图成为科

学，因此，它的手段必定只是把各种思想联结在一起，从而容易导致一种严重的错误，即从两个方面

高估了它的这种劳作的工具价值。它极易把知识看作是构成真实存在之本质的东西赖以与心灵发生关

联的不二法门，极易把我们在思维中赖以理解并结合杂多以及在物的实际性质中联系诸多因素的特定

联系方式当作是中枢并且是唯一的中枢。但是智识生活不仅限于思想。在我们的内心还有更多东西，

甚至我们的思维能力也趋附于它，并只有从外面凝视之，而对于它的独特内容，我们的思维不论是以

一个观念的形式还是通过诸多观念的联合，都不能给予完全的再现。因此，如果一个人深信真实的存

在不可能不被心灵所悟透并受此信念鼓舞，那么他便不可能带有同样的确信去假定思想乃是能够把握

实在的最深刻本质的器官。稍后，我将重新回到这些表述的确切意义，而现在我将仅仅通过回忆众多

人物 （这些人坚称他们在信仰、情感、预感、灵感体验到了世间最高的、智性完满的东西，而且他

们还承认他们并不在知识中拥有这种最高的东西）来解释它们的意义。我们将在后面界定我们对这

种观点的立场。不过，在此我们预先对它做个让步。当然，所有科学只能以思想来运作，因此必须遵

循我们思维的规律，但务必要理解的是，在它所专心致力于的所有对象中，尤其在它预设为前提的一

切最高原理中，它将发现总有一些东西，即便在理智上已经完全理解了，却仍然不可能以一种观念或

思想的形式加以穷尽；它也将发现，对这些东西的组织是按一个据通常逻辑规律不能证明的计划将它

的若干成份结合在一起，一旦这个计划被认识，它就指示出思想必须去寻找它试图寻找的联系所要遵

循的方向。

如果有人认为我把这两种思想作为永恒的教义性观点提出来，而我在此已经可以指望清楚理解这

种教义性观点，那么就是误解我了。我真正打算做的，仅仅是用它们来描述我着手研究我青年时代生

机勃勃的哲学思潮时所持有的性情与偏见，那些不知将走往何处去的偏见。任何回忆那个时期的历史

的人都会记得，在黑格尔哲学中激起所有这些疑问的东西是多么地多啊！那种哲学企图通过其辩证的

方法揭示出物理世界、精神世界以及在世界规划中占有其准确位置的每一特殊事物的全部内容；不

过，在它所揭示的内容中，它所说出的也只是：它占据了那个特定的位置。整体的每一个单独部分赖

以在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的那种特殊性质依然是没有被思考并且被认为是无法解释的过剩细节，而在

每一事实与现象中的本质性的东西在于它对某一抽象思想的重复，正如 Ｎｔｈ或 Ｎ＋Ｉｔｈ作为所有真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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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整体序列中的例证，黑格尔的方法宣称这些抽象思想为世界的最深层的意义。人们已知晓，对这

种贬低特殊、具体事物的抵制流传得多么广泛；人们也知晓，它如何导致谢林许下要用自由体系取代

这个必然体系的未实现的诺言。一开始，我对它用来履行这一诺言的形式抱有一些同情，但是终究我

既不能对摆在我面前的结果感到满意，也不能对寻求这些结果的方式感到满意，最终，我发现自己站

在与那些观点完全相矛盾的位置上。

如果我不是深信一种漫长的哲学劳作仅仅是 （除很少的例外之外）试图科学地证明在早年生活

已被采纳的事物的基本看法，我是不可能沉缅于这些个人回忆之中的。实际上，哲学总是生活的一部

分，就像在贸易交换中我们相互支持一样，对一个人心中形成的思想活动的描述，也同样可能对那些

追求同样目标的其他人有所裨益。至少，我只是怀着这个目标才奉献出我自己的思想，而不是抱着徒

劳的希望，幻想人类思想探索的长河在行进数千年之后，我能给它带来一个决定性的转向。我相信，

在我旅途的起点，我并没有感到疲倦，我要把我的探索进行到底，起码我自己要弄清楚，是否有可能

并且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为我先前仅仅作为个人偏见、作为推动我的主观原则来描述的看法提供一种

科学的证成。

现在，我一开始没有回答的问题再次以新的意义浮现出来。如果无法立即用简洁而敏锐的措辞表

述我实际上认为是实在的活根源的东西，那么更加可取的是弄清楚某种确定的思想原则，从这一原则

出发，就有可能确定并解释这种其内容到目前为止还不为人知的思想。在哲学史上，当人们发现自己

陷入以前的错误所导致的后果之中的时候，他们是多么频繁地做出决定要返回到所有确定性的起源，

而所有这些努力所产生的结果却又何其少啊！这一失败几乎是可以预见的。在迄今仍未发现的矿藏的

矿石中，有可能发现新的金属和额外的基本物质，诚然，这些东西可能增加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知的东

西的数量，但是，我们又如何能认真地希望，在人类思想数千年来经历了一切可能的和不可能的事物

之后，我们还能发现前所未知的新的必然性原则呢？事实上，所有这些尝试都是从最短的捷径回到了

那最长且被人走烂了的道路上。当笛卡尔怀着这种目标，从他的 “我思”的确定性出发时，他是把

世界上最确定的东西 （没有人会否认它）但也是最没有成果的东西置于他的沉思的首位。因为没有

人想要再一次确证 “我们在思考”这一事实，而我们想知道的是我们所拥有的思想中哪些是真的、

哪些是假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思”这一既包括错误也包括真理的事实本身就不能包含决定真假的

根据。因此，当笛卡尔发现真理的标志在于清晰自明性的时候，他制造了第二开端或新开端；当然，

这个 “新”是对他而言，因为这个第二原则只能够从那个空洞的 “我思”推演出来；而按照类推，

它的确定性，如果是结论性的，本身就是被追求的基本真理的一部分。实际上，这个第二原则在整个

哲学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至于除它之外，人类精神根本没有什么可以作为确立他们对于思想

的真理性的信心的东西。一旦我们获得它之后，它就象第一原则一样没有成果，因为如果思想要被认

为是真实的，那么了解思想必须满足的形式条件对我们帮助不大，弄清楚满足这些条件的实际的思想

要重要得多。在这一开端的辉煌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这样目睹自己再次返回原地。我们不得不再次

出发去追求真理，却茫然不知将要到何处去寻找。或者，我们充其量得到了一个标志，使我们能在偶

然降临到我们面前的各种思想中辨别真伪。甚至这种标志也是不可靠的，就象笛卡尔自己的例子所教

导的那样，当他一旦凭自己的好运而不再受方法的指引，当他在自己的周围寻找基本思想 （它必须

必然为真）的时候，他就已完全被那颗照亮了他的数学研究的明星所抛弃。这没什么值得奇怪的，

因为就明晰性所包含的内容而言，人们对其的确信从来就没有完全一致过，而且笛卡尔也并没有试图

去确定，流行的谬误之虚假的明晰性要如何与真理之真正的明晰性区分开来。在他宣布那被认为是非

常清晰的才是真实的时，他就把确定清晰度 （我们对其真理性的确信正是从这种清晰度开始的）的

这个专断的工作留给了我们。

如果我还要再追寻一点这些历史记忆的话，最好还有个我说这些话的目标。因为在最近两个世

纪，笛卡尔一直是唯理智论的起点，而唯理智论最普遍的主旨一直是所有哲学探索选择性接受后的前

提条件。因为它最普遍的主旨仅仅在于：每一位从事任何研究的人，必然认为自己拥有其做出判断的

理由；每一位想要回答任何具体问题的人，需要拥有一个其合理性已经以某种方式被保证的特殊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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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供他服从；每一位从事哲学探索并把自己的研究扩展到整个世界的人，必须相信他自己占有所有真

理的最终标准。这种占有从何处而来并不是要我们进一步解决的最紧迫问题，因为不管它究竟从何而

来，既然它已经在那里了，我们就不可能改动它。笛卡尔宣称，它是人类心灵的原初占有，我毫不犹

豫地默认他的这一确信，但只是在它可能被接纳的唯一意义上。因为对 “天赋观念”这一便利的表

述吹毛求疵是多余的。这些词语并不意味着观念先于所有经验而作为可识别的思想或影像进入到或出

现在原本仍然是空虚的意识之前。对我而言，它们仅仅意味着心灵的性质是如此形成的：在合适的经

验唤醒它的思维之际，那时并且仅仅在那时，思想必定正确无误地在心灵中展开它自身。它们被说成

是 “天生”居于心中，因为在同样的经验的影响之下，如果心灵的性质不同的话，这些经验要么根

本不在心灵中生成，要么就是以不同的形式生成。然而，笛卡尔专用的另一个词 “观念”看上去并

不像 “天生”一词那样无辜。我们习惯于把这个措辞理解为总是自给自足的单一之物的表征 （尽管

它的对象物可能是丰富多样的），而不是 （由于没有合适的可表征的对象物）只确定杂多的相互关系

的思想。不过，这第二类思想———基本原则而不是基本概念———实际上可以有助于扩展我们的知识，

对笛卡尔来说也确实如此。当他表达如下的确信———没有什么东西从无中产生———时，原因就比结果

更高更完美，或者至少与结果同样完美。然而，无限的观念不可能由有限自身产生；因此，尽管他在

必要时运用却没有先行校勘的这些基本原则确实是引导他的最高真理的最深刻的本质，但它们却仍然

缺乏 （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缺乏）他认作真理之标志的清晰性和确定性。如果我们尝试满足这一需要，

我们就碰到了知识的内容与形式的区分，正是通过这一区分，康德重塑了这种唯理智论。最初提供给

我们心灵的东西并非那些以其自身内容来表达实在的观念，而是普遍的基本原则，所有实在的相互关

系 （经验并且唯有经验把这些关系带给我们的知觉）必须根据这些普遍的基本原则来加以判断。我

还要补充一点，甚至这些基本原则也并不以此种方式 （即仿佛它们在所有经验之前就构成了它的意

识的对象）属于我们的心灵———这是一堆等待被运用于事例的规则。心灵的性质是这样构成的：当

经验的印象激发它时，它就无意识地被迫产生应激性作用，这种作用部分在于把那些知觉中被给予的

杂多的思想明确联合起来，部分在于一种本能活动，其激起的原因仍然为它自身所不知。只有到后来

的阶段，当思考返回到该思想、该行动发生时的许多实例并把它们收集起来加以比较的时候，那些把

我们引导到一种表达方式 （正是通过这种表达方式，它们现在才首次变成我们的意识的对象）上的

秘密动机才被发现。我们在那时才发现并自己占有了以前仅仅是在实际上和无意识中才成为我们思想

和行动的基本原则的那些东西。

德国的哲学研究方法长期以来一直固守着这些确信，而没有让自己被我在这里仅仅简要提及的反

对意见所左右。如果它只是我们的心灵的构造，其应激性作用表现在最高和最普遍的基本原则中，那

么我们用什么保证对我们的思想是必然的那种真理也同样对我们运用其上的实在是充分有效的？以这

种方式表达的反对意见超出了它的本意。当任何具体的矛盾或模糊不清引发了怀疑时，一种使这一疑

问的解决成为可能的观点也将被发现；毫无理由地怀疑的空洞可能性永无止尽，当然，由于无法获得

任何相反的证据，所以它自然会对呈现给它的每一个证明都加以怀疑。每一事物究竟是否与我们认为

我们把它认作的东西、是否与我们必然认为它所是的东西并无不同，对于这个问题，还没有科学的解

答。不过，这种性质的怀疑既没有专门指向我们对天赋真理的确信，也不可能被限定在把对思想而言

为必然的判断应用于实在的内容上时的正确性问题。一方面，无论我们关于世界的内容及其基本原则

的知识来自何处，它终归是我们对它的对象的表征，而不是那个对象本身，因此总是存在出错的可能

性，从而使得我们的印象不同于对象。另一方面，我们的每一种思想不仅在其应用上而且就其本身而

言都可能是不真实的。即便是我们的数学知识的原理，也可能要求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点有着与在我

们看来必然存在于它们之间的关系所不同的联系。人类持续不断地背离这种完全无目的的怀疑。人类

理性一直有一种深深的自我确信：尽管它不可能达到全部真理，但它还是拥有对其思想而言必不可少

的东西———不仅是必不可少的信条，也是必不可少的真理。它始终相信这样一种世界的合理性，即思

想与实在相符合，思想享有对实在的有限但并非误导性的接近。当那种怀疑时不时悄然向我们袭来，

不论我们的全部智慧是不是完全错误的，我们都知道并不存在解答这一问题的观点。因此，我们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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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自己满足于知晓如下的情形：不管我们如何地叹惋，哲学能做的实际上仅仅在于努力构造一种集体

性的世界图像———它不应自相矛盾，也不该完全道尽我们的理性在界定自身权能时宣称其无力移除的

矛盾和缺口。无论我们把哲学评价得多么高，把它看作是顶峰或者宇宙秩序中的最高能力终究是愚蠢

的。它是并且一直仍是人类精神在地球上发展的历史事实，而且，当世界按照在我们当前的观察地位

上所必须向我们显现的样子展现出来时，哲学也就完成了它自己的任务。

我已经表明，我认为另一个理由也站不住脚，因为这个原因使人产生了对天赋真理的唯理智论假

设的怀疑。事实上，断言一种因其本性而对心灵而言必要的思维方式，必定不适用于对事物的认知，

这自始至终都绝不会比相反的断言更加确定或更有可能性。采信后一观点的人坚持这样一种信念：世

界的统一性决定了思维和存在的统一，偏爱前一观点的人片面地依赖存在于思维主体与其思想对象之

间的表面对立，但是，这种对立对于认识的可能性的重要性只能被以完美的清晰度感知整个过程

（我们称之为由心灵认识一个对象）的人所决定。因此，任何一个人单独就能表明：要么认识由于其

起源的方式而必定会误解事物的性质，要么从另一方面看，认识可以在某种限度内理解事物的性质。

在哲学的历史发展中，这种想法实际上一直被继承下来。从约翰·洛克到康德，对认识的批判是研究

的基本主题，在偏离这一方向的大量努力一时之间打断了德国这一传统之后，它的连续性又重新凭借

一种强劲的活力被恢复了。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强劲的活力，当今时代从生理学研究和心理学研究中汲

取了一切可能的帮助，以便获得我们对世界观念的起源的清晰认识。我完全知晓所有这些努力的价

值，完全知晓它们赋予了当代哲学与以往的哲学相比更加深远的范围，但是，我还是怀疑这一事业的

完成同时将带给我们许多更好的成果的可能性。康德在实际运用理性之前先确定理性的能力的这一做

法，被德国观念论嘲弄为规劝人们会游泳之前切莫下水；这种浅薄的评论，虽说打着为现代热衷的事

物辩护的幌子而被滥用，却正好击中了这一事业的根本错误，即这样一种错觉：在一切思想的运用之

前，在不受任何错误的来源的影响下，在对其起源的纯粹经验性解释的基础上对其能力的界限做出规

定乃是可能的。只要粗略地看一下致力于这一任务的著作的内容，我们就会立刻明白，它们已经多么

完备地决定好了问题，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它们只会准备解答的路径。康德的几大批判并没有把对

哲学而言有趣的一般问题留给它们自称仅仅是导论的那个体系，而只留下了对已经获得的解答的进一

步应用而已。洛克的著作不仅指出了知识的来源，也包括了世界的整体观念，在他看来，世界的整体

观念必然产生于这些来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已是超出许诺的过度表现了，对此我们必须真诚地表

示感谢。但这种情境下还隐藏着一些别的东西。那种洞察力———没有任何前提条件，带着完全公正的

眼光，观察我们的表象 （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ｅｎ）的起源，以确定其有效性的界限———是不可能的。纵使这一
任务的第一部分能够被完成，它的第二部分也只能由这样一些人来执行：他们已牢牢地掌握了普遍原

理———这些原理能够决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必然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并且进而决定是否由此得来的这

种认识已确定起因的相应能力是必然出错的，还是说能够在某种限度内发现真理。对经由感知的心灵

接触一个对象时必定会发生什么做出任何判断是不可能的，除非一个人一开始就确定了在这种情况下

关于这两种因素的性质的概念，以及关于真实存在的任何一个元素 （不论它意欲为何）都可以施加

于任何其他元素的影响的性质的概念。事实上，这样的前提条件部分正确、部分错误地作为激发性的

冲动、作为确定的活动始终如一地位于思维的最底部。正是这种思维勾画出我们知识的发展、将其有

效性的界限确定为真理，并且它看上去仅仅在不带偏见的经验的道路上运动。

我们将承认，当唯理智论坚持天赋真理的存在的时候，它只是提出一个仍然需要证明的假设。但

是，所有知识都是从经验中推导出来的，心灵被认为是只被一些来自于外部的印象所刻写的白板，那

么如此得来的知识，其确定性的基础又是什么呢？不论各种感知到的表象以何种方式被表征，经验终

究只能指出我们的表象得以产生的偶然起因，但把起因与由之产生的结果联系起来的过程却不能被任

何直接的感觉所认识。如果一个人认为这恰恰是因为他把心灵看作是纯粹接受性的，把它表象意识的

全部内容看作是被传递到心灵中的，那么，除了与其它感觉的类似性之外，他无法诉诸任何东西来确

立自己的观点。不过，这种类似性所表达的也是完全与他相反的观点。每当感觉到我们称之为作用的

状况时，我们总是发现，当相同的所谓原因与不同的对象发生关系时，由这种作用造成的结果呈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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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形式。因此我们也就发现，它同样被那种在这种关系中我们视为被动的、接受性的成分的性质

所决定，就像它被那种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更加主动性的其它成分的性质所决定一样。这一想法从来没

有离开过自然科学研究的视野。它或许会由那些在当下的问题中持特殊性观点的人在白板说这一比喻

中重新发现，他们用这个明喻来说明相反的观点。一个书写板如何能使任何东西被写在它上面？或者

说，一个上面带有古人肖像的腊块如何能接受并保留图章的印迹呢？除非一个东西带有固定字迹流动

的粘着性，而另一个东西具有可压缩性并且对它忍受的特定形式的压缩无动于衷。简言之，正是通过

两者各自特有的性质而共同促成了这个结果，而这个结果是空气和水不可能完成的。因此，在我看来

毫无疑问的是，经验的类似性明确支持唯理智论的假设，支持心灵借以作用于外部印象并产生表象以

及表象的结合的内在固有活动———正是这些表象以及表象的结合构成了我们关于世界的思想。

当然，现在即便是经验论也已经默认了对心灵内在活动的承认，这种承认实际上决定不了什么，

不论是赞成如此产生的表象的真实性还是反对它。心灵对外部刺激的特有的反作用确实有可能经常性

地篡改这些导致刺激发生的事物的印象，就像它也可能导致对于这些事物本质的真正理解一样。要是

我仅仅被授予了这两种情况同等的可能性，那我就心满意足了。因为有一种非常普遍的偏见认为，思

想过程不可能是正确的，之所以这样认为是由于我们相信，我们已经看到思想是如何从我们心灵的主

观性中呈现自身的，而对其起源的了解似乎同时也证明了它的无效性。对于这一偏见，我想我完全可

以提出几点看法。即便假定一个更高的权能确实有意向我们保证一种并不能完全理解所有事物的知

识，但在其理解的一小部分的区域内也并不必然是错误的。即使那种能力赋予我们的知识不是作为既

定的启示，而是作为我们在生活中不得不经历的体验的结果，那我们又是如何可能在思想中解释那种

意向得以实现的过程呢？如果我不是一下子全知道，而是现在学学这个、而后学学那个，那么不论它

是因为实际上就是一物接着另一物，还是因为同时存在的各个部分是一个接一个地成为我们的意识对

象的，经验事件必须总是通过一种我们的知识对象此时向我呈现、而以前并不向我们呈现的关系而使

自身与非经验事件区分开来。既然在我们之外没有第二个观察者利用这种差异，我们自己也被它限定

于先前并不在场的感觉，那么它必定就是对我们自己而言的某种可感之物，并且它不可能存在于我们

与对象之间的纯粹外部关系中，而必定存在于我们本己存在的内在状态中，这种内在状态是我们现在

体验到的而非先前就有的。然而，这种状态的性质必定同样依赖于导致其发生的各种不同刺激，就像

它必定依赖于能体验它的心灵之特有本质一样。我在此指出的是非常简单的真相，我们都同意的真

相。我们知道某个存在之物、我们知道某一发生之事，但这一事实并不足以证明那个物的存在或证明

那个事情的发生。它们一定都给我们留下印象，并且，除了我们精神的性质能够体验到的印象之外，

它们不能给我们留下任何别的印象。如此说来，从一开始，外部世界的每一个客观因素在我们身上就

都被一种基本的主观状态所取代。如果现在感觉的简单转移并没有出现任何中止，相反，如果关于那

种把真正实在的各个不同部分彼此联结起来的各种联系也要产生正确的认识，那么，当某一时刻的实

在为另一时刻实在所取代时，那一瞬间的实在留给我们的印象必定不会像实在本身那样轻易消失。一

个仍然留在记忆中的印象在一个意识统一体中必定通过联结作用与另外的印象结合在一起。这种联结

作用———它可能是从它结果回溯到它的条件，也可能是从它的条件推出它结果，并可能因此意识到它

的各种不同的方向———是某种完全不同于事件本身的活动的，事件本身仅仅发生在一个方向上，即从

原因到结果。即使我们承认这种联结活动在其间运动的两个端点被从真正实在内部对我们产生作用的

各种事件的联系所固定，这种把意识联结起来的活动终究产生的可能性也单单取决于它产生于其中的

心灵的性质。同样，它把那些在实在中联结在一起的东西在知识中联结在一起的可能性，取决于如下

这一事实：心灵的性质赋予它所接收的印象以实际的相互联系，这种联系虽然可能与激发它的原因的

联系并不一致，但它也并非与心灵完全相异。因此，即使假设有一个更高的大能者命定我们要去发现

我们的经验对象之间的真实关系，如果没有我们自己的主观合作，那么我们还是不能简单地接受这些

关系。我们应该通过一种活动使它们重获新生，而如果我们能洞察心灵的本质的话，这种活动在我们

看来就是心灵的必然结果，并且只可能是心灵的必然结果。假设那个仁慈的大能者希望赐予我们更

多，从而使得我们不仅将独立地、单个地形成世界进程的忠实观念，而且还将完全理解这些进程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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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普遍规律，并按照它们应该同时让我们感受到它们的必要性的方式来理解它们。即使那样，一个

知晓这一切的人也将能够从我们心灵的性质出发给予这些成果一种机械论的解释。如果就像我们假设

的那样，最高真理的知识并非以完全现成的清晰性为我们所固有，而是要由我们自己去获取，那么，

在每一个体的心灵中必定有该真理之起源的历史。从它还未在场的一瞬到其进入的一瞬，必定有一系

列事件发生了，而这些事件倘若不与心灵的性质相关、倘若在既有情况下不是心灵的必然结果便不可

能发生。即使我们明确认为人类理性注定要完全具备真理的全部知识———不仅是那些本有的知识，而

且还有后来获得的知识，所有这一切也都是适用的。假若那样的话，心灵的机械论也总是可以构想

的，这种心灵的机械论将表明，已获得的所有真正知识都将是心灵之主观性质以及作用其上的种种印

象的必然结果。因此，既然它在每种情况下都是如此，那么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对我们知识的这种主

观性起源的证明就既不能用来肯定它的真实性，也不能用来否定它的真实性。那些认为这种主观性起

源的证明可以用来否定知识的真实性的人，不过是在观念论者的观点所犯的更广泛的错误上迈出了第

一步。当问题仅仅是我们的表象是否与我们假定其存在的外部世界有关联时，观念论完全有理由极力

主张，外部世界的表象只不过是我们的表象而不是别的什么。然而，当它因为我们关于世界的表象的

主观性而开始否认世界的存在的时候，它完全忘记了这种主观性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必定如此的。我们

的表象一定是主观的，不仅在没有外部世界的时候是主观的，而是在有外部世界的时候它也一定是主

观的。即便在真实世界中，除了通过我们的主观活动而再生产出来的表象，我们也不可能拥有其他表

象。并且，我们所有知识的主观性———这一点屡屡被强调———对于它的对象的实在性以及我们表象它

的准确性是绝对决定不了什么的。

现在，我们已抵达我正要游历之地，就这个地方而论，我发现我完全站在我们时代盛行的见解的

对立面。把知识学作为最重要的工具来谈论，并且认为哲学的发展有赖于知识学的完善，这已是平常

之论。特别是，人们怀有这样一种希望：把知识学的丰硕成果运用于获得真理的坚实基础，最终将由

对我们思想的心理学发展历史所做的全面论述来奠定。与后面这一信条相反，我在此要表达的我之前

已经公开宣称的信念是：只有当人们已经知道表象所指涉的对象的真正关联时，人们才能基于表象的

心理起源就表象的有效性作出判定。只有具备这种知识，亦即对表象的目的与目标有所认识，我们才

能够判断它是否通过其实际采用的对实在进行表象的特定方式而达到抑或错失了那个目标。毫无疑

问，在这些界限之内，心理学可以为我们提供对各种知识的批判。在我们知道光的运动规律和我们的

眼睛的结构之后，只要我们在这两方面都不出错，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去纠正大量的光学错觉；而在我

们认识到我们的个人印象赖以结合和自我再生的规则之后，我们可以在具体情况下证明，按照这些规

则，我们的表象必定会形成一个有序的联系，而这种联系与促发我们的个人印象产生的客观的现实因

素本身的联系并不一致。同样，我们所形成的关于物的本质、关于事件的本质、关于事物之间的相互

作用的本质，以及关于这些作用遵循的规律的本质的普遍思想究竟是真还是假的问题，是我们通过那

种知识所不能决定的，纵使我们最精准地知道它们的心理发展的历史也无济于事，除非我们已经知道

关乎所有这些要旨的真理。仅仅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够说，从我们的知识的心理发展所经历的过

程来看，正是因为它服从于普遍规律，它要么必然偏离它所指涉的事物的真实关系，要么它可能在结

果上与它们一致。基于这个理由，我提出了每一思辨哲学都曾作出的旧主张。即使我们完美地拥有了

心理学，它也决不能成为我们整个哲学的基础。更确切的事实勿宁是，只有当心理学首先根据我们据

此来判定万物的性质、相互影响和作用的自明的真理原则而被完整地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才会拥有

这种完美状态下的心理学。只有在那时，我们才能使发生在认知主体与可认识的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服从于这些原理并进而判定如此产生的表象的真理性。如此完美的心理学离我们依然非常遥远。在我

们的感性认识的发展史中我们肯定能够取得一些进展，而且我们肯定能够制定一些关于我们表象的联

结以及在记忆中自我再生的原则；但是，关于普遍观念的发展的更高级的东西则纯粹是幻觉。我们几

乎完全缺乏关于 （从我们的孩提时代起）我们思维能力的个人成就是如何一个接着一个发生的整个

过程的观察。在一个人获得健全的理性之后，他就会摸索出一些可以将其理性逐渐产生的过程呈现给

自己的一些途径；而且，借由不明说的偏爱之见而引到人们面前的、或多或少有些先入之见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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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非常自信地拿来作为公允的经验论珍宝加以兜售。在心理经验的实际真相不被怀疑之前 （以最新

近的心理学研究为例）、在可能从属于普遍的始终默示着的真理的材料被创造出来之前，这种状况是

不会改变的。因此，我们应该把心理学看作是哲学研究或一般的科学研究的最后且最艰难的成果。

为了回归我们时代另一个受到偏爱的事业，即作为第一必要的、为哲学奠基的一般知识论的建

构，再次把注意力投向人们进行这样的知识论建构时，必定活动于其中的无可规避的领域无疑是多余

的。理性将决定其一般程序方法的准确性，但是能被它当作做决定的动机加以运用的，只能是它所决

定的那些必要的原理。因此，它的劳作仅仅在于对自我的认同以及对它自身的运作方式的认真反思。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受自身需要所迫而依据诸多事实材料形成判断，而我们对于这些事实材料的真正

意义的认识是非常残缺的，而且我们对它们与其他事物的许多联系更是所知甚少。贯穿于一系列事物

之中的诸多条件，迫使我们经常性地把那些我们尚且还一知半解的东西拿过来作为一种原则来运用，

并且从这一原则出发开始对那些我们知之甚少的事物做出判断。最终，经验的有限性总是使我们的知

觉在许多可能的特征中只表现出一种特定的特征，这种有限性误导我们在实际上只不过是没有相反例

子的情况下就将之看成是联系的必然性。如果现在我们把这些难判断而易出错的情况汇集在一起，然

后设法把它们结合起来，并且通过抽象作用，从所予的混杂的多样性中形成若干组成部分之间最纯

粹、最简单的关系实例；我们的理性将在它们呈现出来时做出一种明确的判断，这些判断对于思想的

必然性像思考其对立面之不可能性一样明显。理性总是把自己看作是持续在场的法官———公正的并且

做着终审裁决的法官；不过，也是这样的法官：他只有从他不得不做出判决的案件的抗辩中，消除模

糊性与歧义性之后才能做出宣判。这样看来，对理性本身的信赖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切哲学研究，甚

至是那些关乎其真理性规定的研究的根基所在。当洛克对一切知识的两种来源做出区分时，当他接下

来把事物本身固有的属性与那些只是在我们认识它们时它们似乎才具有的性质对立起来的时候，并没

有直接的经验赋予他这些原则。于是，他认识到思考方法对我们思考一切事物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

他要求自己遵循这种思考，思考那些可称之为是对他已经发现的心理事实进行可能的解释的方法。这

就是康德的误解：他自以为已经留心于给他的 “理性批判”提供一个心理学基础。令人痛惜的是，

在他那里，心理学仅仅是被顺带着极不完善地提了提而已。像认识的形式与内容的区分以及他关于时

空的纯粹主体性与现象性学说之类的这些根本原则并不是心理经验的要处理的材料，而是对这些材料

进行形而上学解释的结果。从观察康德所遵循的原则中，我总结出的结论为：无论我们的观念从何而

来，以及它们如何从心理上在我们之内形成它们自身，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它们，不论我们是在拥有

它们时与其共同止步于此，还是我们必须更进一步对其作出判断，以确保我们的理性与它本身以及既

定事实完全和谐一致，这是我们唯一可以实现的目标。此乃数学一直以来的发展方式，它从来不在意

是通过什么心理行为才使得空间中的点在我们心中形成表象，或者我们通过什么更神秘的过程把无限

多个点连接成一条直线，或者我们通过什么其他的过程把许多线条的图形加以区分并生成它们之间夹

角的表象。所有这一切当然只是假设和规定。但我们有信心，当这些假定形成之后，无论形成这些假

定的心理方式如何，那些与这些表象观念的联系相关的命题，其之真实的必然性将得到严格遵循。但

它并没有问，从仅仅感知这样一种表象的联系出发的心灵为了意识到其之必然性都做了些什么，并且

它也不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保证其结果的真实性而言是必要的。

若是一个人想在从事严格来说所谓的哲学工作之前获得一种认识理论，他就会在这里提出如下异

议，即如果能得到这样一种理论，它的意义就必然在于对我们刚才所谈到的这些普遍的、从直观上看

显而易见的判断原则加以阐述和收集。也许，他还希望看到它们都是从一种独立且至高的原则中推导

出来的，以便最终在现实中产生人们自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所追求的第一哲学。但是，这样的设计是

如何被执行的呢？在考试中，当我们向考生提出一个明确的问题时，我们有理由期望得到一个答案。

但如果我们要求他把他毕生所学的一切用一个答案告诉我们，他要么不知道到底该从何开始，要么像

那些从火灾中抢救东西的人一样，他会毫无头绪地把重要的和不重要的都一股脑儿地告诉我们，而且

二者皆不完善。因此，那些我们认为是我们心灵内在固有的至高的普遍真理，它们从一开始就没能作

为一个完整有序的序列驻足于心灵的意识面前。我们初次意识到它们中的每一个的时刻乃是感知需要

８



最近四十年的哲学

引发其应用的时刻。因此，他们为建构知识论而进行的系统性收集，不可能成为哲学工作的开端，只

有对于那些不得不在自己身上重复已经完成的工作的学生来说才是开端。对于哲学本身来说，它不是

一个开端，而只能是终点。我怀疑在这两种的任何一种情况下，对它的应用或兴趣是否可以说成是伟

大的；因为我们越是从其特殊的应用出发，从在这种应用中原始真理所必须呈现出来的公式出发，到

达那些更为普遍的可以严格地自我服从的表达，理解它们的直观自明性总是越来越少，甚至对它们必

然性的直觉也消失了。而这种直接的感觉，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明确的事情迫使我们将它们应用

起来，我们就会强烈地感觉到它们。然而，对于另一种欲望———通过一种认识理论从至高原则那里推

断出所有真理的欲望———我无法为自己辩护。世界的统一性，我曾说过是我思想的出发点，它起初只

是一种偏见，它本身需要经过调查研究，以表明它是否属于我们思想所必需的真理，或是否与这种真

理相一致。只有在这种偏见得到证实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检验上述推论的要求。即便如此，它也不会

在赋予它的意义上这样做；相反，你只能通过第二种偏见预先决定这种统一性必须是什么种类或方

式。正如我已经指出的，统一性并不意味着把杂多普遍地结合起来，甚至也不意味着把个别的真理彼

此结合起来，进而使我们能够根据逻辑法则从一个观点推论出另一个乃至全部的观点。用一种不恰当

的比喻来说明，它也许能以一种旋律的形式控制整个组织，这种旋律的统一性和连续性是可以感知到

的，尽管没有定理可以证明这种特定的连续性属于那一特定的开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知识将

会存在很多同样原始且同样确切的真理。我们将会看到，它们是其所是时便相互契合，而我们则将永

远无法通过严格的论证从一个单一的来源来推断它们。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满足于只知道确切的个别

真理。如果我们轻视这种确定性并仍然热衷于至高真理，那么我们就会愚蠢地行事。也许，我们根本

无法获得至高真理，或者至少不能以那种特定的方式获得之。

我快要得出结论了。一个寻求哲学原则的人，就他的思辨可以从一个确定的起点开始而言，只要

他知道如何留意其思想的某些进展，他就会发现自己一无所失。并且同时服从他的指挥的，不是一个

原则，而是无数个原则。因为经验的任何部分都可能服务于这样一个起点，当它发现自身以立即呈现

的形式出现时，它与那些我们渴望看到的控制着一切现实的内在真理相矛盾，这些内在真理即便和目

前观察到的事实存在冲突，却也将作为不可或缺的假设强加于我们的意识中。从经验的角度出发，每

一种哲学实际上都是这样产生的。即使我们以热情和反复无常的态度正确地提出意见，也只能引向所

有那些只包含对世界实际进程的思考的梦。他们通过一系列虚构的联系，试图把世界上深刻而又难以

理解的缺陷与在他们看来是一切真实的职责与任务协调起来。而它们唯独错在，它们承受的一切都是

由于事物的发展过程违背了理解力的前提和心灵的需要，从而使心灵处在杂乱无章的秩序中；进而他

们又立刻充分发挥自己的幻想，发明出另一个更真实的世界作为这一险恶现象的基础。他们本应更仔

细地研究现实的内在联系，以便找到那种可以使所讨论的矛盾不仅在假设中得到解决，而且也在现实

中得到解决的联系。因此，真正的哲学作为拥有区别于一切非科学热情的所在，它似乎并不诉诸于它

的原则，而在于它展开思想的方法。也许我将出乎意料地欺骗读者们的期望，当我说我相信我们甚至

应该放弃这种自命不凡时，至少在通常的意义上是这样的。

知识的方法不能像实践的任务一样遵循预先确定的目标，它所寻求的是了解它所占有的事物的适

当性质以及构成这种性质的内容。我承认，关于我们对这一问题所持的立场，这是可以首先确定下来

的，它们必须适合于我们克服那些使我们根本难以把握事物的障碍。可一旦我们看到事物本身，我们

进一步迈进的方法就总会受到事物的性质在我们努力认识它时所呈现给我们的特殊性的制约。因此，

一方面，认知的方法必须与我们所想要了解的事物的性质一样有所不同，而且很明显，当许多不同的

对象具有相同的基本特征时，就会针对这些群组形成明确的固定研究方法。对于类似的情况，总是可

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处理，而为每一个单独的案例寻找新方法则变得多余。另一方面，如果不参考那些

相关问题组的特殊性的话，就永远找不到这种有用的知识方法，也永远不会存在一种普遍的方法，可

以由此使得知识的目的在每一个可能的研究对象上都能实现。数学已经为某些特定类别的问题建构了

其精妙的程序方法，这种方法在应用于每个个案时都会适应其特殊性。力学也以同样的方式形成了自

己对计划的选择，当需要处理同一类工作时，它就会不厌其烦地反复使用这些计划，尽管这些计划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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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会根据个别任务的要求做出调整。但是，从来没有人谈论过一种解决所有数学问题的普遍方法，或

为每一个可想象到的并且也许是尚未公开的目标而建造一台机器。显然惟其如此方能符合这种无限愿

望：一方面它是基础数学和力学原理的总和；另一方面又有广泛的敏锐度，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恰到

好处地使用它们。这在哲学中也不例外，在这一点上我很想借用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当亚历山大大

帝向他请教一种更简单的方式学习几何学时，据说亚里士多德这样回答道：在科学上并没有特殊的捷

径。科学，尤其是哲学，没有什么神秘的方法路径与我们单纯运用我们的理解力就能把我们大家一同

引向的道路相对立。曾经有人声称掌握了一种思辨知识的方法，这种方法应该能够保证获得人类自然

的思维所不能达到的结果，但这种自命不凡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转瞬即逝。每当我们获得有价值

的结果时，是因为我们发现了事物的部分性质，该性质掌控了其一系列的杂多现象。这种方法错误地

将有价值结果的丰产归功于自身，而这些结果实际上恰恰来自这一对象的客观来源。另一方面，如果

事先确定了一种普遍的研究方法，就只会导致为了研究而对事物所采取的暴力。它们必须遵循预先反

复无常地为它们固定下来的形式，任何不能适应它们的东西或无法引导它们的方法路径都被忽略了。

最后，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自命不凡的先进方法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一种无聊的装饰，用来装饰已经

完成的工作。而工作本身是由完全不同的、更自然的思维过程来完成的，这些思维过程是从问题本身

的特质中产生的。有些怯懦之人总在为准备成功的手段感到忧心忡忡。曾经，人们若对凭借自身优点

获得令自己满意的结果失去了信心，他们就会寻求爱情魔药征服不受约束的情感；如今，人们若希望

在生活中获得体面的地位，他们最有可能将整个社会秩序置于一种不切实际的基础之上，通过这种方

式，事物的过程本身便是它为我们带来的东西，而我们本应运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获得它。为了改善

道德缺陷，他们不强调对意志做出应有的严苛要求，要求它们通过自身的活动规避缺陷，而是采取更

加迂回的道路，尝试通过饮食的方法塑造后代人的大脑，使得本应是我们自身行为的善，作为这种条

件改善后的机械结果自然而然地到来。对哲学方法的追求也不例外。在犯下如此多的错误之后，人们

想要设法发明一种使我们无需这么费事的逻辑演算，并且在不对我们的个人敏锐度施加压力的同时，

就像一台机器一样，确定无疑地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为我们呈现正确的结果。这些工作总是无果而终。

尽管有许多工业机器把我们从繁重的劳动中拯救出来，但是，那种能够立马代替我们完成毕生工作的

机器尚未发明出来。依然有许多事情是机器完成不了的，这些事情仍然需要人类的指导和实施，直至

其圆满结束。对于这个问题，我不再赘述。与这些自命不凡的想法相反，我只是坚持认为，每一个思

想的进步与每种方法都是好的，只要它们随时都能够与所研究事物的性质、与研究所追求的特殊目标

相适应。当对手的性质发生变化时，我们绝不能忽视攻击方法的转变，我们绝不要想着光是依据那些

反对已达成的任何结果的异议是从次要的立场出发考虑的就可以力排众议。相反，我们必须在不带任

何偏见的情况下，有条不紊地进行思考，我们必须时刻小心翼翼地利用任何活跃且敏锐的头脑在任何

地方可以抓住的一切事物，以便找到这些结果，解释并推翻这些目标。有人也许会问，这种无视学派

所有传统成见的做法，是否真的意味着我希望以常识来评判哲学的科学工作？现在，我要反问一句，

常识事实上难道并非一直都是此事的评判标准吗？随着时间的推移，得益于深度方法的帮助，有多少

思辨体系确信它们是建立在技巧更为深奥的原则之上的，它们获得了用其他任何方法都找不到的真

理。不过，由于它们无法使结果取信于常识，取信于人类对可能性的自然感受，它们仅仅增加了可能

会引发我们好奇心的大量历史材料，而对我们的生活或者观念并没产生持久的影响。在说这些话时，

我无意以自然的理解力为名，将那些肤浅的印象、半真半假的想法、毫无根据的偏见，加上一些不可

或缺的或传统的真理，算作是构成非科学之文化的宝库。碎片化是这种文化的缺点，并且这种缺点无

法通过由生活中发生之事并将自身投入到个体经验中所唤醒的更大的强度来弥补从而成为科学。只以

自身视野范围内的观察滋养其自身，它只是把它所激发的思想向前推进了几步，就满足于这样的解决

办法，好像它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这个问题最迫切的需要。它没有注意到，这些孤立的尝试所产生的

各种结果并没有形成一个自洽的整体，并且每一个结果都包含着尚未解决的谜题，如果再向前迈进一

步，这些谜题就会被揭示出来。但这些缺点也不能采取特殊的方法来消除，因为纵使以哲学的世界观

来看，这些缺点也还是大量存在着，声称掌握了这些方法显然是自吹自擂。如果我被允许陈述我所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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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哲学研究最常见的错误，那么我认为这个错误就是对于持续性和稳固性的需要。它常常以一种振

聋发聩的思想闪光来满足自己，将一束有趣且炫目的光投向世界的一部分，却将其它部分留在更深的

黑暗之中。更重要的是追寻每一个基本思想，尝试其所有可能的结果，以确定其有效性在多大程度上

不与现实相矛盾，以及其丰产性在何处停止。正是在执行这种坚持不懈、不断推进的任务当中，一项

在科学的指导下进行的研究能够具有、并且也应该具备的优势要胜过非科学文化的自然努力。

在这个意义上，每一种哲学都自然而然地力求把它的结果统一为一个系统的整体，没有任何正当

理由可以反对这种努力的必要性。但对于既定的真理而言，至关重要的是关联、协调和从属的形式，

它们的统一是在这些形式中寻求的。说到这些，我只是想批判一种偏见，这种偏见将一种人们常用的

首选分类方式作为系统联结唯一可取的形式。我知道，要对一切哲学研究进行考察，就必须对寻求答

案的问题进行分类。在这方面，我比较接受康德三个问题的分类方式：我们能知道什么？我们应该做

什么？我们可以希望什么？这种分类至少使人始终坚定而生动地回忆着一切思辨归根结底为了满足的

需要。我也知道，相近学科的联合研究导致了一种以各个学科的名义致力于该研究的交叉，这几乎没

有必要提及。但我认为在这些个别研究领域内的细微区别是毫无价值的，就像在一个单一系统的大厦

中把它们再次联合在一起的建设性艺术一样。只有当把思辨的结果清晰地烙印在记忆中也能算是一种

益处时，这些人工的联结方法才可以说是有利的；但是，由于它们的结果并不包括它们得到结果的过

程，而只是一些索然无味的外在性陈述，并没有传递出活生生的研究精神。系统化的冲动可能会导向

两种不同的目标。首先，科学可以被归类为探究心灵以获得真理知识的主观性努力。如今，对于这个

目的当然没有什么异议，只是我们要反对过分夸大它的重要性。这个结果是我们没办法感激亚里士多

德的地方。正如他所做的，讨论一个给定的问题是属于这个还是那个他所区分的学科，这是一种徒劳

无功的处理方法。因为认为每一门单独的学科都拥有一种特殊的富有成效的方法，可以使它能够回答

一个给定的问题，并且这种方法是其他学科所没有的，这种主张是缺乏根据的。相应地，若有人知道

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很难理解他为什么不能把它放在思想的自然联系所表明的地方探讨它，使它的解

决方案变得可行；反过来，若他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参考其他学科也只是徒劳，不会得到任何启

迪。除了遵循这条道路，人们还可以采取我方才略有提及的第二种立场：他可以寻求系统地阐述———

不是个人主观的程序方式，而是已发现的客观真理。兴许经由此法也能达到如下结果，即每一个问

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每一个问题的答案，在整个系统中都有其固定不变的位置。我不能默许这种自

负的主张。我们自然只能在以前的研究结果具有充分根据的情况下，才能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当我

们努力阐述世界内容适当的内在联系时，这种系统分类的偏好是一种有害的偏见。世界当然不是如此

构成的。我们发现的个别在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基本真理是按照上级、并列和从属的次等逻辑模式结合

在一起的。它们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在同一时间出现在每一处角落的紧密结构。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把每一条线都作为你主要的思考对象，但是，如果不考虑它与其他线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每一个

瞬间，你就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或者至少你无法以一种有用的方式做到这一点。

为了不让自己想表达的话听起来言过其实，我还要再补充一句，我并不是质疑传统的哲学思维方

式有适度的效用性，我所质疑的是他们声称自己是一切哲学思辨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的主张。在此，

我必须向支持我的读者表示歉意。我曾经在谈到目前泛滥的知识论时说过，若只磨刀不砍柴，刀磨得

再锋利也无意义。但现在我自己已经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些介绍性的思考上良久了，恐怕我也没

有给人留下什么愉快的印象。我将努力弥补我的过失，即刻抽身，力求摆脱经院式的学究形式，转而

讨论那些一直以来，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唤起了人类强烈兴趣的基本问题。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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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的和解：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致思逻辑

张永刚

【摘要】致力于人与自然的终极和解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基本思路与价值追求，也是萨拉·萨卡

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得以构建与形成的致思逻辑。通过对现实生态恶化的境况反思与 “生态资本主义”的理

论批判，萨卡分别从自然与人的双重层面得出增长极限与道德沦丧是致使生态日渐恶化的主要原因。此种

情况下，唯有生态社会主义而不是生态资本主义才能改变这一弊端，基于自然由因的考虑致力于实现社会

可持续性发展；基于人的维度发展 “新人”以作为生态社会和谐发展的伦理保障。萨卡的生态社会主义思

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理论承袭与时代发展，尽管其某些具体观点与措施存有争议，但整体上对于

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增长极限；可持续发展；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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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基本内容。在马克思看来，人作为自然存在物

“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必须 “靠自然生活”①；人又是一种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

通过生产劳动完成人与自然之间的 “物质变换”②。马克思对自然问题的探讨，始终与人的存在以及

社会发展相关联，而不是单纯谈论独立于人与社会之外的自然界。施密特指出，“把马克思的自然概

念从一开始同其他种种自然观区别开来的东西，是马克思自然概念的社会 －历史性质”③。然而受资
本逻辑的驱使，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自然环境日渐遭受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 “物质变换

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甚至 “造成了地力的浪费”④。尽管面对的是工业化程度远没

有今天发达盛行的情况，马克思依然洞悉这一过程出现的 “裂缝”，并将连同出现的 “枯竭”“无林

化”“土地荒芜”等现象归因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失衡。对此，恩格斯提出解决思路，旨在为 “人

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⑤。按此思路，资本主义及其生产方式不仅无助于实

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反而将继续 “破坏”两者的关系，进一步加剧自然的荒芜以及人自身的丧失，

所以拒斥资本主义及其生产方式、迎接共产主义的到来成为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思路。

其后形成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无疑承袭了上述思路，形成基于社会主义立场解决生态问题的构思

路径。例如，“人与自然和解”奠定了萨拉·萨卡剖析人与自然的关系、批判传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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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６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０８页。
［德］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欧力同、吴仲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８年，第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９１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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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以及构思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面对人类社会的诸多问题，萨卡均宽泛划分为两大类，即人与

自然的关系与人类之间的关系问题，所以他在批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与生态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力争

走一条不同于以往的发展之路，在关照人与自然两者关系的思路中，最终将生态社会主义作为人之解

放与自然救赎的实现路径，从而建构起一套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型生态理论范式。其中，人与自然

始终是萨卡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批判与建构过程中关照的基本维度，实现两者的和解更是其整个理论建

构的致思逻辑以及理论旨趣。

一、增长极限与道德沦丧：基于人与自然的由因

（一）“增长极限”的范式

应当说，反思苏联模式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所有社会主义理论难以回避的问题，萨卡及其生态
社会主义思想亦是如此。萨卡从 “生态”这一独特视角剖析苏联模式的失败原因，将苏联经济发展

与能源节约、生态保护结合起来，对其出现的问题归因于是 “对自然的全面统治”，甚至是 “技术对

人的统治”。结合苏联境况进行理论分析，萨卡一针见血总结指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失败的首要

原因就是增长极限以及生态恶化”①。关于增长极限，罗马俱乐部于１９７２年发表 《增长的极限》报告

就曾论及，当资本不足以支撑工业产出的可持续增长时，社会的增长将消失与终结，甚至以一系列崩

溃方式呈现出来。根据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新问题，萨卡提出 “增长的极限”这一范式，并发展

成为生态社会主义批判的前提。

一方面，萨卡从自然的维度分析研判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生态根源，并指出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

式已完全超越自然资源、粮食生产以及生态环境的承载限度。依据马歇尔·戈德曼的报告，苏联的开

采和运输资源、石油、天然气、水电资源等都不断发生变化，自然资源不断耗尽与恶化，鲍里斯·库

马洛夫更将其概括为 “短缺经济学”。同时，粮食生产增长极限，伴随着土地恶化、气候干燥、水分

流失、土壤日渐贫瘠以及沙尘暴频率增高等问题。单纯依靠科学技术的解决角度已无法缓解上述问

题，而且技术解决的本身也存在诸多局限。虽然苏联在保护自然层面也有过诸如自然保护区建设与宪

法保护环境等举措，但还是为其生态环境付出沉重代价，其 “环境破坏”与美国一样范围广泛、程

度严重。对此，萨卡将其称为 “大自然的报复”②，并借用恩格斯曾经发出的告诫：尽管人可以 “改

变自然”“支配自然”，但不要过分陶醉于这样的 “胜利”，以免 “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背后大自然

对人类进行无休止的 “报复”③。

另一方面，萨卡将增长极限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关联起来，极力批判生态资本主义的错误主张，

得出生态于资本主义制度而言是一个悖论性难题，它无法也不可能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得以克服。毕竟

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回避也无法解决的矛盾，进而言之，“生态可持续性和资本主义的增长动

力”不可拥有，“‘扩张或者毁灭’是资本主义固有的法则”④。从现实情况可见，资本主义的生态危

机日渐恶化，并波及第三世界国家，这种高消费高污染的发展模式造成全球性的生态灾难与 “环境

非正义”。即便资本主义国家试图进行诸如重构工业社会、绿色税收、可持续增长以及碳排放交易系

统等生态改革，但萨卡认为，资本主义不可能允许这一思维范式的转换，增长机制内置于资本主义之

中，源源不断的利润与持续的经济增长才是维持资本主义运转的基本法则⑤。可以说，资本主义与可

持续发展最根本的差异性在于两者无法相容，前者的存在只能造成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进一步深化，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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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张淑兰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７—８页。
同上，第４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９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５９—５６０页。
［印］萨拉·萨卡、布鲁诺·科恩、陈慧、林震：《生态社会主义还是野蛮堕落？———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新批判》，《马克思主义

与现实》２０１１年第３期，第１５２页。
参见王聪聪、［印］萨拉·萨卡： 《红绿政治新发展：激进绿色左翼的思考————萨拉·萨卡访谈录》，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２０１４年第６期，第１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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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不断吞噬它所依赖的自然基础，从而不断消解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致使两者从根本上无法融合。

萨卡从资本主义视野的局限性、资本主义导致的资源无序和浪费、资本主义逻辑的内在强制性以

及凯恩斯主义的弊端等方面出发，分析并得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无法解决生态危机的结论。他明确

指出，人类当前面临的上述难题，总结起来无非是两个密切相关的核心问题：一是如何克服生态危

机，二是选择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更进一步，包括以上两个问题在内的所有相关的世界议题，又

可以宽泛地分为两大类：一是关于人类和自然界其他部分的关系，二是关于人类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人

自身的问题。萨卡的理想在于 “克服生态危机、创造一个美好的人类社会，并且只有在克服危机之

后，一种美好的人类才能实现”①，题中之义便是 “关心人类与自然命运”②，两者的交互不可或缺，

即便是对于原因的探究，也应该从人与自然两个维度来进行思考。由此就引出接下来讨论的第二个层

面，即人的问题。

（二）道德沦丧

马克思与恩格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在探究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

的过程中，将 “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③ 作为终极目标与价值旨归，以此形成其生

态思想。其中，人的维度不可或缺，甚至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关键因素。但面临的现实境遇却与此

相反，随着工业社会的不断推进与发展，机器与技术不断成为资本增值的重要手段，一度成为经济发

展的利器。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机器与技术作为生产力要素的重要构成，是人类发挥主观

能动性、创造性改造自然的重要标志。然而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悖论出现，机器与技术的进步 “似

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尤其是 “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努

力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④。理想层面的 “人与自然的和解”在现实层面发展成为一种 “对抗”

关系，造成人对自然的控制以及对人性自身的消解。因此，萨卡在分析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

时，不仅从自然维度现实层面看到现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而且看到与自然相关联的人自身所存在的

问题，结合苏联现状，也就是 “新阶级”的出现以及导致出现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开始，苏联经济发展出现波折，为了支撑一个满意的 “好的生活”，部分统

治精英利用手中掌握的特权，通过不正当渠道，与西方资产阶级领导集团频繁接触甚至经济层面的商

业合作，一度充当着西方经济发展的重要伙伴角色，致使社会主义在此过程中逐渐道德沦丧，为日后

转向资本主义埋下成因。与此同时，平等主义的理念日渐消失，不断涌现出新阶级与新权贵，一度出

现腐败盛行、改革失效、社会混乱的局面，理想的缺失与现实的不公，致使 “道德沦丧”的现象日

渐突显。对此，萨卡一再强调，“拥有权力和特权的新阶级的形成，是 ‘社会主义的’苏联道德沦丧

的最强有力的证据”⑤。早期革命理想主义日渐退隐，共产主义的热情也逐渐消失，伴随出现的是行

政管理的集权发展、国家机器的资产阶级化以及不断明显的官僚化。与此同时，伴随 “同志之爱的

共产主义者”队伍的精神萎靡甚至涣散，“社会主义真正灵魂已经死亡”，日常生活的腐败日渐凸显，

让苏联民众备感尊严感的丧失⑥。此外，作为工人组织的工会在此过程中也失去其政治权威和群众基

础，日渐沦为一具毫无活力的 “活僵尸”，发展为国家统治机构的组成部分。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工

人耗尽甚至失去建设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热情，从而给社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比如，作为个体的工人

士气萎靡，毫无生机；只注重个人生活得失，不关心国家事务；过于注重个人生活细节，对他人以及

社会发展毫无兴趣，如整个社会制度的凝聚力已经消散贻尽。

显然，萨卡尤其注重从道德层面来思考生态问题，明显受到甘地主义与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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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第９页。
［印］萨拉·萨卡、布鲁诺·科恩、陈慧、林震：《生态社会主义还是野蛮堕落———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新批判》，《马克思主义与

现实》２０１１年第３期，第１４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６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８０页。
［印］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第８６页。
同上，第９１—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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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甘地主义基于对资本主义的伦理批判，怀疑工业文明与现代社会，力证道德与修为在社会发展的

重要价值，崇尚苦行修行、乡村生活以及农耕社会。法兰克福学派存有大量对生态危机的批判理论，

诸如霍克海默与哈贝马斯对科技理性与资本逻辑的批判、马尔库塞将生态危机归因于资本主义制度等

观点，都不同程度影响了萨卡的理论形成，以致他从伦理道德的维度来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萨

卡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建构正是对此问题的破解，在批判人与自然的基础之上，提出实现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目标，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以下从自然层面的可持续发展与从道德层面的 “新人”观念，

正是对这一思路的延续。

二、可持续发展：对自然基础的必然认识

借用黑格尔 “自由是对自然的认识”这一名言，萨卡指出 “任何关于一个美好社会的想法，都

应该建立在我们生存的物质条件———那些自然给予我们的和那些我们创造出来的———有充分认识的基

础上”①。无论是未来社会的发展，还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客观存在的物质基础不可或缺，必

须将其作为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基础维度加以重视，有所作为。基于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呼之欲出，

成为解决现实问题、实现社会发展以及人的发展的关键。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萨卡在吸收赫尔曼·戴利、约翰·Ｂ·柯布关于增长与发展两个概念的
界定与区分基础上，提出其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理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可持续发展的存在方式不是以工业经济为基础。工业经济旨在追求作为 “主导性的增长

模式”的 “增长极限模式”。“高经济增长率在较长时期中只有通过生产生产资料的经济部类的发展

才能实现”，由此必然驱使工业经济不断扩张发展，“从通知官僚的社会地位中逻辑地引伸出依赖于

重工业扩张的优先性”，从而带来一系列消极的后果②。进言之，工业经济以物质为向度、数量为目

标，而我们追求的 “可持续社会的经济要求全部或至少大部分的生产生活必须以可再生资源为基

础”③。这意味着未来社会必然不能以工业经济作为基础，同时它必须建立在可再生资源的基础上。

第二，与前者一致，可持续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对立。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资本家

追逐剩余价值的贪婪本性将永远以经济增长为目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其对自然只能是无限的

索取，从而忽略对社会生态的可持续性与良性循环的关照。事实上，一个真正可持续的社会必然是一

个能够关照好几代人生存与发展的社会。所以，针对德国能源转型的境况，试图以新能源替代不可再

生能源，然而公众无法接受，造成阶层之间的矛盾突出与不公正情绪泛滥。对此，萨卡直言，类似改

革与行为无法真正解决生态危机与资源匮乏的危机，反而带来诸多社会矛盾，所以资本主义框架内无

法彻底解决环境问题。作为未来可持续社会，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生活至少大部分必须以可再生资源

为基础，“而且我们消耗可再生资源 （例如木材、淡水）的速度不能高于可再生资源的再生或补充速

度，这种经济才能真正是可持续的”④。

第三，可持续发展必然意味着生态社会主义的到来。在萨卡看来，若要在世界上成功建立一种理

想的可持续社会，生态社会主义势必是唯一可行的社会经济框架。毕竟它摆脱了上述提及的关于生态

危机的所有弊端，避免生态恶化与社会异化，关心保护生命的自然基础，尤其是人类生命的自然基

础。从某种程度来说，生态社会主义意味着一种不同与以往新的生态文化，不仅构成对社会主义的全

新理解，而且是一种对社会主义使命的重新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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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萨卡倡导的生态社会主义，旨在倡导一种新型的平等法则，内含和平、合作、团结以

及大众参与的价值理念，允许他人甚至其他物种共同享有现有的空间、资源、环境，目的在于建立一

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共赢模式。基于对现实的不满，萨卡倡导的未来社会模式，不仅是对 “资源

短缺和保持生命自然基础的迫切需要”，更是将 “平等、正义、合作、团结和自由作为重要价值观来

考虑时的自觉选择”①。萨卡在多部著作中都表达过类似观点，比如 《资本主义危机：政治经济学的

另一种研究》就通过生态社会主义的视角揭露资本主义的缺陷，论证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主张自然

资源驱动生产和发展的哲学②。这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建构思路甚为一致。马克思早期对人与自

然关系的理解，显然是基于人的生存立场，将自然作为人的生命存在以及未来发展的需要与可能，对

未来社会的理解也建立在对自然的理解上，以此维度提出共产主义是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对

自己本质占有的最好方式。尽管这一观点带有太多人本主义的特质，但必须承认，这是马克思生态思

想的起始逻辑，至少体现出其生态思想的最初思路。所以，萨卡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一方面必然要建

立在对自然基础的正视之上，选择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路径；另一方面对进步性观念的积极践行，将新

型生态社会主义作为对包含正义和公众参与在内的优秀社会主义传统的继承发展。

三、新人：作为未来社会的道德保障

就一般意义而言，生态社会主义更加 “强调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以及人的解放学

说对于理解和解决生态问题的重要价值”，质言之，“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思想、关于人

与自然相统一的未来理想，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观念和环境保护的基本理论”③。就某种层面来看，

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或者未来人类社会的希望，就是必须要配有具有合作、团结和道德等性格特征

的新人，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未来社会的有力保障，更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主体向度所在。如

同对于 “自然的控制”的理念一样，必须要认识到对于自然的控制 “在于伦理的或道德的发展，而

不是科学和技术的革新”④。生态社会主义暗含的逻辑在于，自然的解放离不开人的解放，尤其 “人

性的解放”，人和自然的和解是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维度。因此，萨卡对未来社会主义的展望，强调

“道德的提高、新人的理想、合作与限制不平等，是社会主义理想不可缺失的基本组成部分”⑤。

安德烈·辛亚夫斯基等人详细阐释过新人的思想，并将 “新人”定位为苏联社会主义文明的重

要基石，萨卡辩证分析研究了苏联社会主义 “新人”蜕变历程，重新定义 “新人”概念，赋予其新

的含义，尤其是将新人界定为 “共产主义者”。这等同于将平等、合作、团结等价值理念内化为 “新

人”必备的生态价值，从而为保证人与自然和谐、实现可持续发展纳入道德保障。一方面，新人具

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道德境界，愿意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奉献自我。萨卡提及，新人具有 “克服自私

性”的完美人格，并且 “愿意为集体的福利而牺牲个人的利益，愿意接受物质平等的一个社会目

标”⑥。另一方面，新人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家，而是一个积极的行动者，并自愿主动将代表人类利

益的立场转化为实践过程，真正 “组织一场有秩序地脱离今日增长迷恋的运动，自觉地削减人类的

经济活动”⑦。简言之，萨卡是从伦理与实践两个层面厘定了新人的特质，其中有对马克思主义的继

承，也有对其某些思路的偏离，这也是后来受人诟病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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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如何在具体行动中付诸实施，萨卡认为 “简单生活”是新人道德提高、保障可持续理念实

施、从而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可行途径。具体表现在：其一，合理消费。资本主义为了维系其工业增

长，不得不向人们提供超越其 “真正需求”的消费，制造 “虚假消费”的局面，最终的结局就是人

类面临着不可调和的生态危机，对此，生态社会主义主张缩减个人需求，从 “异化消费”的困境中

摆脱出来。对此，萨卡一方面得益于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启示，将人类的幸福寄希望于自
我实现的劳动与有益消费的相结合①；另一方面受法兰克福学派的启发，将生态环境与虚假需要、科

技异化等相结合，从而提出控制欲望合理消费的理论思路。其二，稳态经济。马克思早期提出管理生

产资料与拥有生产资料同样重要的思想。穆勒在其 《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也提及使经济和人稳定化

的思想，舒马赫更是直接提出要适应自然又尊重人性的 “民主技术”或 “具有人性”的小规模生产。

在一定程度上，萨卡生态社会主义的稳态经济，实际上就是通过 “不断缩减和分散庞大的工业经济

体系，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使人类劳动和生产真正根植于人类和自然的和谐之中”②。

显然，萨卡主张节制自我、克服欲望，让道德进步作为保障，并寄希望于所有关切人与自然和谐

共存关系问题的人都能够成为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从者、支持者以及实践者。比如，萨卡认为，出

于精神境界与道德水平的原因，人们或就 “自愿地过一种中等标准的生活，许多人放弃了私人轿车，

并且减少了他们的消费水平”③。与大部分生态社会主义观点一样，萨卡的理想在于，单靠生态政治

本身无法保证生态社会主义的必然实现，只有改变社会关系、重建新型生产关系，进而实现人与自然

关系的重建，最终达到生态社会主义的价值旨归。因而，人类必须克服利己主义的世界观，实现人与

自然、人与社会的互惠互利。一方面，萨卡回归马克思主义的初衷，是未来共产主义范围内对自然主

义与人道主义的有机结合与双重价值实现，一如马克思最初论及生态问题与社会发展时候所论及的，

未来共产主义 “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

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④。另一方面，萨卡根据时代发展与实践变化

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推进。他坚持在当代，“社会主义者的职责不是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教条，

而更应该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重要的不是一味的寻找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绿

色元素，而更应该使马克思主义走向 ‘绿化’。利用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社会批判力，努力创造一个生

态可持续的社会主义社会”⑤。

人与自然的和解是萨卡生态社会主义的批判思路和构建逻辑，这不仅体现在他对苏联模式的批判

层面，也反映在他对生态恶化境况的现实考量，更体现在对未来社会主义发展的构思层面，从而将可

持续发展与道德提高结合起来，形成其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必须承认，萨卡生态社会主义思想遭受诸

多批评。比如，对经济社会发展持以悲观保守的态度，主张以缩减经济、克制消费等方式作为其重要

举措，一定程度上扼杀了经济发展的活动，与时代发展的主流思想和现实实际相违背。再如，从伦理

道德层面理解新人并作为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夸大了伦理道德作用，难以在具体实施方面有所

推进，也难免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初衷相违背。但其中蕴含的积极价值不容忽视，尤其是对于今

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意义。萨卡将生态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并注重从

现实维度处理和解决人与自然问题、力争实现社会发展的公平性等重要观点，对处在民族复兴时期的

中国来说不无裨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秉承环境友好与生态正义的价值理念，

坚持绿色生产方式、树立健康消费理念，真正走一条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绿色发

展道路。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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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胜：《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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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资本的逻辑嬗变

刘志洪

【摘要】资本逻辑在当代发生若干明显改变，对这些变化的自觉问题意识和总体哲学审视不仅至关重要，

而且刻不容缓。从资本一般的视角看，增殖逻辑整体强化，扩张逻辑持续加强，负向逻辑驱逐正向逻辑，

但扬弃逻辑也日益发展。这些逻辑变化内在勾连、相辅相成，对资本本身和资本世界造成深刻影响，本质

地关涉着当代人类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

【关键词】资本；当代；增殖逻辑；扩张逻辑；扬弃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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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资本逻辑基础理论问题的哲学研究 （１７ＣＺＸ００４）

资本逻辑是现代世界的主导逻辑，内在地贯穿和作用于人、社会与自然。但正如资本主义社会不

是 “坚实的结晶体”一样，资本逻辑也非一成不变的僵死物，“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

过程中的有机体”①。具有相对稳定的质，并不排除资本逻辑出现变化的可能性。事实上，资本逻辑

特别是其具体运行方式和轨迹在当代发生了关键性的转变。诚若大卫·哈维所言：“自１９７３年以来资
本主义在外表方面肯定已经有了一种显著的变化，纵然资本主义积累的根本逻辑及其危机趋势依然未

变。”② 强大的适应能力既为资本逻辑的变化提供了可能性，也造成了某种必然性和现实性。逻辑的

转变不仅内在地变更了资本主义的运行轨迹，而且深刻地改变了全部生存世界，本质地关涉到当代人

类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共时态地蕴含着令人类文明衰落和重生的双重可能。对这些变化及其效应

的澄明与揭示，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驾驭进而超越资本逻辑的必要前提。

遗憾的是，学界目前虽然十分热衷于将资本逻辑作为解剖现代世界和当下中国的 “钥匙”，但对

这一 “钥匙”本身特别是它的当代变化研究相当不足，甚至还没有生成足够自觉的问题意识。尽管

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资本主义的当代变迁一直颇为关注，提出了许多有益见解，使当代资本主义

越发清楚地显露出来，但需要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的变迁不等于资本逻辑的变更。作为资本运动必然

性的法则与机理，资本逻辑的变换是资本主义变迁的内核和根本，而资本主义的变迁则是资本逻辑变

换外显的反映与表现。这意味着，目前多数关于资本主义变迁的讨论尚未跃升至资本逻辑及其嬗变这

一更为深刻的层面。一些研究在对资本主义新特点的探讨中不同程度地触及资本若干具体逻辑的转

变，但应该说，资本逻辑的当代嬗变还没有作为有机整体足够清晰地呈现出来。

如果资本哲学希望更加深入地切中进而变革资本逻辑和人类存在的现实，展现出更为鲜明的时代

性，那么对资本逻辑当代变异及其社会历史意蕴的探讨就不仅至关重要，而且刻不容缓。这是资本逻

辑研究乃至资本研究十分重要的新生长点和发展进路。惟有自觉发掘和阐释资本逻辑时代变化的哲

学，才是无愧于时代的资本哲学。本文尝试从总体上对资本逻辑特别是其构成形态的变化加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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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当中具有本质意义的嬗变，以期引发学界对这一问题更为充分的重视和研究。

资本运动的逻辑呈现为四个有机联系的层次：形成、扩张与扬弃的总逻辑；价值增殖的核心逻

辑；创造－消解文明的基本逻辑；提高－降低效率、竞争－垄断、创新－守旧、理性化－反理性、公
共性－私独性等相反相成的具体逻辑。它们共同构成资本逻辑的系统结构①。缘于内在本性，资本无
法根本性地改变其总逻辑，也不会根本性地改变核心逻辑。这二者是资本运动逻辑的 “硬核”。但由

于外在条件的不断变更，为了稳定以至更好地增殖，资本必须经常性地变换运行态势，改变 “外围”

和 “保护带”，转换对各种具体逻辑的运用，导致其中某些逻辑强化或削弱，诸逻辑形态间的关系重

组，创造－消解文明逻辑出现变化，甚至连价值增殖逻辑的运行也发生改变，从而使总逻辑的具体运
行轨迹亦有所变动。在当代资本所表现出的逻辑变化中，增殖逻辑、扩张逻辑与扬弃逻辑、正向逻辑

与负向逻辑等逻辑形态的变动最为关键。

一、增殖逻辑整体强化

在名著 《漫长的２０世纪》中，“历史资本主义”学派的主将乔万尼·阿瑞吉提出，在数个世纪
的演变过程中，经过政府机构和商业组织的反复结合，资本成功实现了四个周期性的体系积累②。历

史表明，资本主义具有很强的自我变革与创新的能力。这种变革和创新首先集中地表现在增殖。这种

增殖不仅体现为价值的增殖，也呈现为财富的增长。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中，财富涵盖价值，包括商

品、货币和资本三种基本形式。增殖须臾不停，但当代资本的增殖却显露出新的特点。总体而言，增

殖不仅没有衰退，而且愈发强化。当代资本不单擅于生产、实现和分割剩余价值，在这三个环节或向

度都作出较大调整和 “改良”，而且擅长灵活和高超地获取财富，赢得对财富的支配权。虽然 “利润

率趋向下降”，但迄今为止，当代资本所掌控的价值和财富的数量迅速增加，并且支配了社会价值和

财富的绝大部分，而且是愈加庞大的部分。不仅人类的劳动，而且自然的资源，都落入资本囊中。诸

多数据表明资本支配价值和财富的数量与比例不断攀升。

托马斯·皮凯蒂基于大量数据提出的观点是：资本的收益率高于经济的增长率，已经为多数世人

所熟知和认同。在他看来，资本的平均收益率大致为４％至５％。但值得注意的是，皮凯蒂是在 “资

源”的意义上理解和使用资本概念的。资源涵盖的内容远大于资本，从而必定摊薄资本的收益率。

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资本收益率，一定更高于此。资本的收益率也远高于劳动的回报率，并且这种差

距越来越明显。通过劳动获取财富远远赶不上通过资本获取财富。可以说，在这个时代，靠劳动致

“富”的可能性很低，而资本致 “富”则要 “现实”得多。当前的众多现实都表明了这一点，人们

也很容易体验到。

可见，当今时代的资本增殖逻辑非但没有减弱，反而进一步加强。资本增殖数量和比例的增大源

于其增殖力度、广度和深度的强化。众多增殖机器、方式和手段都被制造出来，一刻不停地开足马力

运转着。一切现实和虚拟的存在，从物质劳动到非物质劳动，从生产到消费，从债权到债务，从财富

到景观，从自然到人工，都沦为资本增殖和积累的手段。科技、理念、知识、信息、符码乃至理想和

信仰等，均越来越 “死心踏地”地为资本增殖服务。后 （新）福特制、娱乐化、数字化、网络化、

虚拟化等同样成为增殖的方式。而垄断化、金融化和全球化更是构成增殖逻辑强化的关键机制。

垄断资本受增殖逻辑的支配更为深刻。“垄断资本学派”的两位主要代表保罗·巴兰和保罗·斯

威齐共同指出，“大公司的经济同过去的小企业家相比，更多地而不是更少地受到追求利润的逻辑的

统治”③。资本之所以能够成为威风八面的垄断资本，就是由于它拿到了远多于其它资本的价值与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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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从而极大地扩张和膨胀起来。垄断资本本能地明了增殖是自己的力量源泉和生命线，离开增殖自

己什么都不是。因此，“在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其强烈、持久和日益发展的趋势与其说是寻求有

利可图的投资场所，还不如说是谋求更大的剩余价值”①。垄断资本不仅在观念上更加渴望增殖，而

且在现实中更有实力和能力获取价值与财富，能够淋漓尽致地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攫取巨额垄断利

润。在垄断资本带动下，资本增殖的逻辑愈发强劲。“垄断资本学派”甚至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在２０世纪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存在一种强烈的、持久的、且不断增强的趋势，那就是剩余价值的
生产要快于能够找到的有利可图的投资渠道”②。

较之其它资本，金融资本增殖的愿望尤为强烈，更加狂热地追逐高额利润。金融资本就是为增殖

而生的。诚如鲁道夫·希法亭所言，银行 “作为金融资本来掠夺产业利润，就像以前的古老的高利

贷者以利息的形式掠夺农民的收益和地主的地租一样”③。金融资本 “在经济发展不断提高的阶段上

最大限度地获取社会生产的成果”④。金融资本本身不创造价值，但由于必须分割大量和大部分剩余

价值，因此它总是热切地协助和迫使职能资本获取更多财富。而为了应付金融资本的 “收割”，职能

资本 “不得不赚足够的钱来支付借款利息”⑤，必须 “创造”更多得多的利润。随着资本金融化的持

续推进，社会总资本获取利润尤其高额利润的能力变得更强，增殖的效果进一步凸显。

全球化过程中对不发达国家特别是人力和自然资源的剥削，也是发达国家资本增殖逻辑强化的主

因之一。以依附理论为代表的许多学派都强调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者对此尤为重视。约翰·福斯特

说：“从海外所获取的巨额剩余价值强化了核心国家的过度积累问题。”⑥ 资本没有祖国。资本全球化

的历史就是将增殖之手伸向世界各个角落的过程。从资本主义诞生伊始，世界的财富即通过诸多路线

和方式流向体系中心。在当代，作为体系中心的发达国家特别是超级大国，更加牢固地控制了身处边

缘的不发达国家，对这些国家财富的攫取愈演愈烈，而且还享受到由衷欢迎乃至顶礼膜拜。苹果等跨

国公司的海外工人工资仅占其总支出的很小比重，绝大部分好处都掌控在母国资本及其人格化身手

中。尽管如此，许多不发达国家至今仍热烈期待跨国企业到本国推动经济和就业。将不发达国家民众

所创造的巨量财富源源不断地搜刮至国内，让发达国家资本暂时性地缓解了本国价值生产受限或衰退

的窘境。大卫·哈维指出，“不均衡地理发展的动荡加剧，使得某些地区可以 （起码在一段时间内）

惊人地发展，代价则由其他地区承担”⑦。

日趋强盛的增殖逻辑更有力地支配创造文明和消解文明逻辑以及构成它们的具体逻辑的运作，让

资本的收益率越来越高于经济的增长率和劳动的回报率，令资本力量更为强大、统治愈加牢固，社会

财富、权力和地位向资本的聚拢日渐明显，资本拜物教也越发膨胀和显赫。增殖逻辑和扩张逻辑相互

强化，共同推动资本总逻辑的运行，并在客观的意义上促进扬弃逻辑的发展，加速资本主义自我扬弃

的进程。当然，马克思反复论证，增殖逻辑不可能无限强化。在其达到一定点之后，就会走向反面。

资本主义不过是以制造更大危机的方式超度眼前的危机。

不过，从目前情况看，应该承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还拥有或者说能够创造出相当多达成所愿的

方式方法。资本文明还有继续存在的可能空间，虽然它必须并且必然被根本性地变革。换言之，资本

还能在一定历史时间内继续运行乃至强化自己的增殖逻辑，尽管不可避免地造成周期性经济危机。但

即便是以金融危机为核心的经济危机，一些资本大鳄也能从中渔利。虽然危机最终必定将金融资本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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垮，但它却反转为金融寡头牟取暴利的有力手段。“金融危机实际上成了使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在精

英手中加速积聚的最佳手段。”① 然而，马克思说得很妙：“自我异化的扬弃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

道路。”② 强盛的增殖逻辑必定让资本的自我扬弃逻辑同样变得更为强大。增殖逻辑的核心地位与强

势状态，要求对其加以足够重视，着重以之出发思考资本逻辑相关的现实与理论问题，特别是使之更

充分地助益资本的自我扬弃。

二、扩张逻辑持续加强，扬弃逻辑日益发展

增殖逻辑强化的同时意味着资本扩张逻辑的加强，二者内在相通。在当代，资本的扩张不仅没有

由于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和民族革命而有所停歇，反而愈加汹涌澎湃，构筑起哈特和内格里笔下强大

的资本 “帝国”。哈维和伍德等诸多马克思主义者深入分析了资本扩张的机理。这种现代主宰既在广

度上竭力扩张，拓展统治空间，在全球绝大部分地区布展开来；又大力开辟支配领域，将社会、文

化、生态、道德和身体等尽数纳入操控范围；还在深度上强化扩张，渗透进各种微观层面，操摄人们

的灵魂与行动。从本质向度看，资本的扩张首先表现为价值、财富的增殖，这是其扩张的核心内涵。

但这种扩张也表现为统治和权力的扩大，以及意识形态层面拜物教的强化。

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是：平台资本主义的扩张逻辑更显强大。平台资本主义研究专家、加拿大学

者斯尼瑟克 （ＮｉｃｋＳｒｎｉｃｅｋ）十分详细地描述了当前具有很大统治力的数字平台的强势扩张，“平台对
数据的渴求意味着这些企业在不断扩张。这不仅导致隐私问题，而且也意味着这些类型的企业会根据

以数据为中心的资本集中逻辑而发展壮大……这些公司迅速收购了有强大数据提取潜力的创新型创业

公司……与福特公司式的经典垂直整合不同，平台采取了根茎式的整合形式。这些平台的扩张性质意

味着，在提取数据的激烈竞争压力下，完全不同领域的公司正聚合在一起。”③ 这些分析富有见地，

对于我们理解当前平台资本主义以至整个资本主义的扩张深有启迪。

资本越来越强力、深刻却隐匿地宰制当代人类，以近似 “温水煮青蛙”的方式令人们逐步失去

反抗和超越的意识与能力。撒切尔夫人的 “别无选择”是众多令色巧言中最曼妙的一个。结果，资

本主义不可替代的假象日渐反转为 “真相”，犹如谣言经过反复传布摇身成为 “遥远的预言”。人们

愈发不是将资本主义看作历史的、暂时的现象，而是视为自然的、永恒的铁律，不但茫然无措、却步

不前，甚至转而热烈地支持它的统治，认定为 “历史的终结”。相反，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却 “沦落”

为陈腐乃至偏执的 “牢骚”。事实上，无论资本主义发挥了多么巨大的进步作用，相对于其它制度拥

有多么显著的优越性，它都确定无误地存有根本的局限，绝非人类存在和发展的 “理想”模式，因

而必须被决定性地超越。

但我们也不应因此失去对 “后资本主义”的憧憬，停下 “反资本主义”的脚步。历史的进程从

来都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复杂性的，众多可能性相互交织。事实上，扩张逻辑的过度强化也意味着扬

弃逻辑的即将来临。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资本必然由于内在系统性矛盾的持续推动而根本性地使

自身成为更高文明形态的组成因素。借用海德格尔的话说，这是资本及其逻辑 “存在的历史性”。这

种自我扬弃的实现将使人类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迎来 “真正的人类史”。不断扩张的资本在历史进

步中实际地为建构更具合理性与优越性的社会形态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器物、制度与观念条件，使扬

弃逻辑逐步显露和发展。换言之，资本的扩张逻辑和扬弃逻辑两极相连、一体两面，是同一历史过程

的两个向度，而绝非是对抗的。黑格尔关于矛盾对立面统一性的分析对此富有启示。在某种意义上，

扩张逻辑越是强化，扬弃逻辑就可能越早实现。马克思在１９世纪中叶就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达到

１２

①

②

③

［美］大卫·哈维：《资本的限度》，张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３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９４页。
［加］尼克·斯尼瑟克：《平台资本主义的挑战：理解这种新商业模式的逻辑》，梁超译，《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年第１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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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能够实现人类解放的程度，今天的生产力水平较一个半世纪前又大踏步地向前推进了许多，为人类

超越资本文明奠定了坚实得多的基础。生产的相对过剩在局部上已经转换为生产的绝对过剩。马克思

当年已有强烈的根本扬弃资本主义的信心，今天的我们更可以有这种信心。的确，按照马克思当年的

标准，今天的生产力的确可以认定为 “高度发展”。当然，光有信心是远远不够的，问题的关键在于

真正合理地利用人类的这种果实，并展开积极行动。

历史并不会预先决定什么，更不会被预先决定什么，而总是在必然性基础上敞开巨大可能性空

间。科学预测并非先知预言般的 “绝对真理”。资本的扬弃并不是外在于人的纯粹客观的过程。这种

扬弃同人类主体性的发展与发挥密不可分。事实上，它只有通过人的能动性活动特别是革命性实践才

能真正展开和实现。尽管 “主体性”成为被人唾弃的 “黄昏”，但不同于 “主体主义”，它具有内在

的合理因素，只能被超越而不能被取消。一味取消主体性，走向的可能是前主体性，而非 “后”主

体性或 “超”主体性。事实上，对主体性的取消本身就动用了主体性。没有自觉而不懈的行动，资

本的扬弃并不具有绝对必然性或 “充足理由律”。甚至可以说，不经历艰辛的斗争，资本是决不会根

本扬弃的。或许可将此视为继两个 “决不会”之后的第三个 “决不会”。促成资本的自我扬弃，根本

性地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文明形态，生成更高的生产方式和文明形态，是当代人类最本质性的任

务之一，或许也可视为人类的 “自我救赎”。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是从根基处超越资本文明、创生更高文明的历史良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愈发清晰地暴露出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人类生存的本体性困境和社会文明的整全性危机，更是明

晰地泄露出资本主义的根本局限性。这内在地孕育了超越资本文明、建构新型文明的核心要件，昭示

人们自强不息、奋发有为。能否成功超越资本文明，创建新型文明形态，是对当今人类特别是中华民

族的重大考验。从历史发展的高度，以愚公移山的气魄，切实并睿智地把握这一宝贵时机，坚定有力

地向更为高远的目标迈进，对于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和中华文明的当代复兴至关重要。最重要的是在

现实生活以至日常生活中，切实而又坚持不懈地创造新的、更高的生产方式进而整个文明形态。

当然，资本的扬弃需要诸多现实条件和较长历史时间才能完全实现。两个 “决不会”的提醒拥

有长久的意义。这要求我们在积极进取的同时生成充分的智慧并葆有清醒的头脑和足够的耐心。通过

一次革命就一劳永逸地进入理想王国，是无法实现的奢望，本身就是当代人类需要变革的对象。正因

为如此，才需要 “改革”这一新的 “伟大革命”。“后革命”不一定是 “反革命”，或许还是真正意

义上的革命。美好生活必须反复锻造方能到来。在这个意义上， “不断革命论”是值得借鉴的。当

然，前提是合理理解革命的意涵。革命不只是政治革命，而是全方位的社会变革，亦即人全面的解放。

三、负向逻辑驱逐正向逻辑

在特定时间中，事物往往并存不同面相。资本同时内在地存有作为正向逻辑的创造文明逻辑及其

诸具体逻辑 （如提升效率、创新、公共性等逻辑），也存有作为负向逻辑的消解文明逻辑及其诸具体

逻辑 （如降低效率、守旧、私独性等逻辑）。在资本主义上升期，较与之相对的负向逻辑，多数正向

的具体逻辑更为有力。譬如，提升效率逻辑和创新逻辑远强于降低效率逻辑和守旧逻辑。人们争相创

新，极大提高了生产乃至全部活动的效率，使资本主义的总体效率远远超越前资本主义。正向逻辑在

整体上显著强于负向逻辑，令资本发挥出重大积极作用，表现出显著历史进步性，使人类的生存向上

跃升了很大台阶。

众多思想家都对此发出了热情的讴歌。连资本主义最严格的批判者马克思也是如此。但它的积极

意义或许比马克思所由衷称赞的 “还要多、还要大”①。而且，除其积极意义外，资本主义还具有很

强的自我调整能力。因此，资本及其逻辑必须被历史地、辩证地看待和对待。它的历史局限性与倒退

２２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４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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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并不能掩盖其历史合理性与进步性。看不到这一点，关于资本及其逻辑的理解必定出现严重偏差，

也无益于对资本逻辑的合理应对。当然，在这一时期，资本的负向逻辑已然存在并造成影响，有些还

相当强劲。不过，总体而言，正向逻辑强于负向逻辑，积极作用也大于消极影响。这构成资本主义与

现代性高速发展的深层机理。资本现代性之所以能够在文明与反文明并行 （卢梭）、文明与野蛮循环

（米拉波）、最好时代与最坏时代共生 （狄更斯）的喟叹中大踏步前进，原因正在于此。唯有看到这

一点，才能足够深刻地把握资本主义与现代性的运行。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是就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论的。事实上，即便同处上升期，正负逻辑在不同

共同体和个体中的力量与效应也有明显差异。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正向逻辑的力量更加强

劲，表现更为积极，所形成的效应也更加有益；负向逻辑的力量与行动被相对抑制，造成的消极影响

也较小。而在体系边缘，正向逻辑的力量和效应大打折扣，负向逻辑的力量与效应则突出许多。简言

之，并非所有人都能同等程度地享受资本逻辑的积极意义。资本主义 “宗主国”与 “殖民地”、强势

群体与弱势群体的生存与发展状况判若云泥。暴涨的 “历史水平线”对于不同民族、阶级、阶层和

个人并不 “水平”。

对此，诸多理论都有所论及，尽管还没有明确从 “逻辑”的层面出发。乔治·索罗斯明确提出，

“在目前架构的全球资本体系中，中心国家比外围国家有太多的有利条件”①。苏珊·斯特兰奇也指

出，金融危机对不同人的影响并不相同，甚至可能相反。“银行和大企业作为一方，可以在多数情况

下，在这种不稳定、不确定的环境中获利、生存下来；而作为另一方的农民、工人和小企业发现，获

利或生存困难得多。”② 还必须看到的是，中心和边缘的区别目前并未在内格里等人所指认的作为资

本当代统治形式的 “帝国”中明显弱化，在社会内部更是愈演愈烈，阶层固化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社会流动愈加困难。诸多实证研究表明了这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越发深切地感受到各种 “二代”

“三代”乃至 “家族传承”的兴盛。这就是 “承袭制资本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当代社会仅剩教育

和运气两条主要的上升通道。但幸运女神不会轻易低头 “垂青”弱势群体，通过教育改变命运也变

得越发困难。精英大学的大门往往只对 “精英”及其后代敞开，“草根”改变命运的机会日趋减少。

进入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过度扩张的资本越来越丧失存在合理性，创造文明等正向逻辑变得越来

越乏力，而消解文明等负向逻辑却越来越强劲，越来越驱逐和取代正向逻辑。或许可将此称为晚期资

本逻辑的 “劣币驱逐良币”定律。英国学者约翰·格雷提出了 “资本主义的格雷欣定律”，即劣等的

资本主义模式驱逐优等的资本主义模式。他认为，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众多资本主义模式间存在诸多

差异，有的是优等的，有的是劣等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内在局限或倒退之处在于，正如货币世界所发

生的那样，不是优等的资本主义取代劣等的资本主义，相反，是劣等的资本主义驱逐优等的资本主

义。具体地说，是劣等的美国资本主义模式驱逐其他优等的资本主义模式③。法国学者米歇尔·阿尔

贝尔也有类似看法，认为在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和莱茵模式这两种资本主义模式中，“最不完善的一
点一点地战胜了它的对手，虽然后者更为有效”④。

就资本逻辑而言，同样存在这种劣等 （负向）逻辑驱逐优等 （正向）逻辑的机理与趋势。正向

逻辑在整体上越发难以实现增殖，因此，资本必然倾向于诉诸负向逻辑而非其对立面增殖。譬如，由

于资本在现阶段不易通过发展益于国计民生的实体经济获得 “足够”利润，于是就更多地依靠膨胀

根本上利于少数人私欲的虚拟经济乃至 “虚幻经济”达成目的。“为实体产业提供融资和咨询服务早

已只占金融资本业务收益的微不足道部分，金融资本的主体工作是投机性交易。”⑤ 与此一致，资本

３２

①

②

③

④

⑤

［美］乔治·索罗斯：《新的全球金融构架》，［英］威尔·赫顿、安东尼·吉登斯：《在边缘：全球资本主义生活》，达巍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３年，第１２７页。
［英］苏珊·斯特兰奇：《赌场资本主义》，李红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７页。再不济，银行和大企业
也可以依靠政府用纳税人的钱给自己输血，因为它们是 “大而不能倒”的。

参见 ［英］约翰·格雷：《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刘继业译，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８６页。
［法］米歇尔·阿尔贝尔：《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杨祖功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６８页。
［美］约翰·卡西迪：《美国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基本运作状况》，张征、徐步译，《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１１年第１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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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极影响愈加显著，并越来越取代其积极效应。这是资本在自身范围内无法逃脱的命运。埃伦·伍

德说得好：资本主义无法继续繁荣地发展，“这一趋势在当今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明显。今时今日，我

们已经达到了资本主义消极后果远远超过其积极物质收益的临界点……那种试图依据资本主义原则来

实现物质丰裕的努力都只能越来越多地带来资本主义矛盾的消极面……而不是其积极的物质利益———

对绝大多数国家来讲尤为如此”①。

在资本主义高度金融化的这半个世纪中，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在整个世界风起云涌、跌宕起伏。

最近的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历经十年仍然没有完全消散，而新的危机又已在资本主义的母

腹中孕育并渴望早日降生大干一场。中小资产阶级疲于奔命，社会大众苦不堪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一次又一次地对全球房地产市场泡沫发出警告。据统计，全球房价指数在２００７年第三季度达到最高
的１２７之后，到２０１２年第一季度降为最低的１１４６，而在这之后，连续９个季度上涨，到２０１４年第
二季度又已经飙升至１１９７②。纵然如此，正向逻辑也没有在晚期资本主义中消失殆尽。

可以发挥资本的正向逻辑，实现其积极意义；也可以同时抑制负向逻辑，规避和减轻其消极影

响；最关键之处在于促成资本的自我扬弃。即使不是完全的扬弃，也要使之逐步扬弃。积少成多、集

腋成裘，不断积累的量的超越终将使资本迎来质的扬弃。只有发生根本性扬弃，诸正向逻辑才能真正

克服各自的对立面。不过，反过来看，或许正是由于负向逻辑的过度强势，使对资本的扬弃愈益成为

必要，并让人类得以看清资本及其逻辑的秉性与趋向，下决心走超越资本文明的道路，而不是沉醉于

正向逻辑的甜美酒浆。

必须警惕的是，负向逻辑对正向逻辑的驱逐呈愈演愈烈之势，而且二者并非严格的此消彼长关

系。如果没有被有效限制与调整，当消解文明等负向逻辑进一步扩张至更为强大的程度，就可能完全

爆发出来，致使文明根本倒退乃至覆没，从而令正向逻辑丧失发挥作用的基础。受资本深层规约的核

战争、转基因技术和生态危机等，都愈加可能引发人类和文明的毁灭。这是资本逻辑另一种可能的趋

向，并且这种可能性一直在增长。在这个意义上，许多严肃的批评者郑重提出了 “资本主义没有未

来”的命题。伍德指出，“由于资本主义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范围广且影响

程度深，其自身的矛盾毫无疑问将日益摆脱所有对其实施的控制手段。人们所抱有的实现一个人性

的、真正民主的且生态上可持续的资本主义之希望，正在变得愈发不现实”③。

在这个意义上，不应完全依赖资本的 “自我扬弃”。有绝对的逻辑，也有相对的逻辑。根本性的

自我扬弃并不是资本绝对的未来。这种逻辑和前景需要具备诸多现实的条件，还需要一些预设的前

提。事实上，如果没有对资本及其逻辑有力的驾驭和超越，它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也不是毫

无可能。这并非忧天杞人之耸听危言。正如作为多数 “弱势群体”更少、更晚地享用资本逻辑带来

的成果一样，他们也更多、更早地遭受资本逻辑造成的苦果。当代人类必须对此形成清醒的认识，在

自己还能作为时展开积极有效的行动。在超越资本主义的道路上，现实的希望永远存在。

资本逻辑在当代发生了诸多明显而重要的变化，但上述三种变换最为关键。总体而言，它们并存

共生、相互规定、相辅相成，共同构成资本逻辑的时代嬗变，内在而深刻地改变现时代的资本、世界

和人。历史的参天大树能够在人类的精心守护中绽放出芬芳的花朵。当代人类迫切需要认真关注和把

握资本逻辑这些关键转型，并始终重视其不断出现的新变化与新特征，进而生成合理的理念、展开正

确的行动，有力地驾驭和超越资本逻辑，通达更高程度的解放与自由。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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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埃伦·伍德：《资本主义的起源———一个更长远的视角》，夏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１６２页。
朱安东：《金融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及其危机》，《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１２期。
［加］埃伦·伍德：《资本主义的起源———一个更长远的视角》，第１６３页。



意识形态批判与社会存在历史性特征的揭示

———论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理论旨趣

薛晋锡

【摘要】在对历史辩证法的探索过程中，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和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性地

实证，进而发现了两者的意识形态性质；另一方面，他通过对 “实证唯心主义”的批判来揭示社会存在的

历史性特征。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具有意识形态批判和揭示社会存在历史规定性的双重旨趣。在２０世纪的历
史研究方法中，谱系学方法侧重批判性地实证，现象学方法注重对实证主义的批判，这两种方法都彰显了

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旨趣。但是只有将两者深入到社会存在历史性的维度，才能具备历史唯物主义所强调

的科学性特征。

【关键词】价值范畴；实证唯心主义；历史科学；谱系学；现象学

中图分类号：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９）０５－００２５－０９

作者简介：薛晋锡，山西运城人，哲学博士，（天津 ３００３８７）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卢卡奇就曾旗帜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
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① 虽然单个无产者的历史理解可

能被 “物化”意识所渗透，但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与革命实践反而可以在历史运动的辩证总体

中获得现实的统一性。可以说，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具有意识形态批判和为实践提供理论基础的双重旨

趣。马克思本人对这一旨趣的揭示经历了一个从批判性的实证到对 “实证唯心主义”展开批判的过

程。在当代语境中，对历史辩证法理论旨趣的阐发不仅有助于澄清历史唯物主义的 “科学”性特征，

而且对于历史研究中的方法论自觉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本文将围绕这一主题展开详细论述。

一、黑格尔辩证法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性质

众所周知，黑格尔是第一位真正将西方理性形而上学传统贯穿进历史研究的哲学家，而他完成这

一工作的重要方法论基础就在于把辩证法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马克思通过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推进

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层面，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批判。与此同时，马克思将两者都指认为对

社会生活进行思辨想象的意识形态。概言之，马克思对社会现实的发现与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是一

个相互关联的理论进程，在黑格尔历史辩证法的内在机制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间，也必定

存在着某种内在的一致性。

依据海德格尔的分析，西方传统 “形而上学就是一种超出存在者之外的追问，以求回过头来获

得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以及存在者整体的理解”②。形而上学追问一切实在对象背后的终极存在，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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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第４８页。
［德］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第１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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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它作为存在者得以可能的根据，即实体或本体。除此之外，“形而上学响应作为逻各斯的存在，并

因此在其主要形态上看，形而上学就是逻辑学，但却是思考存在者之存在逻辑学，因而就是从差异之

有差异者方面被规定的逻辑学：存在———神———逻辑学”①。传统形而上学在对终极本体的探讨中，

逐渐确立起一种严格遵循逻辑规则的推理方法，同时就将逻辑理性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辩证法在其诞生之初就被视为一种推理方法。黑格尔认为，只有到了康德哲学中，辩证法才真正

褪去其随意性的外观，进而 “把辩证法表述为理性的必然行动”②。在 《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诉

诸先验分析论来说明真理的逻辑前提。他认为，全部知识得以可能的基础在于纯粹知性范畴对于经验

材料的加工整理，而当知性范畴被运用于感性经验之外，也就是被用来思考 “物自体”的时候，必

然就会产生辩证幻相。理性在此陷入一种无法避免的二律背反之中，例如，在对必然与自由的探讨

中，人们就会发现两者都能按照逻辑一致的方式得到论证。康德认为，人类理性的这种辩证逻辑是

“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③，这实际上也就承认了理性思维中矛盾存在的客观性。

辩证幻相既意味着知性认识的终结，也预示着理性必须进入社会实践领域来寻求自身的客观有效

性。康德认为，通过辩证幻相显现出的真理是理念，即拥有规范性特征的理性概念。理念代表着一切

理论与实践活动所应努力实现的最大程度，“人类必须在这里停下来的最高程度是什么，因而理念与

其实施之间必然留存的鸿沟有多大，这是没有人能够和应当规定的，之所以如此，恰恰因为它是能够

超越任何给定界限的自由”④。理念的真理性就在于它从理论与实践方面表达着人类自由的可能性空

间。在康德看来，只有在社会实践领域，就像在 “一部按照使得每一个人的自由能够与其他人的自

由共存的法律而具有最大的人类自由的宪法”⑤ 中那样，理念才是真实有效的。

黑格尔承接了康德的思想主题，在他看来，人的自由本质就在于它能够把各种外在的对立消融并

充实进自身，这构成了人独立自主的精神性特性。“自由正是精神在其他物中即在其自身中，是精神

自己依赖自己，是精神自己规定自己。”⑥ 精神实现了理念的具体内涵，它能够克服各种分离性和外

在性，以此达到对立面的统一。在康德的先验分析论中，感性经验在知性范畴中被规范，进而形成对

具体事物的各种概念性理解。概念既是对事物本质的揭示，也是超越经验具体性的一般思维。黑格尔

进一步看到，如果思维本身要摆脱知性范畴所建立起来的抽象秩序的束缚，它就必须在把握概念得以

出现的具体环节的基础，推动概念自身的自我否定。这种概念自我否定的辩证方法克服了形式逻辑的

局限性，也将辩证法推崇到本体论的高度。黑格尔相信，他的方法 “只是概念本身的运动”⑦，又

“是每一事情自己的方法”⑧。

黑格尔进一步提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

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⑨。从实体即是主体的哲学原则出发，黑格尔将自然世界、社会生活以及人

类历史的现实过程，还原为绝对理念或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着的逻辑进程。其内在方法论根据是，他将

思维活动中概念自我否定着的辩证过程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历史进程在黑格尔看来仿佛就成为上帝

（绝对理念）跨越宇宙的一次远征，这也是海德格尔将传统形而上学认定为 “存在———神———逻辑

学”的原因所在。

马克思看到，黑格尔与其他思想家相比的一个突出优点就是其强大的历史感，但他 “只是为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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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卷，孙周兴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６年，第８４０页。
［德］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第３９页。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７４页。
同上，第２８５页。
同上，第２８４页。
［德］黑格尔：《逻辑学》，梁志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７２页。
［德］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第５３１页。
同上，第５３２页。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第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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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①。

或者说，黑格尔的历史理解最终沦落为一种对社会生活进行思辨想象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对这一点的

揭示是一个不断回到社会现实中，进而对黑格尔辩证法展开批判性实证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

马克思发现黑格尔辩证法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共同的意识形态性质。

在对社会生活的理解方面，黑格尔诉诸国家和法的理性原则来规范市民社会中的利益冲突，认为

从市民社会到国家以及世界历史这一扬弃着的理性进程就是一个自由程度逐渐提升的过程，也是一个

逐渐接近绝对理念的过程。马克思看到的现实状况却是，“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

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②。

资产阶级国家不仅不能保证个人物质利益的有效实现，而且正是因为市民社会中个人利益相互对抗的

事实广泛存在，政治国家才获得普遍性的外观。这也说明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个人只是 “想象的主权

中虚构的成员”③。

黑格尔辩证法在历史解释中表现得软弱无力，其深层原因在于它把人设定为自我意识，“因为思

维自以为直接就是和自身不同的另一个东西，即感性的现实，从而认为自己的活动也就是感性的现实

的活动，所以这种思想上的扬弃，在现实中没有触动自己的对象，却以为实际上克服了自己的对

象”④。马克思通过批判性地实证发现，黑格尔辩证法不仅脱离现实进程，而且仅仅立足于思维活动

中概念的自我否定，根本无法把握 “感性的现实”。这构成了被马克思批判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

典型特征，即 “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⑤，其所提供的历史解释不过

是 “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⑥。

但是，要真正揭示市民社会中物质生活关系的实质，还必须从对黑格尔法哲学这一现实生活观念

“副本”的批判，转向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这一 “原本”的批判性解读。在对生产活动的论证进程中，

古典政治经济学经历了货币主义、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的过渡之后，劳动价值论最终在亚当·斯密的

著作中成型。至此，这门学科终于获得自身独立的研究领域，即围绕商品价值的创造和流通来展开论

述，其工资、利润、地租等核心概念，只不过是价值范畴在不同经济环节上的具体展现而已。自

《国富论》始，古典政治经济学 “被当做 ‘发现’超越各种伦理判断或者公共判断的合理的社会调整

机构 （制）的 ‘科学’，被当做在逻辑上确认市场机构 （制）所具有的功能性和能力的 ‘科学’”⑦。

概言之，它成为一门以价值范畴在思维中的逻辑运动为基础，进而试图对经济生活内在规律进行客观

揭示的科学。

马克思在批判性地实证中看到，古典政治经济学所 “把握的 ‘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

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⑧。换言之，价值既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核心范畴，又是资本主义时

代的一个历史事实。在现实物质生产过程中，任何形式的劳动只有转化为对资本增殖有用的抽象劳

动，才能被社会所承认。与此相应，所有形式的具体劳动都转化为以获取工资收入为主要目标的抽象

劳动。它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相互依赖的”⑨。由此来反观古典

政治经济学家的论证过程，“当他想说明什么的时候，总是置身于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瑏瑠。斯密用劳

动条件的自然差异来说明分工，用猎人和渔夫之间的偶然相遇来解释交换，这种随心所欲的主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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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０１页。
同上，第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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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２１５—２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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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方法根本无法把握资本主义时代的人类命运。

概言之，古典政治经济学将现实中的劳动过程颠倒为价值范畴在思维中的逻辑进程，而黑格尔正

是立足概念在思维中的自我否定来说明社会历史的现实过程。就像黑格尔辩证法并不能真正把握社会

生活中的感性现实一样，古典政治经济学同样不能为资本逻辑统治下的社会解放提供历史可能性。从

性质上说，两者都只是对现实生活进行思辨想象的意识形态。这也是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

判，同时就是 “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① 的原因所在②。

二、意识形态批判与社会存在的历史性特征

无论是传统形而上学、黑格尔辩证法，还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它们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来非批判地

实证各自观念论的产物。马克思以黑格尔辩证法为中心，对这一点作出了具有原则高度的评价：“黑

格尔完成了实证唯心主义。在他看来，不仅整个物质世界变成了思想世界，而且整个历史变成了思想

的历史。”③ 在观念论者的视野中，思想观念才是现实历史中的决定性力量，后者只不过是前者的产

物或表现而已。这构成了被马克思所批判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本质所在。

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出发，提纲挈领地指出 “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

质关系的理论表现”④。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以出卖自身劳动力的方式参与外在的物质生产

过程，这种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就是物质生产关系本身似乎成为主体。“关于这种观念

的永恒性即上述物的依赖关系的永恒性的信念，统治阶级自然会千方百计地来加强、扶植和灌输。”⑤

由于社会意识本身并不具有自明性，因此只有通过意识形态批判才能真正说明社会存在中现实的历史

规定性⑥。

马克思在意识形态批判过程中所揭示的社会存在的历史性特征，大致包含以下几方面：

第一，社会存在的历史性意味着感性实践的现实性和人在社会进程中的客观限制性。黑格尔将现

实历史进程还原为概念在思维中的逻辑运动。相应地，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现实生活中

的具体 “经济内容与逻辑范畴无关，且独立于逻辑范畴……它只是逻辑运动的一个代理”⑦。古典政

治经济学各理论体系所呈现的只是价值范畴在思维中的逻辑运动，其本质上只是一门黑格尔辩证逻辑

在经济生活中的应用逻辑学。马克思指出，“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

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⑧。社会存在的历史性首先强调的是与意识活动可能具有的抽象性不同

的感性实践的现实性。对劳动价值论的经验基础进行批判性地实证就会发现，“异化劳动”这一感性

事实构成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基础。黑格尔把人设定为自我意识，他只是 “在抽象的范围内———把

劳动理解为人的自我产生的行动”⑨，只是用思维运动的能动过程来替换现实中的物质生产。受费尔

巴哈的启发，马克思强调人类感性中的受动性特征。在此， “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是说它是受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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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１９７页。
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理性形而上学内在关联的进一步分析，参见薛晋锡：《意识形态批判物质基础的历史启示》，《福建论

坛》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１２期。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５１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８卷，第５９页。
同上，第５９页。
马克思提到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时，关于 “社会存在”所用的词组

是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Ｄａｓｅｉｎ，恰当的翻译应该是 “社会定在”，即一定社会关系中人的具体存在。本文依据惯常用法，使用 “社会

存在”这一表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９１页；张一兵：《构境论：不以他人的名义
言说》，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３１页。）
［捷］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刘玉贤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１２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２７页。
同上，第２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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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此，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①。物质生产不仅是劳动者自我

认知着的理解过程，而且是被自身生存境遇和现实生产方式限制着的感性过程。

第二，社会存在的历史性强调社会生活的过程性与个体的自我生成性。物质生产建构了社会生活

的基础，但人们只能在历史继承的现实条件下进行生产创造，这在观念上的表现就是 “一切已死的

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②。观念论者无视历史进程中客观限制性的方面，从

前期历史对后期历史的积极影响中抽象出一些普遍性的原则，进而把这些原则确立为历史发展的动

力，或者把关于理想社会的幻想设定为历史运动的现实目标。马克思旗帜鲜明地指出，意识形态

“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

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③。所谓社会历史，不过是人凭借自身的生产劳动不断地从自然

界中诞生的过程，是朝着 “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不断生成的过程。观念论者从人们的意识状

况出发来考察社会生活过程，然而， “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

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④。生产实践中的个人并不像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设想的那样，是

离群索居的鲁滨逊式的抽象个体，而是处于现实社会关系之中并且基于一定的 “共同活动方式”来

组织生产。由于 “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

关系”⑤，所以社会存在的历史性内在地包含了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自我生成性。

第三，社会存在的历史性意在获得人现实存在的总体性。黑格尔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缺乏对生产

劳动中客观限制性的真正自觉，都只是把现实的劳动创造还原为抽象的意识活动。如此，作为劳动对

象的感性自然界就被他们替换为由思维活动建构起来的概念世界。由于真实的劳动对象处在他们的视

野之外，在对社会生活进行说明时必然就会陷入 “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物质生产实践是人获

取生存资料的基本方式，“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

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⑥。人血肉之躯的维系依赖于自然界，自然界是 “人的无机的

身体”。而人与动物 “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他的意识代替了他的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

了的本能”⑦。以现实的物质生产为基础，马克思把自然与历史、物质与精神、实然与应然都统一进

人自我实现的历史进程之中。概言之，社会存在的历史性意在获得人现实存在的总体性。

第四，社会存在的历史性承认社会结构的相对稳定性，同时也保持着对于实践经验的开放性。通

过将思维活动中概念自我否定的辩证过程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黑格尔把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精神

文化的现实历程封闭进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逻辑进程之中。马克思从物质生产的感性现实出发，诉诸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理解历史进程。在他看来，“无论哪一个社会

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

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⑧。社会存在的历史性承认社会结构的

相对稳定性。与此同时，马克思反对将这一 “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

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⑨。社会存

在的历史性保持着对于实践经验的开放性，它始终关注实现社会自由的现实可能性。

第五，社会存在的历史性凸显了理论对现实的批判性或否定性。就像黑格尔辩证法把现实历史进

程颠倒为抽象的精神运动一样，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也 “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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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２１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第４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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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①，这些规律似乎关系到经济生活的成败。与此

相应，“青年黑格尔派的意识形态家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 ‘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

派”②。他们提供的规律或 “词句”虽然各不相同甚至彼此对立，但都不能为现实矛盾的真正解决提

供出路。回到现实中来看，现代工业资本真正开创了世界历史，但也带来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内在矛

盾。它将社会化的物质生产力转变为自身追求剩余价值的 “社会权力”，与资本家财富的积累相伴随

的是无产阶级的普遍贫困。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与阶级对抗的时常弥漫构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难以

摆脱的厄运。马克思从现实历史中来分析资本主义的时代命运，其历史辩证法必然 “在对现存事物

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

批判的和革命的”③。与此相对，观念论者不是从现实冲突中来寻求社会矛盾的真正解决，他们只能

从头脑中提炼出 “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④。

三、“历史科学”与历史研究中的方法论自觉

马克思恩格斯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提出，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

学”⑤。德语中的 “科学”（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主要泛指一切形式的 “学问”，它涉及任何一门理论化的知

识体系。如果说 “历史科学”中的历史是一种总体性的视域和社会存在的根本规定性的话，那么

“历史科学”所强调的科学就是一套辩证发展着的知识体系，既要不断回到经验现实来检查并完善自

身的具体观点，又要保持对历史进程的批判性或超越性。

马克思坦言，唯物史观的伟大发现 “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

般的结果的概括”⑥，这种对实践经验的历史描述将会使空洞的意识形态话语失去意义。正如有评论

家指出的那样，“在与社会的关系中，哲学发挥两种作用：时代、社会或阶级通过哲学及其范畴发展

它们自身的自我意识。与此同时，它们在哲学与哲学范畴中发现了它们自身历史实践的范畴形式。不

是哲学被 ‘现实化’了，相反，是现实被 ‘哲学化’了”⑦。前者只是诉诸思维范畴的运动来解释社

会生活的现实历程，最终沦落为一种对现实历史进行抽象说明的意识形态。后者则是要刺穿意识形态

对社会现实的层层包裹，进而为时代提供一个 “真正的斗争口号”。以社会存在的历史性特征为支

撑，马克思在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发现剩余价值学说，它不仅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话语颠

覆为一种为人类解放服务的、革命的 “历史科学”，而且在感性实践的基础上真正拯救了黑格尔 “作

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⑧ 的辩证法。

加达默尔在 《２０世纪的哲学基础》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时代把对技术进步的信仰同对有保证
的自由、至善至美的文明的满怀信心的期待统一起来，但这个时代已经终结”⑨。就科学与现实生活

的关系来看，其价值不仅在于凭借技术进步来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更体现在为人类精神生活提供

意义根据。然而，随着自然科学在近代的强势崛起，数理逻辑的思维方式在认知和改造自然方面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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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５１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５５２页。
同上，第５１６页。
同上，第５２６页。
［捷］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刘玉贤译，第１２６－１２７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２０５页。
［德］加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１０页。



意识形态批判与社会存在历史性特征的揭示

显赫成就，逐渐占据西方精神文化的主流。这种 “唯科学主义”① 的思维方式主要关注实践中的方法

和手段问题，很少主动去探问自身行动的意义基础，更不会为存在意义的未来实现提供价值指引。就

此而言，技术化生存的时代境遇使人的现实存在分裂开来并且失去了未来向度，社会存在的历史性特

征面临着失守的危险。除此之外，唯科学主义者诉诸归纳与实验来非批判地实证其数理逻辑的产物，

这与黑格尔辩证法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历史研究中的意识形态方式存在着本质上的一致性。与此同

时，“２０世纪最为神秘、最为强大的基础就是它对一切独断论、包括科学的独断论所持的怀疑主
义”②，强调理论在现实历史进程中的批判性或超越性作用，应该成为所有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的自

觉追求。可以说，在２０世纪的历史研究方法中，谱系学方法与现象学方法分别从批判性地实证和对
实证主义批判的角度，契合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旨趣。

尼采曾在 《论道德的谱系》中明确拒绝以往伦理思想史关于道德起源的全部说明，并运用谱系

学的方式深刻揭示了现代道德的血腥出身。尼采对谱系学的用法借鉴的是传统生物学中关于物种连续

性与分类的谱系树研究，他把传统道德谱系链条斩断，重新生成新的谱系真相，以此对传统道德展开

全面的透视和重估。

尼采之后，福柯进一步将这种方法自觉贯彻到了历史研究之中。福柯的谱系学方法借助知识考古

的方式来澄清权力话语得以出现的历史情境及其运作方式，进而为反抗现实中的权力控制提供认知依

据。例如，古典自由主义以抽象的 “原初状态”来设想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开端，福柯在对文献和

历史事件的考证中看到，在资本主义权力运行机制的现代转型中出现了 “生命权力”这一新型的社

会治理方式，但其实质是将生命活动还原到生物性存在的层面来展开治理，这种治理方式在实践中表

现出明显的极权主义特征。与此同时，由生命权力所造就的 “知识 －权力”话语体系，本身就是现
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典型代表③。在福柯看来，谱系学的作用就是 “使那些局部的、不连贯的、被

贬低的、不合法的认识运转起来，来反对整体理论的法庭”④。可以说，对历史事实的考证挖掘过程

也就是对现实中的意识形态话语展开批判性实证的过程，历史谱系学在意识形态批判方面具有积极的

方法论意义。谱系学方法努力去辨识每一历史事件的独特意义，它反对将历史事件编入某种线性进步

的序列之中。如此，谱系学所看到的历史进程就成为各种现实力量竞相角逐的场境式存在。而 “在

我们自身的存在中引入非连续性时，历史就成为 ‘效果’史了”⑤，唯有独特历史事件发生的历史，

才是真实有效的历史。

福柯本人曾对历史谱系学方法作出过如下评价，“它并不会从我们所是的形式中推断出我们不可

能做或不可能认识的东西，而是从使我们成为我们之所是的那种偶然性中得出不再是、不再做或不再

思我们之所是、我们之所做或我们之所思的那种可能性”⑥。谱系学方法将事件保持在一种断裂性或

差异性主导下的偶然状态，进而在与历史的对照中来揭示实现自由的现实可能性。由于谱系学主动拒

绝对社会生活过程性和人现实存在总体性的关注，因此它无法说明自身具体观点的历史有效性。正如

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那样，具体的 “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

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⑦。被福柯提炼出的 “生命权力”概念，不过是资本这一社会权力对生

活进行规训之下的产物。只有在资本运动的现实过程中，才能真正塑造出颠覆 “知识 －权力”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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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根据哈耶克的分析，“唯科学主义”的偏见与追求严格性和确定性的客观探索精神无关，它特指对自然科学方法和术语的单纯模

仿。大约在１８３１年 “英国科学促进会”成立时，“科学”开始获得现在的含义。自那时起，“模仿科学的方法而不是其精神实质

的抱负一直主宰着社会研究，它对我们理解社会现象却贡献甚微”（［英］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８页）。
［德］加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等译，第１３０页。
参见薛晋锡：《生命权力与意识形态批判》，《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８页。
［法］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尼采的幽灵》，汪民安等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２８页。
［法］福柯：《何为启蒙》，《福柯集》，王简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５３９—５４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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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的主体性力量。

由胡塞尔开创的现象学以 “回到事情本身”的口号著称于世。它的方法论特色在于，通过 “悬

搁”判断来避免一切先入之见的干扰，进而借助 “本质直观”“先验还原”来让事物在意识中自行显

现。现象学还原通过揭示我们用以认识事物的概念或范畴如何在意识活动中被构造起来，最终使意识

活动获得明见性。由于意识总是对特定对象的意识， “意向性”成为胡塞尔现象学中的一个核心概

念。在他看来，“虽然我们现在朝向 ‘我思’样式中的那个纯粹对象，但各种对象都在 ‘显现’，它

们是直观地 ‘被意识的’，都被汇入一个被意识的对象场的直观统一体中”①。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把

注意力指向一个特定对象，那么与这个对象相互关联的整个背景也总会在我们的意识中呈现出来。例

如，当我们欣赏墙上悬挂的一幅绘画作品时，整个房间的布置陈设也都会在我们的视域中得到呈现。

但这种被一起意指到的意向性视域，自身并不是意识活动的自觉对象。

在此基础上，海德格尔以对 “此在”的生存论分析入手，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人们对事物的具体

理解总是奠基于特定的生存情境。例如对于锤子，人们首先是从自身生存意义实现的角度来体会对它

的使用，而不是把它看作 “纯粹的”客观事实。胡塞尔对 “视域意向性”的说明以及海德格尔对

“此在”的生存论分析，都揭示了意识活动并不具有自主性。换言之，仅仅立足意识的抽象反思运动

根本就无法把握 “事情本身”的真实状况。正是在此，现象学方法从本体论层面批判对待经验事实

的意识形态方式。

具体到对自然科学实证主义的批判方面，胡塞尔指出，“研究自然或研究整个世界的科学家看不

到他们所获得的一切作为客观真理的真理和作为他们的公式的基础的客观世界本身 （日常的经验的

世界和高层次的知识的概念世界）是在他们本身中发展起来的他们自己的生活的构造”②。在被 “实

证科学”把握的客观世界与客观真理背后，是人们在共同的 “生活世界”中对存在意义的自觉建构。

正是在对生存意义实现这一主题的探讨方面，现象学方法既存在着与马克思历史辩证法进行沟通

的可能，又暴露了其历史理解中可能具有的抽象性特征。精神文化作为人们意识活动的共同成果，总

是在历史中向前发展的，然而意识活动只能发生在当下时刻。胡塞尔在现象学还原中看到，任何当下

的时刻都非反思性地持存着过去的 “滞留”，同时预示着对未来的 “前摄”。海德格尔更是澄清 “此

在”存在的时间性和历史性特征，生存论意义上的 “此在”能够面向 “将在”来现实化自身的 “曾

在”，进而实现自身存在的本真性。在马克思看来，人既是 “他们本身的历史剧的剧作者”，又是历

史的 “剧中人物”③，历史就是人在具体社会境遇中不断朝向未来而自觉生成着的现实进程。现象学

方法和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在历史性这一理论主题上保持着潜在的一致性。

另一方面，由胡塞尔开创的经典现象学，其旨趣在于澄清意识活动的意向性结构，这种思想方法

对于事物本质的揭示却缺乏感性实践的现实性特征。马尔库塞就曾以对 “工厂现象”的还原为例，

来具体说明过现象学方法在历史理解中存在的欠缺。经过先验还原，人们可以认识到工厂现象在人类

生存意义实现的历史进程中占据着一定的位置。然而这种还原却事先将工厂所带来的现实影响 “悬

置”起来，诸如资本家利润的积累以及工人在资本权力强制下的被迫劳动等感性特征，恰恰有可能

被现象学还原所忽视。现象学还原 “看不到事物在时间演进中呈现出的具体差异性而仅仅诉诸 ‘时

间流逝中’无矛盾的同一性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这种将事物从它的历史背景中分离开来，进而作为一个不变
的孤立实体来看待的方式，一开始就无法把握事物的总体变迁”④。正如马克思评价的那样，唯心主

义观念论只是 “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

的”⑤。如果缺乏对感性现实的真实把握，现象学的历史理解就隐含着向意识形态话语滑落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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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第２４３页。
［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１１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６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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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４９９页。



意识形态批判与社会存在历史性特征的揭示

四、结　　语

黑格尔辩证法与古典政治经济学诉诸抽象概念的辩证否定或者思维范畴的逻辑演绎来解释生活过

程。马克思回到现实中对其进行批判性地实证，发现它们不过是对历史进程展开思辨想象的意识形

态。与此同时，马克思在对意识形态的 “实证唯心主义”性质进行批判的过程中，真正揭示了社会

存在的历史性特征。概言之，意识形态批判与社会存在历史性特征的揭示构成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

双重旨趣。

在２０世纪的历史研究方法中，福柯的历史谱系学和由胡塞尔开创的意识现象学分别侧重批判性
地实证与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但都缺乏对社会存在历史性特征的全面把握，因而未能获得马克思历史

辩证法在把握历史进程时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用感性实践的现实性凸显了革

命批判的必要性，早期海德格尔也曾主动探讨过所谓 “实际性的解释学”，他希望 “根据最切近的东

西开始每一项探讨，并且在每一特定的当下以一种解构的具体方式从事这些确定的而又十分重要的历

史研究”①，但是，这条思想道路最终却被他主动放弃。除此之外，马克思从社会存在的历史性中看

到社会结构的相对稳定性，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却将结构对现实的规范作用绝对化，在其

影响下的福柯以及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们转而努力去把握历史中的某种偶然性。这些都为马克思历史

辩证法的当代命运留下了广阔的探讨空间。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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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海德格尔：《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何卫平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０６页。



马克思身体思想的发展

陈　伟

【摘要】身体问题是马克思哲学中的重要问题：《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仅从动物学层面看待人的肉体
生存，能动的身体也仅在 “类本质”的基本概念框架下得到相当有限的讨论；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肉体生存的需要成为马克思讨论一切历史问题的前提，能动的身体则在感性活动的标题下被用来反对唯心

主义和过去的唯物主义，从而建立新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在 《资本论》时期，能动的身体在 “活劳动”

的标题下得到非常深入的讨论，通过对活劳动和对象化劳动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和资本之间的雇佣关系的

细致分析，马克思揭示了资本运作的秘密。贯穿于马克思不同时期的讨论的是这样一条问题主线：身体主

体和自然之间的对象性关系。就此而言，马克思的身体思想构成身体现象学的一个隐秘的开端。

【关键词】马克思；身体；异化；劳动；对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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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２０１８年广东省普通高校重点科研平台和科研项目 “特色创新类项目 （人文社科）———马克思

《大纲》中的方法论问题再研究———基于黑格尔 《逻辑学》和胡塞尔现象学的双重视域”

（２０１８ＷＴＳＣＸ１５８）

在马克思哲学中，身体是人和自然的物质交换的中介，经此中介，实践活动使自然成为人化自

然，这个过程正是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身体具有双重特征：在客观方面，它是物质性的存在；在主

观方面，它是能动的活动。身体的物质性使它能够和自然进行物质交换，身体的能动性使它能够在和

自然进行物质交换过程中具有主动性。这种双重特征使身体既能避免以往唯物主义的机械性又能避免

唯心主义的观念性，这是马克思的新的唯物主义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因此，身体问题应当是马克思

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相对不足，它所受到的重视程度与其在马克思哲学

中的重要性不相匹配。本文对马克思身体思想的讨论将严格以马克思的主要文本为根据，不作过多发

挥，更不以既有框架来套马克思的思想，而仅仅满足于细致地梳理出马克思在重要文本中对于身体问

题的讨论的一些最主要的方面，并在此基础上阐明其哲学意义。

一、《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身体问题：身体的异化

对身体的理解本质上是对人的理解的一部分。通过人和动物的区别来讨论人的本质是一个常用的

方法，马克思的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 《手稿》）就是这样做的。他接受费尔巴哈的

“类”概念①，并在人和动物的区别中讨论人的类本质特征：“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

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

以及 “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

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②，等等。在这种人本学的观念下，人的本质 （或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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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英］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９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６２页。



马克思身体思想的发展

人和动物的真正区别）实际上被归结为自由的意识，而其肉体被视为与其他动物并无本质区别。

在马克思看来，由于异化劳动的存在，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改造自然界，他就越会失去自然

界提供的维持肉体生存的物质条件，以至于工人为了维持肉体生存，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因

此，从根本上说，异化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类生活与维持肉体生存的这种最基本的生物性需求之间

所发生的手段－目的之间的倒置，本来应该是目的的类生活成了手段，而本来应该是手段的维持肉体
生存成了目的，“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

生存 （ｐｈｙｓｉｓｃｈｅｎＥｘｉｓｔｅｎｚ）的手段”①。马克思对异化导致的肉体化生存的批判开辟了一条基于身体
消费的现代性批判的路径：“人 （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

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

物。”② 在此，马克思已经天才地预见吃、喝、生殖 （性）、居住修饰等依赖于肉体需求和肉体享受

的、在当代才完全成为主流的文化景观。但马克思并没有展开这一身体消费的现代性批判向度，它实

际上在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批判理论③才得到进一步的讨论。

在 《手稿》中，马克思不仅谈到动物学层次上的肉体，谈到肉体化生存 （即肉体生存成为目的）

作为人的异化的一个主要方面，而且更具体地谈到 （这点很少被注意到）这种肉体化生存就是身体

的异化：“人的类本质……变成了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

动使人自己的身体 （Ｌｅｉｂ）同人相异化，同样也使在人之外的自然界同人相异化，使他的精神本质、
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④ 马克思是明确区分肉体和身体的。他通常使用德语形容词 ｐｈｙｓｉｓｃｈ来
指称动物学意义的 “肉体的”，用德语名词Ｌｅｉｂ来指称和 ｐｈｙｓｉｓｃｈ不同的 “身体”。异化劳动使身体

同人相异化，无非是指类本质 （或者 “自主活动、自由活动”⑤）和肉体生存的目的 －手段之间的颠
倒，自主活动、自由活动本应是人的目的，但现在成了手段，因此类本质 （自主活动、自由活动）

和人相异化了。身体在这里应当被看作自主活动，或至少包含有自主活动的意思。马克思在 《资本

论》时期在 “活劳动”的标题下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在此仅需注意的是，马克思实际上把身体视

为能动的主体的一部分，或者更确切地说，视为身体主体。这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论证。马克思说：

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

（ｕｎｏｒｇａｎｉｓｃｈｅｎＫｒｐｅｒ）。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 （Ｋｒｐｅｒ）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 （ｕｎｏｒ
ｇａｎｉｓｃｈｅＬｅｉｂ）。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
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 （Ｌｅｉｂ）。⑥

首先一个明显的问题是，马克思在这里使用了 Ｋｒｐｅｒ和 Ｌｅｉｂ这两个词来指称 “身体”，从他同

时使用ｕｎｏｒｇａｎｉｓｃｈｅＫｒｐｅｒ和ｕｎｏｒｇａｎｉｓｃｈｅＬｅｉｂ来指称作为身体的自然界来说，似乎Ｋｒｐｅｒ和Ｌｅｉｂ是
没有区别而可以完全互换的⑦，但ｕｎｏｒｇａｎｉｓｃｈｅＫｒｐｅｒ这种用法在这里是唯一出现的一次，而 ｕｎｏｒｇａ
ｎｉｓｃｈｅＬｅｉｂ反复多次出现⑧；另外，在 “就它不是人的身体 （Ｋｒｐｅｒ）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 （ｕｎ
ｏｒｇａｎｉｓｃｈｅＬｅｉｂ）”这个句子中，马克思似乎又特别强调 Ｋｒｐｅｒ和 Ｌｅｉｂ之间的区别，Ｋｒｐｅｒ特指这是

５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１６３页；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ＷｅｒｋｅＡｒｔｉｋｅｌＥｎｔｗüｒｆｅＭｒｚ１８４３ｂｉｓ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４４，ｉｎＭＥＧＡ，ｅｒｓｔｅｒＡｂｔｅｉｌｕｎｇ，Ｂ．
２，Ｂｅｌｉｎ，Ｄｉｅ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８２，Ｓ．２４１．
同上，第１６０页。
参见 ［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特别是其中 “最美的消费品：

身体”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１６３页；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ＷｅｒｋｅＡｒｔｉｋｅｌＥｎｔｗüｒｆｅＭｒｚ１８４３ｂｉｓ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４４，ｉｎＭＥＧＡ，ｅｒｓｔｅｒＡｂｔｅｉｌｕｎｇ，Ｂ．
２，Ｂｅｌｉｎ，Ｄｉｅ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８２，Ｓ．２４２．
马克思在此将 “类本质”和 “自主活动、自由活动”看作可替换的概念。参见上一段引文。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１６１页；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ＷｅｒｋｅＡｒｔｉｋｅｌＥｎｔｗüｒｆｅＭｒｚ１８４３ｂｉｓ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４４，ｉｎＭＥＧＡ，ｅｒｓｔｅｒＡｂｔｅｉｌｕｎｇ，Ｂ．
２，Ｂｅｌｉｎ，Ｄｉｅ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８２，Ｓ．２４０．
似乎也正是因为此，中译本不加区分地将Ｋｒｐｅｒ和Ｌｅｉｂ译为 “身体”。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１５０、１６１、１６３页；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ＷｅｒｋｅＡｒｔｉｋｅｌＥｎｔｗüｒｆｅＭｒｚ１８４３ｂｉｓ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４４，ｉｎＭＥＧＡ，
ｅｒｓｔｅｒＡｂｔｅｉｌｕｎｇ，Ｂ．２，Ｂｅｌｉｎ，Ｄｉｅ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８２，Ｓ．２３０，２４０，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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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人自身的，而Ｌｅｉｂ可以用来指称自然界。在德语中，Ｋｒｐｅｒ是躯体、躯干的意思，通常指人的
身体的客观可观察到的形态和物质层面等；而 Ｌｅｉｂ除了和 Ｋｒｐｅｒ具有相同的含义外，还在 ｅｔｗ．ａｍ
ｅｉｇｅｎｅｎＬｅｉｂｅｒｆａｈｒｅｎ的固定搭配中具有 “亲身经历”的特殊含义，这就是说 Ｌｅｉｂ还隐含着主体性的
能动活动的含义。马克思在提到作为身体的自然的时候总把 ｕｎｏｒｇａｎｉｓｃｈ和 Ｌｅｉｂ相提并论①。ｕｎｏｒｇａ
ｎｉｓｃｈ在中译本中被翻译为 “无机的”，但这个译法是不够明确的。ｕｎｏｒｇａｎｉｓｃｈ是否定前缀 ｕｎ－和形
容词ｏｒｇａｎｉｓｃｈ的组合。ｏｒｇａｎｉｓｃｈ有两种意思：器官的、有机的；其名词形式是Ｏｒｇａｎ，意为器官 （包

括感觉器官）、组织机关等。而Ｌｅｉｂ和Ｏｒｇａｎ是什么关系呢？Ｌｅｉｂ恰恰是各种Ｏｒｇａｎｅ的总的组织，因
而当ｏｒｇａｎｉｓｃｈ或ｕｎｏｒｇａｎｉｓｃｈ和Ｌｅｉｂ连用的时候，应当把它们更确切地理解为器官的或非器官的，而
不是理解为化学意义上的有机和无机。因此，自然 “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似乎更应该翻译为自然

“是人的非器官的身体”。在这个意义上，和作为自然的非器官的身体相对，那个本真的与人不可分

离的身体就是器官的身体。在这里，器官 （Ｏｒｇａｎ）决不是在生物学意义上得以理解的。它在此是一
个哲学概念，指的是人的身体的种种实践活动的不同功能的承载者，因而是属于主体性范围内的概

念。这可以在 《手稿》中找到根据：“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

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 （Ｏｒｇａｎｅ），正像在形
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一样，是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

象占有，对人的现实占有；这些器官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的实现。”② 在这里，马克思不仅把

人的主体的感觉 （视听等）理解为器官的功能，甚至把思维、情感、活动等理解为器官的功能。此

外，马克思这里特别强调身体主体和世界 （自然）之间的对象性关系。我们后面会看到，这种对于

对象性关系的分析，贯穿在身体问题的始终，并成为 《资本论》时期的分析重点。

另一个问题是，马克思把自然当作一种无机的 （非器官的）身体 （ｕｎｏｒｇａｎｉｓｃｈｅＬｅｉｂ），这不正
好表明Ｌｅｉｂ应该是客体性的、而非主体性的吗？其实不然。马克思在谈到作为非器官的身体的自然
时，强调人将自然界 “变成”人的非器官的身体，这恰好体现了人相对于动物所具有的自由和普遍

性。换言之，人作为能动的主体不像动物一样只是被动地适应自然，还能动地改造自然，并且使得被

改造的自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人的主体性能力的发展或者延伸，就此而言，特定意义的自然成为人的

身体的一个部分，但由于这个身体并非人的本真意义上的身体，因此是非器官的身体③。笔者认为，

马尔库塞对这个问题的解释非常精当：“人不能简单地接受对象世界或者只是一味对它迁就，他必须

把它占为己有，他必须把这一世界的对象转变为他生命的器官，他的生命在这些器官中并通过这些器

官才有效。”④

基于以上讨论可以确定，在 《手稿》中，马克思虽然没有对作为主体的身体展开课题化的讨论，

但是身体主体的概念实际上已经渗透在马克思对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分析中。因此，《手稿》并不像阿

尔都塞所说的那样，完全接受了费尔巴哈的总问题⑤。相反，在费尔巴哈的概念的掩盖下，暗暗涌动

着后来才逐渐明确起来的问题意识。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身体问题：肉体生存作为历史的前提

与１８４４年的 《手稿》相比，１８４５年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直接讨论身体问题的笔墨更少。但仅

有的一两处讨论显示出与 《手稿》的重大区别，可以从对以下两段话的比较加以分析：

６３

①

②

③

④

⑤

尽管如前所述，马克思也有ｕｎｏｒｇａｎｉｓｃｈｅＫｒｐｅｒ这种提法，但只有唯一的一次，因此应当将其视一个无关紧要的例外。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前揭书，第１８９页；德文版：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ＷｅｒｋｅＡｒｔｉｋｅｌＥｎｔｗüｒｆｅＭｒｚ１８４３ｂｉｓ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４４，ｉｎＭＥＧＡ，
ｅｒｓｔｅｒＡｂｔｅｉｌｕｎｇ，Ｂ．２，Ｂｅｌｉｎ，Ｄｉｅ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８２，Ｓ．２６８．
我们后面将会看到，自然作为身体主体的延伸这个问题在 《资本论》中得到进一步的论述。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 《西方学者论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３年，第１０７页。
［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７年，第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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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喝、生殖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加以抽象，使这些机能脱离人的其他

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①（《手稿》）

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

们为了能够 “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

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

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② （《德意志

意识形态》）

第一段话如上节已经讨论的那样，是对把肉体生存当作目的的一种批判。马克思在此把吃喝等肉

体生存视为人的动物性层次，并没有在他的以类本质为核心概念的人本学思想体系中赋予肉体生存以

更多的正面价值。仅仅时隔一年后所写的第二段话却与第一段话完全相反，不但没有批判肉体生存，

反而把肉体生存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由此发现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及其历史发展的最

基本的物质性动因：肉体生存的需要。此外，肉体生存的需要对于物质生产的促进作用不仅一次性地

存在于人类历史的源头处，而是 “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都是这样。这表明肉体生存不仅是一个追

溯性的历史分析的基本点，也应是对当下进行现实分析的基本点。

究竟是什么使得马克思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对同样的身体现象的看法发生如此大的变化？笔者认

为，从根本上说，是哲学方法论的彻底改变使然。尽管学界大多认为１８４４年的马克思仍然处在人本
学的阶段，１８４５年开始马克思进入历史唯物主义阶段，但这种区分似乎未能凸显不同时期的方法论
差异。笔者认为，这两个时期的差异更多是方法论的差异，即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和历史哲学 （唯物

史观）的方法论的差异③。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论看待人，不可避免地静止地把人从其社会历史关系中

抽象出两个要素 （心灵或者意识和肉体），然后把人和动物的区别归结为其心灵或意识层面，而把肉

体视为动物性的层面。１８４４年的马克思仍未完全脱离这种传统的方法论的窠臼，如 “自由的、有意

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④ 等。而

用历史哲学的方法论看待人，则并未悬设 “人”之类本质为形而上学本体，而是把人放回其具体的

社会历史情境中来进行描述和理解。在这种方法论视野下，人的肉体生存的需求这一最基本的前提才

得到充分的重视。从这种身体性需求以及为了满足这种身体性需求的活动出发，马克思重新界定了人

和动物的根本区别：

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

由他们的肉体组织 （Ｋｒｐｅｒｌｉｃｈｅ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
别开来。⑤

这段引文对于理解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方法论转向非常重要，对于理解马克思的身体问题

的发展也十分重要。其表面意思是十分清楚的：不再根据意识或宗教，而是根据生产来区别人和动

物，而人的开始生产是由肉体组织 （Ｋｒｐｅｒｌｉｃｈｅ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决定的。这里有个让人相当困惑的问
题：生产的开始为什么是由肉体组织决定的？肉体组织 （Ｋｒｐｅｒｌｉｃｈｅ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指的仅仅是身体的
物质层面和形态层面，而非身体的主体的、能动的层面。如果是这样，生产的开始不可能是由作为物

质层面和形态层面的 “肉体组织”所能 “决定”的。在这段引文的前一段，马克思也提到肉体组织：

“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 （Ｋｒｐｅｒｌｉｃｈｅ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

７３

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前揭书，第１６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５３１页。
本文在方法论意义上使用形而上学和历史哲学这两个术语。前者指总是试图将现象或存在者抽象地还原为其形而上的本体或根据

的这种方法论倾向；后者指把任何现象或存在者都置于其所具体存在的时间性视域中加以理解的方法论倾向，它指的不是对历史

现象的哲学研究，而是将任何现象都置于其历史性视域中的哲学研究。笔者认为，马克思１８４５年及其后的转向是一种历史哲学
方法论的转向，这里不做展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１６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５１９页；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ｉｎＭＥＷ，Ｂｄ．３，Ｂｅｌｉｎ，Ｄｉｅ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６９，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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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自然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 （ｐｈｙｓｉｓｃｈｅＢｅｓｃｈａｆｅｎｈｅｉｔ），
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① 这里提到肉体组织后，马上对肉体组织进行解释，

它指的是 （或至少包含着）人的生理特性 （ｐｈｙｓｉｓｃｈｅＢｅｓｃｈａｆｅｎｈｅｉｔ）。这里的 ｐｈｙｓｉｓｃｈ既有身体的含
义也有物质的含义，但即便在身体层面，它指的也是身体的物质 （生理）层面。因此，从马克思用

ｐｈｙｓｉｓｃｈ来说明Ｋｒｐｅｒｌｉｃｈ可以看出，马克思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使用的 Ｋｒｐｅｒ一词和在 《手

稿》的用法是一致的，即都是指身体的物质层面，即躯体。

经过比对德文原文和中文译文，笔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翻译而导致的某种误解。

Ｓｉｅ（指代前面的Ｍｅｎｓｃｈｅｎ，即人———引注）ｓｅｌｂｓｔｆａｎｇｅｎａｎ，ｓｉｃｈｖｏｎｄｅｎＴｉｅｒｅｎｚｕｕｎｔｅｒｓｃｈｅｉｄｅｎ，
ｓｏｂａｌｄｓｉｅａｎｆａｎｇｅｎ，ｉｈｒｅｌｅｂｅｎｓｍｉｔｔｅｌｚｕｐｒｏｄｕｚｉｅｒｅｎ，ｅｉｎＳｃｈｒｉｔｔ，ｄｅｒｄｕｒｃｈｉｈｒｅＫｒｐｅｒｌｉｃｈｅ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ｂｅ
ｄｉｎｇｔｉｓ．②

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 （Ｋｒｐｅｒｌｉｃｈｅ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所决定的
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③

ｂｅｄｉｎｇｔｉｓ有 “由……决定”“被……限制”“以……为条件”的意思。根据上文对肉体组织一词

的文本互勘和含义说明，它是单纯物质层面的，因而不能用来表明一种具有强烈主观性参与的活动

（生产）发生的决定性原因，而应理解为这种活动发生的条件。因此，这段话作如下理解也许更好：

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以他们的躯体组织 （Ｋｒｐｅｒｌｉｃｈｅ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为条件的
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

根据这种新的理解，躯体是人和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人的物质层面。马克思使用躯体一词旨在特

别强调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的物质基础和客体向度，从而反对那种以观念为出发点的唯心史

观。在这个意义上，张一兵正确地指出，这个客体向度 “是真正的人和自然的关系，它探讨的就是

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改变外部世界”④。

但是，躯体仅仅是身体的物质层面，它缺乏一个主体性的、能动的因素。在 《手稿》中，马克

思已经指出，身体 （ｌｅｉｂ）才是主体性的、能动的。那么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是如何讨

论 “身体 （Ｌｅｉｂ）”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并没有直接讨论身体 （Ｌｅｉｂ），对它的讨论是以对现实的
个人的感性活动的一般性阐述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 “把人只看

做是 ‘感性对象’，而不是 ‘感性活动’”，因此 “他还从来没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⑤。把

人理解为现实的感性活动的人，一方面批判了青年黑格尔主义者把人还原为其观念的唯心主义形而上

学，另一方面批判了费尔巴哈把人还原为其抽象的类本质和单个的直观的感性对象的人本主义形而上

学。在这种双重批判中，作为主体的身体 （Ｌｅｉｂ）是绝对不能缺少的，因为只有身体同时具有这双重
特征：身体作为能动的器官整体和身体作为物质。身体的这种双重性恰好提供了批判唯心主义、但又

避免落入见物不见人的旧唯物主义的一个最好的理论支点。与 《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于同一年的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就很好地表达了马克思在这方面的审慎思考：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 （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

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

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

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⑥

８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５１９页；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ｉｎＭＥＷ，Ｂｄ．３，Ｂｅｌｉｎ，Ｄｉｅ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６９，Ｓ．２１．
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ｉｎＭＥＷ，Ｂｄ．３，Ｂｅｌｉｎ，Ｄｉｅ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６９，Ｓ．２１．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５１９页。
张一兵：《舒尔茨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来源》，《广西大学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２期，第２８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５３０页。
同上，第４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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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本论》时期的身体问题：活劳动与对象性劳动

《德意志意识形态》没有深入讨论的能动的身体 （Ｌｅｉｂ）成为 《资本论》时期①讨论的重点问题。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野下，身体问题最密切地与劳动问题相关。综合来看，马克思实际上从两个层次

讨论了身体问题。第一个层次是一般的劳动层次：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

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

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 （ｓｅｉｎｅｒＬｅｉｂ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ａｎｇｅｈｒｉｇｅｎＮａｔｕｒｋｒｆｔｅ）———臂和腿、手和头运动起
来。②

这里，马克思主要强调身体的活动功能，即身体在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中介功能；这种身

体活动不是机械的，而是出于 “对自身生活有用”这一目的。此外，身体的功能不仅指身上的自然

力的作用，还指自然物的身体化：“劳动者直接掌握的东西，不是劳动对象，而是劳动资料 （这里不

谈采集果实之类的现成的生活资料，在这种场合，劳动者身体的器官 （Ｌｅｉｂｅｓｏｒｇａｎｅ）是唯一的劳动
资料）。这样，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的器官，他把这种器官加到他身体的器官 （Ｌｅｉｂｅｓｏｒｇａｎｅｎ）
上，不顾圣经的训诫，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③ 在 《手稿》中已经出现的作为人的身体的自然这

一观点在 《资本论》中再次出现了，但稍有不同的是，《手稿》仍然强调这种自然对于人来说是其无

机的 （非器官的）身体，而 《资本论》干脆认为这种非器官的自然物，就其已经被主体化而言，是

身体的器官。这里的分析基本上是在身体主体和自然的实践的对象性关系这一相当普遍的层面进行

的，马克思把身体活动理解为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中的中介性活动，而这种中介性活动普遍

言之，就是人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在这个意义上，身体和能动的主体不是两个彼此外在的东西，而

是原本就是一体的，因而身体在此应更确切地称为身体主体。这正是身体区别于被客体化的、生物学

意义上的躯体的根本所在。

第二个层次是具体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工人的劳动层次。马克思指出：“工人提供的使用价

值只是作为他的身体的才能，能力 （ＶｅｒｍｇｅｎｓｅｉｎｅｒＬｅｉｂｌｉｃｈｋｅｉｔ）而存在，所以在身体之外是不存在
的。”④ 只存在于工人身体之中的才能作为一种能力 （Ｖｅｒｍｇｅ）仅仅是潜在的、非对象化的，它要在
具体的对象化的生产实践中 （例如对原材料进行加工中）通过将自身的劳动能力对象化到具体的产

品中，才能实现其潜在的价值。实际上，马克思从两个方面来谈论身体能力：一是从工人的生产活动

谈身体的能力本身；一是从生产活动的客体 （原料、产品）谈身体能力的对象化。身体主体和自然

的对象性这个在 《手稿》中得以讨论的问题，在这里又一次出现了：

唯一不同于对象化劳动的是非对象化劳动，是还在对象化过程中的、作为主体性的劳动。换句话

说，对象化劳动，即在空间上存在的劳动，也可以作为过去的劳动而同在时间上存在的劳动相对立。

如果劳动作为在时间上存在的劳动，作为活劳动而存在，它就只能作为活的主体而存在，在这个主体

上，劳动是作为能力，作为可能性而存在；从而它就只能作为工人而存在。⑤

这里所谓在空间上存在的劳动和对象化劳动以及劳动的成果是一个意思。需要注意的是，作为活

劳动而存在的非对象化劳动本身是一个普遍性概念，它应当适用于一切身体性的活动，因此并不必然

“只能作为工人而存在”，马克思之所以强调这点，是因为这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大背景下来考

９３

①

②

③

④

⑤

本文把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和 《资本论》第一卷都归入资本论时期，相关讨论基于这两个文本。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０７—２０８页；ＫａｒｌＭａｒｋ，Ｄａ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ｉｎＭＥＷ，Ｂｄ．２３，Ｂｅｒ
ｌｉｎ，Ｄｉｅ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６２，Ｓ．１９２．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第２０９页；ＫａｒｌＭａｒｋ，Ｄａ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ｉｎＭＥＷ，Ｂｄ．２３，Ｂｅｒｌｉｎ，Ｄｉｅ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６２，Ｓ．１９４．
［德］马克思：《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上半部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４２
页；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ｓｅｄｅｒ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ｋｏｎｏｍｉｅ，ｉｎＭＥＷ，Ｂｄ．４２，Ｂｅｒｌｉｎ，Ｄｉｅ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８３，Ｓ．２０８．
［德］马克思：《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上半部分，第２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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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的。在这个背景下，活劳动和对象化劳动的关系必然进一步和资本问题连接起来。马克思认为，非

对象化劳动本身与资本无关，这种 “非资本本身”的非对象化劳动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从否定

方面看，非对象化劳动同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相分离，“是抽掉了劳动的实在现实性的这些要素

而存在的活劳动”，因而是无价值的，是缺乏任何客体的、纯粹主体的存在，它 “只能是不脱离人身

的，只能是同人的直接肉体①结合在一起的对象性”②；从肯定方面看，这种非物化劳动虽然无价值，

却是 “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存在。劳动这种一般财富同资本相反，在资本上，财富是作为对象即作

为现实性而存在，劳动则表现为财富的一般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活动中得到实现”③。

作为现实一般财富的资本要实现自身增值，就要雇佣作为财富的一般可能性的劳动。马克思特地

指出，作为对资本来说具有使用价值并被资本所雇佣的劳动 “作为单纯抽象的形式，是创造价值的

活动的单纯可能性，这种活动只是作为才能，作为能力，存在于工人的身体 （Ｌｅｉｂｌｉｃｈｋｅｉｔ）中”④，
因而是活劳动。资本雇佣活劳动是资本得以增值的秘密所在，因为活劳动本身虽然尚未对象化而没有

现实价值，但它是能够对象化并创造出现实价值的，就此而言，活劳动的对象化能力恰好是人的本质

力量的具体体现⑤。但活劳动本身被资本占有，也就意味着活劳动的对象化能力被资本所占有，因而

意味着活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除了极少部分被用来支付维持活劳动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以外，被资本占

有。从资本的角度看，资本一方面作为活劳动的形式存在，另一方面也作为对象化劳动的形式存在。

这里所谓对象化劳动，指能够作为活劳动对象的或者由活劳动创造出来的所有具有客观形态的客体，

例如原材料、生产工具等。资本的这两种形态 （作为活劳动和作为对象化劳动）使得资本在自身之

内形成 “质的区别”，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正是资本的辩证发展过程，“正是在形成和扬弃这种

区别的过程中，资本本身成为过程”⑥。资本的两种形态之间的相互作用表现在：

劳动是酵母，它被投入资本，使资本发酵。一方面，资本借以存在的对象性必须被加工，即被劳

动消费；另一方面，作为单纯形式的劳动，其纯粹主体性必须被扬弃，而且劳动必须被对象化在资本

的物质中。⑦

马克思在这里虽然分两个方面，但其实说的是同一个事情，即活劳动和对象性劳动转化的问题，

只不过第一方面从对象的角度谈，第二方面从主体角度谈。活劳动的对象化过程并不必然和资本相

关，因为人的身体能力必然要在改造自然中对象化从而确证人自身的本质力量。只有当活劳动的劳动

资料 （例如原材料和劳动工具）本身已经成为 “资本借以存在的对象性”的时候，以及只有当活劳

动本身不再以自身为目的而以资本增值为目的、并且通过雇佣关系而成为资本的另一种存在形态的时

候，也就是说，只有当资本既占有对象化劳动又占有活劳动的时候，活劳动过渡到对象化劳动的过程

才成为资本本身的运作过程。这个意义上的对象化过程 “实际上从劳动方面来说表现为劳动的外化

［即异化———引注］过程，从资本方面来说，则表现为对他人劳动的占有”⑧。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通过资本生产过程再次谈到 《手稿》中得到专门讨论的异化问题。麦克

莱伦和卡弗都认为马克思 《手稿》和 《１７５７－１７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异化问题的立场是一贯延

０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这里的 “肉体”原文为Ｌｅｉｂｌｉｃｈｋｅｉｔ，根据本文观点，应将其翻译为 “身体性”。

［德］马克思：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上半部分，第 ２５３页；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ｓｅｄｅｒ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ｋｏｎｏｍｉｅ，ｉｎ
ＭＥＷ，Ｂｄ．４２，Ｂｅｒｌｉｎ，Ｄｉｅ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８３，Ｓ．２１７．
同上，第２５３—２５４页。
同上，第２５５页；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ｓｅｄｅｒ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ｋｏｎｏｍｉｅ，ｉｎＭＥＷ，Ｂｄ．４２，Ｂｅｒｌｉｎ，Ｄｉｅ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８３，Ｓ．２１９．
这里的 “活劳动”相当于 《手稿》中的 “类生活”“类活动”“类本质”，但由于放弃了费尔巴哈的具有形而上学意味的 “类”

概念，更能准确表达身体主体的能动性。

［德］马克思：《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上半部分，第２５６页。
同上，第２５６页。
［德］马克思：《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下半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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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的①。这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不管是手稿中还是在这里，异化的根源都在于劳动本身 （作为人的

本质力量的施行）不属于劳动者自己，而是属于人格化的资本。但两者还是有一个根本差异：在

《手稿》中，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力量归结为有意识的、自由的、普遍的、因而是无身的 “类本质”；

而 《资本论》时期把人的本质力量归结为具有其身体能力的，并且在历史性的生产活动中通过使自

然物成为其器官，从而延伸和发展了其身体能力的活劳动。《资本论》时期的马克思谈到活劳动被资

本占有的异化的同时，也谈到人在历史中的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全面发展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

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

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

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② 总之，《手稿》缺少了对现实的、具身的

个人的历史性关照，不是从现实出发去看待人的发展的可能性，把异化理解为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

而是从人的理想观念出发去批判人的现状，把异化理解为与理想观念的背离③。

四、结　　语

综观马克思不同时期的相关讨论可知，身体问题在马克思哲学中确实处在不断发展之中： 《手

稿》仅从动物学层面看待人的肉体生存，能动的身体也仅在 “类本质”的基本概念框架下得到相当

有限的讨论；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肉体生存的需要成为马克思讨论一切历史问题的前提，能

动的身体则在感性活动的标题下被用来反对唯心主义和过去的唯物主义，从而建立新的、实践的唯物

主义；在 《资本论》时期，能动的身体在 “活劳动”的标题下得到非常深入的讨论，通过对活劳动

和对象化劳动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和资本之间的雇佣关系的细致分析，马克思揭示出资本运作的秘

密。

身体问题可以从很多方面去谈，但从马克思身体问题的发展来看，他实际上越来越把注意力放在

其中一个根本问题，即身体主体和自然 （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世界）的对象性关系。马克思对资本生

产过程的分析高度依赖于活劳动－对象化劳动的基本结构，后者只不过是一般劳动的身体主体和自然
的对象性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具体化。身体主体和自然之间的这种普遍的对象性关系，在早

期 《手稿》中就已经成为马克思讨论人和自然关系的一种潜在的结构。由此可以窥见从 《手稿》到

《资本论》之间存在一种不断增强的哲学追问，即对具身的人在世界中的历史性生存的意义的追问。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早在１８４４年就开始的对身体主体及其与自然 （世界）的对象性关系的初

步探讨，可以说构成在２０世纪才成为主流的身体现象学的一个隐秘开端。如果说身体主体与世界的
对象性关系在马克思那里是以 “劳动分析”为题得以发端，那么这一关系在胡塞尔那里就是以 “动

感意识分析”为题④、在海德格尔那里是就是以 “此在的基础生存论分析”为题而得以深化的⑤，在

梅洛庞蒂那里则是以 “身体感知分析”为题而成为一个被普遍接受和重视的问题领域⑥。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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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 ［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思想导论》，郑一明、陈喜贵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１４—１１５页；
［英］特雷尔·卡弗：《马克思 〈大纲〉中的异化概念》，［意］马塞罗·摩斯托编：《马克思的 〈大纲〉》，闫月梅等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０２页。
［德］马克思：《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上半部分，第１１２页。
这里对 《手稿》的评价仅仅是就马克思受到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思想影响的方面而言。本文第一节已经指出，《手稿》在费尔巴哈

的 “类”概念的掩盖下，已经潜藏着后来得到充分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

ＳｅｅＨｕａＸＶＩ，ＤｉｎｇｕｎｄＲａｕｍ，Ｖｏｒｌｅｓｕｎｇｅｎ１９０７，ＨｅｒａｕｓｇｅｇｅｂｅｎｖｏｎＵｌｒｉｃｈＣｌａｅｓｇｅｓ，ＤｅｎＨａａｇ，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７３．
参见 ［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５年。
参见 ［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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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革命文艺 “民族化”的口号，既有扩大抗战动员的原因，也有纠正五四新文

艺偏差、重塑革命文艺的考虑。在他看来，革命文艺的民族化应当妥善处理民族化与人民性、现代性、国

际性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深入人民生活，推进基于人民性的 “民族化”；通过利用和改造旧形式，推进

朝向现代性的 “民族化”；通过借鉴和吸收外国文化资源，保持民族化与国际性之间的合理张力，最终创

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 “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总之，革命文艺的 “民族化”战略，意味着革命文艺

从单一的阶级立场转换为民族－阶级双重立场，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实现；
而革命文艺的民族化方法，也体现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处理革命文化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辩证智慧。

【关键词】毛泽东；延安时期；革命文艺；民族化；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Ａ８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９）０５－００４２－０８

作者简介：罗嗣亮，（广州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延安红色文艺与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研究”（１６ＣＤＪ００７）

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为 “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从文化上看是在传统文化氛围浓厚的乡土中国

所进行的革命性变革。因此，如何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培植革命文化，如何妥善地处理革命文化与传

统文化的关系，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面对的关键问题。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革命文艺 “民族化”

的思考，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展开的。毛泽东关于革命文艺民族化的思考，不仅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

理论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当前我国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革命文艺 “民族化”的缘由：动员、纠偏和重塑

“民族化”是延安时期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提出的一个概念，目的都是为了反对教条主

义。在１９３８年秋天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同时，也提出了

“民族形式”概念。他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

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

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① 在１９３９
年１２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又提出新文化以四大口号为好，即 “民族化 （包括旧形式）”“民主

２４



①

为尽可能地呈现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原貌，本文引用 《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献时，如果引文在新

中国成立后的 《毛泽东选集》版本中有实质性改动，则使用延安时期首次发表时的版本。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５３４页。六届六中全会讲话虽然只提出 “民族形式”，没有直接使用

“民族化”字眼，但正如毛泽东所说，这篇文章讲的就是 “宣传的民族化”。参见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年，第８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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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包括统一战线）”“科学化 （包括各种科学）”“大众化 （鲁迅提出的口号，我们需要的）”①。这

是毛泽东关于 “民族化”和 “民族形式”的较早论述。１９３９年春，柯仲平、周扬、陈伯达、艾思奇
等分别发表 《谈 “中国气派”》《我们的态度》《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杂记》《旧形式运用的基本

原则》等文章，将 “民族化”引入文艺领域，引起了关于 “文艺的民族形式”讨论。郭沫若、茅盾、

萧三、何其芳等左翼文人都发表文章，参与讨论。讨论逐渐由延安扩散到国统区和香港，发展为抗战

后文艺界最大的一次讨论，情形非常热烈，１９４２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才逐渐平息。
事实上，毛泽东在提出 “民族形式”之前，就开始关注文艺界利用旧形式的问题。１９３７年，西

北战地服务团在延安成立，毛泽东对主任丁玲说：“现在很多人谈旧瓶新酒，我看新瓶新酒、旧瓶新

酒都可以，只要对抗战有利。”② 在１９３８年７月陕甘宁边区工人代表大会的晚会上，毛泽东看了秦腔
《升官图》《二进宫》等戏，感到现场群众对这些戏很喜欢，指出 “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该搞，但

就是内容太旧了”③。毛泽东不仅鼓励革命文艺工作者大胆利用旧形式，还密切关注着文艺理论界关

于旧形式的讨论，乃至国统区的有关讨论情况。１９３８年５月，他曾致信刘雪苇，说看了 《七月》杂

志社举办的 “宣传、文学、旧形式的利用”座谈会记录，“很欢喜”④。

毛泽东没有对 “民族化”下过专门定义，但从一系列相关论述不难领悟他对 “民族化”的基本

理解。在 《新民主主义论》中，他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

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⑤ 在 《反对党八股》

中，他指出：“现在许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了，这是很好的。但是 ‘化’者，彻头彻

尾彻里彻外之谓也”，应当 “先办 ‘少许’，再去办 ‘化’。”⑥ 可见，这里的 “民族化”具有两个基

本特点：其一，民族化是由少到多、逐渐发展的实践过程，即通过不断努力，达到 “彻头彻尾彻里

彻外”的民族风格；其二，民族化既是形式也是内容，是从形式到内容的全面转变。尽管当时所提

的口号是 “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⑦，但毛泽东所理解的民族化首先是 “主张中华民族的

尊严与独立”，这显然不只是形式上的，而是要建立一种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民族特性的新文化。⑧

毛泽东提出革命文艺 “民族化”，主要有下面几个原因：

（一）树立民族自信心，塑造广大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从而扩大革命文艺动员

在抗日战争背景下，革命文艺需要与抗日相结合，这就要求其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性。毛泽东认

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应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但是决不能和任

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⑨。在抗战时期，即使

“演旧戏也要注意增加表现抗敌或民族英雄的剧目，这便是今天时代的要求”瑏瑠。民族形式由于其千百

年来一直受到民众喜爱，有利于民众获得与国家和民族在精神血脉上的沟通，民族性的内容则可以在

思想上塑造民众的国家和民族意识，这些都是抗战所急需的。

（二）纠正五四新文艺的发展偏差

五四新文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艺的现代转型，但也存在民族化不够的缺陷。五四运动后的２０

３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 （１８９３－１９４９）》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５１页。
陈明：《西北战地服务团第一年纪实》，《新文学史料》１９８２年第２期。
《柯仲平文集》第３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８２页。
《毛泽东文艺论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第２５５页。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７０６页。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８４１页。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７０７页。
王明发表于１９４０年初的 《谈文化统一战线》，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征概括为民族形式、民主内容、科学基础和大众方向。毛泽

东对 “民族化”的全面理解显然不同于王明。（参见潘焕昭：《中国共产党建国思想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第１６２页。）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７０６页。
《毛泽东文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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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新文艺并没有取得对旧文艺的压倒性胜利，这种情况在农村尤其突出，即使在都市也并不乐

观。周扬这样描述当时的文艺状况：“没有一本新文艺创作的销路，在小市民层中能和章回小说相匹

敌。全国各大都市竟没有一处话剧场，旧戏院则数不胜数。”① 这表明新文艺远未能普及到工农大众

中去。之所以如此，当然有许多外部的原因，但主要原因还是其 “欧化”倾向，这与毛泽东所批评

的理论界 “言必称希腊”的现象②本质上是一样的。提出革命文艺的民族化，如同当时艾思奇所说

的，“是把新文学十几年来的发展中的非中国化的偏向的一个纠正”③。

（三）重塑革命文艺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认为，一定社会的文化从根本上说是对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与

此同时，也受到地理环境、民族传统的影响。人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只能 “在直接碰到

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④。正因为传统的力量如此强大，斯大林认为，即使在

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后，苏联文化也只能是 “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的文化”⑤。这种带有苏俄特点

的无产阶级文化传播到中国后，相应地需要有一个民族化的过程。中国农民突然面对大量的马克思主

义话语和苏联话语，并不容易一下子弄清楚其中的涵义⑥。带有苏俄特点和西洋艺术特点的文艺作

品，尽管其思想内容是中国革命所急需的，却并不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⑦。尤其是随着抗日战争

爆发，民族解放成为时代主题后，这种带有浓重苏维埃色彩和西洋色彩的革命文艺迫切需要进行重

塑。首先，正如毛泽东在 《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指出的，民族形式是中国文化所 “应有”的 “自己

的形式”⑧，这是关涉到民族独立和尊严的根本问题。任何国家的人们无不生活在具有自身民族特性

的文化环境中，民族性是其认同祖国和本国文化的根本理由。国难当头，这种文化认同更加迫切。其

次，只有实现革命文艺的民族化，才能更加深入地推进革命文艺的大众化。“大众化”是２０世纪３０
年代左翼文艺的一个响亮口号，然而成绩十分有限，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许多文艺工作者并不懂得如

何大众化，以致面对群众时 “英雄无用武之地”⑨。抗日战争的紧迫形势要求创造老百姓喜闻乐见的

革命文艺，而 “为广大老百姓 ‘所喜闻乐见’，这就不能拨开广大老百姓年代久远所习惯的民族形

式”瑏瑠。再次，革命文艺的 “民族化”实践，可以通过对民族传统文化尤其是民间文化的保护、挖掘

和提高，从而为革命文艺输入新的血液。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

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瑏瑡 革命文艺不应当拒绝传

统，反而应当充分继承和借鉴优秀传统文化，在吸收、融合、改造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壮大。

１９３８年４月，徐懋庸在 《新中华报》上发表了 《民间艺术形式的采用》一文，肯定西北战地服务团

深入战地和农村采集民间艺术形式的做法，并相信采用民间艺术形式对于中国新艺术的发展必将产生

决定性的影响。毛泽东称赞此文 “写得不错”瑏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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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周扬：《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中国文化》创刊号，１９４０年２月１５日。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７９７页。
艾思奇：《抗战文艺的动向》，《文艺战线》创刊号，１９３９年２月１６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６６９页。
［苏］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１年，第３１６页。
中国老百姓曾误以为 “苏维埃”是苏兆征的儿子，由于当时受反共宣传的影响，将 “共产主义”理解为不仅 “共产”还要 “共

妻”的现象也很普遍。（参见向德彩：《革命歌谣中的阶级话语》，《浙江学刊》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后，来了很多名家。他们曾开展文艺活动请老百姓欣赏，演了独唱和三重奏等节目，自己感觉很好。问老百姓

感觉如何，得到的回答竟是：女的唱得像猫叫，男的唱得像驴叫。 （参见闫东主编： 《大鲁艺》，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第２６５页。）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７０７页。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８５０页。
陈伯达：《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杂记》，《文艺战线》第１卷第３期，１９３９年４月１６日。
《列宁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８５页。
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５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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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革命文艺 “民族化”的路径

革命文艺的 “民族化”如何实现？如何保证 “民族化”的正确方向？这是延安时期革命文化实

践无法绕过的问题。尤其是如何处理民族化与人民性、现代性、国际性的复杂关系，是摆在中国共产

党人面前的文化难题。毛泽东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这些难题进行深入探索，并做出了审慎的解

答。

（一）深入人民生活：基于人民性的 “民族化”路径

革命文艺的 “民族化”就是为了增强民族性，并通过这种民族性唤起更多的民众。问题是，到

何处去寻找民族性？按照以往经验，寻找民族性最便利的办法就是回归经典，强化人们对传统思想的

认同。国民党统治者所推行的 “尊孔读经”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老路。然而，由于两千多年的君主专

制根深蒂固，我国古代经典中既有数不胜数的思想瑰宝，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专制主义、等级主义和封

建迷信的内容。中国共产党自五四运动以来就高举文化革命的旗帜，对于共产党来说，回归经典的老

路显然是行不通的。１９４３年１１月，中宣部专门就 《新华日报》和 《群众》杂志的工作问题致电董

必武，指出 “民族形式就是人民的形式，与革命内容不可分，大后方很多人正利用民族口号鼓吹儒

家与其他复古独裁思想，故党的报刊与作家对此更须慎重，不可牵强附和”①。可见，中国共产党力

图与国民党在文化 “民族化”问题上划清界限。对于共产党来说，革命文艺的 “民族化”必须是体

现人民性的 “民族化”，决不能是复古独裁的 “民族化”。

毛泽东的看法与国民党统治者截然不同，他认为寻找民族性主要不是到古代经典中去找②，而应

当到活生生的人民生活中去找；深入人民生活，这是实现革命文艺 “民族化”的最可靠路径。毛泽

东在 《反对党八股》中提出，要想写好文章就要学习语言，古人的语言和外国语言都要学习，但首

先要学习人民的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③ 他还认为，深入

人民生活不仅可以丰富生活经验，还可以提高艺术技巧。夏天的夜晚，农民手执芭蕉扇讲起故事来，

“他们不用任何典故，讲的故事内容却是那么丰富，言辞又很美丽”④。在他这里，民众及其生活是文

艺民族性的巨大矿藏和活的源泉。民族性并不是博物馆中尘封的古董，而是潜藏在人民生活中的文化

基因，是亿万中国人代代相传又不断发展的文化力量。因此，革命文艺的民族性与人民性之间存在着

很大的契合性，只有基于人民性，才能在人民生活中发掘活着的民族精华，革命文艺的 “民族化”

才成为 “向前看”⑤ 而不是 “向后看”；只有基于人民性，革命文艺的 “民族化”才能更好地 “大众

化”，才能真正为人民服务。

（二）利用和改造旧形式：朝向现代性的 “民族化”路径

“旧形式”“民间形式”“民族形式”三个概念是延安时期 “民族形式”论争中的常用概念。“旧

形式”指的是民族传统形式，如京剧、年画等，这是与民族新形式对应的；“民间形式”指的是民族

传统形式中的民间形式，如秧歌等，与民族传统形式中的贵族形式相对应；“民族形式”从字面上看

既可以指民族旧形式，也可以指民族新形式，但在毛泽东这里基本上是指民族新形式，即中国人民所

应有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既应当是充分民族化、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也应当是符合时代要求的。

创造民族形式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有一个暂时利用旧形式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我国传统文艺中

５４

①

②

③

④

⑤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北京：新华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１３８页。
当然，毛泽东并不否认古代经典中存在民主性的精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他曾指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文学是
“民主文学”。（参见 《毛泽东文艺论集》，第１９１页。）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８３７页。
《毛泽东文集》第２卷，第１２４—１２５页。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７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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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种旧形式，如年画、对联、秧歌等，都可以充分利用。即使是鲁迅并不看好的京剧①，毛泽东也

认为可以利用其来为抗战服务，因为 “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

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新东西了”②。

对于旧形式应当把握两个原则：

首先，应当以发展新形式为主，以利用旧形式为次。当毛泽东关于民族形式的论述传入国统区

后，１９４０年春天，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向林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民族形式产生以前存在着两种形
式，一种是五四以来的新兴文艺形式，一种是大众习见常闻的民间文艺形式，那么民族形式应该以何

者为中心源泉呢？在他看来，“现实主义者应该在民间形式中发现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③。这一观点

由于刻意贬低五四新文艺形式，受到葛一虹、胡风、郭沫若、茅盾等国统区左翼作家的尖锐批判。现

有文献找不到毛泽东对向林冰观点的直接评论，但从周扬同样发表于１９４０年春天的 《对旧形式利用

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一文，可以间接了解毛泽东的态度。这篇文章是毛泽东认真审阅后发表的，

应该说体现了毛泽东关于旧形式的基本看法④。该文指出，旧形式因为它反映旧生活且包含封建毒

素，“所以它并不能够在那一切复杂性上，在那完全的意义上去表现中国现代人的生活”；五四以来

的新文艺形式尽管存在欧化和脱离大众等问题，但它相比旧形式更进步是毫无疑义的，“完全的民族

新形式之建立，是应当以这 （五四以来的新文艺———笔者注）为起点，从这里出发的”⑤。也就是说，

革命文艺动员不能不利用旧形式，但是旧形式终归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利用旧形式暂时地迁就民

众只是革命时期的权宜之计。在毛泽东看来，尽管建立新旧形式的统一战线需要同时改造新形式和旧

形式，旧形式要改造其思想内容，新形式也要更加大众化，但主要还是用新形式、新思想去影响旧形

式、旧思想，即在 “联合一切可用的旧形式、旧人”的同时，“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⑥。

其次，应当对旧形式进行批判的继承和改造。毛泽东赞同列宁关于 “两种文化传统”的看法，

认为在中国文化中也存在统治阶级的传统和人民的传统这两种不同传统。因此，在清理我国文化遗产

时，“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民间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与革命性

的东西区别开来”⑦。革命文艺利用旧形式与复古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复古主义是 “祟拜旧的过时

的思想”，革命文艺则是将旧形式看作文化遗产，并努力 “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⑧。革命文艺

一方面抛弃旧形式中的过时的、有害的东西，一方面发扬旧形式中的优秀的、有生命力的东西，从而

将旧形式改造为适应现代社会的新形式。当然，改造旧形式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对此必须采取审

慎的做法。在旧形式中，并非一切统治阶级的形式都是无法利用的，也并非一切 “民间形式”都能

作为革命文艺的源泉，这就需要加以甄别。如在处理旧剧问题时，毛泽东同意从内容上具体分为有

利、无害、有害三类区别对待。前两类剧目，不用经过修改或稍加修改即可演出，有害的剧目则应认

真修改⑨。只有这样，才能既充分利用文艺遗产，又有效推进革命文艺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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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除了在小说 《社戏》中直率地表明对京剧的否定态度外，甚至也不赞成通过京剧改革来为现实服务。据郁达夫回忆，有一

次他跟鲁迅谈到欧阳予倩和田汉想通过改良京剧来做宣传，鲁迅并不赞成，还幽默地说，如果用京剧来宣传救国，那就是 “我们

救国啊啊啊啊了，这行么？”（参见 《郁达夫忆鲁迅》，广州：花城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３０页。）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８５５页。
向林冰：《论 “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徐?翔编：《文学的 “民族形式”讨论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
１５８页。
该文发表之前，毛泽东审阅文稿后致信周扬，认为 “写得很好，必有大影响。某些小的地方，我认为不大妥当的，已率直批在纸

上”。（参见 《毛泽东文艺论集》，第２５９—２６０页。）
周扬：《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中国文化》创刊号，１９４０年２月１５日。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１０１２页。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１９４０年创刊号，第十五部分。
《毛泽东文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９１页。
《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工作》，《人民日报》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１３日。这篇社论是周扬等人向毛泽东和刘少奇请示后写的，而
且是 “主要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写的”。（参见周扬：《进一步革新和发展戏曲艺术》，《文艺研究》１９８１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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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借鉴和吸收外国文化资源：保持民族化与国际性之间的合理张力

“民族化”的主张与马克思主义的 “国际性”特征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一定的矛盾。１９４４年７
月，在接受英国记者斯坦因采访时，针对斯坦因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到底是 “中国至上”还是 “共产

党至上”的问题，毛泽东回答 “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①。从思想方法上说，中国

共产党与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一样，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这在一些人眼中是 “共产党至上”。而

从文化底蕴上说，中国共产党充分尊重本国的文化遗产，这在另一些人眼中又是 “中国至上”。延安

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可贵之处，就是在民族性和国际性之间保持着适度张力，尤其是在文化宣传实践

上。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把国际主义与民族形式分离开来的做法，是 “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

们的做法”②。

革命文艺的民族化必须处理好民族化与国际性的关系。这主要包括：第一，应当将外国文化资源

作为革命文艺发展的借鉴，并将其内化为民族文化机体的一部分。毛泽东指出，“对于外国文化，排

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③。由于中国

现代文化发展滞后，学习外国进步文化更是势所必然。因此，在提倡 “民族化”的同时，固然要反

对全盘西化，但也要反对文化保守主义④。他反问道：“如果不搞一点外国的东西，中国哪晓得什么

是马列主义？”⑤ 毛泽东多次使用 “有机体隐喻”来说明学习外国文化的复杂性。其一，学习外国文

化要经过民族文化机体的 “消化”。“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

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

华。”⑥ 其二，外来文化应 “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⑦。如果脱离中国文化的土壤，外来文化

就成无本之木。这些 “有机体隐喻”说明，学习外国文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外文化有机结合、

外来文化内化为中国文化的过程。

第二，应当批判地学习外国文化资源，使革命文艺的民族性获得创新性发展。毛泽东认为，文学

艺术对古人和外国人的照搬照抄，乃是 “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与艺术教条主义”，这

种教条主义和军事政治领域的教条主义的 “性质是一样的”⑧。对外国文化的学习和借鉴，决不能代

替本国的创造。他相信，经过民族主体的选择和民族文化机体的消化过滤，外国文化资源不但不会消

解革命文艺的民族性，反而可以使革命文艺在民族性与国际性的融合中取得进步⑨，表现出融通中外

的独特文化艺术魅力。受到毛泽东高度赞扬的音乐作品 《黄河大合唱》，就是这样的典型例证。它的

合唱形式、管弦乐队伴奏等都源于西方，但它的题材是完全民族化的，其中一些乐曲还吸收了民歌和

船工号子的曲调，是在批判继承外国文化资源基础上形成的优秀的民族化作品。

总之，革命文艺的民族化与国际性之间充满着张力。正如当时周扬所说的：“我们要在对世界文

化的关心中养成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特别亲切的关心和爱好，要在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去吸取世

界文化的精华。国际主义也必须通过民族化的形式来表现。”瑏瑠

７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毛泽东文集》第３卷，第１９１页。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５３４页。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１０８３页。
１９３８年毛泽东在延安同梁漱溟交谈时，对梁漱溟所说中西方文化造诣 “都很高”的观点不以为然，坚持认为 “资本主义社会高

于封建社会。故两者相遇后者失败，其帐已结”。（参见陈晋：《一九三八年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一次争论》，《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９０
年第６期。）
《毛泽东文集》第３卷，第４１８页。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７０７页。
《毛泽东文集》第３卷，第１９２页。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１９日第２版。
在１９５６年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毛泽东表示，“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参见 《毛泽东文集》

第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８２页。）
周扬：《我们的态度》，《文艺战线》创刊号，１９３９年２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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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革命文艺 “民族化”的目标：创造 “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毛泽东在１９３９年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 “民族化”“民主化”“科学化”“大众化”四大口号

后不久，又在 《新民主主义论》的正式表述中，将四大口号精简为三大口号，即 “民族的” “科学

的”“大众的”文化。这是毛泽东建国思想中的文化战略设想，意味着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必须同时

建立起新民主主义性质的 “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即 “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①。在他看来，

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和新文艺不仅是充分民族化的，同时也是饱含科学精神、真正大众化的。

所谓 “科学的”，就是 “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

论和实践一致的”②。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进步的，符合社会历史发展方向，引导人们 “向前看”

的；二是求实的，正确反映对象的本质，符合科学精神的。这就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

导。如在１９４４年致李鼎铭的信中，毛泽东要求 《永昌演义》的作者李健侯将此书用 “新历史观点加

以改造”③，讲好李自成故事，发挥其教育人民的作用。此外，延安时期的文艺运动也和科普运动紧

密结合起来，对民众进行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的教育。

所谓 “大众的”，这是中华民族的新文艺必须坚持的根本方向。新文艺离不开民族形式，从根本

上说是因为民族形式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然而民族传统文艺又存在严重不足，尤其是它的思想内容

“颠倒是非、混淆黑白”④，这种形式和内容的矛盾是许多参与 “民族形式”讨论的知识分子尤其是

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十分担忧的问题。因此，在利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民族传统形式时，必须对其思想内

容进行改造。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 《毛泽东选集》版本中，《新民主主义论》所提出的 “大众的”口号被确定

为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⑤，即加上了 “因而即是民主的”这句话。

对于这一改动，人们往往从毛泽东弥补新文化三大口号相对于四大口号的不足的角度去理解，看作在

三大口号和四大口号之间的一个折中方案。由此，有学者认为这导致修改后的 《新民主主义论》并

没有讲清楚 “大众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尤其 “大众的”和 “民主的”是什么关系，认为 “大众

化”在毛泽东这里更多是 “谈表现形式问题”⑥。这种理解并不符合毛泽东原文。细读毛泽东的原文

可以看到，他提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是大众的、因而也是民主的，是强调 “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

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⑦。从 “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可以看到，

“大众的”不仅是一个形式上为大众喜闻乐见的问题，更是内容上的大众化、文化话语权的大众化。

文化话语权的大众化就是让大众在文化上做主，这无疑是体现民主精神的。总之，真正 “民族的”

文艺也应该是人民大众的文艺。

可见，革命文艺 “民族化”的目标体现在 “民族的” “科学的” “大众的”三者有机统一的结

合。“民族化”绝不只是一个形式问题，而是必须在内容上体现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趋向，

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和民主精神。背离科学和民主精神的所谓 “民族化”和 “民族形式”，在毛泽

东这里是不可能成立的。向林冰主张以民间形式作为民族形式的 “中心源泉”，显然忽略了这一点。

８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７０８—７０９页。
同上，第７０７页。
《毛泽东文集》第３卷，第１２８页。
《毛泽东文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３２５页。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７０８页。尽管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的 《新民主主义论》版本中就已经出现了这句话，但毛泽东到底在此时

还是在新中国初期加上这句话，目前还存在争议。（参见王建国：《关于 〈新民主主义论〉几个问题的辨析》，《党的文献》２００９
年第４期。）
曾彦修：《文化发展方向要不要强调民主》，《炎黄春秋》１９９８年第７期。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７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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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在毛泽东看来，“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①，因为鲁迅的作品不仅在形

式上是民族的②，在内容上也是体现民族精神的、民主的、进步的。

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革命文艺民族化的思想付诸实践后，产生了很大影响。从政治上看，民族化

使得革命文艺从形式到内容上进一步亲近民众，从而更加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有力推进了革命文

艺动员民众的实践。从艺术上看，民族化不仅成为当时重要的文艺批评标准，而且成为革命文艺的重

要特征。秧歌、秦腔、京剧等在延安盛极一时，产生了许多经典作品。同时，革命文艺工作者还积极

探索中西结合的民族形式，这一时期产生的歌剧 《白毛女》、冼星海的音乐、古元的木刻都是代表性

的作品。当然，限于当时的战争环境，延安时期民族文艺的改造任务主要还不是如何在艺术形式上精

雕细琢，而是在内容上体现人民大众的政治要求和进步思想。例如，在京剧工作方面，毛泽东认为当

时的主要任务是掌握这门艺术，“从政治上来个进步”③，以发挥其在民族民主革命进程中的文化动员

作用。

四、余　　论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革命文艺民族化的思考和探索，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的重要环

节。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一种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和国际主义情怀的理论，这两方面的

特征使其一开始并不容易站到民族的立场。从 《新民主主义论》所提的三大口号即 “民族的”“科学

的”“大众的 （包含 ‘民主的’）”来看，“科学” “民主”是五四新文艺就开始提倡的，“大众化”

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左翼文艺的响亮口号，唯独 “民族的”直到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提出 “民族形式”

问题后才引起文艺界广泛注意。然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到中国后，必然有一个适应中国实际和

中华文化的民族特性的过程。延安时期，毛泽东一方面基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运用阶级分析方

法，提出文艺 “为人民”的根本方向，并基于国际主义的情怀和视野，提倡吸收外国进步文化作为

中国文艺发展的借鉴；另一方面则基于中华民族的立场，运用民族化的方法，提出为实现革命文艺的

民族化和建立 “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而努力。因而，在延安时期的语境下，革命文艺就不仅是基于

阶级立场的，也是基于中华民族立场的。这一立足点的根本转换，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

艺理论中国化的实现。

延安时期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 “民族化”方法，也折射出其处理革命文化与传统文化关系的

辩证智慧。由于深信人民史观，也由于革命动员的需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

统，更多侧重的是民间文化传统，而非上层统治阶级的文化传统。这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战略与国

民党的复古主义做法显著地区分开来。然而，当延安革命文艺面对五四革命文化和民间传统文化这两

种最重要的文化资源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并没有采取非此即彼的做法，而是对二者均采取批判继

承的态度。正是由于对五四革命文化的继承，延安革命文艺在倡导 “民族化”的同时，仍然将科学

和民主精神作为重要诉求；正是由于对民间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延安革命文艺吸收了来自民间的丰

富的文化养料，这又是五四革命文化不可比拟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 “民族化”方法，不仅极

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而且 “在实践中为中华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④，在很

大程度上扭转了五四革命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消极态度，推动了传统文化自信的重建。

（责任编辑　临　川）

９４

①

②

③

④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６９８页。
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毛泽东说 “鲁迅是民族化的”。（参见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第８０—８１页。）
《毛泽东文集》第４卷，第３２６页。
刘润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文化自信的嬗变与思考》，《毛泽东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与毛泽东评价问题研究

肖建平

【摘要】在１９７９年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与会代表解放思想，讨论了毛泽东评价问题四个方面的内容，
即 “要不要评价、能不能评价”“如何开展评价”“主要评价什么”“何时何式解决评价问题”。我们要辩

证地看待此次会议在毛泽东评价问题上的贡献。会上多数意见和建议是积极正面的，但囿于从 “文革”开

始转向改革的实践发展情况和理论认识水平，加之与会成员的广泛性和讨论主题的开放性，在畅所欲言的

氛围中，界限不好划分，分寸不好掌握。针对当时一度盛行的右倾思潮，邓小平在务虚会第二阶段会议上

发表了影响深远的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主题讲话。尽管存在不足，但整体而言，务虚会是在真理标准

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基础上的继续前进，有效助力了毛泽东评价问题的最终解决。

【关键词】理论工作务虚会；毛泽东评价；邓小平；四项基本原则；历史决议

中图分类号：Ａ８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９）０５－００５０－１１

作者简介：肖建平，法学博士，（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 “思想先行：１９７９年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研究”

（２０１９Ｍ６５３２４６）；２０１９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中山大学青年教师培育项目 “１９７９年天津
市理论工作务虚会研究”

１９７９年１－４月，为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分两个阶
段：第一阶段是１月１８日－２月１６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由胡耀邦、
胡乔木主持，设领导小组、秘书组、联络组、简报组，有１６０多位从事思想理论工作的干部参加，分
成５组开展讨论；第二阶段是３月２８日－４月３日，又称 “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以中共中央名义

召开，与会代表增至近５００人，新增代表主要来自军队系统及各地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干部，新增军
队代表分成３组开展讨论，地方代表分成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６组开展讨论。会上
有的议题和观点存在较大偏差，对此，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发表了极具针对性的长篇讲话。

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时间关键、成员广泛、议题丰富、意义突出，在改革开放史中值得全面

深入地研究。但是，由于对会议的评价存在争议，加之档案资料掌握不足，导致对它的研究还较为薄

弱。本文以此次会议前后两个阶段形成的全部 《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 （以下简称 《简报》）３３７期
的一手史料为依据，对会上关于毛泽东评价的讨论情况和历史意义做一定探讨。

一、明确评价的必要和意义

“要不要评价、能不能评价”，这是在毛泽东评价问题上的首要问题。尽管对毛泽东功过是非开

展讨论是一个复杂问题，易加剧思想分歧，但会上讨论和反思各种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问题都无

法绕开对毛泽东、“文化大革命” （以下简称 “文革”）的看法。为讲透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些影响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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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的问题，也为更好地总结经验与教训，与会代表在会议之初就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和胡耀邦的要

求，明确了对毛泽东加以评价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邓小平鼓励与会代表 “敞开思想谈”

在会议之初，邓小平三次鼓励与会代表大胆打破思想枷锁，敞开思想交流，对务虚会寄予厚望。

第一，务虚会刚开始，邓小平就对务虚会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周扬表达了对会议的态度：我们党的理

论水平低，党的理论工作落后了，因此会议 “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①。主持会议的胡耀邦也在

《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呼吁大家一定要 “背靠马列，面向实际”、“一定要解放思想”、“冲破一切

‘禁区’，打碎一切精神枷锁，充分地发扬理论民主”②。第二，１月２２日，邓小平在听取胡耀邦关于
务虚会的情况汇报时，继续提出具体意见：总要求是 “要敞开思想谈”；至于目前大家谈得比较热烈

的真理标准问题，要求 “谈得快些”；反倒是 “理论问题很多，没有说清楚。例如：民主、法制问

题，经济管理问题。‘文化大革命’也可以谈，是否采用哪种方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

也可以讨论”；还指出 “今后不要提 ‘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应提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③。第

三，１月２７日，邓小平又指示胡耀邦要组织人讨论和研究民主问题，强调 “十月革命后六十多年，

民主没有搞好……我们需要想办法使人民感觉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今天我讲不清楚，组织二、三十

人专门写文章”，“我们一定要向人民和青年讲清楚民主问题”④，胡耀邦将邓小平的意见向与会代表

做了传达。邓小平的意见一经传达，便引发热烈反响。例如，第一组的丁代表说：“完全拥护小平同

志的指示，建议会议专门划一段时间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⑤ 河北、浙江、贵州、青海、广东的

“联络员”说：“小平同志最近指出，理论工作落后了，很多问题未讲清楚。这完全符合我们的实际

情况。”⑥ 第二组的何代表提出：“同意不提高举哪一个人的旗帜，而提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高举

马列主义的旗帜。”⑦

不过，与会代表对解放思想、畅所欲言的程度的认识与邓小平的初衷是有区别的。在邓小平看

来，不管是此次务虚会，还是整个理论宣传战线，解放思想都要讲方向、立场、原则，解放思想不等

于空想、胡思乱想，更不是抱怨、翻账，而是要服务于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时代大局，要在四项基本原

则的基础上谈解放思想。但在务虚会上，有少数代表片面理解邓小平的指示精神，未能把握好放与收

之间的张力，“似乎只有把毛主席的缺点错误讲得越多、越大，才算思想解放”⑧，不断挑战底线和容

忍度，引起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不满。当然，大多数代表正确地理解和贯彻了邓小平的指示，对

毛泽东评价问题发表了积极意见和建议。

（二）与会代表建议对毛泽东的功过开展讨论

为维护安定团结局面，有序推进拨乱反正工作，邓小平在１９７８年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
会期间曾对历史遗留问题做出 “不争论” “不匆忙”的指示。胡耀邦在务虚会的开幕式上同样要求

１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总１２７，第四组 （４８）：《理论工作为什么会落后》，《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７１－１５０），天津市档案馆，Ｘ０２１３－Ｃ－００００１１。
《胡耀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１２０页。
郑仲兵主编：《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上册，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５年，第３６８页。
盛平、王再兴编：《胡耀邦思想年谱：１９７５－１９８９》上卷，香港：泰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７年，第３０６页。
总５０，第一组 （９）：《丁伟志同志一月二十三日在小组会上的发言》，《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１－７０），天津市档案馆，Ｘ０２１３
－Ｃ－００００１０。
总１４３，第五组 （２９）：《河北、浙江、贵州、青海、广东出席会议同志对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几点建议》，《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
（７１－１５０），天津市档案馆，Ｘ０２１３－Ｃ－００００１１。
总３５，第二组 （９）：《何匡同志一月二十三日在小组会上的发言》，《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１－７０），天津市档案馆，Ｘ０２１３－
Ｃ－００００１０。
京西总４，中南组 （１）：《湖南、湖北代表讨论情况》。， 《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 （第二阶段），天津市档案馆，Ｘ０２１３－Ｃ－
０００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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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匆匆忙忙作出判断”①。“不匆忙”评价的方针有其现实考量。但不管是反思历史问题，还是探

讨理论问题，抑或解决现实问题，都必然涉及到对毛泽东的评价。评价毛泽东成为党和国家前进无法

绕开的难题。鉴于此，受邓小平和胡耀邦的鼓舞，不少思想理论工作者大力解放思想，纷纷提出要对

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开展讨论。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对毛泽东做出评价是发展进步的迫切需要。例如，第五组的代表一致认为务虚会 “不应

当绕开”毛泽东评价问题，“耀邦同志说对文化大革命，对毛主席，不要匆忙评价，我是赞成的。但

理论上的是非问题应当拿出来讨论”②。第一组的丁代表认为开展评价是形势所迫，“因为我们现在要

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需要。不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不改变过去某些不恰当的政策、办法、理论，我

们就无法前进”③。会议进行一段时间后，就连此前坚持 “凡是”态度的吴冷西的思想也发生转变，

认为评价工作 “刻不容缓”④。这种思想上发生转变的现象并非个案。

第二，全面评价毛泽东无损于他的伟大。第二组的陈代表总结认为：“科学地、正确地评价毛主

席的功过，绝不会损害毛主席的伟大。”⑤ 同组的李代表也认为： “毛主席存在错误，无损于他的伟

大。但是，只有不隐讳错误，才能维护他的伟大形象，否则，就会有损于伟大。”⑥ 以 “凡是”态度

对待评价问题，不但无益于维护旗帜，反而会适得其反。

第三，压制评价已然成为不安定、不团结的因素。第二组的李代表认为：“事实上，在对待毛泽

东思想的问题上存在的混乱和模糊，已经成为一种不安定的因素。我认为，对毛主席的是非、功过作

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统一思想，一定会进一步大大促进安定团结，使全党全国人民

真正一心一意地去搞四个现代化而无后顾之忧。不然，‘余悸’、‘预悸’是很难消除的。”⑦ 第一组

的代表们也提出，不直面问题就会陷入被动，留下巨大隐患，“现在国内外、党内外都在评价他。我

们党不主动作出正确的评价，很被动”⑧。

对毛泽东的评价事关重大，十分必要、紧迫，又十分复杂。例如，第二组的李代表和林代表认

为，评价工作是 “摆在广大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一项迫切而艰巨”“一件非常严肃”的任务，“涉及的

面很广，时间很长，问题也很复杂”，因此 “必须采取对党、对中国人民、对世界人民、对我们的子

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采取严肃的战斗的科学的态度”。那么，评价工作要快一些还是慢一些呢？

李代表认为应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创造有利条件，“要把这个问题提到党的议事日程，积极地

着手准备。这里的关键是要加强党的领导，积极促进，而不是消极对待”⑨。在党中央正式做出评价

之前，理论界的先行探讨是十分必要的。理论界与党中央频繁的、有效的互动，是推动毛泽东评价问

题得以解决的有利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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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总１，综合 （１）：《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始》，《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１－７０），天津市档案馆，Ｘ０２１３－Ｃ－００００１０。
总１０，第五组 （４）：《对当前思想理论战线形势的估计》， 《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 （１－７０），天津市档案馆，Ｘ０２１３－Ｃ－
００００１０。
总５０，第一组 （９）：《丁伟志同志一月二十三日在小组会上的发言》，《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１－７０），天津市档案馆，Ｘ０２１３
－Ｃ－００００１０。
总２４１，第二组 （５３）：《吴冷西同志对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一点感想》，《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２０１－２６４），天津市档案馆，
Ｘ０２１３－Ｃ－００００１３。
总１０５，第二组 （２３）：《陈荒煤同志二月二日的发言》， 《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 （７１－１５０），天津市档案馆，Ｘ０２１３－Ｃ－
００００１１。
总１７５，第二组 （４０）：《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是非、功过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 （１５１－２００），
天津市档案馆，Ｘ０２１３－Ｃ－００００１２。
同上。

总１１２，第一组 （２１）：《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问题已经摆在党的议事日程》，《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７１－１５０），天津市档案
馆，Ｘ０２１３－Ｃ－００００１１。
总１７５，第二组 （４０）：《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是非、功过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 （１５１－２００），
天津市档案馆，Ｘ０２１３－Ｃ－０００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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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讨论评价的原则和方法

与会代表讨论了 “如何开展评价”问题，认为应以 “一分为二”的原则对毛泽东的功过加以评

价，应将社会议论、对外宣传、党内研究和正式定论加以区别。

（一）讨论 “一分为二”的评价原则

任何政党、个人都难免会有缺陷、会犯错误，对政党及其领袖人物的评价应当坚持一分为二的原

则。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公报》提出对毛泽东的评价要 “始终坚持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①。所

谓 “一分为二”，就是对人物或事件的评价要全面，不能片面，既要看到正面影响，又要看到不足之

处。是否坚持 “一分为二”的关键不在于看到毛泽东做出多大贡献和成就，而在于能否实事求是地

承认毛泽东也会犯错误。

在务虚会上，代表们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对 “一分为二”的评价原则做了讨论。例如，第四组

的王代表认为：“讲清这些问题，我们是不是就成了赫鲁晓夫呢？根本不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一棍

子打死，我们对斯大林和毛主席都是一分为二，这是根本不同的。”② 第二组的孙代表也认为：“我看

对斯大林、毛主席都是一分为二的。至于三七开还是四六开，还是几几开，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对的

不能丢掉，不对的就是要抛弃。”③ 第四组的吴代表提出：“应区分两个 ‘一分为二’。一个是对毛主

席本人的一分为二，就是正确与错误，实事求是地分析他的功过是非。另一个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一分

为二，就是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④

反对 “一分为二”的评价原则，就是不承认毛泽东也有缺点和错误。这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原理，也不符合毛泽东历来对自己的评价。毛泽东曾自我批评说自己是 “有缺点的布尔什维

克”⑤；“也犯过错误，而且从错误中得到好处”⑥；“是普普通通的人，不是神”⑦。在解决毛泽东和毛

泽东思想评价难题时，要尊重毛主席的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当然，一分为二并非对半均分，而要讲

究主次。在承认毛主席犯有错误的同时，要充分认识到他的贡献始终是第一位的。

（二）要求区分社会议论、政治宣传、理论研究和正式定论

第一，鉴于党外议论不休的现状，与会代表要求将党内研究同群众议论区别开来。例如，第二组

的何代表说： “我认为，对于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著作、毛主席的话和毛主席本人要做具体的分

析。”⑧ 这个观点引发同组的廖代表的共鸣：“我同意何匡同志的意见，对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对

二十年来的 ‘左’倾错误路线等多项问题，我们也可以而且应当在内部进行讨论、研究，以便逐步

达到统一的认识。这些问题，事实上，是全党全国人民都在思考，都在讨论的，党的思想理论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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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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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⑧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１页。
总７９，第四组 （１５）：《王若水同志一月二十五日的发言》，《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 （７１－１５０），天津市档案馆，Ｘ０２１３－Ｃ－
００００１１。
总１３０，第二组 （２６）：《孙冶方同志二月四日的发言》， 《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 （７１－１５０），天津市档案馆，Ｘ０２１３－Ｃ－
００００１１。
总２６１，第四组 （５７）：《关于解放思想问题》，《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２０１－２６４），天津市档案馆，Ｘ０２１３－Ｃ－００００１３。
《邓小平文集 （１９４９－１９７４）》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００页。
总４１，第一组 （６）：《二十二日下午讨论熊复同志的发言》， 《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 （１－７０），天津市档案馆，Ｘ０２１３－Ｃ－
００００１０。
总２９，第五组 （８）：《吴亮平同志一月二十二日下午在小组会上的发言》，《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 （１－７０），天津市档案馆，
Ｘ０２１３－Ｃ－００００１０。
总３５，第二组 （９）：《何匡同志一月二十三日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吗，《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１－７０），天津市档案馆，Ｘ０２１３
－Ｃ－０００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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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要走在群众的前头。”① 同组的陈代表也提出：“对文化大革命怎样评价？这就不能不涉及毛主席的

功过问题。青年中、广大群众中早就议论纷纷，有许多看法，当然这当中也会有错误的看法。”② 理

论界普遍要求坚持内外有别原则，认为在党外议论纷纷的情况下，党内的理论研究不应缺失。

第二，与会代表提出应当允许民主讨论和理论研究，为做出正式定论奠定基础。例如，第二组的

廖代表认为：“可以在全党讨论研究成熟之后，再从容地做出结论，在报纸上公开发表。”③ 同组的吴

代表持相同看法，并进一步提出从理论研究到做出定论的时间可以较长④。第五组的代表们则谈到如

何开展理论研究的问题，“理论研究、理论宣传的任务不能仅仅降低为对某一个人说过的话的解释”⑤

“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在研究理论问题上，应该是平等的”；“在学术、理论问题上，毛泽东同志也

说过人家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⑥。党内讨论和理论研究是做出统一定论的前提。

第三，与会代表还认为公开宣传要讲究纪律性，即现阶段在报刊上公开评论要十分慎重，应等到

做出正式定论后再公开宣传，以免加剧思想混乱。例如，第三组的邢代表提出要将内部讨论与对外宣

传加以区别，“一些重大的问题，我们自己思想上必须首先搞清楚。在公开的报刊上如何宣传，那是

另外一回事”⑦。第二组的吴代表在做 “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主题发言时提出： “这类问题，

我们应当解放思想，做认真的酝酿、研究，但做出结论到公开宣传，就要慎重。”⑧

在第二阶段会议上，代表们根据前一阶段的意见，更加明确了毛泽东评价问题所要坚持的原则和

方法。各小组结合当前形势和意识形态主要任务开展了毛泽东评价问题的讨论。例如，中南组的湖南

代表提出：“宣传工作对涉及毛主席的问题要十分慎重。在党内会议上，对涉及毛主席的一些问题，

可以讨论，发表不同意见，但在公开宣传时，要注意内外有别，就是在内部讨论时，对毛主席某些缺

点错误的评价，也要注意实事求是，尽可能准确一些。”⑨ 西北组的新疆代表认为开展讨论是必要的，

但 “应该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要内外有别，先党内后党外，先在高级机关、高级领导干部中讨

论研究，因为这些同志占有材料多，了解情况多，分析判断能力强。如果不是这样，而是随便议论，

对某些问题和不确切的情况随意传播，那是很有害处的”瑏瑠。此外，军队系统的代表一致认为，“对重

大理论和政策问题，在党内应该充分发扬民主，进行讨论，但在公开宣传上必须慎重；对已经决定的

重大问题，应该先党内后党外，有步骤地传达和宣传，不要一下子捅到报纸上去”瑏瑡。理论研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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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６３，第二组 （１６）：《怎样回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问题？》，《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１－７０），天津市档案馆，Ｘ０２１３－Ｃ
－００００１０。
总１０５，第二组 （２３）：《陈荒煤同志二月二日的发言》， 《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 （７１－１５０），天津市档案馆，Ｘ０２１３－Ｃ－
００００１１。
总６３，第二组 （１６）：《怎样回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问题？》，《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１－７０），天津市档案馆，Ｘ０２１３－Ｃ
－００００１０。
总２４１，第二组 （５３）：《吴冷西同志对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一点感想》，《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２０１－２６４），天津市档案馆，
Ｘ０２１３－Ｃ－００００１３。
总１５８，第五组 （３３）：《关于理论民主问题———邵华泽同志二月七日在小组会上的发言》，《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１５１－２００），
天津市档案馆，Ｘ０２１３－Ｃ－００００１２。
总２０２，第五组 （４２）：《对理论研究工作及其它问题的一些意见》，《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２０１－２６４），天津市档案馆，Ｘ０２１３
－Ｃ－００００１３。
总２１８，第三组 （４８）：《重新认识三十年来的理论与实践看看毛病究竟出在哪里？》，《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２０１－２６４），天津
市档案馆，Ｘ０２１３－Ｃ－００００１３。
总２５４，第二组 （４３）：《吴牧华同志二月十日的发言》， 《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 （２０１－２６４），天津市档案馆，Ｘ０２１３－Ｃ－
００００１３。
京西总４，中南组 （１）：《湖南、湖北代表讨论情况》， 《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 （第二阶段），天津市档案馆，Ｘ０２１３－Ｃ－
００００１４。
京西总２８，西北组 （３）：《新疆代表学习讨论小平同志讲话情况》，《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第二阶段），天津市档案馆，Ｘ０２１３
－Ｃ－００００１４。
军队１，综合 （１）：《对当前思想理论工作的一些看法和意见》，《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第二阶段），天津市档案馆，Ｘ０２１３－
Ｃ－０００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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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禁区，但政治宣传必须讲纪律，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之一。

由此，与会代表就毛泽东评价问题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做了较为丰富的讨论，对多个既相

通又存异的原则做了严格区分，并进一步提出核心观点：在此次会议上，要解放思想，践行民主，在

严守政治纪律的前提下，允许就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问题进行内部讨论和理论研究，以尽快改变理论工

作落后、被动的局面。

三、探究评价的重点和难点

在务虚会上，代表们还集中探讨了 “主要评价什么”的问题。具体而言，这包括非毛化问题和

毛泽东晚年错误，这是毛泽东评价问题中的重点和难点。

（一）重点是讨论非毛化的来源、实质及对待

“文革”结束后，非毛化的说法在国内外流行起来。在报刊上推崇实践标准、评价毛泽东和毛泽

东思想，一度被定性为非毛化。但是，非毛化从何而来、宣扬这个说法意欲何为？大家普遍感到疑

惑。直到此次务虚会，代表们分享信息、材料和观点，才使非毛化的来龙去脉得以厘清，才对非毛化

的严重危害有清晰认识。

第一，与会代表了解到非毛化来自国外评论，后被 “凡是”论者加以利用。例如，第四组的代

表谈到，“所谓 ‘非毛化’的提法，是从西方舆论界一度流行的 ‘非斯大林化’脱胎出来的”，西方

曾评论称赫鲁晓夫在搞 “非斯大林化”①；而 “自从我们抓了 ‘四人帮’，特别是抓了江青以后，外

国报刊一直讲中国在搞 ‘非毛化’”②。第五组的吴代表也认为：“国外有所谓 ‘非毛化’之说，那是

在我们抓了 ‘四人帮’以后嚷起来的，说抓了 ‘四人帮’等于否定文化大革命，尤其是抓了江青，

把毛泽东置于何地？等等。说这是最大的 ‘非毛化’。”③ 粉碎 “四人帮”是社会所需、人民所愿，

却被国外称作是要搞非毛化，可见此说之荒谬。

第二，与会代表认为倡导实践标准不是非毛化，应将真理标准讨论进一步推广。标志着真理标准

讨论开幕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被指责为 “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在理论上是荒谬

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帜的”，是 “非毛化”④。非毛化的说法被用于遏制讨论的借

口。针对责难，多数与会代表表示反对。例如，第一组的代表提出：“‘凡是’派硬说毛主席是百分

之百的正确，谁提出不同看法，谁就是 ‘非毛化’。”⑤ 第三组的代表说：“坚持两个 ‘凡是’的同志

说别人不要理论，搞 ‘非毛化’，究竟谁在搞 ‘非毛化’？”⑥ 既然倡导实践标准不是非毛化，国际上

非毛化的评论不是由真理标准讨论引起的，那就 “必须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

由理论界推广到全国各级党委和人民群众中去”，“推广到全国去，深入些，再深入些”⑦。

５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总１１１，第四组 （２３）：《曾涛、李峰同志谈所谓 “非毛化”问题》，《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７１－１５０），天津市档案馆，Ｘ０２１３
－Ｃ－００００１１。
总４６，第四组 （８）：《汪子嵩同志一月二十日在小组会上的发言》，《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１－７０），天津市档案馆，Ｘ０２１３－
Ｃ－００００１０。
总４４，第五组 （１１）：《反对利用国外评论作为党内斗争手段的错误做法》，《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１－７０），天津市档案馆，
Ｘ０２１３－Ｃ－００００１０。
总４，第一组 （２）：《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情况》，《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１－７０），天津市档案馆，Ｘ０２１３－Ｃ－００００１０。
总１１２，第一组 （２１）：《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问题已经摆在党的议事日程》，《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７１－１５０），天津市档案
馆，Ｘ０２１３－Ｃ－００００１１。
总５６，第三组 （９）：《第三组一月二十三日上午小组讨论情况》，《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１－７０），天津市档案馆，Ｘ０２１３－Ｃ
－００００１０。
总１１１，第四组 （２３）：《曾涛、李峰同志谈所谓 “非毛化”问题》，《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７１－１５０），天津市档案馆，Ｘ０２１３
－Ｃ－０００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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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表们普遍认为评价毛泽东反而是非神化、正毛化。例如，第四组的曾、李两位代表研究

了美国的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日本的 《每日新闻》、西德的 《世界报》等十几种国外报刊后，得

出的结论是：“国际舆论比较普遍认为我们不是搞 ‘非毛化’，而是澄清被林彪、‘四人帮’歪曲了的

毛泽东思想，搞 ‘非神化’、‘正常化’”，“从粉碎 ‘四人帮’之后刚出现中国搞 ‘非毛化’的议论

时起，有些国外舆论界就对这种论调进行了反驳。后来，我们党中央采取的正确路线和一系列拨乱反

正的正确措施，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宣传工作的影响也逐渐扩大……所谓 ‘非毛化’的

议论逐渐减少，而 ‘非神化’‘正毛化’的议论逐渐增多。”① 第一组的成员同样总结认为：“我们评

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不是 ‘非毛化’，而是 ‘非神化’。”②

由此，国外评论可以作为参考，但不能利用国外评论作为斗争的手段。正如第五组的熊代表所

说：“利用国外评论作为斗争的手段，毫无道理地整人，是一种很坏的作风。”吴代表也提出：“难道

能够因为外国人有这类评论，我们就不坚决搞掉 ‘四人帮’吗？外国人一评论，我们就得赶紧把

‘四人帮’请回来，重新在政治局里当作宝贝供奉起来吗？”③ 受价值立场的影响，国外消息和评论未

必可靠，不能迷信。以国外有非毛化之说来压制评价，来推行 “凡是”，显然是不可取的。

（二）难点是如何科学看待毛泽东晚年错误并从中汲取教训

第一，有的代表讨论了如何在承认毛泽东犯有错误的同时对其一生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二组的李

代表认为应看到正与误两个方面，“毛主席有伟大的功绩，但也有错误；毛主席的著作、讲话不都正

确；毛泽东思想有个发展过程”④。第一组的齐代表则明确提出，毛泽东的功绩是主流，错误是支流，

二者的转折点是１９５６年，“如果说五六年以前他的缺点、错误是微不足道的，那么在五六年以后，不
仅不是微不足道，而且在一些问题上是犯有重大错误的”⑤。以１９５６年或１９５７年作为毛泽东开始犯
错的时间，这种观点得到多数代表的认同，但也有少数代表予以反对，认为应是１９６６年。这些争论
异中有同，都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逐渐形成了一条 “左”倾指导路线，影响着全党全国。为

厘清１９５６至１９６６年的指导思想的演变情况，胡乔木和胡绳合力创造性地提出了 “两个发展趋向”理

论。此次会上关于 “左”倾路线的起点、演化、影响的讨论，为提出和形成该理论提供了一定的思

想资源。

第二，关于毛泽东是不是 “左”倾路线的代表性人物存在争议。一种意见认为结论要慎重，“主

席不一定就是这条路线的代表。这要仔细调查研究”，退一步讲，“即使是代表，我认为也不能否定

他的一生。他还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⑥。该观点后来被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所吸收。另一种则持肯定意见，有的认为 “我们党在一九五七年以后二十年的挫折和失败，首先应

当说是由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错误造成的。一九五七年以后二十年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路线，

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⑦；有的提出 “文革”的发生同毛泽东密切相关，如第二组的鲍代表指出

６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同上。

总１１２，第一组 （２１）：《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问题已经摆在党的议事日程》，《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７１－１５０），天津市档案
馆，Ｘ０２１３－Ｃ－００００１１。
总４４，第五组 （１１）：《反对利用国外评论作为党内斗争手段的错误做法》，《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１－７０），天津市档案馆，
Ｘ０２１３－Ｃ－００００１０。
总６２，第二组 （１５）：《真理标准的讨论需要进一步解决的几个问题》，《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１－７０），天津市档案馆，Ｘ０２１３
－Ｃ－００００１０。
总２４８，第一组 （４２）：《民主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齐振海同志在十二日小组会上的发言》，《理论工
作务虚会简报》（２０１－２６４），天津市档案馆，Ｘ０２１３－Ｃ－００００１３。
总３６，第二组 （１０）：《林伟同志一月二十三日在小组会上的发言》，《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１－７０），天津市档案馆，Ｘ０２１３－
Ｃ－００００１０。
总６３，第二组 （１６）：《怎样回答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问题？》，《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１－７０），天津市档案馆，Ｘ０２１３－Ｃ－
０００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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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也犯了错误”，其中最严重的错误就是肯定了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

续革命”这个题目下集合起来的理论；毛泽东个人先后形成这两个对立的理论，“根本的问题是对形

势的估量不同，有时正确，有时错误”①。

第三，有的代表认为承认犯有错误固然必要，但重在从中汲取教训。有代表建议从理论层面研究

犯错误的原因。例如，第二组的陈代表认为不能将原因全部归结为历史根源②；周扬提出要总结深层

次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③；还有不少代表强调重在改正错误，从错误泥泞中走出来，继续前进，

“我们只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毛主席说过、做过的，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坚决纠正

过来”④。第二组的代表则认为错误 “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路线，既经全党所认

可，所执行，就成为我们党的路线……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我们党的生活中的缺陷和党在理论上的弱

点”⑤；李代表也提出责任不完全在个人，“要说责任的话，我们全党都有责任，作为一个党员自己也

有一份。我们党和人民付出了那么高的学费，应当得出必要的教训”⑥。这些观点为邓小平所认可。

他在指导起草 《历史决议》时强调 “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还强调制度因素

影响更大，“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⑦。

四、呼吁以党内决议方式对毛泽东做出正式评价

与会代表还就 “何时何式解决评价问题”达成共识。他们建议学习延安时期做法，做出新中国

成立３０年历史的决议，以党内决议方式在毛泽东评价问题上求得全党思想的高度统一。
（一）呼吁将毛泽东评价问题提到党的议事日程

代表们要求尽快将评价问题提上党中央议事日程，“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一

位历史人物，是可以评价的，是应该评价的”，“事实上，现在国内外、党内外都在评价他。我们党

不主动做出正确的评价，很被动。这件大事，已经摆在党的议事日程上，不能全部留给后人去解

决”⑧。来自青海省委宣传部的荆代表从基层宣传工作经历出发，提出 “对于毛主席功过的评价现在

应提到议事日程上”⑨。第四组的吴代表也建议：“（一）实事求是地把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和毛泽

东思想的是非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尽快解决这个问题。这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包括思想工作和

理论工作…… （二）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工作也要立即着手去做，不能留给后代去做。”瑏瑠 与会代表反

对将评价难题一拖再拖。

（二）建议以党内历史决议的方式解决评价问题

第二组的林代表提出：“如果党内发个决议，说明毛主席在中国革命中功勋卓著，是一个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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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瑠

总１５２，第二组 （３６）：《二十年间》，《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１５１－２００），天津市档案馆，Ｘ０２１３－Ｃ－００００１２。
总１０５，第二组 （２３）：《陈荒煤同志二月二日的发言》， 《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 （７１－１５０），天津市档案馆，Ｘ０２１３－Ｃ－
００００１１。
总８３，第三组 （１８）：《周扬同志在二十三日上午小组会上的发言》，《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７１－１５０），天津市档案馆，Ｘ０２１３
－Ｃ－００００１１。
总４６，第四组 （８）：《汪子嵩同志一月二十日在小组会上的发言》，《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１－７０），天津市档案馆，Ｘ０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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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１１２，第一组 （２１）：《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问题已经摆在党的议事日程》，《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７１－１５０），天津市档案
馆，Ｘ０２１３－Ｃ－００００１１。
总２０３，第五组 （４３）：《青海省理论务虚会情况汇报》， 《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 （２０１－２６４），天津市档案馆，Ｘ０２１３－Ｃ－
００００１３。
总２６１，第四组 （５７）：《关于解放思想问题》，《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２０１－２６４），天津市档案馆，Ｘ０２１３－Ｃ－０００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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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家，但也犯了相当的错误，人民会接受的。”① 同组的鲍代表从学习延安时期做法的角度提出，

“讨论理论是非，首先要把党在实际生活中的成败得失弄清楚。党的六届七中全会 《关于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是一个范例”，应借鉴这个范例，“本着同样的精神，就八大以来的若干有争论的重大问

题展开讨论”②。第一组的丁代表从作用层面提出：“三中全会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但问题还很多，

很有必要有一个社会主义时期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衷心希望党中央能够尽快地作出社会主义

时期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全党范围内澄清是非、统一思想，造福于子孙万代”③。第二组的陈

代表则从推进现实改革工作角度强调要尽快作出定论，“对主席的评价党内应当搞个文件。否则你说

是 ‘四人帮’的，他说是毛主席的，说不清。一些地方对三中全会精神贯彻不下去，有些人就是硬

顶，因为在这些人看来毛主席还不是不能触动嘛。因此中央对主席的功过应当作出明确的评价”④。

来自青海省委宣传部的荆代表在分享该省理论务虚会的召开情况时说：“在日常宣传工作中经常碰到

这样的问题，如毛主席在社会主义时期关于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哪些是正确的，哪些不正确？毛主席

的哪些语录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之内的，哪些是之外的？群众提出了以后，宣传干部说不清。”⑤ 第二

组的孙代表也批评道：“在一些人看来，反正 ‘四人帮’是垃圾箱，什么人的错事都往里装。”⑥ 区

分好毛泽东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责任，是做出历史决议的主要任务之一。

（三）要求在评价问题上把握好尺度和契机

对毛泽东的评价事关重大，因此要十分注意讲究分寸和时机。第一组的代表们提出，“评价毛泽

东同志必然要联系到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⑦，要慎之又慎。第四组的于代表提出：“对我们向社会上

宣布对毛主席的评价在国外、国内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也是一个科学研究题目，不应该不作研究，

想当然地说这说那。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上，站在世界革命的立场上，什么时候讲，讲到什

么程度，这里有个量和度的问题。”⑧ 第二组的林代表提到了评价的时机问题，“就拿正确评价主席及

其思想来说，确实是一件非常严肃和相当艰巨的任务”，至于 “这个 ‘评价’的工作早一点、快一点

进行好呢，还是慢慢腾腾地拖下去好？我认为，这个问题解决得越快、越彻底越好”⑨。解放思想应

当把问题讲透，但不等于是把错误讲多、夸大。在批评毛泽东的缺点和错误时要着眼宏观全局，既要

实事求是，也要恰如其分、关照现实。

五、对会议 “评价”的几点评价

应辩证地看待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在毛泽东评价问题上的作用。会上有不少意见和建议是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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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面的，但也有一些不足之处。这表现在出现了一些极端的看法和错误的倾向。有的从个人品质

出发加以抹黑、丑化，“毛主席维护斯大林的招牌，怕 ‘丢刀子’，就是维护他自己；维护对斯大林

的迷信，就是维护对他自己的迷信”①；“毛主席是不欢迎批评的”，“毛主席也变得骄傲了，不谨慎

了，听不得批评意见了”②。有的将 “文革”及 “文革”前犯错的责任全部推给毛泽东，“十一年的

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是主席老人家唯意志论发展下来的结果”③。也有的以 “文革”来否定毛泽东思

想的指导地位，“毛主席晚年多次强调的，毛主席本人很重视”的 “错误的东西”“我们无法说它不

属于毛泽东思想”④。有的笼统地以 “倒三七开”的公式概括毛泽东的一生。有的 “只是讲过不讲

功”，“把毛主席和党中央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分开”⑤，加以对立。有的 “对一些情况复杂的文件

（比如 ‘九评’），甚至对重要的原则 （比如 ‘三要三不要’的原则），都下了完全否定的断语”⑥。有

的质疑邓小平在１９７８年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

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⑦ 的评价。也有的反对党中央１９７９年下发的第２３号文件的 “毛主席代表

一个时代”等评语⑧。还有的不注意政治纪律，将会上讨论的内容向社会上传达开来，有个别党员干

部甚至将自己的评价意见及党内关于毛泽东评价的争议向香港报刊公开。出现这种种问题，反映出一

些理论工作者对社会极端思潮的不敏锐，体现了对党内外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以及社会上蔓延

的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重视不够、理解不透、斗争不力， “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

持”⑨，概括起来就是没有自觉意识到全党在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问题上的思想统一对于行动统

一、团结向前的极端重要性。

对于务虚会出现的错误意见，以邓小平代表的党中央予以严肃批评。邓小平在 “阅读理论务虚

会简报，对那些错误言论感到看不下去”瑏瑠，态度从会议之初的 “敞开思想谈” “不设禁区”转为

“注意右倾”。邓小平对务虚会的评价，对思想理论战线的意见反映在关于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

主题讲话中。他在肯定此次务虚会和思想理论战线成绩的同时，对会内会外的各种错误思潮，尤其是

当时一度盛行的右倾思潮，做出严厉批评，还指出思想理论战线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方向。

关于邓小平对此次务虚会及理论工作评价不高的情况，不少代表在第二阶段会议的讨论中表达了

一些不同看法，认为务虚会的成绩是主要的，整体倾向于高度评价务虚会。但极个别代表认为 “一

些理论工作者前一段是注意不够的，没有很好按照三中全会精神办事，对脱离四项基本原则的倾向，

前一段有些理论工作者认识不足，斗争是不力的”瑏瑡；“小平同志指出三中全会以后，思想理论工作跟

９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总１３０，第二组 （２６）：《孙冶方同志二月四日的发言》， 《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 （７１－１５０），天津市档案馆，Ｘ０２１３－Ｃ－
００００１１。
总２５６，第四组 （５２）：《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训是必须反对个人迷信》，《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 （２０１－２６４），天津市档案馆，
Ｘ０２１３－Ｃ－００００１３。
总２０２，第五组 （４２）：《对理论研究工作及其它问题的一些意见》，《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２０１－２６４），天津市档案馆，Ｘ０２１３
－Ｃ－００００１３。
总７９，第四组 （１５）：《王若水同志一月二十五日的发言》，《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 （７１－１５０），天津市档案馆，Ｘ０２１３－Ｃ－
００００１１。
京西总４，中南组 （１）：《湖南、湖北代表讨论情况》， 《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 （第二阶段），天津市档案馆，Ｘ０２１３－Ｃ－
００００１４。
程中原、李正华、张金才：《１９７７－１９８２：实现转折，打开新路》，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３１０页。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４８—１４９页。
京西总２，东北组 （１）：《吉林、辽宁、黑龙江代表讨论情况》，《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第二阶段），天津市档案馆，Ｘ０２１３－
Ｃ－００００１４。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６６页。
《胡乔木传 （下）》，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６０６页。
京西总１６，华北组 （３）：《认真学习讨论小平同志的报告》，《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第二阶段），天津市档案馆，Ｘ０２１３－Ｃ－
００００１４。



《现代哲学》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不上形势，步子迈得不快，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①。其他多数代表纷纷表示 “理论务虚会应该充分

肯定”②、“前一段务虚会的指导方针是正确的”③、“小平同志讲话中对前段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估价低

了一点”、“务虚会的指导思想是贯彻了三中全会精神的，讨论的问题也是全党实现工作重点转移要

涉及到的一些理论问题”④。

那么，如何看待多数代表的评价与邓小平的评价不一致的现象呢？导致分歧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前

者是就务虚会谈务虚会，后者是就务虚会谈思想政治工作大局。邓小平的讲话虽然是在务虚会第二阶

段会议所作的，但其讲话的对象和内容广泛，评价务虚会只是一个引子。参加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代表

只占听讲者的小部分，讲话是在人民大会堂做出的，听讲者还有一万多名党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

机关的干部。事实上，邓小平的批评并非 “对人”，而是 “对事”，针对的是我们党思想理论战线软

弱涣散和社会上资产阶级自由化蔓延的现象。邓小平是将这次讲话当作十一届三中全会的 “续篇”，

旨在将 “解放思想”同 “四个坚持”结合起来，从而完整地阐发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在此次务虚会

上，他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及时对错误态度加以制止，对错误导向加以纠正，对错误思潮加以批

评，从而避免理论界错上加错。因此，邓小平的批评本质上是对理论工作者群体的一种爱护。正如胡

耀邦在务虚会 《结束语》时所说的：“与其说是批评性的意见，还不如说是勉励性的意见。与其说是

批评性的意见，不如说对我们这条战线充满着希望，提出了很严格的、高标准的要求。”⑤ 总体而言，

邓小平认为在改革开放中，对右的危险不能放松警惕，但 “主要危险”还是在 “左”。

当然，因为邓小平做了批评就认为中央要否定务虚会，因为会议存在不足就断定务虚会 “是一

次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会议，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⑥。会议尽管有不足，但依然是一个开得及时、

开得生动的会议，是一次有成绩、有突出意义的会议。会上出现问题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囿于从

“文革”开始转向改革的实践发展情况和理论认识水平，加之与会成员的广泛性和讨论主题的开放

性，在畅所欲言的氛围中，界限不好划分，分寸不好掌握，难以确保每位代表都能正确运用马克思主

义立场、观点、方法去对待毛泽东评价问题。历史地看，务虚会从理论上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做了研

究，是在真理标准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基础上的继续前进，有效助力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问

题的最终解决。一方面，与会代表的前期探讨为解决评价问题创造了契机，促使党中央越发感到解决

评价问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另一方面，会议探讨也为解决评价问题提供了珍贵的思想资源，会上不

少好的建议被 《国庆讲话》《历史决议》所吸收。因而，揭批 “四人帮”运动可谓是改革开放初期

党中央解决毛泽东评价问题历史逻辑的起点，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则是其理论逻辑的起点。

（责任编辑　临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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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庆立

【摘要】农民的文化现代化是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关键问题之一。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中，

修正主义、改良主义往往认为，因为农民数量较多，东方国家只能效仿西欧的现代社会发展，走资本主义

道路。列宁则认为，东方国家的现代社会发展，唯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才能实现；也只有通过社会

主义，才能够真正保障俄国农民的利益，塑造、引导、提升俄国农民的文化，进一步促进俄国的现代社会

发展。列宁认为，农民的文化现代化关涉俄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存亡，必须在经济基础、党的领导和社会政

策等多个层面形成合力，提升农民文化，才能在社会主义政权的领导下 “成为现代”，为实现共产主义奠

定基础。

【关键词】列宁；农民文化；现代化；现代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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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来庆立，山东莒县人，法学博士，（上海 ２０００２０）上海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大视野大格局大趋势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

究” （１７ＺＤＡ００４）；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 “社会主义道路之争的历史考辨”

（２０１７ＥＫＳ００２）

在唯物史观视域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的原因主要在于：劳动者和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

货币能够换到活劳动。马克思以英国的圈地运动为例阐述了这一历史进程①。在 “人”的层面，这主

要关涉两个话题：一是农民的 “市民化”与城市化；二是小农文化或农民文化向资本主义文化或市

民文化的转变及其内在冲突。与西欧国家不同的是，东方国家尤其是俄国具有更为长久的农业文明、

广袤的农村与大量农民。对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如何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为社会主义奠定

物质、阶级和文化基础，始终是主要问题。是简单模仿西欧现存的资本主义道路，被动等待社会主义

社会基础成熟，还是以社会主义方式走出一条 “减轻分娩痛苦”的现代社会发展新路，亦或是以俄

国村社为基础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始终处于争论之中。其中，关键问题之一正是农民与农村的现代

化，尤其是农民的文化现代化。

相对于很多理论家，列宁最早进行实践探索，已经意识到农民和农村问题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与

建设的重要性。在现有研究中，有关列宁 “文化建设”“文化革命”“农村农民文化发展”的著述众

多。以此为基础，本文试图以社会主义思想史的争论为起点，在现代社会发展视域下，从科学社会主

义视角出发，审视列宁农民文化现代化思想，希冀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有所启示。

一、俄国农民现代化路径的争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讨论过现代化，但在很多著述中都阐释了 “现代”。在他们看来，现代社会

１６

①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５０１—５０２页。在生产方式中，这是工业的私有财产替代
地产的私有财产的过程，是蒸汽机替代手工磨的过程，是工厂替代手工工场的过程，是城市和农村之间最大一次分工，是剩余劳

动大军不断产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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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诞生无疑是资产阶级推动的，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但他们也认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

性不等同于资本主义存在的合法性。同时，只有 “现代”的高度发展，才能使社会主义具备物质、

阶级和文化基础。恩格斯逝世后，不少社会主义者认为 “现代”与资本主义相等同，需要经过资本

主义的充分发展才能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进而否认落后国家可以首先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走向

“现代”，最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可能，尤其是俄国还有广袤的农村和数量可观的农民。这也是西

方多数社会主义者审视俄国的基点。

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最根本的社会变化是地域重心从农村到城市、主要阶层从农民到市民、

生产方式从农业到工业，等等。在政治层面表现为农民等剩余劳动大军通过不断的政治民主化成为市

民阶层；在经济层面表现为农民等劳动者转变为工业无产阶级的过程；在社会层面表现为不断城市

化，农民不断摆脱人的依附和等级制，成为市民社会中的自由个体的过程，等等。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
初，上述发展趋势使不少社会主义者认为应通过和平方式提升无产阶级的地位，在现代社会发展基础

上长入社会主义。这一策略的背后是社会主义的 “现代”基础：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启蒙化

等元素的不断发展。但是，“现代”和 “成为现代”是两个不同的命题，他们不仅割裂了 “成为现

代”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更忽视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即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在塑造现代

文明过程中运用的手段是残酷的剥削、掠夺甚至血腥的战争，而仅仅将 “现代”元素作为衡量社会

主义革命、建设条件成熟与否的标准。

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持有的是去革命化的线性历史观，认为俄国农民的现代化只能遵

循西欧的历史发展逻辑。原因是俄国农民文化的落后，不具备发展工业的知识基础和城市化应具有的

一般人文、启蒙知识。在分析１９０５年俄国革命时，伯恩施坦就指出俄国具有的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条
件，他将俄国与英法德三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的条件相比较，认为俄国只能走 “模仿”西欧的资产

阶级革命道路。其主要观点是：第一，东方国家农民数量多且不是整体，所以要模仿西欧发达国家，

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推动工业化、城市化和民主化，提升科学人文知识；第二，没必要也不可能建立无

产阶级政权，只能通过建立私有财产制度才能实现西欧和文明的成就，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协助资产阶

级；第三，农民农村的发展方向是市民化与城市化。一战结束后，伯恩施坦更是认为民主时代已经来

临，这潜在地就蕴含着东方国家需要效仿西欧的逻辑①。伯恩施坦无疑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取消了社

会形态的规定性，使 “现代”中立化，认为资本主义即 “现代”，社会主义是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发

展的集大成，只需要使资本主义保持在进步发展的轨道上，就能长入社会主义。因此，对落后国家来

说，不需要讨论 “成为现代”，只需要衡量其具备 “现代”元素与否，不需要讨论社会主义的可能

性，而是强调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性。

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应将俄国置于现代社会发展的一般逻辑之中。在评价俄国

１９０５年革命时，考茨基认为俄国革命有可能撬动西欧革命，俄国农民有可能为了推翻大地主进行革
命，成为俄国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展开不同于西欧的资产阶级革命②。但他认为无法预测俄国革命成

功后的具体走向。在 《土地问题》一书中，可以管窥其认为的现代农业发展趋势：一是大农场较小

农场具有优越性；二是小农的优点是非 “现代”生活带来的；三是唯有公有制才能使小农具有文化

上的合作精神，通过合作制超越土地私有制度，建立新的农业生产方式。因而，不同于修正主义者，

考茨基反对农民简单地通过市民化与城市化走向 “现代”。一战后，考茨基改变了对俄国农民的看

法，认为斯托雷平改革取消了农民革命的动机。同时，俄国无产阶级人数较少、农民较多，先进分子

多在战争中牺牲了，使无产阶级小农化、农民野蛮化，加之俄国民族具有的 “鞑靼文化”，使俄国只

２６

①

②

伯恩施坦认为私有财产制度建立与否是东方国家革命区别于西方国家的根本，甚至提出私有财产制度是无法否定的，只能不断坚

持发展。（ＳｅｅＥｄｕａｒｄ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ｅｎｕｎｄＲｕｓｓｌａｎｄ”，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Ｍｏｎａｔｓｈｅｆｔｅ，Ｈｅｆｔ．４，１９０５，Ｓ．２８９－２９５；ＥｄｕａｒｄＢｅｒｎ
ｓｔｅｉｎ，“ＦｒａｇｅｎｄｅｒＴａｋｔｉｋｉｎＲｕｓｓｌａｎｄ”，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Ｍｏｎａｔｓｈｅｆｔｅ，Ｈｅｆｔ．３，１９０６，Ｓ．２０８－２１７；Ｅｄｕａｒｄ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ＯｎｔｈｅＲｕｓｓｉａｎａｎｄ
Ｇｅｒｍａｎ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ａｒｘｉｓｔｓ．ｏｒｇ／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ｒｃｈｉｖｅ／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ｗｏｒｋｓ／１９２２／ｘｘ／ｒｕｓｇｅｒｒｅｖ．ｈｔｍ．）
ＳｅｅＫａｒｌＫａｕｔｓｋｙ，“ＴｒｉｅｂｋｒｆｔｅｕｎｄＡｕｓｓｉｃｈｔｅｎｄｅｒＲｕｓｓｉｓｃｈｅｎ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ＤｉｅＮｅｕｅＺｅｉｔ，ＸＸＶ（１９０６－７，１），Ｓ．３２４－３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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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通过培育现代元素，才有可能开展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①。在这一点上，考茨基和伯恩施坦达成了

一致。

列宁、蔡特金、卢森堡等革命者，均支持暴力革命推翻沙皇和资产阶级政权。在他们看来，农民

无疑是革命的重要力量，俄国具有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基础。其中的分歧只在于对农民等劳动者主体

性的认识不同，比如蔡特金和列宁都认为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符合历史必然。蔡特金的疑问主要在

于：列宁过于抱怨俄国的文盲现象，正是小农帮助了俄国的革命事业，减轻了困难，保护了工农的心

灵，使他们不至于被资产阶级的概念和观念惯坏，这正如在一片处女地播撒下种子，因而播种和收获

是比较容易的②。

综上，西方社会主义者对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质疑，主要表现在互为因果的两个层面：俄国广大

农民在文化层面 （科学技术和人文知识）尚未现代化，无产阶级人数较少且易被小农文化和小资产

阶级文化影响；俄国不具备工业化、城市化和民主化等现代元素的物质基础。对此，深谙俄国和西欧

历史发展的列宁认为，俄国农民的发展必须立足俄国的特殊性，走出一条社会主义式的现代社会发展

道路，为实现共产主义奠定物质和阶级基础。

二、俄国农民文化现代化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应当承认，列宁并不否认俄国缺少 “现代”元素，这是他反对蔡特金等人的基点，但列宁更不

承认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的观点，即十月革命道路是 “现代”和共产主义的对立面，俄国无法在

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 “成为现代”。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础上，列宁批驳了这些错误观

点，提出俄国农民 “成为现代”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

早在１９０５年俄国革命，列宁就提出俄国资产阶级不具备领导革命的可能，具有不彻底性，主要
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共和主义被替换成君主主义，资产阶级与君主妥协的背后是损害工人阶级和农民

阶级的利益，尤其是无法剥夺地主土地改善农民生活；二是反对武装起义，强调与专制政府进行

“背后交易”；三是资产阶级既想让无产阶级成为谋利的工具，又不想使革命发展到损害自身利益的

限度③。因而，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联合农民阶级完成，真正的共和主义和共和民主

制也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才能实现。

列宁的革命观表明，在俄国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并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简单的

“二元对立”，而是二者个别、局部的成份在历史上相互交错④。俄国的特殊性使社会主义者承担了双

重使命，社会主义革命蕴含了彻底完成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民主革命也为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基

础。在 “现代”意义上，列宁认为，“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

得不够”⑤。他的思路十分清晰：俄国应当完成欧洲已经完成的，但在俄国是势在必行的民主革命与

社会革命，唯有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才能完成这一使命，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⑥。

在列宁的思考中，俄国无产阶级政权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前提是：西方先进国家爆发社会主义革

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反哺”俄国。俄国内战结束后，列宁仍指出：“没有国际上世界革命的支

３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ＳｅｅＢｒｕｎｏＮａａｒｄｅｎ，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Ｒｕｓｓｉａ：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１８４８－１９２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ｐ．２６３．
参见韦定广：《后革命时代的文化主题》，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０５页。
列宁将１８４８德国革命与俄国１９０５革命相比较，认为俄国要吸取德国的教训，不仅要警惕资产阶级背叛民主主义和农民，还应注
意 “农民是资产阶级即民主派资产阶级的 ‘天然的’同盟者”，对此，应将农民吸引到工人阶级周围，让农民知道资产阶级会背

叛他们，这样资产阶级就无力推动革命。（参见 《列宁全集》第１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１１９页。本文关于此书
的引用均使用该版本。）

同上，第６８页。
同上，第３２页。
同上，第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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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要么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其他国家立刻爆发或至少很快

爆发革命，要么是我们灭亡。”① 但他十分敏锐地意识到形势发生变化，虽然无法寄希望于西方国家

迅速爆发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政权②，但俄国社会主义政权可以独立存在：第一，战争导致帝国主义

各国损失惨重，经济恢复乏力，极大削弱了资本主义的力量；第二，布尔什维克和俄国工农赢得内

战，形成均势，使 “社会主义共和国毕竟能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生存下去了”③；第三，这种均势造就

了另一种可能，即俄国可以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往来，吸收其资金和技术。

在这一形势下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无疑应以现代社会发展为基础，这就需要俄国的工农劳动者，

尤其是广大农民阶层具备推动社会发展的能力。但现实是残酷和不利的，一战和俄国内战削弱了帝国

主义力量，塑造了均势，也给俄国带来的巨大困难。在物质损失的背后④是无产阶级和士兵等群体不

断小农化。这尤其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战争使无产阶级的数量和质量下降，削弱了阶级基础。列宁

明确指出，“我国无产阶级中的很大一部分都丧失了阶级特性”⑤。危机和工厂倒闭使人们跑到农村，

诱发了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幸存的工人阶级迫于生计或是成为小农，或是复员回乡得不到

劳动的机会而成为盗匪。第二，战争使俄国缺乏恢复经济的文化基础。俄国占大多数的是农民，而无

产阶级在战后由于失去了阶级生活常态，颇显软弱、分散、无力⑥。群众一盘散沙、愚昧无知，人们

既没有能力、也无法团结起来进行工作，与过去决裂⑦。最重要的是，由于忙于军事任务，“许多工

农没有文化，不识字，更谈不上较高的文化”⑧。

此外，列宁始终认为，相较于西欧，俄国在文化层面是落后的，这尤其体现为 “奥勃洛摩夫”

现象。列宁常用半野蛮和半文明来形容俄国：一是俄国具有西欧没有的大量小农，需要解决小农的发

展问题；二是俄国面临复杂且充满矛盾的局面，农村贫富分化明显，小农意识占据主导地位，列宁多

用 “奥勃洛摩夫精神”来形容小农意识⑨。这直接对应了文化的现代化，突出表现在两方面：第一，

缺乏一般文化知识，俄国农奴制和地主的长期统治，使俄国农民缺乏教育，“俄国的落后和野蛮已经

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瑏瑠；第二，政治文化和心理相对落后。列宁认为，小农往往具有愚钝、无

知性、“奴才性”和自私自利等特征瑏瑡，这是俄国沙皇专制长期统治下的产物，在新时期仍具有 “文

化惯性”，在宗法制度下又与人身依附关系和 “亚洲式的人身侮辱”相联系瑏瑢。

基于上述因素，列宁不时用 “文化革命”“文化建设”等概念论述新经济政策，认为需要提升农

４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列宁全集》第４２卷，第４５页。
列宁认为，“如果我们据此断定欧洲在短期内会用扎实的无产阶级革命来援助我们，那简直是疯了”。（《列宁全集》第４１卷，第
１４页。）
《列宁全集》第４２卷，第２页。
《布列斯特合约》割让了波兰、芬兰和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高加索等地，使俄国在进行内战时，不得不面对失去工业、人

口、肥沃农业用地的支撑，加之战争造成的物质损失，工业基础被破坏，农业产量剧减，可怖的伏尔加河大饥荒与喀琅施塔得暴

动，使列宁不得不思考俄国的现状。“直到战争结束，我们才看出国家已经破坏和贫困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这种状况使我们不

得不在今后一个长时期内专门来医治创伤。”（［俄］安德烈·Ｐ．齐甘科夫：《俄罗斯与西方：从亚历山大一世到普京———国际关
系中的荣誉》，关贵海、戴惟静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１５６页；《列宁全集》第４１卷，第６页。）
《列宁全集》第４１卷，第３５页。
参见 《列宁全集》第４１卷，第２１页；《列宁全集》第４２卷，第１１７—１１８页。
参见 《列宁全集》４０卷，第５页。
同上，第３２页。
“看一下俄罗斯联邦的地图吧。在沃洛格达以北、顿河畔罗斯托夫及萨拉托夫东南、奥伦堡和鄂木斯克以南、托木斯克以北有一

片片一望无际的空旷地带，可以容下几十个文明大国。然而主宰这一片片空旷地带的却是宗法制度、半野蛮状态和十足的野蛮状

态。”“乡村同铁路，即同那连结文明、连结资本主义、连结大工业、连结大城市的物质脉络往往相隔几十俄里，而只有羊肠小

道可通，确切些说，是无路可通。到处都是这样。这些地方不也是到处都是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和半野蛮状态占优势吗？”

（《列宁全集》第４１卷，第２１６页。）
《列宁全集》第２３卷，第１１０页。
列宁认为这是历史发展造成的，即 “中世纪的闭关自守状态维持着因循守旧、备受压抑和野蛮无知的传统”。（参见 《列宁全集》

第６卷，第３８３页；《列宁全集》第１卷，第３７５、３６５页。）
《列宁全集》第１卷，第２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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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文化水平，强化政治引导，这是维护社会主义政权的根本。第一，用文化引导农民关涉社会主义

政权的存亡。列宁晚年反复强调，“我们共和国的命运归根到底将取决于农民群众是和工人阶级一道

走”“还是让 ‘耐普曼’即新资产阶级把他们和工人拆开，使他们和工人分裂”①。这实际上提出了

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进行 “文化”竞赛的命题：一是党、苏维埃和工人阶级容易受封建和资本主

义文化的影响而蜕化，受封建主义 “文化惯性”的影响或被资本主义 “文化征服”；二是争取农民、

改造农民，保持对农民的领导和农民对社会主义政权的信任，尽可能使农民同无产阶级而非资产阶级

联盟②。第二，提升农民文化关涉社会主义政权的发展。实施新经济政策需要工人、农民阶层掌握现

代文化，对自我和外部具有反思能力，具备工业化电气化的知识和理性思维能力，掌握商业能力，做

文明商人。农民还应具备现代政治理念：实干大于空谈、内容大于形式等。列宁还用 “奥勃洛摩夫”

指代官僚主义，认为这是俄国进行经济建设的极大障碍③。他不无担忧地指出，工农阶层必须掌握几

十个官僚机关，但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大多数的文化水平却同任务的要求不相适应”④。

三、对俄国农民文化现代化路径的进一步思考

列宁的思考具有深邃的历史逻辑，且与现实逻辑互为表里。因而，理解列宁的 “文化革命”“文

化建设”，不能单纯从文化领域出发，而是要站在历史进步尤其是 “成为现代”的角度上，以经济基

础为核心，从农民文化现代化的整体视域出发。

俄国的农民多是小农、小私有者和自发势力，要克服小农文化，就必须改变其经济基础，这也是

列宁提升农民文化、开展 “文化革命”的根本。在许多场合，列宁都阐释了俄国五种不同的经济体

系：宗法式经济、小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前三种是 “个体性质”，

而后两种是 “联合性质”的，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对俄国农民文化现代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方

面：第一，“消灭自发势力”。列宁认为，小生产和 “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具有反现代和反社会主

义的文化心理，“通过很多渠道来破坏法律上的规定，暗中投机，破坏苏维埃法令的执行”⑤，这对发

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十分不利。在这一意义上，国家资本主义能够组织全国性的大生产，消除经

济文化层面的破坏、无政府主义等现象。第二，“获得先进技术”。列宁认为，提升农民文化不仅是

政治性的，还是科学人文层面的。国家资本主义能够帮助落后的俄国获得先进技术，培养一批社会主

义和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不仅是发展电气化、大工业的基础，更是社会主义政权的阶级基础。同

时，国家资本主义通过商品流转为发展工业创造条件，积累资本，为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升文化奠

定物质基础。第三，“保持政权先进性”。列宁以德国为例阐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重要性⑥。国家资本

主义是 “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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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４３卷，第３８１页。
俄国农民 “文化”的落后还表现为极容易跟着旧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走：第一，“半贵族半农民的宗法情绪”和种种旧文化传统

即封建、官僚、农奴等制度下形成的 “文化的历史惯性”，如平均主义、“反智”、宗法和等级意识大于法治意识、讲人情不讲

“规矩”等，这是列宁强调的 “文明商人”“西欧商人”以及新经济政策的对立面；第二，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文化的 “亲近

感”。列宁在１９２２年曾强调，农民对共产党人和工人阶级政权的质疑主要在于共产党人还没资本家会 “办事”、会经营。尽管共

产主义原则的理想很美好，但是脱离了当下俄国农民需要，而农民要求的自由贸易和商业经营，则更加贴近个人主义和 “耐普

曼”（小资产阶级）文化。（参见 《列宁全集》第４３卷，第３６２、８２—８６页。）
同上，第１２—１３页。
《列宁全集》第４０卷，第３４页。
《列宁全集》第４１卷，第１９８页。
列宁认为，德国 “有达到 ‘最新成就’的现代大资本主义技术和服从于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有计划的组织。如果把这些黑

体字删掉，不要军阀的、容克的、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国家，同样用国家，然而是另一种社会类型、另一种阶级内容的国

家，苏维埃国家，即无产阶级国家来代替，那你们就会得到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全部条件”。（参见 《列宁全集》第４１卷，第
１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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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①，能够体现无产阶级政权的先进性，使之坚持到先进

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同时，将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轨道，可以始终用强固的 “政治阶梯”，“把

贫民即多数居民或者说半无产者组织在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周围”②，使财产所有权归于国家，

监督小资产者。唯有如此，无产阶级政权才能在文化上吸引农民，瓦解小私有者。

要保证国家资本主义的顺利实施，还需要不断提升党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水平，始终保持先进性，

使之能够领导且善于领导，进而引导农民阶层，不至于陷入 “文化惯性”，被 “文化征服”。第一，

共产党员要保持文化先进性。列宁提出，无产阶级政权既不能被 “旧文化”即等级制的封建文化所

包围，更不能被资产阶级文化即崇尚金钱和享受的文化所俘虏。列宁发现，工人阶级和旧社会之间从

来没有 “一道万里长城”；“工人在建设新社会，但他还没有变成新人”；工人 “没有清除掉旧世界的

污泥”；③ “工人阶级成了贫困农民的领袖，并不就成了圣人”④。这就特别需要工人阶级中的先进群

体不断提升文化，引导其他工人阶级与农民阶层。对此，列宁十分重视宣扬社会主义文化、思想政治

教育和从制度上对政权进行监督，反对官僚主义。第二，解决 “谁领导谁”的问题。列宁特别强调，

沙皇和资产阶级继承下来的旧机关是 “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的大杂烩”⑤。如果不强调 “文化革命”，

无产阶级政权就容易蜕化，抢劫、攫取利润，侮辱、掠夺农民， “不是他们在领导，而是他们被领

导”⑥。列宁毫不讳言，“耐普曼”们的活动自由会产生自私自利、无条件的个人主义等价值观。对

此，他反复提醒全党 “是为耐普曼工作呢，还是为无产阶级国家工作”⑦。１９２２年，列宁反复强调学
习、挑选人才和检查实际执行等任务，并指明革命家并非 “习惯于反对抓小事、反对单纯文化工

作”⑧。第三，提升科技知识和管理水平。列宁强调 “聪明的共产党员也不会怕向资本家学习”⑨，唯

有这样，才能在德性和知识层面起到引领作用。因此，列宁 “文化革命”的逻辑在于：无产阶级及

其政权需要提升文化，始终保持文化先进性→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文化斗争→争取、团结农民，
提升农民文化→使资本主义 “文化”和农民为社会主义政权服务。

对此，列宁提出了多种措施，促进无产阶级及其政权主动提升农民文化。第一，重视扫盲工作，

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内战结束后，列宁签署一系列法令文件，要求８－１５岁的俄国民众必须识字，同
时成立扫盲工作委员会与扫盲学校；不断加强农村基础文化设施建设，如成人学校、人民大学、图书

馆等。第二，加大农村教育投资，提高国民教师待遇，“下乡”提升农民文化。在 《日记摘录》中，

列宁指出，农村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农民教育，阻碍农村教育发展的因素是资金，应精简国家机构，节

省经费以支持教育事业。同时，他主张，只有将教师的地位提高到资本主义社会所没有的高度，才能

争取到更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之从资本主义的制度支柱转变为苏维埃的制度支柱，通过他们争

取农民，使农民与无产阶级结盟。这既需要知识分子自身的 “文化革命”，更需要使之成为培养无产

阶级政权中坚力量的人才，成为教育文化工作的 “支柱”瑏瑠。第三，通过工人阶级和党的基层组织提

升农民文化。列宁认为，工人阶级尤其是城市工人应组成旨在帮助农村发展文化为宗旨的团体，“使

城市工人真正成为在农村无产阶级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人”瑏瑡。同时，还应当组织城市中各种专业

人才，向农民传播科技、管理和基础农业知识，如组织城市中的工程师、农艺师等为农民举办演讲、

座谈等。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市文化影响不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城市的工人和社会主义文化应

６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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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３２卷，第２１９页。
《列宁全集》第４１卷，第１９７页。
《列宁全集》第３５卷，第４３８页。
《列宁全集》第３４卷，第３４０页。
《列宁全集》第４３卷，第３５４页。
同上，第９８页。
同上，第３３２页。
同上，第１１２页。
《列宁全集》第４１卷，第２３０页。
许蓉：《列宁农村文化建设思想述论》，《理论导刊》２０１２年第１０期；《列宁全集》第４３卷，第３６２页。
《列宁全集》第４３卷，第３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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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主导农民文化，将农民阶级团结起来。第四，通过合作社将农民组织起来。合作社／合作企业是基
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和彻底的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企业类型。要建立合作社，就需要 “文明的合作

社工作者”。这既需要提升农民的文化，使之从亚洲的商人成为欧洲的文明商人；更需要将农民组织

起来，改变其小农习气，消除封建制度的腐朽习惯和风气，提高政治觉悟，用先进的共产主义的思想

道德取代旧道德。为农民文化建设树立正确的文化方向，让教育为共产主义服务，增强农民对社会主

义的认同感。

四、农民文化现代化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启示

在唯物史观中，文化往往作为社会意识出现，社会意识包括日常生活观念、意识形态和科学研

究。马克思认为，掌握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对意识形态具有绝对的话语权，而无产阶级在日常生活观

念往往容易受到封建文化和小资产阶级文化的侵蚀①。因此，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与方

法，提出唯有掌握政权和物质生产资料，在保持无产阶级及其政权先进性的基础上，引导、提升广大

农民阶层的文化，促进农民的文化现代化，才能不断推动社会革命。这一思路无疑对经济文化相对落

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

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从未摆脱西方国家及其社会主义者对自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质疑。本

质上，这也是无产阶级政权领导下的现代社会发展问题。修正主义、改良主义认为，没有经历资本主

义的发展，就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哪怕革命成功了，也只能根据 “现代”元素对照自身，模仿

西欧和发达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一观点实质上是 “文明中立化”的表现，认为现代社会发展

道路只有资产阶级领导下的资本主义这一种模式，没有考虑落后国家如何 “成为现代”，进而否定了

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世界历史意义。列宁在思考俄国现代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深入批判修

正主义、改良主义，提出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蕴意，其中的关键问题之一正是对农民

文化现代化的思考。

既有的现代化道路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下，以资本主义模式开创的。在这一进程中，往往是城市

“吞并”农村，使农民成为剩余劳动力大军的一员，为工业化和雇佣劳动制度奠定基础②。１６－１８世
纪的英国正是典型例子，英国的市民文化和民主化的发展 “改造”了农民文化，既使农民 －工人阶
级具有现代意识，也使之成为资产阶级文化的一部分，容易屈从于资产阶级社会流行的蒙昧文化③。

与英国不同，俄国历史上并未有贵族限制王权的可能，而是绝对君主制和东正教统治的场域，现

代化的初步进程带有明显的王权特征；作为具有村社传统和悠久农业文化以及多数农民的东方农业国

家，在处理农民和农村关系问题上不可能与西欧国家一致；资产阶级的弱小无疑给了工人阶级及其政

党领导现代社会发展的可能。因而，俄国的现代社会发展，首先需要能够承载彻底反封建任务的领导

力量，其次需要能够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在保证农民利益的基础上，通过不

同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文化灌注的 “现代”，塑造、引导、提升俄国农民的文化，最终

使俄国达到西方文明国家的水平。这正是列宁 《论我国革命》的本质内涵和历史深意，更是落后国

家需要依靠共产党和无产阶级这一领导力量及其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现代化的原因。在这一意义上，落

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必须的、不容否定的。

７６

①

②

③

参见赵敦华：《马克思哲学要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１０６、１１０页。
参见 ［美］巴林顿·摩尔：《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王茁、顾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０—２９页。
霍布斯鲍姆曾描绘过１９世纪后３０年工人阶级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特征：一是工业化、现代化与城市化的不断发展；二
是工人运动政党化和社会政治民主化；三是工人阶级数量增长和 “异质化”。其中，第三点造成的影响容易被忽视。工人阶级的

“异质化”尤其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工人贵族、熟练技术工人和大多数非熟练技术工人的区别；二是不同职业、行业之间工人

阶级的区别；三是社会与地域的差异、诸如国籍、语言、文化和宗教的差异。差异和区别造成了工人阶级自身内部的分化。（参

见 ［英］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张晓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２６３、２６５—２６６页；［英］霍布斯鲍姆：《帝
国的年代》，张晓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８５、２０６、２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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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落后国家而言，社会主义革命首先意味着政治革命，即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夺取政权。但革命不

会也不应停滞，会继续走向社会革命，这首先表现为社会主义政权领导下的现代社会发展，其关键就

是处理与农民的关系。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提出的。

在落后国家，坚持社会主义政权的首要基础是满足农民利益，以团结多数农民为主，提升其生活

水平，而不是像西欧国家那样，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将落脚点放在市民阶层及其分化而出的资产阶

级。与西欧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不同，俄国农民人数众多，不能像西欧国家那样，无情地驱赶农民，剥

夺农民土地，使之全部进入城市乡镇，而应主动在农村中组织农民，使之在现代组织的基础上摆脱落

后的小农文化。这也是列宁提出的农村都市化与城市化共同发展和农业合作社的深意。提升农民文化

主要包含两重含义，应区分现代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一是使农民具有现代文化，如一般意义上的科

学人文知识；二是用社会主义文化影响农民的政治心理和社会意识，使之不被小资产阶级文化 （与

小农文化具有相通性，强调绝对的个人主义，不承认责任与义务）所征服，更不被落后的封建文化

所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政权才能团结广大多数，在掌握物质生产资料的基础

上，用社会主义 “社会意识”及其上层建筑减轻 “分娩的痛苦”，在实现现代文明广大成就的基础

上，摆脱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赋予 “现代”的负面意义。因此可以说，农民的文化现代化是东方社

会主义国家现代社会发展的关键元素。

需要注意的是，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现代社会发展和农民文化现代化问题上，党的基层组织的

“文化建设”十分重要，必须通过先进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引领，在城乡互通中提升、引领农

民文化。列宁在１９２２年曾坚定地指出 “人民大众是不会跟着 ‘买东西和卖东西’的耐普曼走的”①，

但在 《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中又不无担心地指出，“耐普曼”即新资产阶级有可能把他们

（农民）和工人拆开，使工人和农民分裂②。因此工人阶级及其政权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 “文化”

层面与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竞赛，从而领导农民，提升、引领农民文化。共产党人理想信念和

“文化”不能出现滑坡，否则就容易使基层党组织弱化，无法影响农民文化，反而容易使 “小农意

识”“领导”党员干部。同时，在商品交换原则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容易使列宁阐释的小资产阶

级文化地位逐渐提升，这是一种简单的唯利是图而不顾他人和社会，无视规矩、法律和制度的文化；

在城市中，基层党组织弱化更容易使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文化占主导，对农民和工人起到坏影响，

出现修正主义甚至封建文化复辟。

列宁充分认识到 “谁领导谁”这一问题直接关涉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政权的生死存亡。因

此，基层党组织应始终保持先进性，在文化层面努力发挥整合、凝聚、引领的作用，在科学人文和思

想政治文化领域不断引导、提升农民文化，使农民不再追寻宗族势力、宗教信仰、信奉 “金钱文

化”；此外，还应防止小资产阶级文化与宗法文化相结合的情况出现，防止出现农村社会主义文化

“空心化”的现象，不断树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特别是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提升和保持党员干部

的理想信念和先进文化等，进而在农民文化现代化基础上，不断推动农村治理、民生、生态等多领域

的发展，展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优越性。

（责任编辑　临　川）

８６

①

②

《列宁全集》第４３卷，第２６８页。
参见 《列宁全集》第４３卷，第３８１页。



自我的根源

———原自我与前自我的关系辨微

岳富林　王　恒

【摘要】自我问题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但目前学界对纯粹自我、人格自我、原自我

（Ｕｒ－Ｉｃｈ）、前自我 （Ｖｏｒ－Ｉｃｈ）的关系却莫衷一是。本文首先阐明原自我与前自我是纯粹自我和人格自我
的两个最终构造根源，藉此对混淆层级与混淆根源的观点进行批判；再介绍并辨析如下几种对原自我与前

自我之关系的解读：李南麟 （Ｎａｍ－ＩｎＬｅｅ）的静态／发生式解读、田口茂 （ＳｈｉｇｅｒｕＴａｇｕｃｈｉ）的近距／远距
式解读、倪梁康的形式／内容式解读、马迎辉的正史／前史式解读；最后以现象学考古学为指导线索，尝试
提出一种既整合以上诸种解读、又与之完全不同的解读方案。

【关键词】自我；原自我；前自我；现象学考古学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５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９）０５－００６９－１１

作者简介：岳富林，四川绵阳人，（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王　恒，江苏徐州人，（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自我问题是胡塞尔现象学中的一项核心议题。在文本跨度上，自１８９８年 《论感知》① 文稿伊始，

历经１９０１年 《逻辑研究 （第二卷第一部分）》，１９１３年 《纯粹现象学通论》 （以下简称 《观念 Ｉ》），
１９２９年 《笛卡尔沉思与巴黎讲演》，直到１９３６年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 （以下简称

《危机》），可以说，胡塞尔整个哲学生涯都在思考自我问题。在现象学实事上，自我及其意识生活是

对象显现以及对象认识的根据，整个超越论现象学的主题就是自我及其意识与世界之间的意向性关

联，即世界在超越论自我及其意识之中的构造。超越论现象学的真正问题是构造问题，自我的 “自

身构造是所有那些所谓超越构造、世界对象性构造的基础”②，因此，探究自我自身构造之可能性和

可理解性的本我学 （Ｅｇｏｌｏｇｉｅ）就是构造现象学的基础。下文第一部分将表明，自我自身构造的最终
根源是原自我和前自我，它们不再诉诸某种更原初的自我概念。

关于原自我与前自我的关系，迄今为止，国内外学界提出了诸多不同的解读方案，具有代表性的

是：李南麟 （Ｎａｍ－ＩｎＬｅｅ）的静态／发生式解读、田口茂 （ＳｈｉｇｅｒｕＴａｇｕｃｈｉ）的近距／远距式解读、
倪梁康的形式／内容式解读、马迎辉的正史／前史式解读。这些方案具有交叉相似之处，也难掩其核心
差异。遗憾的是，对于如此重要的问题，目前这些方案几乎都处于 “自说自话”的状态，相互之间

并没有形成有效的对话。有鉴于此，本文致力于厘清诸种解读之间的关系，分析它们对胡塞尔文本的

忠实度，进而尝试提出既整合以上解读、又与之不同的解读方案。

９６

①

②

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Ｍｓ．ＡＶＩ１１Ｉ，ＳＳ．１８５－１８６，ｉｎＥｄｕａｒｄＭａｒｂａｃｈ，Ｄａ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ｄｅｓＩｃｈｉｎｄｅｒ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ＤｅｎＨａａｇ：Ｍａｒ
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７４，Ｓ．６．
［德］胡塞尔：《笛卡尔沉思与巴黎讲演》，张宪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３—２４页。引文在必要处有所改动，以下
不再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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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为根源的原自我与前自我

在正式进入原自我与前自我的关系之前，首先要对 “自我的根源”这个表述正名，即，指出原

自我、前自我对自我的最终奠基特性，对克劳斯·黑尔德 （ＫｌａｕｓＨｅｌｄ）、丹·扎哈维 （ＤａｎＺａｈａｖｉ）、
艾杜德·马尔巴赫 （ＥｄｕａｒｄＭａｒｂａｃｈ）、艾尔玛·霍伦施泰因 （ＥｌｍａｒＨｏｌｅｎｓｔｅｉｎ）将原自我、前自我
的层级混淆于纯粹自我、人格自我的层级进行批判，对阿尔文·迪默 （ＡｌｗｉｎＤｉｅｍｅｒ）将原自我这个
根源混淆于前自我这个根源进行批判。

（一）超越论自我的被奠基特性

超越论自我是构造性的主体，经验自我是被构造的客体。在共属超越论态度的意义上，纯粹自我

和人格自我都被称作超越论自我。纯粹自我是空洞的同一性极，人格自我是习性关联的统一体。对纯

粹自我的讨论集中在 《观念 Ｉ》，对人格自我的讨论集中在 《现象学的构成研究》 （以下简称 《观念

ＩＩ》）。而 《观念Ｉ》《观念 ＩＩ》都局限在内在时间性领域，这个领域在意识流中具有其构造根源，相
应地，纯粹自我和人格自我也应当在意识流中具有其构造根源。

在发现现象学还原并经过一段摇摆期 （１９０７－１９１２）之后，胡塞尔在公开发表的 《观念Ｉ》中果
断承认纯粹自我在超越论领域中是绝对存在着的。但正如保罗·利科 （ＰａｕｌＲｉｃｏｅｕｒ）所指出的，胡
塞尔在 《观念Ｉ》中涉及到两种绝对性的含义：一种是存在的必然性，与之相对的是存在的偶然性；
另一种是存在的终极性，其存在不需要任何东西作为奠基，与之相对的则是被奠基之物①。在前一个

意义上，纯粹自我作为纯粹意识主体无疑是绝对被给予的；但在后一个意义上，纯粹自我这种 “超

越论 ‘绝对’实际上并非最终物；它是在某种深刻的和完全独特的意义上被构造的东西，而且它在

一种最终和真正的绝对中有其根源”②。具体而言，纯粹自我作为同一性极是意向体验之内在的超越，

而 “意向性……这个层级不下降到组成一切体验时间性的最终意识的晦暗深处，而是把体验看作内

在反思中呈现的统一时间过程”③。所谓 “最终意识的晦暗深处”即构造起内在时间统一的意识流。

自我不仅是空洞的纯粹自我，还是具有其习性积淀的人格自我。一方面，人格自我作为具有稳定

风格和固持习性的基底自我，具有从出生到成长、成熟直至衰老、死亡的发展过程，它与纯粹自我一

样都是在内在时间中的绵延统一，因此人格自我也必定具有其在意识流中被奠基的特性。在这个意义

上，胡塞尔承认他在 《观念 ＩＩ》中的研究与 《观念 Ｉ》一样 “完全保持在内在时间性内部”④。另一

方面，人格自我的习性不仅是主动行为之构造成就的积淀，而且一开始是由完全被动的本能所驱动

的⑤，因此，人格自我必定具有其习性动机关联的本能性 “前人格”（Ｖｏｒｐｅｒｓｏｎ），正是后者使得我最
终有可能将自身理解为 “人格”（Ｐｅｒｓｏｎ）。

（二）奠基性的原自我与前自我

自我的自身构造与内时间构造具有紧密的相关性，“构造现象学的基础也就在于，在内在时间性

构造学说以及被归入它的内在体验构造的学说中创立一门本我学理论”⑥。关于时间构造，胡塞尔坚

持区分意识流本身的流动与在其中被时间化了的河流，前者即活的当下的 “原时间化” （Ｕｒｚｅｉｔｉ
ｇｕｎｇ），后者即诸时间相位相互交织的自身延展。因而在自我的自身构造上，内在时间中的纯粹自我
和人格自我应当具有其在原初流动中的 “原存在”（Ｕｒｓｅｉｎ）或 “前存在”（Ｖｏｒｓｅｉｎ）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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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第５１７页。
同上，第２０４页。
同上，第２１３—２１４页。
［德］胡塞尔：《现象学的构成研究》，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８６页。
同上，第２１３页。
［德］胡塞尔：《笛卡尔沉思与巴黎讲演》，第２４页。
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Ｚｕｒ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ｄｅｒ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ｉｔｔ，ＤｒｉｔｔｅｒＴｅｉｌ：１９２９－１９３５，ｈｒｓｇｖｏｎＩｓｏＫｅｒｎ，ＤｅｎＨａａｇ：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
１９７３，Ｓ．５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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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被奠基的纯粹自我及其生活加括号，胡塞尔最终还原到作为 “原根基” （Ｕｒｇｒｕｎｄ）的原
自我及其 “原生活”（Ｕｒｌｅｂｅｎ）①。首先，原自我具有匿名性和唯一性。原自我是在活的当下中始终
发挥着功能的原极，它不能被任何反思性直观所把捉到，更不是被回忆的对象自我，它是完全逃逸

的、匿名的。同时，原自我具有独特的唯一性或 “人称上的无变格性” （ｐｅｒｓｎｌｉｃｈｅＵｎｄｅｋｌｉｎｉｅｒ
ｂａｒｋｅｉｔ）②，它先于当下自我与过去自我之分，先于自我与他者之分。原自我既不是我也不是你／他／
她，而是个体性之 “人称”及其变格所构造的源泉。因为一切人称变格都是通过自身时间化构造起

来的，而自身时间化又奠基于原自我的原时间化。其次，原自我与 “原初非我”（ｕｒｔüｍｌｉｃｈｅｓＮｉｃｈｔ－
Ｉｃｈ）不可分离地相统一。在活的当下中可以抽象地区分原自我以及作为其对立面的原初非我，原自
我即在触发与行为相互唤起之前发挥着构造功能的原统觉，原初非我即 “世间实在性之可被本己感

知方面的现象学剩余项，即感觉质素，在其本己时间化中的原质素 （Ｕｒｈｙｌｅ）”③。原初非我为原自我
而存在，前者在本质上是自我性的。作为一切存在者及其时间形式的原源泉，原自我与原初非我

“这两个原根基是统一的，不可分离的，因此只能抽象地得到自为的考察”④，原时间化既是原自我的

又是原初非我的原时间化。再次，原自我在原时间化中自身分异并自身融合。原自我生活在活的当下

的原流动之中，它具有在原时间化中的存在。在原时间化中，存在着为分异奠基的 “原分异” （Ｕｒ
ｓｏｎｄｅｒｕｎｇ），以及为统一奠基的 “原融合”（Ｕｒｖｅｒｓｃｈｍｅｌｚｕｎｇ），原自我在原分异中自身分异，在原融
合中自身统一，它具有一种流动而持立的 “二－一性”（Ｚｗｅｉ－Ｅｉｎｉｇｋｅｉｔ）⑤。

不同于原自我，前自我是作为未被揭示本能之中心的前人格，它 “固然是中心，但尚不是 ‘人

格’，遑论在通常人类人格意义上的人格”⑥。在 《逻辑研究》中，本能一方面被理解为非表象性的

体验，另一方面被理解为不确定的表象体验⑦。在后期研究中，胡塞尔将这两种理解分别对应于未被

揭示的本能 （本能，第一本能）和被揭示的本能 （本欲，第二本能）⑧：未被揭示的本能完全就不是

表象活动，既非确定性表象又非不确定性表象，被揭示的本能则具有不确定的表象；未被揭示的本能

是远距过去的天生本能，被揭示的本能则伴随着人格自我的全部发展过程。天生本能是 “一种属于

灵魂存在之原初本质结构的意向性”，即追求自身保存的总体本能，其中包含着诸多特殊的本能，每

项本能的满足都具有 “一个未被满足的空乏视域”，因而重复是天生本能的本质⑨。天生本能非表象

性地追求作为感受性材料 （质素流）的目标，不清醒地具有其非实显的世界，前自我与非自我的感

受性内容不可分离地相互联结，本能意向性既分离又融合，因此前自我处在一种尚未分化的状态。处

在这种状态中的 “胎儿”（Ｕｒｋｉｎｄ）之具体活的当下就是母体，“子宫中的婴儿已经具有动觉，并且
动觉地、移动地具有其 ‘事物’———已经形成了原层级中的原真性”瑏瑠。未被揭示的本能通过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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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Ｚｕｒ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ｎＲｅｄｕｋｔｉｏｎ，ＴｅｘｔｅａｕｓｄｅｍＮａｃｈｌａｓｓ（１９２６－１９３５），ｈｒｓｇｖｏｎ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Ｌｕｆｔ，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Ｋｌｕｗｅ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０２，Ｓ．３００．
［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第２３３页。
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ｐｔｅＴｅｘｔｅüｂｅｒＺｅｉｔｋ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１９２９－１９３４），ＤｉｅＣ－Ｍｎｕｓｋｒｉｐｔｅ，ｈｒｓｇｖｏｎＤｉｅｔｅｒＬｏｈｍａｒ，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６，
Ｓ．１１０．
Ｉｂｉｄ．，Ｓ．１９９．
Ｉｂｉｄ．，Ｓ．２５５，７６．
Ｉｂｉｄ．，Ｓ．３５２．　
［德］胡塞尔：《逻辑研究 （第二卷第一部分）》，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５年，第７４３页。
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Ｇｒｅｎｚｐｒｏｂｌｅｍｅｄｅｒ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ＡｎａｌｙｓｅｎｄｅｓＵｎｂｅｗｕｓｓｔｓｅｉｎｓｕｎｄｄｅｒＩｎｓｔｉｎｋｔｅ，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ｋ，ＳｐｔｅＥｔｈｉｋ，Ｔｅｘｔｅａｕｓｄｅｍ
Ｎａｃｈｌａｓｓ（１９０８－１９３７），ｈｒｓｇｖｏｎＲｏｃｈｕｓＳｏｗａｕｎｄＴｈｏｍａｓＶｏｎｇｅｈｒ，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３，Ｓ．１２４．　
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ｐｔｅＴｅｘｔｅüｂｅｒＺｅｉｔｋ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１９２９－１９３４），Ｓ．１６９，２５７．
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Ｚｕｒ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ｄｅｒ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ｉｔｔ，ＤｒｉｔｔｅｒＴｅｉｌ，Ｓ．６０４－６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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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断裂、不满、替代生成为被揭示的本能，即有意识地、表象性地朝向某个对象的追求①。因

此，相对于胎儿，襁褓中的婴儿已经就是被奠基的，它具有来自胎儿的经验获得物。

（三）对混淆层级和混淆根源的批判

通过以上对原自我与前自我对超越论自我之奠基特性的说明，就可以对马尔巴赫、扎哈维、黑尔

德、霍伦施泰因混淆构造层级以及迪默混淆构造根源进行批判。

在 《胡塞尔现象学中的自我问题》第九章 （“展望胡塞尔后期对自我问题的态度”）中，马尔巴

赫宣称，胡塞尔在后期延续了早期关于自我问题的态度，仍将纯粹自我看作行为的射线中心。他认

为，与 《观念Ｉ》将实显性我思扩大到非实显性我思相应，胡塞尔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将纯粹自我以及
自我中心化扩大到原统觉和本能意向性的层面，只是此时触发物向自我 “射入”而自我并不向触发

物 “射出”，这种自我状态相应于非实显性体验中的 “行为引动”（Ａｋｔｒｅｇｕｎｇ）②。这种理解必然导致
将前自我仅仅看作纯粹自我的被动状态，而行为的被动模态以得到凸显的触发物为前提，触发物恰恰

要在未被揭示本能的重复、满足、断裂、不满、替代中才能得到构造。因此，马尔巴赫显然混淆了前

自我与纯粹自我的不同构造层级。

扎哈维比马尔巴赫更敏锐地注意到原自我的唯一性、人称上无变格性与自我的复多性、人称变格

性之间的矛盾。他提出如下两点来化解这个矛盾：１．原自我的唯一性表示自我只能对自身具有自身
意识，而不能对他我具有自身意识，这种唯一性并不排除他我；２．抽象的自我极无需参照他我就能
得到刻画，而具体的人格自我要在主体间性之中才能够得到构造。他还断言前自我不过是前反思的非

对象性自我③。扎哈维的错误在于将原自我、前自我、纯粹自我都规定为具有前反思自身意识的索引

性第一人称视角，完全错失了内在时间性与意识流之间的层级区分，进而混淆了原自我和前自我与纯

粹自我之不同的构造层级。

黑尔德比马尔巴赫和扎哈维更深刻，他区分了内在时间领域和意识流领域，正确地指出持恒自我

极已然是被时间化了的内在时间对象，它必定具有相应的构造性意识，即活的当下。遗憾的是，黑尔

德并没有相应地严格区分原自我和纯粹自我，以致于认为原自我的匿名性和唯一性不过是后来扎哈维

所拥护的 “第一人称”④，原自我具有与纯粹自我一样的前对象性反思的自身意识。黑尔德虽然比马

尔巴赫和扎哈维都更接近实事本身，但对 “第一人称”的无差别使用，阻碍了他发现比纯粹自我更

深层的原自我。

与黑尔德区分内在时间性和意识流相平行，霍伦施泰因区分了自我性的联想进程与非自我性的联

想进程，前者的载者是超越论自我，后者的载者是原流动生活， “自我是河流在其中得到中心化的

极，是河流作为动机场域而对之发挥功能的主体”⑤。这种原流动生活并非完全的无自我性，而是具

有某种自我关联，即与本能自我的关联。与马尔巴赫一样，霍伦施泰因援引 《观念Ｉ》中我思从实显
性体验向非实显性体验的拓展，认为本能自我与超越论自我的区分不过是被动性与主动性之间相对的

程度性差异。因此，霍伦施泰因最终不仅错误地将前自我理解为自我极，而且还错误地将前自我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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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９８页；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Ｍｓ．Ｃ１６Ｉ，Ｓ．１４，引自 ［日］山口一郎：《发生现象学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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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原自我①。

如果说扎哈维和霍伦施泰因由于混淆了构造层级而混淆了原自我与前自我，那么迪默则是在区分

不同构造层级的情况下混淆了两者。迪默承认，超越论自我的诸还原层级与时间构造的诸层级相平

行。在深化的还原中，胡塞尔发现，“永恒当下 （ｎｕｎｃｓｔａｎｓ）作为绝对的原自我存在于一切时间性之
前，也存在于在其具体性中之自我的时间性之前”②。同时，具体的人格自我奠基于具有遗传之空乏

视域的前自我，正是通过从原初本能中苏醒，自我才将自身构造为具有确定视域的、成熟的、理性

的、正常的原真本我③。他还说： “‘趋向’已然在自我中被前给予和被前标识了，这种趋向作为

‘本欲’和 ‘本能’在其自我性生活或 ‘前自我性’生活中被瞄向，即作为一种 ‘原自我’而被瞄

向。”④ 于是，迪默将前自我混淆为原自我。但正如上文所说的，原自我与前自我之间的区分是非常

明显的，原自我是绝对持立在活的当下之中的原统觉，而前自我是远距过去的天生本能中心。

当然，不能将原自我与前自我的混淆完全归咎于扎哈维、霍伦施泰因或迪默，毕竟胡塞尔本人有

时候就含混地使用着原自我与前自我这两个术语。例如，“每个经验自我都是作为原自我开始的……

每一个自我在自我出生时完全如每一个其他自我一样是同一地同一个东西 （作为自我）”⑤ “原自我

及其原形态与原内涵中的本欲系统在被动性和主动性之中发挥作用”⑥，这两个文本的原自我明显就

是处在本能阶段的前自我；而 “原初的时间化进程就是前自我的”⑦ 等文本的前自我所指的则是活的

当下中的原自我。

二、对原自我与前自我之关系的几种解读

通过阐明原自我与前自我在构造上为纯粹自我和人格自我提供最终奠基，原自我与前自我在内涵

上相互区分，下面我们正式考察原自我与前自我的关系。首先，我们将介绍对原自我与前自我之关系

的四种典型解读。进而，我们将根据胡塞尔文本对这些解读进行辨析，以期查明这些解读的有效性。

（一）四种解读

１．静态／发生式解读
迄今为止，学界对原自我与前自我之关系的最典型解读是李南麟在 《埃德蒙德·胡塞尔的本能

现象学》中提出的静态／发生式解读。这种解读是从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的严格区分而来的。李
南麟认为，静态现象学针对的是非时间性现象之较高统一与较低统一之间的本质关联，发生现象学则

从时间性方面处理较高统一与较低统一之间的本质关联；前者关注效用奠基，后者关注发生奠基；前

者是描述性现象学，后者是说明性现象学；前者是后者的方法性前提，后者是对前者的深化和完

善⑧。具体而言，静态现象学包含了客体化意向性为非客体化意向性奠基，自我为他者奠基，主体为

对象奠基，当下化为再当下化奠基，而这些奠基关系在发生现象学中都不再成立，甚至要被颠倒过

来⑨。自我在静态现象学中被看作是一个点状的、逻辑性的自我极，在发生现象学中被看作具有其整

个超越论生活；前者具有明确的自身意识，后者仅仅具有模糊的自身意识；前者必然导致唯我论，后

３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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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则一开始就具有主体间性经验①。相应地，原自我作为超越论主体性中心就是一切效用的根源，前

自我作为原初时间河流的自我性要素和远距过去视域中的自我性要素就是一切发生的根源。最终，由

于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是 “两种独立的超越论现象学观念，它们不可能彼此还原”②，所以原自

我与前自我就被看作相互独立的。

２．近距／远距式解读
田口茂虽然继承了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的区分，但着重强调的是原自我与前自我在其它方面

的区分。在他看来，原自我是最终的效用根源，前自我是最终的发生根源。原自我悬搁了一切主体间

性的效用，而前自我一开始就是主体间性的。这种描述似乎不过是李南麟之解读的翻版，但与李南麟

的决定性不同在于，田口茂认为原自我由于面临本己自我与复多自我的疑难才成为主题，前自我是出

于意识发生的前层级而成为主题。原自我具有本己自我的明见性，因而原自我对于从事现象学活动的

自我来说是最切近的；而前自我对于从事现象学活动的自我而言则是我意识历史中之不可被回忆过去

的远距自我③。在发生次序上，前自我虽然可以被看作原自我的发生前史，但在明见性次序上，对远

距自我的理解必须奠基于当下近距自我的存在，前者只有通过后者才能被重构出来，后者比前者更具

明见性和原初性④。

３．形式／内容式解读
国内学界对原自我与前自我之关系的最具代表性解读由倪梁康提出。一方面，他在某种程度上接

受李南麟的解读，认为前自我既是原初时间河流中的意识底层又是超越论自我出生的原开端⑤；另一

方面，他提出了与李南麟、田口茂都不同的解读方案。首先，他并不在区分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

的意义上区分原自我与前自我，而是将原自我和前自我都看作发生现象学的课题⑥。其次，尽管原自

我与前自我都具有自身觉察 （Ｓｅｌｂｓｔｉｎｎｅｒｗｅｒｄｅｎ），但原自我是 “所有时间化统一的原极点”，前自我

是 “自我发生学中在原自我和自我之间的一个阶段”⑦，因为前者是纯粹形式性的追求活动，后者则

在形式之上还具有丰富的实事内容。虽然田口茂也暗中持有形式与内容之分，但这是在静态与发生这

两个次序中进行的区分⑧，而在发生现象学内部进行的形式与内容之分以倪梁康的观点最具代表性。

４．正史／前史式解读
不同于田口茂在近距与远距的区分基础上将原自我和前自我分别看作自我的正史和前史，马迎辉

在活的当下与原感觉意识的区分基础上将原自我和前自我分别理解为正史和前史。与其独特的时间构

造分级相平行，马迎辉对自我的自身构造进行相应分级。在最终的两个构造层级中，活的当下在原印

象、原滞留和原前摄的原分异与原融合中流动而持立，生活于其中的自我是原自我。活的当下奠基于

最终的构造层级———原感觉意识的同期 （Ｚｕｇｌｅｉｃｈ），后者是活的当下的生成前史。前自我作为生活
于原感觉意识同期中的自我尚不具有活的原视域，因此前自我是原自我的生成前史。原感觉意识的同

期不能分离于活的当下，只能抽象性地得到考察，因此，前自我在本质上并不独立于原自我⑨。

以上四种解读虽然互有交叉的地方，但它们的核心主张是严格区分的。我们应该选择哪种解读方

案？对此，需要进一步分析它们对胡塞尔文本的忠实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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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辨析

１．静态与发生
首先应当肯定的是，李南麟的如下理解无疑是完全贴合胡塞尔本意的：静态现象学和发生现象学

都是本质性的而非事实性的分析，都是超越论的分析而不是心理学的分析；静态现象学是描述性现象

学，发生现象学是阐释性现象学①。

至于胡塞尔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区分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李南麟就陷入混乱了。他在 《埃

德蒙德·胡塞尔的本能现象学》中认为是在１９１６／１９１７年，在 《主动发生与被动发生》中却认为是

在１９２０年以后②。事实上，胡塞尔在１９１２年为 《观念ＩＩ》写的铅笔稿就区分了本体论和现象学，前
者在同一性中静态地考察固定物，后者在流动统一中考察发生性进程③。只是到１９１６／１９１７年，胡塞
尔才明确使用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这两个术语，前者研究对象在显现统一之中的构造，后者研究

意识的先天发生规律，即 “一切当下经验动机都回溯到过去的意识”④。１９２１年，胡塞尔进一步规定
了静态现象学和发生现象学的主题，意识与对象的相关性属于前者，内时间河流的构造、内在时间统

一体的构造、自然的构造、动物的构造等属于后者，发生现象学所研究的发生规律既包含时间规律又

包含联想和再生规律，静态现象学则是以静态对象为指导 （Ｌｅｉｔｆａｄｅｎ）的 “入门现象学” （ｄｉｅ
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ｄｅｒＬｅｉｔｆｄｅｎ）⑤。胡塞尔在１９２５／１９２６年将活的当下纳入发生现象学的主题，“活的内
在当下本身的确是最普遍的发生现象”⑥。１９３０年的研究计划延续了前面的规定，即对意向对象、意
向作用及其自我极的研究是静态的，而 “作为唯我论抽象之本我的自体发生。被动发生理论，联想。

前构造”⑦ 属于发生现象学。从１９１２－１９３０年的规定看，原自我与前自我都应被纳入发生现象学的
辖域，因为它们都不是意向体验的自我、而是前行为的自我，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同一性极、而是流动

的统一。这导致以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来区分原自我与前自我这种解读方案的破产。

另外，李南麟所宣称的诸奠基关系从静态现象学到发生现象学的颠转，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原

初意识流先于任何意向体验，天生本能先于任何本欲追求或主动追求，不能将行为层面的非客体化与

客体化之分运用到前行为层面。其次，原质素与感受性材料不是对象，而且原自我与原初非我不可分

离地相统一，前自我与感受性材料处在未分化状态，因而这里谈不上主体与对象间的奠基关系。再

次，前自我确实一开始就具有原移情性经验，但原自我并非唯我论式的，否则就是无视 《危机》

§５４ｂ）（我作为原自我构造我超越论他者的视域……）中通过视域意向性对他者问题的解决。最
后，从前自我作为自我的发生根源不能得出再当下化为当下化奠基的结论，正如田口茂所指出的那

样，对前自我的再当下化必须奠基于原自我的当下化。

２．近距与远距
田口茂认为原自我是受到本己自我与复多自我的区分疑难而成为主题的。根据马尔巴赫对胡塞尔

承认纯粹自我的动机考察，一个重要的动机是为了区分本己意识流与复多意识流、自我与他我。但

是，原自我不是纯粹自我，田口茂明显混淆了承认纯粹自我的动机与承认原自我的动机，胡塞尔承认

原自我不是为了解决主体间疑难，而是为了对纯粹自我进行最终的奠基。进而，上文对李南麟之自我

与他者奠基关系的批判同样适用于田口茂，后者错误地将原自我局限在唯我论领域内，忽视了原自我

在 《危机》中对解决主体间性问题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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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口茂将原自我规定为近距自我，他所谓的近距有两种不兼容的含义，一是当下的近距，一是与

从事现象学活动之自我的近距。我们无条件认同前一种近距，因为原自我就是活的当下中保持为永恒

当下的原统觉，它并不随时间相位的流逝而沉入过去，相应地，前自我则是不可能被带至当下的远距

过去自我。与此同时，我们果断拒绝后一种近距。欧根·芬克 （ＥｕｇｅｎＦｉｎｋ）根据 “观念”时期的现

象学还原区分了三种自我：经验自我、超越论自我与现象学自我①。现象学自我只能表示本己自我，

超越论自我表示包含自我与他我在内的一切构造性主体。这种区分并不适用于胡塞尔后期进一步现象

学还原所发现的原自我，原自我既不是经验自我也不是超越论自我或现象学自我，后三种自我已然是

被构造的内在时间统一体，而原自我是意识流的原功能者；后三种自我是个体性的，原自我是前个体

性的。因此，原自我的近距不可能是对现象学自我而言的近距，前自我也不可能是对现象学自我而言

的远距。

３．形式与内容
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形式与内容具有多种含义，形式可以表示时间形式、意向作用、形式范畴，

内容可以表示时间内容、质素、区域范畴②。形式范畴与区域范畴只适用于意识对象，不能被用于作

为原区域的纯粹意识。其它两种形式与内容也不能被用作区分原自我与前自我的依据，因为原自我

（原统觉）作为意向作用 （统觉）的奠基性要素与作为质素奠基性要素的原质素不可分离地相统一，

前自我与感受性材料也尚未分化，它们既具有拟－时间形式又具有拟－时间内容。那么，还能够在什
么意义上理解不具有内容的原自我呢？答案是抽象与具体。纯粹自我 “除了其 ‘关系方式’或 ‘行

为方式’以外……完全不具有……可说明的内容”③，反之，每个人格自我都具有其独特的信念、风

格及其周围世界。类似地，原自我 “完全不具有确定的素质 （Ａｎｌａｇｅｎ）……只有对于一切自我都同
一的原－自我－结构或原－自我性本质”，前自我则具有其确定的素质，而且 “每个自我都以一个不

同的质素开端”④。在这个意义上，原自我是形式性的，前自我是内容性的。

如果说李南麟由于过分倚重前自我而模糊地将原自我理解为 “反思的自我意识之中心的先验主

体性”⑤，甚至将原本属于原自我的原初时间意识流动中的自我性要素归给前自我，那么，倪梁康则

由于侧重原自我而将前自我的纯粹本能理解为原自我的纯粹追求活动。适当地中和李南麟与倪梁康的

理解，更加符合上文对原自我与前自我的规定，即原自我是在原初时间意识流动中的原统觉，前自我

是纯粹本能的活动中心。

４．正史与前史
马迎辉正确地指出了共时性 （Ｇｌｅｉｃｈｚｅｉｔｉｇｋｅｉｔ）与同期 （Ｚｕｇｌｅｉｃｈ）的区分⑥。共时性只能表示复

多时间对象在某个时间位置或时间段中的共时显现，并且在滞留的过程中保持着与当下的相同距离，

同期则是原印象与原滞留之时间意识的融合，因此，“我们不能将这个或那个同期称之为一个共时。

我们不能再去谈论一个最终构造着的意识的时间”⑦。

马迎辉进一步区分活的当下与原感觉意识的理由是活的当下是具有现成时间相位或时间形式的时

间意识，它必然导向更深层时间意识的构造，即原感觉意识的同期构造⑧。但是，首先，活的当下的

原印象、原滞留、原前摄并不表示与内在时间相同的时间相位，毋宁说，活的当下是前时间的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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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正是活的当下这个最终时间意识构造了一切时间相位①。其次，《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中所谓原

感觉意识的同期，无非就是 《关于时间构造的晚期文本》（以下简称 《Ｃ手稿》）中活的当下的 “同

时融合”（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ｖｅｒｓｃｈｍｅｌｚｕｎｇ）。在 《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中，原感觉意识的瞬间－同期 （印象性

的流淌之同期）和片段 －同期 （前 －同期）分别表示 “一个内在的现在的一个或一组原感觉”和

“相位的连续统，这些相位与一个原感觉相衔接”，为了突出原感觉意识的抽象性，胡塞尔说 “可惜

我用瞬间－同期这个表达时处处都指的恰恰是片段 －同期”②。在 《Ｃ手稿》中，两种同期都被整合
在活的当下的 “同时融合”之中，“这种同时融合在形式上就是处在连续映射之中的原现在、滞留性

过去与前摄性将来”，“作为当下，现在和曾在的连续性，以及保持的视域和将来的视域同期被意识

到。这种 ‘同期’作为活的当下就是流动的同期”③。再次，即便承认活的当下与原感觉意识的构造

性区分，我们也很难将前自我对应于原感觉意识，况且前自我是远距过去的自我，而非当下的原印象

性自我。因此，在这里我们无法将原感觉意识看作为活的当下奠基，也无法将前自我看作原自我的生

成前史。

综上所述可知，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不仅不能构成区分原自我与前自我的原则，而且必然会

导致无法弥合两种原自我与前自我的关系，即在发生视角下前自我为原自我奠基，在静态视角下原自

我为前自我奠基；可以在与当下、而不是与现象学自我的关系上，谈到原自我的近距与前自我的远

距；除了抽象与具体，其它的形式与内容含义都不能被用于区分原自我与前自我；前自我并非原自我

在时间意识构造上的前史。因此，静态／发生与正史／前史这两个选项就被排除了，但是将原自我与前
自我的关系仅仅解读为近距／远距、形式／内容也是不充分的，因为它们既没有突出原自我与前自我在
方法论上的差异，也没有回答原自我与前自我何以在结构上是类似的。因此，本文试图提出一种全新

的解读方案。

三、建议性方案：发掘／重构式解读

胡塞尔在１９２３／１９２４年 “第一哲学讲座”中提到现象学的考古学。这种 “‘考古学’，应该系统

地研究那种最终根源，以及在自身中包含着存在与真理的一切根源，并且进而应当向我们说明，一切

认识何以能够出于一切意指和效用的这种源泉而获得最高的且最终的理性形式……”④ 在１９３０年代，
胡塞尔更加明确地规定了这门现象学考古学的方法：“对隐匿在其组元中的构造性建筑进行发掘……

正如在通常的考古学中一样：重构，‘之字’地理解。”⑤ 胡塞尔所提出现象学考古学包含了发掘与重

构这两个步骤，“所有的原联想、原意向性首先都是通过拆解和重构而得到阐释的”⑥。发掘与重构考

察的都是不可被反思性直观所直接把握的现象，但发掘所揭示的现象是原初地且绝然地被给予的，例

如活的当下；而重构所揭示的现象则永远不可能被事实性地把握到，例如出生、死亡等界限现象。发

掘性分析又被称作 “回退现象学”（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重构性分析又被称作 “前进现象学”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前者是 “对还原地被给予的、‘直观地’被证明的超越论主体性的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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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分析”，后者是对 “所有被动机引发的、超出超越论生活之直观被给予性的建构整体”① 的分析。

在称号上，胡塞尔也许借用了康德的回溯法 （分析法）和前进法 （综合法）②，或者借用了保罗

·纳托尔普 （ＰａｕｌＮａｔｏｒｐ）在１８８０年代提出的建构法与重构法，但胡塞尔与他们之间的差异是非常
明显的。康德的回溯法以假定真理性的事实为前提，前进法首先要回答的是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

问题，因此前进法要优先于回溯法。胡塞尔的前进法则要以回溯法为前提，对不可被事实性经验现象

的重构要以所发掘的隐匿组元和结构为前提。纳托尔普虽然试图根据本体论差异 （对象或对象化主

体与原初生活状态中的主体）区分建构法与重构法，但这两种方法实质上是一样的，只是在研究方

向上存在着区分，建构法从对象到主体，重构法从主体到对象。这种方法一元论最终导致了本体一元

论，即主体成为与客体不可分离的因果关联体。胡塞尔通过超越论还原 “在方法论层面上准确地描

述了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的区别”③，使得超越论主体完全摆脱了与自然客体的因果关联。此外，纳

托尔普的建构与重构是静态的，胡塞尔的发掘与重构则是动态的。

发掘先行于重构，重构要以所发掘的最终根源为基础。发掘即 “返问自然，并且从自然出发而

作为现象学考古学的主导，发掘在其建造要素中隐匿的建造物，统觉性意义成就的建造物，这种意义

成就已然为我们存在为了经验世界。对塑形着存在意义之个别成就的追溯和发掘，直到最终的 ‘本

原’”④。发掘就是现象学还原的深化，具有系统性拆解、回溯性分析等表现方式。通过排除世界超越

物、他者、一切再当下化，“最终的还原将关注的目光朝向绝对原初的生活，朝向原初的我 －在，朝
向流动，朝向原被动的流动，朝向我 －做，自我 －同一化，等等”⑤，因而最终我们发现了原自我及
其原初流动的自我生活。但不同于李南麟、马迎辉⑥，我们将发掘方法仅仅用于原自我而不是前自

我，因为前自我恰恰要以所发掘的原自我为基本图式才能得到重构。

“重构，即对并不直接被经验之物或不可被经验之物 （但是是一种合乎本质的明见之物）的重

构”⑦，“对胎儿的灵魂生活就是如此。但是这个灵魂生活存在着，并且是可被明见地重构的 （在一种

仅仅 ‘模糊的’规定性之中），并且现实地具有重构为它所指派的存在意义”⑧。重构不是对可被现

实经验到之发生过程的建构，而是对 “那个或这个这样展开的关系之潜能”的揭示，现实自我的潜

能首先发端于处在胎儿阶段的前自我⑨。但是对成熟主体的结构研究要先于对胎儿或新生儿的研究瑏瑠，

正是根据成熟自我的原自我结构，前自我才被理解为 “存在着的前存在者，即在方法上始终要被重

构者和统一化者，在被统觉之前的 ‘曾在’者”瑏瑡。重构不是形而上学式的独断、假设、猜测或推论，

而是植根于 “迄今为止向 ‘原现象’之彻底还原的风格”瑏瑢 的经验。任何的重构都是以原初被给予

之物为合理性基础而进行的，正是原自我的原原初明见性为前自我的重构提供了合法性。由于都是为

自我进行最终奠基的构造性根源，都处在前行为、前触发、前时间的本己意识流层面，因而，原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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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根源

的结构———原自我与原初非我不可分离地统一，原自我具有原分异与原融合的原时间化———就可被转

用 （üｂｅｒｔｒａｇｅｎ）于前自我：前自我与感受性材料尚未分化，前自我具有天生本能的空乏视域。正是
这种结构相似性，使得胡塞尔偶尔含混地使用原自我与前自我这两个术语。但前自我不是原自我，也

不是过去的原自我，因为原自我始终只能是原当下的自我，前自我始终是远距过去的自我。而且，原

自我具有比前自我更加原初的被给予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赞同田口茂的断言，即前自我的明见性奠

基于原自我的明见性。因此，虽然我们并不具有对不可被回忆之远距前自我的事实性经验，但在原自

我的启发下，“我们建构了作为开端的仍然无世界的前场域 （Ｖｏｒｆｅｌｄ）和前自我”①。
对原自我与前自我之关系的发掘／重构式解读，既整合了田口茂的近距／远距式解读和倪梁康的形

式／内容式解读，又补充了原自我与前自我在方法论上的差异和在结构上的类似。发掘／重构式解读不
仅具有胡塞尔文本为根本支撑，而且得到诸多现象学家的支持，其中不乏提出其它解读方案的现象学

家。例如，马里亚·塞莱斯特·维奇诺 （ＭａｒíａＣｅｌｅｓｔｅＶｅｃｉｎｏ）新近的观点即与我们所提出的解读方
案相一致，他认为原自我作为当下的原真性是由向活的当下的现象学还原所发现的，前自我作为过去

的原真性则只能通过重构才能通达；原自我具有比前自我更多的原初性，包括重构在内的任何现象学

研究都预设了原自我的原当下存在②。另外，李南麟承认前自我是本我论反思的界限，它只能从沉淀

化现象 （这种沉淀化奠基于原自我的原时间化）出发通过相似结构的类比化才能够得到重构③。田口

茂也认为前自我只能被重构，而原自我在一切重构之先就已然存在着④。如果剔除在前面所指出的不

足，李南麟和田口茂就理应被看作发掘／重构式解读的支持者。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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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与作为哲学问题的自恋

汪　炜

【摘要】自恋不仅是一个精神分析学的专门术语，它还关乎一直潜藏于哲学史中的主体设定及其合法性的

问题。这两个方面都集中体现于卢梭的关于自我、语言和他者的多样化的文本之中。这既标志着赢得一种

个体性的必要重返，也暗示着一种固守其中的危险。因而，我们需要对这一概念进行转换或限定。在卢梭

那里，自恋首先体现为自恋 （ａｍｏｕｒｐｒｏｐｒｅ）与自爱 （ａｍｏｕｒｄｅｓｏｉ）的根本区分。由此，卢梭衍生出一系
列的解决方向，但它们并不能被完全还原为心理学或伦理学的范畴。

【关键词】卢梭；自恋；自我；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Ｂ５６５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９）０５－００８０－０９

作者简介：汪　炜，湖北黄冈人，哲学博士，（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卢梭语言哲学文献的翻译与研究”（１８ＢＺＸ０９２）

对卢梭来说，自恋首先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极具生殖力和形态学特征的概念。从语义学和词源学

的角度来看，自恋或那喀索斯主义 （ｎａｒｃｉｓｓｉｓｍｅ，或德语的ｎａｒｚｉｓｓｍｕｓ）一词起源于Ｎａｒｃｉｓｓｅ（那喀索
斯）①。它既是一个总遭遇到误解 （ｃｏｎｔｒｅｓｅｎｓ，反意义）的忧郁而深刻的神话故事中的虚构人物，也
是植物学对石蒜科中某一属植物的分类学命名②。这两个名称既在一系列神话学和伦理学话语中相互

勾连，又同时在其共同的意义起源中找到更加丰富而多样的谱系学。Ｎａｒｃｉｓｓｅ源于希腊语ｎａｒｋè（“入
睡”），因为 “人们认为水仙花具有麻醉催眠的效用”③。在此意义上，普鲁塔克赞成索福克勒斯的说

法，即Ｎａｒｃｉｓｓｅ是地狱之神头顶上的皇冠④。而在那个神话故事中，Ｎａｒｃｉｓｓｅ当然还与一种知识空间和
目光拓扑学的原型相关，我们可以将其同 《斐多篇》中的某些著名篇章 （９９ｃ－ｄ）联系起来。

这些问题都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在同一个概念中获得其自身的特定位置，并导致了一系列持续

至今的哲学效应。在卢梭之前，这并不是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情。卢梭很早就估计到这个概念所蕴含的

这些问题的复杂性，也充分意识到这种估计本身所可能具有的局限性。他以一种启蒙时代所特有的、

源自蒙田的百科全书式的研究和写作方式，将这个概念及其问题或明或暗地显露于其作为一名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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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如无特别说明或需要，文中凡涉及西文的专有名词均依循法文拼法。此外，本文中卢梭著作引文均出自伽利马出版社 “七星文

丛”版 《卢梭著作全集》（ｕｖｒｅｓｃｏｍｐｌèｔｅｓ，ｓｏｕｓｌａ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ｄｅＢｅｒｎａｒｄＧａｇｎｅｂｉｎｅｔＭａｒｃｅｌＲａｙｍｏｎｄ，Ｐａｒｉｓ：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Ｂｉｂｌｉｏｔｈèｑｕｅ
ｄｅｌａＰｌéｉａｄｅ，１９５９－１９９５），以下简称 《全集》，将直接在引文后的括号里标明卷数和页码；本文中卢梭书信引文均出自拉尔夫·

利 （Ｒ．Ａ．Ｌｅｉｇｈ）主编的５２卷本 《卢梭书信全集》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ｌèｔｅｄｅ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Ｇｅｎèｖ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ｔＭｕｓéｅ
Ｖｏｌｔａｉｒｅ，ｐｕｉｓＯｘｆｏｒｄ：ＴｈｅＶｏｌｔａｉｒ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１９６５－１９９８），以下简称 《书信》，将直接在引文后的括号里依次标明信件编号、卷

数和页码。所有引文均为作者自己的译文。

卢梭在其 《植物学通信》中错将水仙花认作百合科植物。在此，本文更加关注的是其所谓的植物学 “趣味”以及伴随他一生的

这种科学和哲学实践活动。

Ｄｉｃ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ｆｒａｎｏｉｓｅｔｌａｔｉｎ，ｏｕＤｉｃ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ｄｅＴｒéｖｏｕｘ，ｔｏｍｅＩＶ，Ｐａｒｉｓ：ＪｕｌｉｅｎＭｉｃｈｅｌＧａｎｄｏｕｉｎ，１７３２，ｐ．２３．
Ｐｌｕｔａｒｑｕｅ，ｕｖｒｅｓｍｏｒａｌｅｓｄｅＰｌｕｔａｒｑｕｅ，ｔｏｍｅＩＩＩ，ｔｒａｄｕｉｔｅｓｄｕｇｒｅｃｐａｒＲｉｃａｒｄ，Ｐａｒｉｓ：Ｌｅｆèｖｒｅ，ｅｔＣｈａｒｐｅｎｔｉｅｒ，１８４４，ｐ．２５１．



卢梭与作为哲学问题的自恋

哲学家”① 的哲学体系之中；他通过不断的评估和重审，赋予这一问题和哲学本身新的维度和风格，

并注定要因此忍受那些来自 “先生们”（Ｍｅｓｓｉｅｕｒｓ）和 “人们”（Ｈｏｍｍｅｓ）的误解乃至诽谤，直至今
日②。这种不断评估和重审的运动，开始于卢梭１８岁那年以这个概念为名而创作的独幕喜剧 《那喀

索斯或自恋者》③，并因此而提前在哲学中打破了其意义复杂性的沉默，明确提出这一哲学问题，然

后在 《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以下简称 “第二篇 《论文》”）《爱弥儿》《忏悔录》等

作品中隐秘嵌入此问题，直至最后在一个充满了现代性的文本 《遐思录》中重新建构了自我：“我的

生存”（ｍｏｎ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或许卢梭已展现了这个问题的全部面向与可能，同时清查了这一问题进行自
我调整和转换的几乎所有的层级、帧率和剖面，不论是 《社会契约论》中的极端解决方案，还是

《忏悔录》中源自一种主体性疯狂的申辩。卢梭既是生活在１８世纪的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也是生
活在我们之中的现代人。

因而，要理解自恋问题 （或者说那喀索斯主义）的复杂性及其在卢梭哲学中的位置，首先需要

追溯和限定这个问题，然后从其派生的歧义概念入手，在它们的混淆与分化中达至一种清醒状态。

一

关于自恋，除了人们在日常用语所表达的模糊而流行的 （世俗的）含义之外，还有一种明确而

异常复杂、棘手的意义。根据前者，自恋是一种对于自身的偏爱或者沾沾自喜的倾向。对这种倾向的

尝试性解释有两条途径：一是源自１９世纪末的心理学，在２０世纪初受到一群维也纳的精神分析学家
的关注；与此相关，二是对欧洲１９世纪的浪荡主义 （ｄａｎｄｙｓｍｅ）所采取的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不
过，作为当时一种社会姿态的浪荡主义有其深刻的伦理学和哲学背景，它很可能与这里所说的 “自

恋”或那喀索斯主义问题相关。加缪 （ＡｌｂｅｒｔＣａｍｕｓ）认为 “浪荡主义是一种弱化的苦行”，而浪荡

子的口号就是 “在一面镜子前生和死”④，这正是一个那喀索斯所是或应是的现代化身。

因此，不论是哪条途径，自恋的世俗含义都应以另一种关于它的明确意义作为基本前提。这种意

义渗透到我们的语言和肉体，每当我们以为自己彻底摆脱了它，或者我们用五花八门的源自其不同面

向和层次的次生概念来伪装它时，它总会以我们可以理解的或者暂时无法理解的方式在我们面前重

现。这种明确而复杂的意义直接处于心理学和哲学研究的前线。在心理学方面，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

德 （ＳｉｇｍｕｎｄＦｒｅｕｄ）让我们颇受启发。他首先将自恋作为处于自体性欲和对象性欲之间的中介性的
性进化阶段，在这个阶段，自我 （Ｉｃｈ）被建构为在自体性欲阶段尚未形成的一个统一体，它是聚集
着力比多的巨大的储藏室，因此自恋在统一的自我人格的形成方面具有必然而本质的强制性作用。在

《图腾与禁忌》中，他甚至认为即使具有自我人格的成年人的力比多已经转向了对于外部对象的选

择，但是人们仍然无法摆脱自恋，因此自恋力比多是对于人类的自私或自我中心主义倾向的无意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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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罗宾斯基敏锐地注意到，卢梭既是 “哲学家”，也是 “反哲学家”。ＪｅａｎＳｔａｒｏｂｉｎｓｋｉ，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Ｌａ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ｅｅｔ
ｌ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Ｐａｒｉｓ：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１９７１，ｐ．９．
伏尔泰认为，卢梭是无知愚昧和倒退回动物式的自然状态的赞颂者 （《书信》３１７，卷３，第１５７页）；狄德罗则认为卢梭的著作
都是 “片断和散块”拼凑出来的 （《全集》第２卷，第３１７页）。至今仍有人否认卢梭的哲学家资格，认为他只是一个偏执而谵
妄的文学家或艺术家。而卢梭自称是一个梦想家或艺术家，并不愿成为人们眼中那种抱着美丽假设来陈列各种体系的哲学家

（《全集》第４卷，第９４１页）。
卢梭在１７５３年此剧发表时所附的序言中说自己１８岁那年创作了该剧。尽管他后来在 《忏悔录》中承认自己说谎，他其实是在尚

贝里居住期间 （１７３２－１７４０）创作了该剧，不过他仍然强调自己创作时的年龄没有超２２岁。无论如何，这部剧作可以说是卢梭
最早期的代表作品之一，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其思想动力的源泉。《全集》第１卷，第１２０、１２９０页。
ＡｌｂｅｒｔＣａｍｕｓ，ＬＨｏｍｍｅｒéｖｏｌｔé，Ｐａｒｉｓ：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１９５１，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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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即其所说的 “自恋是自私的力比多补充”①。从１９１４年开始，弗洛伊德进一步将自恋与人的整个
存在相联系，而不仅认为它是成长过程的一个阶段。他区分了两种自恋：自恋首先是对自我的力比多

“投注”（Ｂｅｓｅｔｚｕｎｇ），即原发性自恋，主要指儿童在选择外部对象之前将自己作为性欲对象；其次是
继发性自恋，即通过与母亲的关系的内化，向外部投注的对象力比多折返回自身。通过这种力比多的

一元论，弗洛伊德试图直接阐明自恋及其意义的深层心理结构，进而以此对自我和个体乃至人类文化

的形成做出某种哲学式的解释。这种解释与卢梭关于自恋 （ａｍｏｕｒｐｒｏｐｒｅ）与自爱 （ａｍｏｕｒｄｅｓｏｉ）的
区分具有非常明显的 “对称性”②。不过，弗洛伊德的理论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早已超越了精

神分析学领域。

首先是理论解释本身可能存在的问题。弗洛伊德预设了实在与经验之间的连续性，从而停留在对

心理现象本身的描述、归纳和分析，忽略了从自我到对象、个体到一般性这一过程的曲折性和巨大裂

痕，放弃了对于扎根于物质世界中的普遍性结构的探求。这或许是吉拉德·埃德尔曼 （ＧｅｒａｌｄＭ．
Ｅｄｅｌｍａｎ）称弗洛伊德是一个 “属性的二元论者”③ 的原因 （相对于笛卡尔的实体的二元论而言）。

尽管弗洛伊德对自恋力比多的无意识结构的把握试图超越经验认识和反思语言的封闭性而达至某种科

学的客观性，但这种结构显然仍是停留于心理沙地之上的海市蜃楼，并没有逃脱时间性神话的掌控。

即使他在１９１４年出版的 《自恋导论》中提出了自我理想 （Ｉｃｈｉｄｅａｌ）这一概念，后期甚至将它与超我
（üｂｅｒＩｃｈ）等同起来 （参见１９２３年出版的 《自我与超我》），从而将其视为一种独立于自我之外、对

自我具有一定主导作用或者向自我提供一种具有有效性的理想化关系———不管这种关系是个体性的还

是集体性的———可它仍然固守于一种心理内部的投注现象。从哲学上说，弗洛伊德依循的还是一条

“主宰着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哲学的主体－客体关联性的道路”④。
与此相应的是弗洛伊德在方法论上的还原主义。这个问题从他开始关注自恋问题时就已经埋下了

伏笔。从对达·芬奇 （ＬｅｏｎａｒｄｏＤａＶｉｎｃｉ）童年的研究 （参见１９１０年的 《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他

对童年的一个回忆》）开始，弗洛伊德就将自恋与同性恋的成因联系在一起：将自身作为性欲对象的

结果是产生了对自身生殖器官的兴趣，随后便会发展为对于拥有同类器官的同性的欲求。这种还原论

式的解释模式从此时开始就已经成形，其基本特征是作为力比多的不变的 “先验”原则的设定，以

及一种垂直式的简化的时间演化图式，最后是着迷于对若干关联区域的、泾渭分明的大区分，消除了

这种区分内部或者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增殖可能。巴什拉 （ＧａｓｔｏｎＢａｃｈｅｌａｒｄ）就批评精神分析学对自
恋问题的研究缺乏辩证法的维度⑤。

对精神分析学在自恋 （那喀索斯主义）问题上的处理方式进行简要的回顾是必要的。一方面，

它直接面对着关于自恋的明确而复杂的意义本身，因而与我们所关注的问题密切相关；另一方面，这

也是潜藏在哲学话语中不断重现的问题，是精神分析学、人类学和某种哲学发生重合的话语空间。因

而，精神分析学所遇到的上述那些问题，或许同样是某类哲学所遭遇到的问题。然而，与精神分析学

和人类学不同，长久以来，这类哲学都把上述问题当作某类心照不宣的概念而加以阐明和运用，尽管

它们总是或明或暗地遭遇着，但前者总是躲避着后者，几乎不愿费心思去直接谈论后者。近来，我们

才在一种源于启蒙时代的、被中断了的 “现代的”哲学姿态中看到了思想与上述问题的正面交锋。

２８

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ｉｇｍｕｎｄＦｒｅｕｄ，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àｌａｐｓｙｃｈａｎａｌｙｓｅ（１９１７），ＬｅＮａｒｃｉｓｓｉｓｍｅ，ｌａｍｏｕｒｄｅｓｏｉ，ｄｉｒｉｇéｅｐａｒＢｅｌａＧｒｕｎｂｅｒｇｅｒｅｔＪａｎｉｎｅＣｈａｓｓｅｇｕｅｔ
Ｓｍｉｒｇｅｌ，Ｐａｒｉｓ：Ｓａｎｄ＆Ｔｃｈｏｕ，１９９７，ｐ．５６．
本文将卢梭的重要概念ａｍｏｕｒｐｒｏｐｒｅ翻译为 “自恋”，而没有采用通行的中文译法 “自尊”“虚荣”“骄傲”等。关于这个概念的

哲学内涵及其中文译法的初步探讨，以及卢梭和弗洛伊德的概念区分之间的 “对称性”，参见汪炜：《如何理解卢梭的基本概念

ａｍｏｕｒｐｒｏｐｒｅ？》，《哲学动态》２０１５年第１０期。
ＧｅｒａｌｄＭ．Ｅｄｅｌｍａｎ，ＢｒｉｇｈｔＡｉｒ，ＢｒｉｌｌｉａｎｔＦｉｒ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ＢａｓｉｃＢｏｏｋｓ，１９９２，ｐ．１２．
Ｍａｕｒｉｃｅ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Ｓｉｇｎｅｓ，Ｐａｒｉｓ：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１９６０，ｐ．１５５．
ＧａｓｔｏｎＢａｃｈｅｌａｒｄ，ＬＥａｕｅｔｌｅｓｒêｖｅｓ：Ｅｓｓａｉｓｕｒｌ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ｅｌａｍａｔｉèｒｅ，Ｐａｒｉｓ：ＪｏｓéＣｏｒｔｉ，１９４２，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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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在精神分析学中的情况相仿，自恋首先也是一种哲学的神经官能症，它长期以来建立于某种基

本的大区分之上，以及对这种区分之间的连续性的哥特式信念，不论这种信念是依靠反思或是直观，

还是某种意志或欲望的作用而得以实现。人与世界、文化与自然、个体与普遍、经验与实在的关系，

总是陷入一种被强加的、简单而直接的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的对应结构之中，而这种结构又总是以观看

者的视线为主导，这种视线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内在性的、呈现于自身的观看。因此，自恋或者那喀

索斯主义问题就是对这样一种视线和影像的迷恋，对一种目击者和叙述者式的姿态，即一切经验的现

象学姿态的固守。这种哲学中的那喀索斯主义从那个古老的神话中分离并歪曲了一些元素。这些元素

既是赢得个体性的必要的重返，也是固守其中的危险。因为它与自我意识的起源和现实世界中的个人

身份或同一性相连，然而这往往会转化成一种危险和契机。

当那喀索斯明白那湖中的影像就是他自身的时候，他对这种悖论发出感叹：“我已然发觉我即是

它，我的影像不会将我欺瞒；我在对自身的爱中燃烧：那折磨着我的火焰亦由我自己点燃。” （奥维

德 《变形记》：４６３－４６４）① 因此，影像不再是柏拉图意义上的表象，它一方面向自我揭示了真理，
另一方面又以某种悖论的方式与一个自身融合：“我从我这里获得的占有物却使我无法占有我自身。”

（奥维德 《变形记》：４６６）对这个自身－影像的爱想要将我与我自身联合起来，想要在我的整体性中
重新找到我自己，但如果不通过迂回的弯路，就永远不可能实现。个体与自身无法重逢的悲剧意味着

与自身结合的渴望需要我们先远离自身：“我希望我之所爱远离于我。”（奥维德 《变形记》：４６８）在
普罗提诺的阐释中，我在那自我的影像中要去辨别和认识的其实是一个极限他者的极远方的形象，是

一个在最高处隐匿自身的外在的神明。因此，正如韦尔南 （ＪｅａｎＰｉｅｒｒｅＶｅｒｎａｎｔ）所说，“普罗提诺是
这样一个转折的开端：影像不再被定义为对表象的模仿，而是作为对本质的表现……每一个个体灵魂

的命运都在这镜子模型引起的两个极点中间演出。或者说灵魂置身于散发光线的源泉中，也就是说在

它自身中，它保持朝向存在和太一的太阳，它凝视着这太阳，它在这目光中与太阳联合，与太阳混淆

起来”②。在这种情况下，个体或者自我的存在经由分裂与多元化的途径，经由看与被看被交互性地、

“自然地双重化”③，最终统一在一种普遍性之中。

那喀索斯最终未能直接践行这一分裂与融合的普遍化道路，然而他的死亡也并未真正导致弗洛伊

德所得出的破坏性的 “死亡冲动”（Ｔｏｄｅｓｔｒｉｅｂｅ）的危险。相反，正如这个神话本身以及后来在卢梭
的思想和实践中所看到的，那喀索斯用他那 “沸腾的鲜血”（《全集》第１卷，第１０８３页）滋养了一
片与其同名的植物，这既是一种 “变形”、转换或重生，也是一种波德莱尔 （ＣｈａｒｌｅｓＢａｕｄｅｌａｉｒｅ）所
说的应和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ａｎｃｅ）。如果剔除了普罗提诺对那喀索斯神话的阐释背后的新柏拉图主义成分，
那么或许可以得出这种变形或重生的基本原理：那喀索斯主义的问题既不再关乎某种理念或实体，也

不再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问题，或者说已不再是一种关于主客体的关系和自身对自身在场的问题。它

是嵌有一种交换进程的客观性的普遍条件或结构，在这种匿名的、非人的客观化过程中，个体与文化

才能真正找到它的自身或ｎａｔｕｒｅ（自然、本性）。因此，那喀索斯的神话既展现了一种必要性的危险，
也暗示了一种脱险的方案。这就如同缪塞 （ＡｌｆｒｅｄｄｅＭｕｓｓｅｔ）笔下的那只被套夹困住的狐狸一样，只
有不断啃噬那只被夹住的脚，才能求得逃脱④。那喀索斯神话所蕴含的这种辩证的潜力需要在艰难而

长期的哲学行动中被重新找到，卢梭或许就是自觉采取这种行动的第一人，因为他是 “这种根本的

３８

①

②

③

④

本文中奥维德的引文均出自Ｏｖｉｄ，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ｏｓｅｓ，ＢｏｏｋｓＩＶＩＩＩ，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Ｌｏｅｂ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１９８４。本
文引用的所有古代作家 （如奥维德、柏拉图、塞涅卡等）的引文，均只标明出处及罗布古典丛书中的对应边码，所有引文均为

作者据此版本的译文。

ＪｅａｎＰｉｅｒｒｅＶｅｒｎａｎｔ，ｕｖｒｅｓ，ＩＩ，Ｐａｒｉｓ：Ｓｅｕｉｌ，２００７，ｐ．１４２４．
ＧａｓｔｏｎＢａｃｈｅｌａｒｄ，ＬＥａｕｅｔｌｅｓｒêｖｅｓ：Ｅｓｓａｉｓｕｒｌ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ｅｌａｍａｔｉèｒｅ，Ｐａｒｉｓ：ＪｏｓéＣｏｒｔｉ，１９４２，ｐ．３４．
ＡｌｆｒｅｄｄｅＭｕｓｓｅｔ，Ｌａ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ｄｕｎｅｎｆａｎｔｄｕｓｉèｃｌｅ，Ｐａｒｉｓ：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１９７３，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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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化的伟大发明者”①。

二

这种艰难的哲学行动有其自身发展的基本曲线或者史前史，通过简要回顾，可以揭示这条逃脱之

路以及卢梭在其中所处的位置。通过尝试使那喀索斯主义这一问题的 “外延和内涵多样化……把它

导出其起源地之外；将其视为样式，或者反过来，为其寻找到某种样式”，我们将重新发现那喀索斯

主义或自恋问题与我们所关注的那些哲学问题之间的关系，并且将 “通过诸种规整化的变换而逐步

赋予其一种形式的功能”②。

在那喀索斯的神话故事结束之时，在镜子被采纳为一种话语范式和一种基本的哲学工具的时刻，

那喀索斯主义或自恋这个问题就第一次出现了。柏拉图和塞涅卡是这种自恋问题的重要代表。在柏拉

图那里，问题在于要建构一种正当的关乎我周围的世界以及我自己的影像 （参见柏拉图 《斐多篇》：

９９，以及 《智者篇》：２６５）。塞涅卡则讲述了一个叫做沃斯提乌斯·瓜德拉 （ＨｏｓｔｉｕｓＱｕａｄｒａ）的放荡
成性的贵族奴隶主利用镜子对人体的夸张影像来满足一己私欲的故事 （参见塞涅卡 《自然问题》：Ｉ，
１６．１－１６．９）③，并随后得出结论：镜子的发明是为了认识自身，获得智慧，“这就是为什么自然给
予我们看见自身的机会”（塞涅卡 《自然问题》：Ｉ，１７．４），不过这不是为了沉迷于自身的影像，否
则，我们就会 “受到自己对自己的爱的折磨” （塞涅卡 《自然问题》：ＩＶＡ，２）。塞涅卡马上又用一
个对应结构的句子，说明这种爱其实就是一种自负和欲望。在这里，已经可以隐约看见卢梭日后处理

自恋问题的思路雏形④。

对于塞涅卡来说，如何把镜子运用为一种陈述的范式，来呈现关于实在世界的恰当的影像，但同

时又并不会在这影像或陈述中看见主导这一影像或陈述的主体形象，这是自恋问题的关键所在。正是

在这里，奥古斯丁的基督教和道德哲学与斯多亚主义接合起来，他在 《论基督导师》中提出如何构

想一种可以不带任何欲念的语言教学法，即要剔除那种希望自己被看见、被喜爱或是可以将某种好处

占为己有的欲望 （参见奥古斯丁 《忏悔录》：Ｉ，８）。
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原先被基督教的否定自我的姿态所遮蔽的自恋问题重现于哲学当中。然

而，此时的它已不再只是一个道德的或伦理的问题，而是以构成性的方式在那充当某种主体性的实体

及其责任的哲学姿态中发挥作用。人及其文化开始试图摆脱对某种超人类的神圣的或自然的观念秩序

的依附，因为真理、德性、正义乃至人的地位不再由这些秩序所决定。个体重新被一种对于自身的欲

望所主导，他开始要求自己成为 “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⑤。问题不再是依附某种外在的权威，而是

要以真理之名肯定自我。卢梭说他的行为准则 “是自然用不可擦除的文字刻在我的内心深处……我

们行为的一切道德性都在我们自己对它的判断中”（《全集》第４卷，第５９４、６００页）。康德正是在
卢梭的这种感召之下于１７８４年回答了何为启蒙的问题：Ｓａｐｅｒｅａｕｄｅ，即自己要有勇气去运用自身的
智力！尽管康德曾长期把卢梭看作是伦理学中的牛顿，然而正是从康德出发，我们今天才重新建构了

卢梭的哲学形象。对于康德的先验哲学来说，“一个人不是从对象出发，而是从建构他自己的思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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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ＣｌａｕｄｅＬé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Ｄｅｕｘ，Ｐａｒｉｓ：Ｐｌｏｎ，１９７３，ｐ．４９．
ＧｅｏｒｇｅｓＣａｎｇｕｉｌｈｅｍ，éｔｕｄｅｓｄ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ｅｔｄ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Ｐａｒｉｓ：Ｖｒｉｎ，１９６８，ｐ．２０６．
本文中塞涅卡的引文均出自Ｓｅｎｅｃａ，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ｓＱｕａｅｓｔｉｏｎｅ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Ｌｏｅｂ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１９７１。所有引
文均为作者自己的译文。

卢梭对柏拉图和塞涅卡都深有研究，他也亲自翻译过柏拉图和塞涅卡的著作和一些残篇。参见 《全集》第５卷收录的翻译作品，
以及ＬéｏｎＨｅｒｒｍａｎｎ，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ｔｒａｄｕｃｔｅｕｒｄｅＳéｎèｑｕｅ，ｉｎＡｎｎａｌｅｓｄｅｌａＳｏｃｉéｔé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ｔｏｍｅ１３，Ｇｅｎèｖｅ：Ｌｉ
ｂｒａｉｒｉｅＪｕｌｌｉｅｎ，１９２０－１９２１，ｐｐ．２１５－２２４．
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ｕｖｒｅｓｅｔｌｅｔｔｒｅｓ，Ｐａｒｉｓ：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ＢｉｂｌｉｏｔｈèｑｕｅｄｅｌａＰｌéｉａｄｅ，１９５３，ｐ．１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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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可能性系统而开始的，他是他自己思想能力的发动者”①。先验哲学是自己规定自己的体系，只

有脱离了形而上学的先天综合知识才打开进入到先验哲学的道路。这一点异常重要，因为正是通过某

种半熟的批判哲学的风格，卢梭与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与从启蒙时代延续至今的那种那喀索斯主义

哲学之间的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才能够得到恰当理解，我们也在这种理解中提早地看到了某种构成性

的、先验的和非那喀索斯主义的主体性这一艰难问题，以及对建立那不可逾越的壁垒从而完全废黜一

种个体姿态的追求。正是在这里，卢梭默默超出了伦理学的范围———也许他本身并不知情———对那喀

索斯主义或者自恋问题在近代的主体性形式的形成起到了悖论性的中介作用。

卢梭或许是从蒙田那里获得这种辩证的力量，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他说：“道出这一切的

不是卢梭，而是蒙田！”（《全集》第３卷，第８６页）。对于蒙田来说：不再是通过镜子，而是利用自
身来让每个他者都能看见他自己的面孔。这种重新折返回自身的运动的本质，是不停地探问自我得以

构成的那些条件。在卢梭之前，蒙田就与文艺复兴以来的哲学主流保持着一种辩证的距离，他将一种

百科全书式的材料包含进他的怀疑之中，既是反哲学和神学的，也是对一种绝对个体的神经官能症的

软化：“是否有一种既存在于我也存在于所有人之中的自然力量，而这力量使我们能够承认我们朝向

正义和真理的努力具有一种积极的含义和一种内在的价值？”② 蒙田的问题得到了笛卡尔和帕斯卡尔

的关注，两人以不同的方式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而它们也都在卢梭那里重新得到考察和转换。

笛卡尔在 《方法谈》第三部分启用了 “一套临时的伦理规范”来回答自恋问题，尤其是第三条

准则：“除了我们的思想以外，任何事物都不是完全地在我们的力量范围之内的。”③ 这个回答是为了

避免一种犹豫不决而下的决心，始终处于一种临时的决心范围之内，并且期待能有更好的回答方式。

因此，这是一个开放性的回答，它向我们抛出了一系列关于自恋的未有定论的方面。我们至少可以注

意到其中两点：第一，笛卡尔主义的认识论划分。在这种划分中，数学模型分离出一种说话和判断的

类型，而陈述本身在这类型中是被贬低的。自恋问题现在在一种判断的哲学姿态中获得其地位。不

过，此后一旦欧几里得的几何模式发生了动摇，各种笛卡尔主义者们就不得不忧心于 “科学的危

机”，并寻求一种陈旧的、排中性的概念作为自己的最后避难所。第二点与第一点紧密相关。在出版

《第一哲学沉思集》后不久，笛卡尔在现代意义上论述 《论灵魂的激情》，格外关注其中的意志问题。

他对灵魂之激情的首要定义，即所谓的宽宏 （ｇéｎéｒｏｓｉｔé）显然是一剂对自恋的伦理解毒剂，它同日
后的积极的浪荡主义姿态密切相关，即波德莱尔在 《现代生活的画家》中所讲述的一种震惊力量：

它让所有的人都感到震惊，可是没有什么能让它感到震惊。

笛卡尔的问题当然受到了１７世纪的伦理学家们的重视，譬如拉罗希福寇 （ＦｒａｎｏｉｓｄｅＬａＲｏｃｈｅ
ｆｏｕｃａｕｌｄ）和拉布吕耶尔 （ＪｅａｎｄｅＬａＢｒｕｙèｒｅ）。这是一种正在建构当中的现代哲学，它从一开始就将
哲学问题中的激情层面与其社会层面联结起来，这是我们始终都不应忘记的，它构成了接下来我们进

入卢梭问题的动力之一。更有意思的是，这一阶段的一些语法学家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态度，与伦

理学家们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一拍即合。阿尔诺 （ＡｎｔｏｉｎｅＡｒｎａｕｌｄ）和尼科尔 （ＰｉｅｒｒｅＮｉｃｏｌｅ）将笛
卡尔问题的上述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考虑，把在作为逻辑和思想的一种表现形式的说话和写作 （当然

也包括绘画）中对于第一人称的节省不仅仅看作是一种语言策略上的要求，更是一种伦理和宗教的

要求：“为了不让我们的对话者产生误解，以及不使他们对我们想要说服他们接受的真理产生反感，

我们可以加以注意的最重要的规则之一就是尽可能少地因为谈论自我而激起他们的妒忌和猜疑，并向

他们展现可能跟他们相关的对象。”④ 这种思想显然受到了帕斯卡尔 （ＢｌａｉｓｅＰａｓｃａｌ）的深刻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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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Ｋａｎｔ，Ｏｐｕｓｐｏｓｔｕｍｕｍ，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ｂｙＥｃｋａｒｔＦｒｓｔｅｒａｎｄＭｉｃｈａｅｌＲｏｓｅ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ｐ．１８７．
ＬéｏｎＢｒｕｎｓｃｈｖｉｃｇ，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ｅｔＰａｓｃａｌ，ｌｅｃｔｅｕｒｓｄｅＭｏｎｔａｉｇｎｅ，Ｎｅｕｃｈａｔｅｌ：ＬａＢａｃｏｎｎｉèｒｅ，１９４２，ｐ．９６．
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ｌｏｃ．ｃｉｔ．，ｐ．１４２．
ＡｎｔｏｉｎｅＡｒｎａｕｌｄｅｔＰｉｅｒｒｅＮｉｃｏｌｅ，ＬａＬｏｇｉｑｕｅｏｕｌａｒｔｄｅｐｅｎｓｅｒ，Ｐａｒｉｓ：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１９９２（１６６２），ｐ．２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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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是可憎的……然而我憎恶它是因为它是不正当的，而且它使自己成为全体的中心。”① 不过，这

里所说的可憎的自我 （ｍｏｉ）并不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那个主体或实体。“唯一真实的美德就是憎恶
自身，这是由于我们因自身的贪欲而是可憎的；这美德在于寻找一个真正可爱的存在者，从而去爱慕

他。但是由于我们无法爱那在我们之外的事物，故而应当去爱一个在我们之中且不是我们的存在

者。”② 因而，自我之所以是可憎的，是由于其对自身的一种不正当的爱。解决自恋问题不在于消除

那个自我，而是要去管治这种不正当的爱，或者说，通过弄清楚什么才是它真正的 “自身”，从而在

对我们自身的认识中而导向那正当的爱；反之，只有爱能将我们引向真正的自我认识，它是赋予我们

的思想和意志以活力的基本原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波尔－罗瓦雅尔语言学派清楚地表明，这种语
言学的节省原则正是为了避免陷入不正当的爱，即自恋 （ａｍｏｕｒｐｒｏｐｒｅ）的困境。需要指出的是，１８
世纪的许多重要作家并没有将ａｍｏｕｒｐｒｏｐｒｅ与ａｍｏｕｒｄｅｓｏｉ（或ａｍｏｕｒｄｅｓｏｉｍêｍｅ）严格区分开来，并
认为这是一种良好的情感。拉罗希福寇在 《箴言录》中对ａｍｏｕｒｐｒｏｐｒｅ极为赞扬，提到十多次，而谈
到ａｍｏｕｒｄｅｓｏｉ则不过一次而已。卢梭在读完 《箴言录》后称它是一本 “让人心灰意冷和不愉快的

书”（《全集》第１卷，第１１２页）。伏尔泰说它是 “一种所有人都有的自然情感；它更接近于自负，

而不是罪恶……说自爱 （ａｍｏｕｒｄｅｎｏｕｓｍêｍｅｓ）是我们的所有情感和行动的基础的那些人在印度、西
班牙以及一切有人居住的地方都是很有道理的：这就好比我们不需要写些什么来向人们证明他们都具

有一张脸孔一样，也不需要向他们证明他们都具有自恋 （ａｍｏｕｒｐｒｏｐｒｅ）的情感。这自恋是我们保存
自己的工具；它就好像种族延续的工具一样”③。伏尔泰将 ａｍｏｕｒｐｒｏｐｒｅ看作是一切社会生活的基础，
是人们之间的永恒联系，并可以导致互惠性和对他人的仁慈。显然，伏尔泰在对它的使用上与 ａｍｏｕｒ
ｄｅｓｏｉ没有什么区别。

这里，便出现了卢梭处理自恋问题的一个关键的门槛。卢梭追随了奥古斯丁的路线④，由此

ａｍｏｕｒｐｒｏｐｒｅ和ａｍｏｕｒｄｅｓｏｉ就不再是同义词。对于后者来说，它与后来弗洛伊德所说的 Ｓｅｌｂｓｔｌｉｅｂｅ显
然有着根本的不同；而对前者来说，其内涵超出了一种纯粹道德的领域，伦理学的意义只是它所产生

的一个效果。它与自恋问题有着更为紧密的关联。爱比克泰德 （Ｅｐｉｃｔｅｔｕｓ）早就说过：“对自身的爱
是一切有理性的活动的原则。这不是自我主义：有生命的存在者生来如此，它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

身。”⑤ 因此，本文将 ａｍｏｕｒｐｒｏｐｒｅ译为 “自恋”，ａｍｏｕｒｄｅｓｏｉ则译为 “自爱”。卢梭在第二篇 《论

文》的第十五个注释中对两者的分别作出了那段著名的论述：

不应该混淆自恋和自爱，这是两种在本性和其效果方面都极为不同的激情。自爱是一种自然的情

感，它使得所有的动物都关注于对自身的保存，并且在人类那里受到理性的引导和同情心的调节从而

产生出人性和美德。自恋则只是一种相对的、人工的情感，它诞生于社会之中，并使得每个人对于自

己的重视胜过其他任何人，它还引起人们互相做出所有的恶行来，它是荣誉心的真正源泉。（《全集》

第３卷，第２１９页）
冉森派和波尔－罗瓦雅尔学派对卢梭的影响，特别是阿尔诺和尼科尔在逻辑学中对 ａｍｏｕｒｐｒｏｐｒｅ

的公开批判，还表现在这种将判断、逻辑和伦理学联系起来的倾向将我们带到一种哲学的核心地带，

这种哲学伴随着启蒙时代的哲学氛围同１８世纪被推到前台的一种政治和意志主体一同发展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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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ｌａｉｓｅＰａｓｃａｌ，ｕｖｒｅｓｃｏｍｐｌèｔｅｓ，ｔｏｍｅＩＩ，éｄｉｔｉｏｎｐｒéｓｅｎéｅ，éｔａｂｌｉｅｅｔａｎｎｏｔéｅｐａｒＭｉｃｈｅｌＬｅＧｕｅｒｎ，Ｐａｒｉｓ：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Ｂｉｂｌｉｏｔｈèｑｕｅｄｅｌａ
Ｐｌéｉａｄｅ，２０００，ｐ．７６３．
ＢｌａｉｓｅＰａｓｃａｌ，ｌｏｃ．ｃｉｔ．，ｐ．７５５．
Ｖｏｌｔａｉｒｅ，ｕｖｒｅｓｄｅＶｏｌｔａｉｒｅ，ｔｏｍｅＸＸＶＩ，Ｐａｒｉｓ：Ｌｅｆèｖｒｅ，ｅｔＷｅｒｄｅｔｅｔＬｅｑｕｉｅｎＦｉｌｓ，１８２９，ｐｐ．２７４－２７５．
这里可以看出奥古斯丁主义者帕斯卡尔通过波尔－罗瓦雅尔学派而对卢梭产生的重大影响。
ＰｉｅｒｒｅＭａｘｉｍｅＳｃｈｕｈｌéｄ．，ＬｅｓＳｔｏｃｉｅｎｓ，ｔｏｍｅＩＩ，ｔｒａｄ．éｍｉｌｅＢｒéｈｉｅｒ，Ｐａｒｉｓ：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１９６２，ｐ．８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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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才！去跟你的主子说，是人民的意志让我们坐在这里，只有武力才能迫使我们离开。”① 政治问题

事实上是一种社会境遇，但是当一种不同的人类秩序出现时，它就关系到一种主体性的问题了。这种

主体性问题不再被作为面对着世界的秩序而得到界定，而是面对着一种被分享的意志。

三

从斯多亚主义到文艺复兴以来个体与自我问题在欧洲文化中的重现，再经过笛卡尔对自恋问题的

重新调整，以及１７世纪的伦理学家和语言学家们的发展 （与奥古斯丁主义的某种接合），再到一种

政治意志的崛起，卢梭在这里显得格外重要，其思想一直试图对几乎所有的层级和阶段进行清查，这

仍然并将一直证明其哲学的力量和他已经打开的那些问题的力量。这种清查终其一生从未停止过，并

伴随着对 《社会契约论》中所采取的激进的政治态度的重审，他一直非常清楚这种态度是难以容忍

的。至于摆脱自恋问题的伦理学方案，他也从未放弃。然而，那些熟读他且保持清醒的后世哲学家们

已然明白伦理学亦有其自身的前提，完全依赖于它只会陷入一种疯狂之中：波德莱尔就揭露出 《忏

悔录》的一种美德上的那喀索斯主义，它宣称自己是一个 “美好的灵魂”（ｂｅｌｌｅｍｅ）———黑格尔曾
对此作出尖锐的分析 （尤其参见 《精神现象学》第六章第三节）———或者一种脱离了其宇宙论物理

学的斯多亚主义。因此，作为那喀索斯主义解毒药的伦理学问题并不能在它自己的限度内得到解决。

那么，我们能否像保罗·利科 （ＰａｕｌＲｉｃｕｒ）那样来诉说一种作为他者的自身呢？今天，我们
或许更需要在这个 “自身”的生产本身获取更为根本的东西。正是在这里，当代哲学改变了它的视

角，开始怀疑一个已经建构好的 “自身”。这就是现代思想的一个门槛，它关注着两种相反的和互补

的欲望：单纯地折返向自身的主体性疯狂，以及在一种堕落的社会形象中丧失自我。在这两种情况

中，我们都有重新陷入一种自恋或者那喀索斯主义的危险，即对自我或其影像的寻求。哲学的任务首

先是、且总是对这两种相反运动的反抗。

不论是卢梭在 《社会契约论》中的政治方案，还是其 《忏悔录》 （或者王尔德 ［ＯｓｃａｒＷｉｌｄｅ］
的 《道林·格雷的画像》）中的心理学和伦理学技术，由于这一根本哲学问题在其中的缺席，它们的

失败将被一种重复出现的那喀索斯主义的时针所标示出来，而它同时标示出不断伴随着所有哲学的日

程表：不是放弃主体性问题，因为主体性的蕴含是本质的，我们无法摆脱这种牵连，但它不是一种实

体性的条件，而只是一种哲学活动的特征。伦理学谴责利己主义，政治学谴责对不合法权力的占有。

自恋则是一种对自我的着迷，产生自另一种秩序，某种越轨失常的哲学姿态，但这绝不是对一种哲学

要求的否定。由此，便提出一种对主体性进行更新的哲学要求。从这个角度重新阅读卢梭及其问题的

丰富性，需要对自恋或那喀索斯主义这个扭结重新采取哲学行动，并将这一哲学行动铭刻在一种现代

化的 “实证主义”之中。

自爱在卢梭那里跟一种自我保存的本能相关，它可以通过同情心 （ｐｉｔｉé）的调节或扩展而超越个
体，延伸至同类乃至所有生命形式。自恋则使个体将自身放在绝对高于他者的位置之上；它制造社会

分化，催生虚假的道德价值和文明秩序。通过区分自恋和自爱，卢梭一方面宣告个体性的无罪，另一

方面又将个体与物种、自然与文明、感性与理性的问题提上日程：自爱是自然的，而当社会状态下的

人无法避免地将自身与其同类比较时，自爱就堕落为了自恋 （《全集》第４卷，第４９２—４９３页）。
因此，卢梭对自恋问题的关注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伦理学以及个人主义的心理学的范围，走向一种

７８

① 在１７８９年６月２３日举行的一场全国三级会议中，国王仪典总管德勒－布雷泽侯爵要求第三等级离开会议大厅，来自艾克斯 －普
罗旺斯的第三等级代表米哈博伯爵回应道：“奴才！去跟你的主子说，是人民要求我们坐在这里，只有武力才能迫使我们离开。”

米哈博伯爵的这句著名回应的准确表达到底是什么，历来有很多种说法，不过差别不大。 （ＥｄｍｏｎｄＤｕｂｏｉｓＣｒａｎｔé，Ａｎａｌｙｓｅｄｅｌａ
Ｒｅ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ｒａｎａｉｓｅ，Ｐａｒｉｓ：Ｇ．Ｃｈａｒｐｅｎｔｉｅｒ，１８８５，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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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广阔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考察。尽管我们无法否认卢梭著作中那强大的伦理学修辞，但更应该看

到存在于这种伦理学之下的根本关切与基础原则。

在我看来，人类的一切知识中最有用也最不完善的知识就是关于人的知识 （注释二），而我敢说

单单德尔斐斯神庙上的那句铭文就含有比那些伦理学家们的所有巨著都更加重要且更加艰深的训诫。

（《全集》第３卷，第１２２页）
在这段话的 “注释二”中，卢梭引用了被他视为真正哲学家的布丰 （Ｂｕｆｆｏｎ）的著作 《自然史》

中的一个段落，从而将那句哲学开端的古希腊箴言与一种新生的人类科学等同起来，将他的伦理学考

察与一种哲学认识论联系起来，并将后者奠定为 “人文科学的真实原则和道德的唯一可能的基础”①。

因而，思考从自然到文化的过渡问题的人类学方法，也是一种试图重新把握感觉和理智、个体与普遍

之间关联性的哲学工作，因为 “这是我们不能返回的原初的谎言”②。这种过渡和关联性与卢梭说的

自爱这种情感密切相关。这种方法或工作将揭示另一种建构主体性的感知逻辑，它不再隶属于一种反

思的模式，而这种感知逻辑展现出一种新的可理解性的图式或结构。这种可理解性的图式既不能被绘

制为我们与影像的模拟的－自恋的关系，正如普罗提诺对那喀索斯神话的阐释所否定的那样，也不能
通过那经典哲学式的描述姿态而被捕捉。对卢梭来说，更为重要的或许还是这种可理解性的图式让我

们避免了对于当代社会及其中的人进行一种简单的伦理学的或短视的思考，揭示出个体与世界、我们

的理智与感性、实在和经验在一种物质性的载体上的丰富而多变的交换模式，揭示出我们的生活和文

明的虚拟形式与可能性。应该看到，卢梭在这一系列问题上所采取的是一条中间的道路。

正如前面分析那喀索斯的神话时所预先说明的那样，卢梭的问题已经不仅限于自恋或者那喀索斯

主义，而是牵涉到由最初的自恋与自爱的区分所引起的上述整个问题链效应。因而，我们其实不应该

称其为自恋或者那喀索斯主义问题，不仅是因为我们在一开始就呈现出来的这个极具生殖力和形态学

特征的概念本身所包含的那些丰富的问题，它那远远超出了自恋或者那喀索斯主义的内涵和外延，即

从神话到道德、从指称到去指称、从哲学到植物学、从生到死的循环及其与一切修辞法保持审慎距离

的歧义性和暧昧性；也不只是由于卢梭早年所创作的那部被我们视作其思想之动力源泉的喜剧 《那

喀索斯或自恋者》，以一种哲学和 “反哲学”的方式直接发掘了潜藏在那个古希腊神话中的危险和逃

脱的意义———那只缪塞笔下的被套夹困住的狐狸，而这个意义或许过早地预示了卢梭日后所面临的那

一系列与我们息息相关的领域；还因为这个概念所包含的在卢梭那里的自恋与自爱的关键性区分以及

其整个理论和实践效应，将让我们重新赋予那个古老的哲学问题以现代的目光和新的面孔：也许，我

们不应该再去问 “我是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保留地赞成和同情德里达的如下期待，尽管

我们所要求的应该远多于一种友爱的政治学和任何可能重新落入危险的他者 （或绝对他者）的伦理

学：“不存在那种那喀索斯主义和那种非那喀索斯主义；存在着的是一些或多或少宽容的、慷慨的、

敞开的、延展的那喀索斯主义，而被我们称作那种非那喀索斯主义的东西一般来说不过是一种更为殷

勤而友好的那喀索斯主义的结构，而且它向着作为他者的他者的经验而敞开。我相信，如果没有一种

那喀索斯主义的重新属归化的运动，与他者的关系就会被绝对地摧毁，就会被预先摧毁殆尽”③。

（责任编辑　行　之）

８８

①

②

③

ＣｌａｕｄｅＬé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ｌｏｃ．ｃｉｔ．，ｐｐ．５５－５６．
Ｍａｕｒｉｃｅ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Ｌｅｖｉｓｉｂｌｅｅｔｌ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Ｐａｒｉｓ：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１９６４，ｐ．７５．
ＪａｃｑｕｅｓＤｅｒｒｉｄａ，Ｐｏｉｎｔｓｄｅ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ｃｈｏｉｓｉｓｅｔｐｒéｓｅｎｔéｓｐａｒ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Ｗｅｂｅｒ，Ｐａｒｉｓ：Ｇａｌｉｌéｅ，１９９２，ｐ．２１２．



论康德对义务体系的划分

刘　作

【摘要】学界对康德哲学对自我的完全义务的归属问题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康德最终放弃对自我的

法权义务，德性论中对自我的完全义务也不是严格的德性义务。这种争议涉及对康德义务体系划分的理解。

康德之前的义务学说对自我义务的强调、对完全义务和不完全义务的划分，构成理解康德义务学说的语境。

在１７９３年的 《伦理学讲义———维格兰提伍斯》中，康德提出一些在 《道德形而上学》中没有详述、但有

助于理解他对义务体系划分的说法：理性的立法的关键是普遍法则，法权学说和德性学说分别是理性对外

在行动和内在准则的规范性要求；对自我的完全义务如果涉及人性中人格的法权，就是对自我的法权义务，

如果涉及人格中的人性的目的，就是对自我的德性义务；二者可能有相同的义务，但是承担责任的方式不

同，因而它们各自存在，这也是维护义务学说完整性的要求。

【关键词】完全义务；不完全义务；对自我的法权义务；《伦理学讲义———维格兰提伍斯》；《道德形而上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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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　作，哲学博士，（南京 ２１１１８９）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康德后期伦理学研究”（１５ＣＺＸ０４９）；２０１１计划 “公民道德与社

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成果”

康德在后期著作 《道德形而上学》中具体呈现出其义务学说，包括法权义务和德性义务。前者

是消极的完全义务，后者是积极的不完全义务。消极的义务表现为禁令，即不允许做什么事情；积极

的义务表现为肯定性的命令，即要求做什么事情。在康德那里，法权义务是消极义务，德性义务是积

极的义务。但是康德在具体展示他的义务学说时，把对自己的完全义务放入德性学说。这引起学界的

争议。比如，剑桥版的译者格雷戈尔 （ＭａｒｙＪ．Ｇｒｅｇｏｒ）指出，对自我的完全义务不能在严格意义上、
而只能在宽泛的意义上是德性义务，因为与之相关的命令是对行动的禁止，而不是要求采取某个目

的①。舒远招也有类似的看法，认为只有促进自己的完善的不完全义务和促进他人的幸福才是真正的

德性义务，而对自我的完全义务难以简单归类，“作为与意志规定的目的或质料无关、只涉及纯粹形

式的义务属于法权义务，但作为一种自我强制的义务又属于德性义务，它似乎既属于又不属于法权义

务，既属于又不属于德性义务，但康德最终还是把它放在德性论中阐释”②。两位学者都认为对自我

的完全义务是否是德性义务是一个问题，而且这个义务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德性义务，而是具有法权义

务的某些特征，这种特征表现在它与目的无关、只与意志的形式有关。如果把对自我的完全义务看作

是具有法权义务的特征，那么康德为什么没有把这个义务放在法权论中详细论述？这个问题实际上与

康德对义务体系的划分有关。笔者认为：康德之前的义务学说对自我义务的强调、对完全义务和不完

全义务的划分，构成理解康德义务学说的语境。在 １７９３年的 《伦理学讲义———维格兰提伍斯》

９８

①

②

ＭａｒｙＪ．Ｇｒｅｇｏｒ，Ｌａｗｓ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Ｋａｎｔｓ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Ａｐｐｌｙｉｎｇｔｈｅ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ｔｈｅ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ｋｄｅｒＳｉｔｔｅｎ，ＮｅｗＹｏｒｋ：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１９６３，ｐ．１１３．
舒远招：《论 〈道德形而上学〉对法权义务和德性义务之划分》，《德国哲学 （２０１６年下半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第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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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ａｎｔｓ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ｎＥｔｈｉｃｓ———Ｖｉｇｉｌａｎｔｉｕｓ，以下简称 《讲义》）中，康德提出一些在 《道德形而上学》

中没有详述、但有助于理解他对义务体系划分的说法：理性的立法的关键是普遍法则，法权学说和德

性学说分别是理性对外在行动和内在准则的规范性要求；对自我的完全义务如果涉及人性中人格的法

权，就是对自我的法权义务，如果涉及人格中的人性的目的，就是对自我的德性义务；二者可能有相

同的义务，但是承担责任的方式不同，因而它们各自存在，这也是维护义务学说完整性的要求。

一、康德义务学说的语境

康德在 《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以下简称 《奠基》）中首次提到他对义务的划分。他指出，接下

来他列举的义务是按照习惯的分类划分为对自己的义务和对他人的义务，以及完全义务和不完全义

务。依据康德 《伦理学讲义》的编译者之一施尼温德 （Ｊ．Ｂ．Ｓｃｈｎｅｅｗｉｎｄ）的考证，在康德所处的时
代，普鲁士政府要求课堂使用教材，康德在伦理学的课堂上使用的是鲍姆嘉通 （Ａ．Ｇ．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ｅｎ）
的两本教材，一本是最早发表于１７４０年的 《第一实践哲学导论》，另一本是最早发表于１７５１年的
《哲学伦理学》。作为一个沃尔夫主义者，鲍姆嘉通的伦理学系统地阐释了沃尔夫 （Ｃ．Ｗｏｌｆ）的道德
性原则，即 “做那些使得你和你的状况更完善的事情，并且不做那些使得你和你的条件更不完善的

事情”。在沃尔夫看来，这是唯一的一条自然法，所有特殊法则都必须由此推出。根据施尼温德给出

的材料，康德使用的鲍姆嘉通的教材的目录与沃尔夫的基本一致，鲍姆嘉通的义务学说详细阐释了沃

尔夫的基本义务①。正如施魏格尔 （ＣｌｅｍｅｎｓＳｃｈｗａｉｇｅｒ）所言：“沃尔夫的实践哲学体系仿照早期现代
的 《普遍数学》的计划，他试图发展一个为个体伦理学、自然法理论和政治学提供共同基础的基本

道德性学说。难以否认他的计划本质上是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的先导。”② 虽然康德在 《奠基》中

批判沃尔夫的实践哲学混杂了意志的先验因素和经验因素，没有区分纯粹意志和经验性的意志，但无

疑沃尔夫哲学构成康德建构批判哲学的语境。

实际上，沃尔夫也是从这条自然法出发推导出其义务学说体系的，把对自我的义务放在对他人的

义务之前。义务就是自然法强制我们做的行动。自然法要求我们做使得自己和自己的状况不断完善的

事情，但并不意味着自利。沃尔夫在其 《对促进人的幸福的行止的理性思考》一书中明确提出：我

们不赞同那些把自我利益作为自然法基础的观点，“相反，谁寻求使他自身尽可能地完善，谁也在不

损害他人的情况下寻求他人所寻求和欲求的东西”③。为什么这条自然法对自我完善的促进不会导致

自利，反而要求尽力促进他人的完善呢？沃尔夫的基本论证是：人有义务完善自己和自己的境况，这

要求人认识自己，关注他人是提高自我认识的手段，因为通过关注他人和他人的行动，“我们可以知

道人们正在丧失什么样的善，以及正在承受什么样的恶”④。关注他人有助于认识自我，是完善自我

和自身状况的必要手段。在他看来，对自我的义务高于其他的义务，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完善自

己和自身的境况，行动是实现它们的手段，“因而，由于所有的自由行动都是以之为目的，所以它就

是我们所有自由行动的最终目标以及我们整个生活的主要目标”⑤。沃尔夫的义务学说首要是对自我

的义务，包括对知性的义务以及对意志的义务。他把人的知情意都看作是认识的能力，都是对事物不

同程度的完善的认识；知性和意志不是完全不同的能力，认识和行动有直接联系，意志的完善要通过

知性的完善才可以实现。知性对事物的认识越清楚明白，意志的行动就越易于选择善的行动。

论述对自我的义务后，沃尔夫接着论述对上帝的义务以及对他人的义务。对上帝的义务就是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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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完善的存在者的上帝，这种敬重给我们提供了完善自我的动机。上帝的存在并没有给义务增添

新内容，即使上帝不存在，自然法要求的行动也具有有效性。他没有区分对自我的义务和对他人的义

务，由于我与他人都服从同样的自然法，所以对他人的义务与对自我的义务在内容上是相同的。

康德对完全义务和不完全义务的划分可以追溯到普芬多夫。普芬多夫 （Ｓ．Ｖ．Ｐｕｆｅｎｄｏｒｆ）认为
义务和权利都是由法则规定的；有些法则维护人的社会性，有些法则促进人的社会性；前者对应的是

完全的义务和权利，后者对应的是不完全的义务和权利；前者比后者更加精确，是可以强制的；前者

可以看作是一种契约，而后者和个人的内在的动机有关，因而后者无法依靠强制甚至暴力来获取。普

芬多夫以承诺为例来说明二者的区别。可以强制履行的承诺是完全的义务，对应的是完全的权利。履

行完全的承诺是人们能够相互信任、彼此交往的基础；不可以强制履行的承诺是基于人道的承诺，是

不完全的义务，对应的是不完全的权利。我做出一个完全的承诺，意味着我把要求我履行承诺的权利

给予他人，他人拥有强制我履行这个承诺的义务。我做出一个不完全的承诺，意味着虽然我在事实上

想履行承诺，但我没有把这种要求履行的权利给予他人。例如，我这样表达我的承诺：“我郑重地决

定为你做这，做那，并且要求你相信我。”① 按照普芬多夫的说明，这句话表达了我想为对方做某件

事情，这是出于我的善意，而不是出于依照法则的契约。

普芬多夫在其 《人和公民的自然法义务》中没有详细讨论不完全的义务和权利。在他看来，自

然法所处理的是与外在的行动相关的完全的义务和权利的问题，不完全的义务和权利涉及人的行动的

意图和动机类的因素放在道德领域，因而自然法和道德是分开的，前者是可以被强制的，后者是不可

以被强制的。这点对康德的法权义务和德性义务的区分有显著的影响。

二、康德对义务学说的划分

康德的义务学说处于普芬多夫所代表的近代自然法的大背景，这主要体现在康德也把是否可以被

强制作为区分法权义务和德性义务的标准。康德做出创造性的改变是：自然法也是道德法，法权义务

和德性义务都是基于道德法则，履行义务的行动者是自由的，这两种义务的区分不仅是可否被强制，

而且是可否被外在的强制。与沃尔夫不同，康德严格区分了理性的理论运用和实践运用，把理论和实

践看作两个不同领域，我们认识到行动是善的，并不意味着我们必然会以之行动。理论和实践的区分

凸显动机的作用，这是康德区分法权义务和德性义务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 《道德形而上学》中，康德指出道德性的最高原理是 “按照一个同时可以被视为普遍法则的

准则行动”②。在１７９３年的 《讲义》中，康德把道德性的最高原则表述为 “如此行动，通过你的行动

的准则使得你成为一个普遍的立法者”③。按照康德在 《奠基》中对诸定言命令式的表述，前者属于

普遍法则公式，后者属于自律的原则。它们都表达责任和义务的原则。按照这部 《讲义》的说法，

鲍姆嘉通提出多种表达义务的一般原则的公式，比如趋善避恶、尽力寻求完善以及按照自然生活等。

康德逐一做出反驳，认为这三条原则要么是重复的，要么违背了义务的本性，要么存在着歧义，只有

定言命令才可以作为义务的最高原则。康德论述了定言命令的六个特点，其中第一、第二个特点就是

针对沃尔夫和鲍姆嘉通的完善原则。定言命令的第一个特点是，合目的性和完善的原则隶属于行动的

道德性，完善原则不能作为道德性的最高原则，只能作为次级原则，从定言命令中推导出来；第二个

特点是，道德性仅仅基于理性的法则，鲍姆嘉通提出的按照自然的本性生活，如果把自然理解为动物

性的自然，那就违背了义务，如果把它理解为理性，那么就指出于义务而行动，这恰好是重言的表

达。另外四个特点体现了道德性的原则对行动的要求，即它是对行动的测试，要求行动具有合法性的

形式，这种合法则性作为行动者的动机起作用。最后康德总结说：“我们非常生动地从中感知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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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根据与自由紧密相联。”①

在 《道德形而上学》，康德没有详细说明如何从定言命令推导出法权的原则；在 《奠基》，他在

探求定言命令的过程中，关注的是出于义务的行动，因而学界关于法权学说是否属于康德的伦理学有

着诸多争议。康德在 《讲义》虽然没有详细论述这个问题，但是在一些段落中给出了具有启发的说

明②。康德认为，所有的责任都以自由本身为基础，只要 “自由被看做它能够作为普遍法则的条件

下”③。与自然的法则表达发生的事情不同，自由的法则表达了应当发生的事情，所有的道德法则都

是自由法则。康德进一步说，自由的法则 “包括法权的法则和诚实 （伦理）的法则，虽然仅仅在它

们给行动施加了适宜于成为一个普遍法则的限制条件之下；以此，他建立起法权和伦理、法和德性的

区分”④。与自然的其他存在者不同，人具有理性。人的行动不是动物的刺激 －反应模式，而是一种
自由的活动。自由表达了一种独立于自然发生事情的应当，不管是仅仅涉及外在行动的法权，还是考

虑内在动机的德性，都要以适宜于成为普遍法则作为限制条件。

自由受到理性的规定，这种规定的核心是普遍法则。不管是外在的行动还是内在的动机，都要与

普遍的法则有关。这是理性对行动的一个形式的约束条件，它没有规定我们具体要做什么，只是要求

我们的行动要么与普遍法则能够共存，要么我们的行动的准则能够成为普遍的法则。如果作为理性规

定意志的法则，定言命令对行动者的规范性要求是其准则成为普遍法则，那么作为发生在自然界的外

在行动，不可能成为普遍法则，因为它是发生在自然中的事件，而不是原则。因而，理性对它的规范

性要求可以不考虑它所涉及的原则，此时不要求它成为普遍的法则，只要求它与普遍法则共存。

结合康德在这里的区分，我们可以探讨学界对定言命令的诸质疑中的 “谜题准则”，即定言命令

的运用会导致一些违背直观的结果。延斯·蒂默曼 （ＪｅｎｓＴ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举出一个典型例子：每周一
晚上在朋友那里吃晚餐的准则无法普遍化，但是我们经常这样做，并且不认为这是不道德的。他不同

意学界通常区分准则和一般的意图做法：由于准则是与人的整体生活有关的人生规则，而所举出的例

子不是准则，只是一般的意图，毋须通过定言命令的普遍化测试。他的解决方案是区分准则和行动，

去朋友家吃饭是行动，它所对应的准则才是需要测试的，“一个准则推荐一定的行动，一个行动可以

发源于多个不同的准则……在朋友那里吃晚餐的行动本身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甚至是道德上有价值

的，倘若隐含的目的是培养友谊，而每周一与朋友一起吃晚餐证明是合适的手段的话”⑤。结合 《讲

义》，笔者认为，去朋友家吃饭是行动，它不需要成为普遍法则。作为行动，它不需要接受定言命令

的普遍化测试，但是它需要与普遍法则相关，这种相关体现在去朋友家吃饭这个行动是否可以与普遍

法则共存。

我们可以从区分理性对行动和包括动机的准则的立法的角度理解康德对义务体系的划分。行动是

可以被外在强制的，由于人有随心所欲地使用自己的自由倾向，因而理性对人的行动有规范性要求。

在 《讲义》中，康德把法权原则表述为 “把每个人的自由限制在如下的条件上，即每个人的自由与

任何人的自由按照普遍法则一致”⑥。这种表述与 《道德形而上学》略有区别。虽然二者的意思是一

致的，但 《讲义》的表述强调限制性条件，体现法权原则是对行动的一种消极的要求，《道德形而上

学》的表述则更肯定些⑦。法权原则表达的是强制的权限，你强制他人，“只要他人行动的自由会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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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法权的原则，即他人的行动会侵犯你的自由”①。如果他人的行动侵犯了你的自由，那么你就可以

采取强制的措施。康德经常举的例子是欠债还钱，如果债务人不按时还钱，那么债权人有强制债务人

还钱的权限，因为债务人的失信侵犯了债权人的所有权。从这个角度来说，法权的义务都是消极的规

定。只要我的行动不违反法权的原则，不违背普遍的自由，那么就是正当的。

法权涉及的普遍自由是消极的，法权义务表达为禁令的形式。康德在 《道德形而上学》中使用

外在自由表达法权论的自由概念，在 《讲义》中使用普遍自由表达法权论的自由概念。莎伦·伯德

（ＳｈａｒｏｎＢｙｒｄ）和约阿希姆·赫鲁施卡 （ＪｏａｃｈｉｍＨｒｕｓｃｈｋａ）在解读康德的法权学说时，看到作为外在
自由的普遍自由的重要性，以单独一章来梳理康德的普遍自由的概念，把普遍自由与内在自由进行类

比，认为既然内在自由有消极和积极的区别，那么普遍自由也有消极和积极的区别，把普遍自由的积

极含义理解为服从公共法权状态下的自由②。无疑，康德的整个法权学说都是建立在普遍自由的基础

上，但是不管是私人法权和公共法权，法权义务的内容是一致的，都是以 “不要对任何人做不正当

的事”为原则，因而都是以禁令的方式表达出来。所以普遍自由作为规范人与人的外在关系的学说，

只有消极的意义，没有积极的意义。把它做积极意义的解读，不符合法权是与强制的权限相结合的概

念。在 《讲义》中，康德也提到这一点：“就法权和义务而言，由于他把所有的行动仅仅以法权本身

的消极规定为基础，所以这得出结论，只要不违背这个原则，即只要我的行动 （我的行动的自由）

符合普遍的法则，因而不侵害普遍的自由，那么不需要进一步涉及行动的任何质料……因而法权的最

高原则不涉及行动的质料，而仅仅涉及行动的形式的规定。”③ 正是因为法权原则是对行动的消极规

定，所以它不涉及行动的质料，如对幸福的追求等。

在 《道德形而上学》中，外在自由和内在自由相对；在 《讲义》中，普遍自由和普遍意志相对。

二者分别是法权学说和伦理学说的对象。伦理原则不仅是形式的，而且这种形式加上了对意志的质料

的规定，因而伦理学说的对象是普遍的意志。可以把法权原则和伦理原则的区别表述为，前者的对象

是普遍的自由，后者的对象是普遍的意志。康德对普遍意志进行阐释：“这种普遍的意志在于所有人

的普遍的目的，并且被称为对他人的爱，导向幸福的普遍目的的善的意愿的原则。”④ 如果普遍的自

由法则违背人的普遍目的，那么人就不愿意参与到他人的普遍合作中，从而导致他被迫不运用自己的

合法的自由。康德虽然没有解释普遍的意志为何导向普遍的幸福，但是结合他在一些地方把意志等同

于设定目的的能力，笔者认为普遍的意志就会指向人作为理性的存在者都意愿的某种目的即完善，另

外就人作为有限的存在者来说，人还意愿幸福⑤。因而，伦理法则的对象是普遍的意志，导向人的完

善和幸福两个观念。康德特别说明普遍的幸福观念与严格的法权之间的区别，前者不具有 “无条件

的责任性”，促进幸福无法给出具体的规定，因而与之相关的诸道德法则 （康德此时用的是复数）只

是广义的规定，只能用作规则，而不能用作法则⑥。康德把伦理的原则所表达的义务看作是不完全义

务，这与 《道德形而上学》中的结论是一致的。不过他在 《讲义》中，按照不同对象区分法权原则

和伦理原则，由后者的普遍意志的对象导向同时是义务的目的，有助于理解 《道德形而上学》中同

时是义务的目的的概念。

通过 《讲义》，笔者认为，康德是从理性分别对行动与行动的原则即准则的规定的角度来区分法

权义务和德性义务的。如果从行动与普遍法则共存的法权的原则看，伦理的原则扩大了自由，“因为

自由受到按照法则的规定的限制，相反它在这里被质料或者目的扩大了，并且出现了必须被要求的某

物”⑦。理性对行动的目的的规定扩大了形式的普遍自由，使得自由的概念有了质料的内容。《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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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Ｋａｎｔ，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ｎＥｔｈｉｃｓ，ｐ．２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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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ａｎｔ，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ｎＥｔｈｉｃｓ，ｐ．２９８．
Ｉｂｉｄ．，ｐ．２９９．
参见 ［德］康德：《康德三大批判合集 （下）》，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６５页。
ＳｅｅＫａｎｔ，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ｎＥｔｈｉｃｓ，ｐ．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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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义务的划分与 《道德形而上学》的表格类似。按照法则与义务的关系，把义务分为法权义务和

德性义务。康德把法权分为对我们人格中的人性的法权和人的法权，前者是对自己来说的，后者是对

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来说的。他按照目的把德性义务分为我们人格中人性的目的和人的目的。

三、对自我的完全义务的归属问题

在康德的义务学说中，对自我的义务先于对他人的义务，同时完全义务先于对不完全义务。这种

划分体现了普芬多夫和沃尔夫对他的影响。学界有争议的是，对自我的法权义务是否存在于法权学说

中？对自我的完全义务是否属于德性学说？

舒远招准确地把这两个问题归结为一个问题———对自我的完全义务的归属问题。他认为，不难理

解康德把对他人的完全义务归于法权义务，但是 “对自己的完全的义务，康德也将之归入法权义务

的范畴，这有些难以理解”①。他指出在 《道德形而上学》的导论中，康德在说明伦理学说和法权学

说的立法的区别时，把 “例如对自己的义务”放入括号中说明伦理学说所具有特别的义务。康德的

说明很容易让读者理解为法权义务不具有对自我的义务，只有对自我的义务才是伦理的义务。他用自

杀的例子继续追问：在康德那里，自杀可以算是一种罪行，这是否意味着它是可以通过法律来强制

的？但康德又明确地把不能自杀看作是德性义务。接着，他细致分析法权义务和德性义务的区别：前

者可被外在强制，不涉及行动的目的；后者只能内在的强制，与行动的目的有关。他认为类似于不能

自杀这样对自己的完全义务属于自我强制的义务，因而它们应该属于德性义务，不属于法权义务；但

是康德又明确指出，德性义务与目的有关，是理性对目的的立法，而对自我的完全义务与目的无关，

因而它们又不属于德性义务，属于法权义务。最后，舒教授得出本文前引的结论：对自我的完全义务

难以确定地说属于哪一种义务，康德很可能是基于它们是自我强制的义务，把它们放在德性义务中

的②。可见，舒教授和格雷戈尔都提出对自我的完全义务的归属问题，并给出类似的答案，即在德性

论中这种义务不是严格的德性义务。有区别的是，舒教授还把对自我的法权义务放在这里考察，认为

康德最终把它从法权义务中排除出去，只剩下德性学说中存在着有争议的对自我义务的完全义务。

康德为什么在 《道德形而上学》中把对自我的法权义务列入表格之中，却在具体展开的法权义

务体系中没有详细论述这种义务？康德在 《讲义》中用两页的篇幅集中分析了这种义务。在他看来，

如果每个法权都必然对应着一个义务，那么人性拥有对自我作为人的法权。这需要从双重本性解释这

种法权。人一方面被设想为作为本体的理念，另一方面被设想为作为现象的感性状态的存在者。人一

方面作为本体的存在，另一方面作为现象的存在。前者具有对后者的法权，后者受到前者的限制。问

题是，法权义务是对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的规范性要求，如何理解对自我的法权义务的关系？康德也

意识到这个问题，他的说明是：“我们在这里能够做出一个类比，通过这种方式，一个人与另外一个

人处于某种关系中。”③ 对自我的法权义务只是通过类比的方式说明作为现象的人负有对作为本体的

人的责任。这部分与 《道德形而上学》中 “对自己的一般义务”的导论部分在内容上有相似之处。

康德在后者中指出，对自己的义务的概念看起来包含着一个矛盾，因为义务的概念表达出被动的强

制。对自己的义务从字面上就是指，我既是主动的强制者，又是被动的强制者。沃尔夫也提到对自我

的义务，由于他的义务的法则不是自律而是他律，因而在他那里不存在字面上的矛盾。康德解决矛盾

的方式是，把同一个我区分为作为感官存在者的我与作为理性存在者的我，对自我的义务是前者对后

者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在法权论中，对自我的义务涉及人格中的人性的法权。因而，不管是对自我的

义务还是人格中人性的法权，都以人的双重本性为基础。康德在 《讲义》中从关系的三个范畴具体

说明对自我的法权义务的内容：从实体的范畴说，人不能随意地处置自己的身体；从因果性的范畴

４９

①

②

③

舒远招：《论 〈道德形而上学〉对法权义务和德性义务之划分》，《德国哲学 （２０１６年下半年卷）》，第６５页。
同上，第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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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人在运用自己的自由时，不能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自我奴役；从相互作用的范畴说，人在社会

中与他人交往时，要维护自己的荣誉。对于最后一点，康德举例说：“鉴于一个人会由此成为不光彩

的，他甚至没有权限使他自己代替他难辞其咎的父亲受惩罚，因而承担由他父亲所犯的错。”① 维护

自己的荣誉，是对自己人性的理念负责任的表现。这些内容与 《道德形而上学》的法权义务的一般

划分原则的第一条即 “做一个正直的人”有对应之处。区别在于，《道德形而上学》把法权规定为人

与人之间的外在关系，在具体论述这条原则时，康德倾向于从因果性和相互作用的范畴来展开论述，

强调人在与他人交往中要坚持自己的价值，不能把自己仅仅当作手段。对于第一点，康德在德性论的

“不能自杀”的义务中做了探讨，比如为了生活得更舒适，捐赠一颗牙齿属于局部的自我谋杀，违背

了对自我的义务。但他又谈到另一种情况，如果为了更好地保存生命而必须截肢，那么这没有违背对

自我的义务。可见，康德关于对自我的义务的思路有一些变化。

与之相关，康德把 《讲义》对自我的法权义务的双重本性的说明，放在 《道德形而上学》的德

性论，又把对自我的法权义务的部分内容放到德性论。这是否意味着康德放弃对自我的法权义务，将

之放到德性论中呢？在笔者看来，康德的这些变化说明：一方面，对自我的法权义务的原则是伦理的

原则，对自我的法权义务只能是一种内在的立法，而不能是外在的立法；另一方面，出于建筑术的考

虑，康德需要把对自我的法权义务放在法权学说，使得这个体系更完整，如果缺少对自我的法权义

务，那么法权学说没有对应于德性学说的对自我的义务，就看起来不完整。如果说 《讲义》是学生

在康德课堂上所记录的笔记，有争议之处，需要参照正式的出版物，那么在正式出版的 《道德形而

上学》中，康德依然提到对自我的权利义务。因而，舒远招持有的康德放弃对自我的法权义务的观

点，是值得商榷的。

如何理解对自我的法权义务和德性义务具有同样的行动？康德在 《道德形而上学》的 “导论”

中区分了责任和义务的概念，责任是 “服从理性的定言命令式的一个自由行动的必然性”②，义务是

人有责任采取的行动。义务是责任的质料 （Ｍａｔｅｒｉｅ），作为行动，义务可能是同一个，但是责任不
同，所体现的法则也有区别。同样的行动可以对应不同的责任。比如虚假承诺，如果它承担的是对他

人的法权，那么它就是对他人的法权义务；如果它承担的是对我们人格中的人性的目的，那么它就是

对自我的义务。前者是外在的立法，后者是内在的立法。如果它是外在的立法，那么他人有强制履行

我履行承诺的法权；如果它是内在的立法，那么它违背对自我的义务，把自己的人格中的人性仅仅当

作手段。这体现了行动者对同一个行动或者义务所采取的反思的视角。就对自我的完全义务而言，如

果它体现的是人格中的人性的法权，那么它就是法权义务；如果它体现的是人格中人性的目的，那么

它就是德性义务。所以康德说：“正如每一个义务要么是完全的义务和法权义务，要么是爱的义务，

所以对自我的义务也具有这双重性质，这取决于这些义务是涉及人格中的人性的法权，还是在它之中

的目的。”③ 康德明确认为存在着对自我的法权义务，与放在德性论的对自我的完全义务不同，它涉

及人格中的人性的法权，是人格中的人性向我们所要求的法权。

对自我的法权义务有什么作用呢？康德在 《道德形而上学》中把 “做一个正派的人”看作是划

分法权义务的第一原则，它也是法权义务体系中的内在义务，但他没有详细论述这个义务。在 《讲

义》中，他指出这个义务的作用是：“简而言之，假如存在对自我的义务，那么对自我的法权义务是

所有义务的最高义务。它们涉及与在我们人格中的人性对应的法权，由此是完全的义务，是一种在自

身和为自身的义务。因而任何违背都是侵害在我们人格中的人性的法权；从而我们使得自身配不上拥

有这种被托付给我们的人格，并且变得没有价值，因为维护我们的价值仅仅在于遵守我们人性的法

权。”④ 康德用 “假如”不是怀疑这种义务的可能性，而是说如果存在着对自我的义务，那么对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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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权义务是所有义务中最高的义务。在康德之前的沃尔夫和鲍姆嘉通都论述了对自我义务，但康德

认为他们只是罗列了这些义务，而没有从原则上系统地划分它们。在康德看来，对自我的义务本质上

是人对自身的人格中的人性所承担的责任，按照不同的责任，可以区分为对自我的法权义务和对自我

的德性义务。蒂默曼的观点具有启发性：康德对自我义务概念的说明是在薄的概念意义上的，它是所

有伦理义务的基础，接着康德转向对实质性的自我义务的划分①。因而，可以认为对自我的法权义务

是法权义务的基础，因为它直接体现整个义务体系的基础，即维护自身的人格中的人性，维护自身的

尊严和价值。其他的义务包括外在的法权义务以及德性义务都可以看作间接地承担对自身人格中的人

性的责任，与对自我的法权义务间接地相关。

在 《讲义》中，康德谈到对自我的法权义务的重要性后，具体论述了与这种义务相关的行动，

比如撒谎、阿谀奉承、吝啬等。同样的义务出现在 《道德形而上学》德性论对自我的完全义务之中。

但这并不表明康德放弃对自我的法权义务，因为前者涉及对自身的人格中的人性的法权。康德没有在

《道德形而上学》中具体展开对内在法权义务的论述，也没有说明原因是什么。在笔者看来，这是因

为法权义务是纯粹理性对行动的立法，是可以被外在强制的义务，把内在的法权义务放在法权论是从

类比的意义上来说的，它实际上无法被外在的强制，它的具体内容放在德性论中更合适。由于这些义

务体现作为感官性的存在对作为本体的人格中的人性的责任，这种责任首先表现为前者不违背后者，

因而是完全的义务。人作为感官性的存在不违背人作为本体的人格中的人性的存在和发展，不应当做

某个行动是禁令的表达方式，它是内在自由的要求。康德在 《道德形而上学》的德性论导论部分详

细地分析内在自由的概念，认为德性义务是基于内在自由。内在自由不仅是纯粹实践理性的自律，而

且是纯粹实践理性的自治。这种自治要求人控制自己和做自己的主人，前者包含着不受感性爱好统治

的义务。因而，当对自我的完全义务涉及自我的完善的目的时，首先就体现为禁令。这些禁令 （比

如不能撒谎、不能自杀等）是纯粹实践理性的自治的要求，以这些禁止为基础，对自我的不完全义

务得以逐步展开。毕竟没有摆脱感性爱好的统治，完善自己的肯定性要求无法得到满足。因而，格雷

戈尔从对自我的完全义务是禁令出发，认为它们严格来说不属于德性义务的观点，忽略了自我完善的

目的有消极的方面和积极的方面，消极的方面虽然没有把某个对象当作直接的目的，但它禁止违背某

个目的，涉及道德的自保，对应于内在自由的消极方面。没有这种禁令，不可能实现自我完善的积极

方面。如果一个人习惯于撒谎，我们如何能够认可他在努力地完善自己？

当对自我的完全义务涉及对人格中的人性的法权时，它针对的不是准则，而是外在的行动，所以

康德在 《讲义》中关于这个义务所举的例子，都是禁止做某个行动，比如不能撒谎。看似同样的义

务，在 《道德形而上学》的德性论中是有所区别的。由于它涉及自我完善的目的，是对行动的准则

的立法，所以康德在每个义务的后面都提出 “决疑论”的问题。“决疑论”是德性论特有的内容，因

为外在的行动可以像几何学一样被精确地规定，而实现目的需要实践判断力把普遍与特殊结合起来，

思考在现实情况中如何运用准则的问题。康德在 “决疑论”中提出问题，没有给出答案。这不是康

德不愿意给出答案，而是现实情况非常复杂，有些情况需要不断反思，难以给出精确的答案。值得注

意的是，康德在对自我的德性义务中讨论过许可法则的概念，对于这一概念，学界基本持有它只是属

于法权学说的观点。就此而言，对自我的德性义务和法权义务有诸多相似之处，毕竟它们都属于禁

令，只是一个针对外在的行动，一个针对某种作为义务的目的②。但由于它们涉及的对象不同，所承

担的责任方式不同，它们又有区别。另外承认它们的各自存在，也是义务学说完整性的要求。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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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可法则的讨论，参见刘作：《论康德的许可法则》，《哲学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罗尔斯式的正义观念与休谟式正义的环境

叶金州

【摘要】罗尔斯式的正义观念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指责：激进主义者指责他对正义的应用范围和作用强度

施加了不必要的限制；社群主义者指责他不恰当地将正义置于核心位置。事实上，这两类指责都指向罗尔

斯实质性正义观念背后的框架性预设，即休谟式正义的环境：激进主义者认为这一环境有如紧身衣，而社

群主义者认为它遮蔽了其它的同等重要的社会生活的环境。为了对罗尔斯的正义观念进行替换，首先要替

换这一框架性预设。努斯鲍姆所提出的亚里士多德－马克思式正义的环境便体现了这样的努力。然而，这

些指责忽视了正义的环境对于正义的规范性原则的内生性构成作用。规范性的正义原则可以对社会生活的

环境做出一定的要求，但这些要求必须落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关键词】罗尔斯；正义；休谟；正义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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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正义①无疑是当代公共生活与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议题。围绕着正义应该被阐释为何种实质

性的规范性原则，以及它的适用范围可以有多广，理论家们展开持久而深入的争论。最核心的问题

是：正义究竟是一种基础性的道德要求，抑或只是一种规制并维系社会稳定运行的实践规范？正义的

终极指向究竟是促成基于共济或友谊的命运共同体，抑或只是保障人们基于互惠的社会合作？正义的

作用范围究竟应当局限于一个国家之内，抑或也可以并应当超越国界，应用到全体人类生活的每个角

落？正义原则是否只应作用于并且惠及健全的社会成员，抑或它应当将所有人都包括进来，不论其健

康状况和能力如何，甚至应当将非人类动物也包括进来？围绕着人类公共生活的这些根本问题，正义

理论家们持有不同立场，他们之间存在着重大分歧。不过，在当代西方，一种偏激进的立场总体上占

了上风②，认为如果不将正义解读成一种更为彻底、更为纯粹的道德要求，如果不将正义原则应用到

更广的范围，如果不把更多的人 （及非人类动物）纳入到正义原则的关照之下，那么我们就是在对

７９

①

②

本文预设 “社会正义”这一用法的合理性，而不是像哈耶克及其追随者那样认为这一概念是一种幻觉。本文也不认为正义概念

仅仅适用于对人的行为的评价。正如罗尔斯所指出的那样，亚里士多德可以用正义 （与否）来评价人的行为，恰恰在于他已经

预设了一种关于如何分配权利与责任、优势与劣势的社会制度框架作为其基础，否则，说一个人遵守／破坏了自己／他人的应得，
便是没有根基的。（Ｓｅｅ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Ａ．Ｈａｙｅｋ，Ｌａｗ，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ｉｂｅｒｔｙ，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３，Ｖｏｌｕｍｅ２“ＴｈｅＭｉｒａｇ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
ＪｏｈｎＲａｗｌｓ，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下文缩略为ＴＪ）．Ｒｅｖ．ｅｄ．，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Ｂｅｌｋｎａｐ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ｐｐ．９－１０．）
对以上问题的回答，柯亨 （ＧＡ．Ｃｏｈｅｎ）、巴里 （ＢｒｉａｎＢａｒｒｙ）、博格 （ＴｈｏｍａｓＰｏｇｇｅ）、森 （ＡｍａｒｔｙａＳｅｎ）、努斯鲍姆 （Ｍａｒｔｈａ
Ｎｕｓｓｂａｕｍ）等或多或少都沿着激进主义的思路展开，详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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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的理解上犯了根本错误，进而 （至少在间接的意义上）姑息甚至引发许多明显的不正义①。这种

激进的立场不仅在理论上被人们广为接纳，在现实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也有更为直接和强大的号召

力。这一激进倾向的形成离不开具体的历史、社会、政治－经济等客观条件；但更为根本的是，在基
本理念的层次上，正义这一规范性原则被赋予了更为道德化 （ｍｏｒａｌｉｚｅｄ）、更具包容性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的内涵。尽管对其若干具体提案应持有同情性的理解，如推动医药平价 （ｄｒｕｇａｃｃｅｓｓ）、保障基本收
入 （ｂａｓｉｃｉｎｃｏｍｅ）等，但我们不能忽视这种激进正义观中所蕴含的现实困难②。在基础理论层面，首
先需要回答的是：对正义持这种激进主义的理解是否合理？更为精确地说，我们需要界定清楚：激进

主义的道德主张究竟是正义原则的自然延伸，抑或是其他的道德元素在起作用，比如同情③？很明

显，这些问题关系到正义的根本性质与其合理的应用范围。

为了对以上诸问题给出有意义的回答，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正义理论本身所居的一阶规范性层

面。正如在道德哲学中，对规范性问题的处理往往可以通过回溯其元伦理 （ｍｅｔａ－ｅｔｈｉｃａｌ）根基而得
到新的视角和见地，正义的规范性性质问题同样可以通过考察其高阶 （ｍｅｔａ）特征而得到富有成效
的回答。为了确定正义的基本性质和应用范围，我们需要先回答一个最直接、最关键的问题：究其根

源，正义自身究竟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从正义的概念 （ｃｏｎｃｅｐｔ）以及正义的观念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入手，但仅仅枚举古往今来对正义的定义 （如亚里士多德式的定义）和阐释 （如罗尔

斯式的阐释）并不能帮助我们充分地界定其本性。就其表面来看，正义所表达的是一种对社会公共

生活较强的规范性要求④。然而，如果我们仅仅关注这一要求的具体内容，就不能充分理解其规范性

地位的来源与其应用的边界，而这种来源和边界问题，正是前述争论的焦点。因此，我们有必要回溯

到更基础的层面来反观正义这一规范性框架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ｓｃｈｅｍｅ）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正如我们在元伦理学中探讨道德作为一种人类实践规范所扮演的角色一样。循着这一思路，探讨的重

点需转移到如下问题：正义是如何出现的？它何以是必要的？它在人们的公共生活中有何作用？

一、休谟式正义的环境

以上诸问题的提出，便将对正义自身的探究转换为对 “正义的环境”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
的追问。这就是说，正义作为一种人们公共生活中的基础性规范框架，它的存在和发挥作用，需要依

赖特定的周遭环境。只有在相关条件得到满足的前提下，正义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的根本规范才有可能

得以实施。更要紧的是，唯有当若干关键条件得到满足时，正义作为一种公共生活的规范才是必要

的。尽管正义有时被称为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但它并非无条件地适用于所有时代、所有类型的人类

公共生活。恰恰相反，它的存在与持续发挥作用紧密地依赖于社会公共生活的具体时代与特定设置。

换言之，正义的规范性地位依赖于一个非规范性事实：公共生活是否处在 “正义的环境”之中。因

此，对这一环境进行细致的辨析是必要的，它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准确地理解有关正义的规范性本

质及其适用范围等问题。

在西方哲学的历史上，“正义的环境”这一理念最早是由休谟明确提出的⑤。根据休谟的道德理

８９

①

②

③

④

⑤

这种理解使得愈发难以坚守保守主义的立场，因为它不仅消极地漠视不正义现象，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积极地参与制造不正义，由

此，它的道德地位由中性转为负面。

福利国家所背负的过重财政负担、欧洲难民危机等，都是显而易见的例子。

ＳｅｅＲｏｇｅｒＣｒｉｓｐ，“Ｅｇ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ｏｎ”，Ｅｔｈｉｃｓ１１４，Ｎｏ．１，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０３，ｐｐ．１１９－１２６；ＲｏｇｅｒＣｒｉｓｐ，“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ｏｎ”，Ｅｔｈｉｃｓ１１３，Ｎｏ．４，Ｊｕｌｙ２００３，ｐｐ．７４５－７６３．
关于这一要求的一个具体表述，ＳｅｅＪｏｈｎＲａｗｌ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Ｐａｐｅｒｓ（下文缩略为ＣＰ），ｅｄｉｔｅｄｂｙＳａｍｕｅｌＲＦｒｅｅｍａ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Ｈａｒ
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ｐ．１９１．
ＳｅｅＤａｖｉｄＨｕｍｅ，Ａ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ｏｆ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ｂｋ．ＩＩＩ，ｐｔ．ＩＩ，ｓｅｃ．ｉ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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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类的集体生活①在其最基本的方面处于 “正义的环境”之中。正义的环境指的是集体生活的如

下特征：１．资源的供应在可容忍的范围内是稀缺的；２．人们对他人具有有限的仁爱之心；３．人们
拥有大致相等的权力／能力②，至少在消极意义上，一个个体无论多强大，都不能使他绝对地免于其
他个体 （单独或组合）的伤害③。由休谟式正义的环境所提炼出的这些特征，尽管在描述人类社会生

活的真实样貌方面可能不尽准确，但毋庸置疑的是，它相当准确地诊断出了社会生活的基本策略性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结构。
所谓策略性结构指的是社会成员之间的基本关系在本质上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博弈关系，因此他们

必须采取理性策略来处理这一关系，尤其是应对其中蕴含的风险。社会成员之间之所以存在一种博弈

关系，是由于他们作为成员共同参与了社会合作，由此他们对由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各种基本善好都可

以提出合理的主张 （ｃｌａｉｍ），这使得他们之间兼有利益一致性与利益冲突。由于每个社会成员都是理
性的行动者，并且知晓他人也具有相同的理性，因此每个成员的选择和决策是否理性便在相当程度上

取决于他人如何进行选择，而后者的选择也相似地依赖于其对他人的可能决策的预估；如此一来，原

本直截了当的理性选择变成了一种策略性选择④。既然社会生活的基本性质已为这种策略性／博弈结
构所描述，它的基本问题便可以从这种结构中提炼出来，并且据此我们也可以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在休谟看来，一套正义的规范性框架，便是应对这种根本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⑤。罗尔斯继承了这一

休谟式的诊断，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他独特的解答，即将 “作为公平的正义” （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ｓＦａｉｒｎｅｓｓ）
作为 “第一美德”提出来，用以指导社会基本制度框架的设置 （ＴＪｐｐ．３，４，１２９）。众所周知，罗尔
斯的这一正义方案成为当代有关社会正义问题论争的焦点。

当然，罗尔斯并非像休谟 （以及霍布斯）那样持有某种实质性的人性论观点，他所集中关注的

是人类社会实践⑥的先决条件———正义 （ＣＰｐｐ．２０５－２０６），但他意识到 “如果说霍布斯对人与人之

间关系的描述应用到人类个体身上看起来不太现实，那么用来描述 ‘人造人’之间的关系就看似足

够真实”（ＣＰｐ．１９８）。需要注意的是，社会正义关注的对象并不必然是个体的自然人，它关注的是
作为社会公共生活基本单位的社会成员，他们可能是个体的自然人，也可能是家庭、民族、教会等非

自然人。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时，他们之间存在一种博弈性关系，一种复杂的兼有合作与冲突的

策略性关系。这一关系恰恰被休谟式的 “正义的环境”所准确地把握。作为社会合作事业内的共同

成员，人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利益一致性；作为社会合作果实的合理主张者 （ｃｌａｉｍｅｒ），他们之间的
关系又充满紧张和冲突。这种利益一致性的深刻程度与人们之间的分歧和冲突的强度决定了社会生活

的基本样态。如果将这种利益一致性固定在某个值，人们之间分歧的强度和深度就决定了社会究竟是

９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当代人类的集体生活大多以较大规模的社会生活的形式而存在，这与完全基于亲缘的部落相反。 （ＳｅｅＲｕｓｓｅｌｌＨａｒｄｉｎ，Ｄａｖｉｄ
Ｈｕｍｅ：Ｍｏｒ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ｉｓｔ，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ｐｐ．５６－５９，ｃｈａｐ４．）
Ｐｏｗｅｒ通常被译为权力，但其更为基础的含义是力量或能力。
ＳｅｅＡｎｄｒｅｗＬｉｓｔｅｒ，“ＨｕｍｅａｎｄＲａｗｌｓｏｎ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ａｎｄ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２６，Ｎｏ．４，２００５，ｐｐ．６６４
－６９５；ＳｉｍｏｎＨｏｐｅ，“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Ｈｕｍ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３６，Ｎｏ．２，２０１０，ｐｐ．１２５

!

１４８．
Ｈａｒｄｉｎ提供了休谟社会和政治哲学的博弈论解读，而 Ｖａｎｄｅｒｓｃｈｒａａｆ则将这种对正义的策略性理解进一步系统化。 （ＳｅｅＨａｒｄｉｎ，
ＤａｖｉｄＨｕｍｅ：Ｍｏｒ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ｉｓｔ，ｐ．２６，ｃｈａｐ３；ＰｅｔｅｒＶａｎｄｅｒｓｃｈｒａａｆ，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Ｊｕｓｔｉｃ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８．）
需要注意的是，休谟对正义的理解是比较狭隘的，即限于财产的持有与分配制度。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继承他有关正义的环境与正

义之间关系的理解。事实上，尽管当代正义理论大为扩展了其作用域，把许多非财产性的善好也纳入正义的分配，但人们因为分

配问题而引发争议、进而需要正义的裁决这一事实却并未改变。

罗尔斯对于 “实践”这一术语的使用是技术性的，它不仅指人们的具体行为的总和，而且指使得这些行为得以发生并获得意义

的规则／制度框架。象棋中的行棋之所以可以被理解为行棋，其前提是事先已经有一套规定了角色和行为规范／意义的规则在发生
作用。（ＳｅｅＪｏｈｎＲａｗｌｓ，“Ｔｗｏ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ｆＲｕｌｅｓ”，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６４，Ｎｏ．１，１９５５，ｐｐ．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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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和谐的合作之所，抑或是将人们分裂、并引向相互敌对的场域①。

将社会成员的利益一致性固定在某个值并非是任意的理论假设，它有着合理的现实对应。对于任

何一个社会来说，其所具备的总体生产力水平在一定的历史时刻是固定的，甚至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也

可以视为是比较固定的。这时候，可供分配的社会总资源是有限的，而人们对这有限资源所提出的竞

争性主张的强度便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关键参数。当然，这种竞争性主张的强度本身并不是固定不变

的，例如宗教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塑造人们对财富的态度，但它们的作用不宜过分夸大。人的基

本生存需求对于资源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在极端情形下，比如在由极低的生产力水平所导致的

严重匮乏的条件下，总资源是如此稀缺，以至于无论这些资源如何分配，都不能保障所有人的生存。

在这种条件下，冲突是无法避免的②。这种冲突无法通过精心设计的 （例如平等主义的）分配方案来

解决。对于这样的社会来说，第一重大的任务并非设计和推行平等 （或别样）的分配，而是要尽可

能提升生产力以增加其资源总量，这是一项既不容易实现也并非微不足道的任务③。所幸，在当今时

代的多数社会中，人们不必再面对那样的绝对匮乏，但即便在这些生产力相对发达的社会里，总资源

依然没有丰富到可以对每个人按需分配。事实上，即使社会生产高度发达，资源的相对稀缺也将是人

们公共生活的一个顽固特性。这是由于有待分配的资源并不总是物质性的，还有相当多的资源是精神

性的。而有些精神性的资源注定是稀缺的，比如荣耀 （ｇｌｏｒｙ）、优越等④。这样一来，人们对社会合
作所得的总产品提出各自不同的主张，而这些主张之间存在着 （至少是潜在的）深刻冲突。这些

（潜在）冲突最为集中地描绘了社会生活的策略性结构，而这正是社会生活所面对和迫切需要解决的

首要 （ｐｒｉｍａｒｙ）问题。
社会生活的这种策略性结构之所以是它面对的首要问题，乃是因为这种结构对社会生活自身构成

根本威胁。离开了对这种威胁的妥善解决，社会生活就有很高的解体风险，或者至少会退化成一种恶

劣状态。霍布斯的 “自然状态”生动地描述了这种退化 （解体）的社会生活的具体情状：“人们的生

活孤独、贫困、恶劣、残酷而短暂。”⑤ 其原因并不复杂：在 （正义等）公共规则建立起来之前，如

果人们之间的 （潜在）利益冲突得不到有效的调解，他们就会因为自利和自保的动机而被迫先发制

人 （ｐｒｅｅｍｐ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ｏｎ），这就造成了冲突升级 （ｅｓｃａｌａｔｉｏｎ），从而演变成 “每个人与每个人的战争”。

用博弈论的话来说，处在自然状态的人们被困在 “囚徒困境”之中。尽管霍布斯之后的理论家们不

再直接面对 “自然状态”，转而处理基本稳定的社会生活，但他们所面对的基本情形并没有发生根本

改变。比如，罗尔斯依然认为，和平社会中人们之间的潜在分歧和冲突如果不得到妥善的处理，仍然

会把他们置于 “普遍化的囚徒困境”之中 （ＴＪｐｐ．２３８，５０５）。罗尔斯所发展的正义理论，便是为解
决这种社会生活的潜在困境所提供的解决方案。

然而，罗尔斯这种经由 “正义的环境”而提出实质性的规范正义理论 （作为公平的正义）的做

法引发了广泛而深刻的争议。一些批评者认为，“正义的环境”的诊断，即将人类生活视为根本上处

在休谟所描述的策略性结构之中，即使不是完全错误的，也是带有严重偏见的。另一些批评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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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理论上存在一种可能性：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如果能有圣人一般的自我牺牲精神，人们也可以和平相处。

对于一些不发达的社会来说，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往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ＳｅｅＤｏｕｇｌａｓｓＣ．Ｎｏｒｔｈ，ＪｏｈｎＪｏｓｅｐｈＷａｌｌｉｓ，ａｎｄＢａｒ
ｒｙＲ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Ｏｒｄｅｒｓ：Ａ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Ｈｕｍａ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
卢梭在谈到人因为走入公共生活而败坏时，看到的正是这种因人际比较而产生的不满足和贪婪。此外，心理学家 Ｐｉｎｋｅｒ注意到，
在一个家庭内部，（多个）孩子对父母之爱的索求也是竞争性的，因为 “父母的投入是有限度的”。（Ｓｅｅ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Ｒｏｕｓｓｅａｕ，
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ａｎｄ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ｎｄＳｅｃｏｎｄ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ＮｅｗＨａｖｅｎ：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ｐ．８７－１４８；ＳｔｅｖｅｎＰｉｎｋｅｒ，ＴｈｅＢｌａｎｋ
Ｓｌａｔｅ：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Ｄｅｎｉ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Ｖｉｋｉｎｇ，２００２，ｐ．２４８．）
ＴｈｏｍａｓＨｏｂｂｅｓ，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ｐ．８４．



罗尔斯式的正义观念与休谟式正义的环境

虽然这种诊断本身是可以接受的，但罗尔斯 （以及休谟）对正义的理解①是扭曲的②。桑德尔③代表

了前一种典型的反对意见，而巴里④、柯亨⑤和努斯鲍姆⑥的批评则沿着后一种思路展开。尽管在基本

思路和侧重点上有所不同，这些批评者对于休谟式正义的环境有一个共同的反对意见：它不合理地限

制了我们的道德和政治抱负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对于桑德尔这样的社群主义者来说，如果将正义的环境这
一概念当作对社会生活基本状况的总体描述的话，那么它太过狭隘，无法充分把握社会生活的广度。

在他看来，许多同样根本 （如果不是更加根本）的社会生活的 “环境”被不恰当地置于无关紧要或

者从属的地位。桑德尔认为，我们应该强调若干核心的社群主义价值并使之主题化，而这样做需要放

弃正义 （的环境）的首要地位。对于巴里、柯亨和努斯鲍姆来说，尽管他们把正义当作社会制度的

首要美德来捍卫，但他们认为罗尔斯 （休谟）对正义的理解 （即作为互利）是非常局限和不合理地

严苛的，应当予以扩充。对他们来说，正义应当为无偏私性 （巴里）、平等 （柯亨）或尊严 （努斯鲍

姆）背书。

接下来，本文将简要回应桑德尔和努斯鲍姆对罗尔斯所采用的休谟式正义的环境的批评。本文为

罗尔斯的诊断进行辩护，认为我们的社会生活基本上处于正义 （作为互利）的环境之中。这一诊断

准确地捕捉到我们的社会生活的策略性结构，然而这些结构却并未被批评者们所充分理解。对后一类

批评，本文将主要回应努斯鲍姆，因为努斯鲍姆代表了这类批判共同的基本逻辑，即将休谟式正义的

环境视为对正义观念的一个过于严苛而不合理的限制；更重要的是，在他们之中，努斯鲍姆最为明确

地指出了造成罗尔斯的实质性正义理论 （不必要地）狭隘和严苛的真正元凶，即他所依赖的休谟式

正义的环境的理念。为了把罗尔斯式的狭隘、保守的正义观念扩展为更加激进的版本，仅仅修改这一

观念的内容是不够的。还需要将其赖以存在的基础，即它所对应的正义的环境，替换为更为具有包容

性的版本。为此，努斯鲍姆提出亚里士多德
!

马克思式正义的环境作为休谟式正义的环境的替代。虽

然巴里和柯亨提出了与努斯鲍姆不同的替代性正义方案，但他们分享了她对罗尔斯的基本反对意见，

即都认为罗尔斯所采用的休谟式正义的环境的第３条规定存在严重的问题，即将人与人之间的权力／
能力平等作为正义 （作为互利）的基础⑦。

二、社会生活的其它环境

首先，需要辩护休谟式正义的环境的合理性。这就要先考察社群主义者所强调的人类社会生活的

其它环境的相对重要性。根据桑德尔的说法，在正义的环境之外还存在许多其它的人类公共生活的环

境，例如仁爱的环境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ｃｅ），而这些环境的重要性并不一定比正义的环境更
低。他认为，鉴于这些其它环境的存在，“正义 ［仅］是某些社会的第一美德”，在这些社会里，因

为其特定社会条件的缘故，其最紧迫的社会任务便是调节人们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主张⑧。言下之

意，在一些别的社会中，这种任务并非是最紧迫的，而 “休谟正义的环境并不能在道义论的意义上

为正当 ［正义］的优先性提供支持”⑨。因此，罗尔斯所断言的 “人类社会以正义的环境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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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ｓ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一文中，罗尔斯沿着休谟的道路，将正义理解为规律性或秩序，参见 ＣＰｐ．１９４。
ＳｉｍｏｎＨｏｐｅ，“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Ｈｕｍ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３６，Ｎｏ．２，２０１０，ｐｐ．１２５－１４８，１２６．
ＭｉｃｈａｅｌＪ．Ｓａｎｄｅｌ，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ｓ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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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Ｊｐｐ．１２９－１３０）是一种社会学 （经验性的）主张，但罗尔斯对此没有提供任何经验证据。实际

上，桑德尔认为，有许多社群的 “参与者的价值观和目标非常接近，以至于正义的环境只在相对较

小的程度上占上风”①。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家庭和教会等社群。总之，“正义作为社会制度的第一

美德，并不像真理性是理论的第一美德那样是绝对的；它只是在一些条件下才成立，正如身体性的勇

气只有在战场上才是第一美德”②。

不可否认，仁慈和博爱的环境对人类社会生活来说也是真实的。在家庭或亲缘社群内部，正义通

常不是一个主要问题；相反，共济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和亲缘性利他主义往往占上风③。如果假设家庭生活
也要受到正义这种谨慎而嫉妒的美德④的规制，那我们可能会悲叹它变得畸形了⑤。但问题在于，休

谟和罗尔斯既不把家庭也不把任何私人社群视为正义的恰当作用领域。相反，正义应该作用于整个社

会，作用于其基本结构，作用于陌生人或半陌生人的公共环境。他们之间的关系既不是仁爱、也不是

共济，而是相互利益无涉的 （潜在）合作者之间的相互尊重，而这正是正义的环境的决定性标志。

总之，社群主义者桑德尔之所以对休谟正义的环境的学说进行指责，即指责其对人类社会生活做了不

合理地狭隘的理解，乃是由于他忽视了正义这一理念的社会 （公共）性质。作为人们公共生活基本

框架的社会整体，与生活在其下的各种有机社群之间存在着至关重要的区别⑥。用罗尔斯的话来说，

社会不像社群主义者所理解的那样是个有机的社群，也不是任何实质性的联盟，而是 “联盟的联盟”

（ＴＪｐ．４６２）。每一种正义理论的背后都有其对应的的社会本体论 （ｓｏｃｉａｌ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预设。如果忽
视这种社会本体论前设而只考察实质性正义理论的内容，将无助于澄清分歧。当然，要充分展开这一

社会本体论检验超出了本文范围⑦；这里只需指出，如果桑德尔仍然希望将社群德性提升到与正义相

同的水平 （甚至高于它），那么他要首先在本体论层次证明：社会究其本质是一个有机一体的社群，

而不是一个公民开展公共生活的开放框架。

一些社群主义者可能会坚持认为，至少有某些社会的确是围绕某些社群价值组织起来的，例如兄

弟之爱，那么在这些社会里就没有必要将正义这种谨慎而嫉妒的德性作为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原则

上说，当然不能先验地排除这种可能性。然而，在当今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随着现代性成为既定事

实，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现代社会的规模急速扩大和人们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使得一种实质性的

（而非比喻意义上的）兄弟式的公共生活变得不再实际；只有通过道德上不受欢迎甚或可憎的方式，

例如实施塔利班的统治，这种纯粹社群式的社会生活才能存在并延续。此外，在现代条件下，社群主

义的理想即使有可能实现，也是相当不稳定的。假设曾经存在这样一个兄弟般的社会，在这个社会

中，每个人都自发地关心彼此的福利，没有任何人以正义的严苛标准来要求另一个人，那么天堂在人

间的确实现了。但这样的天堂不可能持久。设想一下，由于纯粹的偶然因素，一些坏分子在这个社会

里会自然地涌现出来。他们之所以是坏分子，乃是因为他们利用 （ｅｘｐｌｏｉｔ）所有其他人的好意，而不

２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Ｉｂｉｄ．，ｐｐ．３０－３１．
Ｉｂｉｄ．，ｐ．３１．
然而正如福山所指出，早在１３世纪的英格兰地区，父母和子女之间关于前者养老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是签署合同。 （Ｓｅｅ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Ｏｒｄｅｒ：ＦｒｏｍＰｒｅｈｕｍａｎＴｉｍｅｓｔｏｔｈｅＦｒｅｎｃｈ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Ｆａｒｒａｒ，ＳｔｒａｕｓａｎｄＧｉｒｏｕｘ，２０１１，ｐ．
２３４．）
ＳｅｅＡｎｎｅｔｔｅＣ．Ｂａｉｅｒ，ＴｈｅＣａｕｔｉｏｕｓＪｅａｌｏｕｓＶｉｒｔｕｅ：ＨｕｍｅｏｎＪｕｓｔｉｃ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尤其是第二章结尾
处。

正如Ｐｉｎｋｅｒ所指出，即使在家庭中，也存在需要引入正义才能解决的冲突，例如兄弟姐妹争夺父母之爱这种有限资源。（ＳｅｅＳｔｅ
ｖｅｎＰｉｎｋｅｒ，ＴｈｅＢｌａｎｋＳｌａｔｅ：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Ｄｅｎｉ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ｐ．２４８．）
与之相应，规制社会生活的是正义等公共规则，而非社群成员之间的个人德性，这二者之间有显著分别。（ＳｅｅＴｈｏｍａｓＷＰｏｇｇｅ，
“Ｔｈｒｅ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ｗｉｔｈ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ａｒｉａｎ－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ｉｓｔＷａｙｓｏｆ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Ｓｏｃｉ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１２，Ｎｏ．２，Ｊｕｎｅ
１８，１９９５，ｐｐ．２４１－２６６，尤其是第一、二节。）
Ｓｅ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ｔｔｉｔ，“Ｒａｗｌｓ’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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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为之付出任何代价，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伤害他人的利益。面对这样的局面，所有良善分子除了兄弟

之爱之外一无所知，他们面对坏分子的侵蚀所能做的唯一的回应就是以德报怨，而不会采取任何针对

性的反制措施，因为那样的话必将会引入某种类似正义的机制。如此情形持续一段时间后会发生什

么？这些良善分子只有两条路可选：要么像坏分子那样采取利用或伤害的手段，或者至少是以眼还

眼、以牙还牙地实施反制；要么继续以德报怨，坐视自己的生存资源被剥夺，直至自身彻底灭绝①。

除非他们有无穷无尽的天赐食粮 （ｍａｎｎａｆｒｏｍｈｅａｖｅｎ），否则他们无法坐视坏分子的侵蚀而不理。但
鉴于他们唯一的行动模式是兄弟之爱，他们怎么能实施任何形式的制裁来阻止坏分子呢？他们或许可

以将这个坏分子驱逐出去，问题是他们要以什么名义、什么理由来实施这一驱逐行动；他们也可以

（通过一些矫正设施，例如监狱）惩罚他或纠正他，问题是这样做的依据是什么。除了正义／公正之
外，还有什么理由来实施这些制裁？

需要注意的是，人类社会生活中除了仁爱的环境和正义的环境之外还存在其它种类的环境。最明

显的是，人类共同生活也包含着战争的环境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ｏｆｗａｒ）。它在今天的一些人类社会和历史
上几乎所有人类社会中都曾存在过。在这种极端环境中，人们彼此之间很少或根本没有利益的一致，

有的只是冲突，因此相互猜疑和敌意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这是一种凄凉的霍布斯式自然状态②。在

这种条件下，各方都被迫进入一种囚徒式的困境：为了确保自身的生存，唯一理性的策略是首先攻击

他人以防止可预测的损失，因为别人也可以做出同样的判断并采取同样的理性行动。在这种极端情况

下，和平与合作的事业几乎没有任何根基，因此正义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可见，正义必须在社会合作

正常且稳定的环境中才能存在；而在战争的环境中，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存在正义。

综上可知，要使正义的环境成立，存在着某个上限和下限，“在上下界之外不需要正义规则是很

自然的：正义的环境就是正义规则被实际地需要的那些环境”③。如上所述，在仁爱的环境下 （如果

它的确可以以社会这一规模存在）正义就是不必要的；在战争的环境下，正义也是不必要的。只有

在相互利益无涉的人们之间以社会为基本框架进行有效合作的时候，正义作为一种分配和仲裁机制才

有必要。在这种公共生活中，正义通过指导社会基本结构的设定从而规导人们的行为。在正义就位的

前提下，稳定而富足的社会生活是可以期待的。相比之下，战争的环境却远远不是一种理想的集体生

活形式④，尽管它也可以依靠自己而稳定下去，即冲突的升级加深了战争的环境、增加了相互仇恨和

猜忌。事实上，世界上几大主要文明都已经迎来了长期和平⑤。这是由于人们普遍厌恶与战争有关的

苦难，而且各方不断拓宽他们之间的利益一致性。可以说，当今人们的社会生活高于正义的环境所设

定的下限。

三、休谟的紧身衣

以上讨论的是 （休谟式）正义的环境的下限。而在其上限处，（休谟式）正义的环境同样遭到持

续抱怨，它被认为太过严苛了⑥。上面列出了休谟对正义的环境的三个描述，其中第三条是关于人与

３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这里的基本逻辑是进化论式的适者生存。 （ＢｒｉａｎＳｋｙｒｍｓ，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ｃｈａｐ１．）
虽然霍布斯将自然状态描述为个人之间的战争，但这实际上并不真实的，毕竟战争需要团体间的团结；但他对竞争各方之间冲突

关系的描绘是真实可信的。

ＳｉｍｏｎＨｏｐｅ，“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Ｈｕｍ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ｕｍｅ３６，Ｎｏ．２，２０１０，ｐ．１２９．
也许有些人渴望荣耀 （ｇｌｏｒｙ），因此会更爱战争而不是和平。（ＡｌｂｅｒｔＯ．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ＴｈｅＰａｓ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
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７，ｐｐ．９－１２．）
关于与战争有关的死亡人数下降的经验证据，见ＳｔｅｖｅｎＰｉｎｋｅｒ，ＴｈｅＢｅｔｔｅｒＡｎｇｅｌｓｏｆＯｕｒＮａｔｕｒｅ：Ｗｈｙ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ＨａｓＤｅｃｌｉｎｅｄ，ＮｅｗＹｏｒｋ：
Ｖｉｋｉｎｇ，２０１１，ｃｈａｐ２．
桑德尔的批评也可以被视为属于这一类，尽管他使用了不同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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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间权力／能力的大致平等。休谟的意思是，非人类动物或其他一些弱小的外来物种 （如果有的

话）并不属于正义的环境。这是因为，鉴于人类有能力主宰他们，人类无需用正义对待他们。然而，

沿着这种逻辑，似乎也意味着残疾公民不需要得到正义的对待，因为他们没有像其他公民那样拥有同

等能力。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了沉默，所以尽管它包含了许多进步因素，但在这个问

题上它是饱受质疑的①。在罗尔斯的框架下，残疾公民被不公平地排除在制定 （关于正义的）社会契

约之外，而这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像其他人那样拥有同等的 （身体、智力方面的）能力。因此，努斯

鲍姆呼吁重新制定社会契约，从而使残疾公民 （以及从长远来看，非人类动物）享有平等的政治权

利，其中最重要的是制定社会契约的权利。

为了彻底纠正罗尔斯／休谟的 （基于互惠的）正义理论，努斯鲍姆需要找到更深层次的罪魁祸

首，即以互惠互利为核心的休谟式正义的环境，而它恰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权力／能力的设定作为
基础的。因此，这种休谟式正义的环境被视为一件紧身衣 （ｓｔｒａｉｔｊａｃｋｅｔ），使得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变得
过分严苛，即不可扩展到残疾人和非人类动物身上②。努斯鲍姆要求将这种紧身衣打碎或者至少要对

它进行显著的松动，这种松动的结果便是亚里士多德－马克思式正义的环境③。在这种环境中，社会
契约将被重新制定，以便每个人都可以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而这仅仅需要他们具备人的属性。在一

种扩展的意义上，这些权利也适用于非人类动物。由此，努斯鲍姆提出一种替代性的正义方案，其基

本原理是认为一个正义的社会不应该屈从于休谟式互利逻辑的束缚，而应该赋予每个社会成员平等的

自我实现和自尊能力。

然而，在对罗尔斯的反驳中，努斯鲍姆却是从罗尔斯那里学到关键一课，即将正义原则的构建置

于相应的 （正义）环境之中④。尽管在休谟式正义的环境和亚里士多德－马克思式正义的环境之间存
在显著差异，但它们都使用了相同的逻辑来证成其各自的正义方案，即找到并证成与其相对应的正义

的环境。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中，有两个步骤被用来验证一种实质性的正义方案是否恰当：第一步，

由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人通过一定的合理程序来制定社会契约，从而选择出最合适的正义方案；第二

步，广泛 （和一般）反思平衡最终通过检查其背景理论并测试其可行性，来验证各种候选的正义方

案是否与我们的道德直觉吻合、与人类生活的基本现实所设定的界限不相违背⑤。对于努斯鲍姆来

说，这应该也不例外。为了使她所提出的替代性正义方案得到证成，她需要对其蕴含的人类道德心理

学和社会本体论的深层论述也进行反思平衡的检验。

问题在于，努斯鲍姆对其正义的环境的替代解释几乎没有提供任何经验合理性或可行性的证

据⑥。尽管她的规范性正义提案初看颇有吸引力，但它却无法得到可靠的证成。反思平衡的测试将可

行性测试作为其构成性要素。而努斯鲍姆的亚里士多德－马克思式正义的环境，因其强烈的泛道德主
义色彩，似乎在现实可行性这一维度上机会渺茫。相比之下，休谟式正义的环境学说越来越被实证科

４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ＳｅｅｅｇＭａｒｔｈａＣ．Ｎｕｓｓｂａｕｍ，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Ｓｐｅｃｉｅｓ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ＭａｒｔｈａＣ．Ｎｕｓｓｂａｕｍ，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Ｓｐｅｃｉｅｓ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ｐｐ．２６－３５．
Ｉｂｉｄ．，ｐｐ．８５－９１．
Ｉｂｉｄ．，ｐ．７０，１６２．
有关反思平衡对规范性正义理论的证成机制，参见 ＮｏｒｍａｎＤａｎｉｅｌｓ，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ｎｄ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
另一种反对努斯鲍姆式的激进正义提案的思路是关注人类能动性的前提条件，而这恰是我们对其负有正义义务的基础。在罗尔斯

看来，正因为人具有正义感的能力才使其有资格成为正义的对象。“我们对动物没有正义的义务，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他们缺乏正

义感和这种情感所预设的其它能力。” （ＪｏｈｎＲａｗｌｓ，“ＴｈｅＳｅｎｓｅ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７２，Ｎｏ．３，１９６３，ｐｐ．２８１－
３０５，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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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证实为对人类生存境况的大致正确的描述①。针对这个批评，努斯鲍姆也许可以如此回应，即强调

她的正义提案的规范性并由此将正义与事实敏感性分离开来②。换句话说，她可以在建构正义理论的

过程中使用充分的理想化设定而将休谟式正义的环境去除掉 （ｉｄｅａｌｉｚｅａｗａｙ）③。建构主义似乎的确可
以赋予她这样的自由，但如此一来，她将犯下泛道德论的谬误 （ｍｏｒａｌｉｓｔｉｃｆａｌｌａｃｙ）④，即要求世界成
为它不可能成为的样子。为了反驳这种潜在的指控，她需要离开规范性层面、涉足一些经验的议题并

采取立场 （经验证实或推测），例如可以在事实层面坚持人性的高度可塑性。事实上，她也确实是这

样做的，但她在此处走得太远，以至于设想了一个这样的世界，在其中老虎不再吃肉⑤。在遥远的未

来或者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之外的某个地方，这种情形也许确乎是可能存在的。但对照当今科学界

对世界运行规律与限度的理解，努斯鲍姆所设想的那个世界远远超出了现实可能性的上限，因此超出

了正义的上限。除了泛道德主义者 （尽管其目的可能是高尚的）之外，没有人有充分理由接受她所

描述的这个图景。无可否认，包括人性在内的自然界是否具有努斯鲍姆所希望的那种高度的可塑性是

一个悬而未决的经验问题；但这个问题应该被面对和解决，而不是被建构主义的方式消解掉⑥。与此

同时，在规范性层面，即使我们可以反事实地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自然，但我们仍然不清楚为什么那

些持不同规范性立场的人应该追随努斯鲍姆的方向去如此改造自然。

尽管休谟－罗尔斯式的正义观念也许会令某些持激进理解的理论家和追随者感到沮丧，但他们没
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休谟－罗尔斯对正义的本性所做出的界定及对其应用范围的所给出的限定是不当
的。事实上，正义作为一种规制人们社会生活的基本规范性框架之所以有可能 （以及有必要）存在，

首先是因为人们的社会生活处在休谟式正义的环境所描述的条件之内。尽管正义是一种规范性要求，

但正义的环境却首先是一种关于人类生活的经验事实。为了满足对于更激进的正义理念的追求，这些

正义的环境的相关参数可以有调整的余地，但是这种调整有其上限与下限，而不能置之不理或肆意逾

越。当然，规范性正义观念应当受到客观环境制约这一结论，并不应该成为我们固守现有的规范框架

并拒绝更为积极的正义主张的理由。毫无疑问，现有的主流正义观念如 “作为公平的正义”依然需

要深化和扩充；但那些对正义持有激进理解的理论家需要注意，这种深化和扩充必须充分关注人类公

共生活的基本现实，而不是仅仅凭借强烈的道德直觉便信马由缰。在这个意义上，构建正义理论有如

“带着镣铐跳舞”。然而这些 “镣铐”并不仅仅意味着束缚，因为它们揭示了这种 “舞蹈”更深层次

的真相，因此对它们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将为更好地 “舞蹈”提供巨大的助益。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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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ｄｗａｒｄＯ．Ｗｉｌｓｏｎ，Ｏｎ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
这也正是柯亨的思路。　
ＳｉｍｏｎＨｏｐｅ，“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Ｈｕｍ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ｕｍｅ３６，Ｎｏ．２，２０１０，ｐｐ．１２５－１２７，１３３，１３５，１３９．
Ｐｉｎｋｅｒ强烈反对哲学家和科学家的泛道德主义冲动，最集中的体现便是所谓 “白板”的学说。（ＳｔｅｖｅｎＰｉｎｋｅｒ，ＴｈｅＢｌａｎｋＳｌａｔｅ：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Ｄｅｎｉ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ｃｈａｐ５．）
ＭａｒｔｈａＣ．Ｎｕｓｓｂａｕｍ，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Ｓｐｅｃｉｅｓ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ｐｐ．３８８－３９７．
至少就目前而言，经验科学为那些高尚的泛道德主义者所提供的讯息并不令他们振奋，例如见Ｐｉｎｋｅｒ，Ｈａｉｄｔ，Ｅ．Ｏ．Ｗｉｌｓｏｎ等。



Ｃａｌｌｅｄ：存在的命名和物的出场

———试论 《旧约·创世记》命名神话的

概念化思维及其问题

何光顺

【摘要】重视 “语词”的 “命名” （Ｃａｌｌｅｄ）是从圣经首章 《创世记》到 《约翰福音》的重要主题。在

《创世记》中，语词的命名就是存在的显现和万物的出场，从上帝为世界命名到人为万物命名，显示了人

的自由意志的确立和主体创造的开始。这种自由意志和主体创造有让人陷入以语词命名一个非神圣化的乌

托邦的危险。命名原是神圣的，是属神之事，然而，当命名的权利被滥用之时，命名则成为某种僭越。

《圣经》的 “命名”神话可以成为观照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视角，并可以将其视为古希腊哲学的概念思维

传统的宗教化和神话化版本。阐释从 《圣经》首章开显的概念命名神话，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古希伯莱－基
督教传统相对于古希腊－罗马传统所同样具有的对于西方文明的奠基性意义。
【关键词】《创世记》；Ｃａｌｌｅｄ；存在；命名；物；概念化
中图分类号：Ｂ９７１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９）０５－０１０６－１１

作者简介：何光顺，四川盐亭人，文学博士，（广州５１０４２０）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兼
职研究员、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从物化到物感的中华美学时空思维结构演进研究”（１８ＢＺＸ１３６）

“ｃａｌｌｅｄ”一般翻译为 “称为”或 “称名”，“ｎａｍｅｄ”则译为 “命名”。《圣经·创世记》开篇就

有神在语词的言说 （ｓａｉｄ）中创造世界，又在称名或命名 （ｃａｌｌｅｄ／ｎａｍｅｄ）中区分世界，并在某种具
有实践的造物 （ｍａｄｅ）上让一种语词的言说和区分实现为世界。关于 “ｓａｉｄ”和 “ｍａｄｅ”这两个关
键词，笔者曾著文论述。本文将着重探讨 “ｃａｌｌｅｄ”所隐含的称名／命名得以令世界和万物出场的召
唤和呼告意义，以及其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命名神话构建中所隐藏的乌托邦的陷阱，以期借助某种具

有比较性的分析，找到克服西方文明根柢性弊端的可能途径。

一、Ｃａｌｌｅｄ／Ｎａｍｅｄ（称名／命名），存在的命名：概念、秩序和区分

《圣经》英译本有 “Ｇｏｄｃａｌｌｅｄ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Ｄａｙ’，ａｎｄｔｈｅｄａｒｋｎｅｓｓｈｅｃａｌｌｅｄ‘Ｎｉｇｈｔ’．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ｗａｓ
ｅｖ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ｍｏ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ｄａｙ”①，而中译本将 “ｃａｌｌｅｄ”翻译为 “称”，其词组形式

就是称为、称之为。 “称”是一种口语化的表达方法，是对事物的具体化命名和再次确认。比如，

《创世记》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 （ｓａｉｄ），

６０１

① 《圣经·中英对照》，中文：和合本，英文：新国际版，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２００７年。本
文所涉 《圣经》中、英文引用皆出自该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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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在神的最初道说 （ｓａｉｄ）中，神说出了
“光”，有关 “光”的语词又区分于此前的 “暗” （黑暗）。只是这 “光”和 “暗”还比较抽象，缺

乏规定性。当某个词语还未得到规定时，它就只能是 “纯存在”，就还未曾被赋予本质，就还只是抽

象的无规定物，它必须在被赋予本质中得到具体化地展开。这种赋予本质的 “称”，就是具体化的言

说，是进行规定，是那作为质料的纯存在或抽象物从其自然混沌状态中显现出来，或者说与他物区分

开来。这就是 “命名”，是 “这是什么”的概念思维的进行和完成。因此，“称”（ｃａｌｌｅｄ）就是 “命

名”（ｎａｍｅｄ），是个体从集体中的出场，是召唤事物进入语词之中，是让 “这 （物）”从 “类名”的

无规定状态被确切地赋予规定性的 “单名”，例如 “恒星”是类名，“太阳”就是 “单名”。单名在

具体化的称名中被规定，如 “这个 （孩子）”被 “称”为 “张三”，“张三”就是单名。单名的具体

存在让其从更大的抽象的类存在中被凸显出来，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次具体规定性的 “称”或 “命

名”而实现海德格尔所言的 “召唤”（ｄａｓｎｅｎｎｅｎｒｕｆｔ），即 “召唤者当然有所唤而来。它于是把先前

未被召唤者的在场带入某个切近处。但由于召唤有所唤来，它就已经向被召唤者召唤了”①。

因此，口语化的 “称”（ｃａｌｌｅｄ）或 “称之为”从书面语来说就是 “命名” （ｎａｍｅｄ），“称”的
单字就可以转化为 “命名”的动宾式合成词。 《说文》释 “命”： “使也，从口从令。”朱骏声按：

“在事为令，在言为命，散文则通，对文则别。” “命，道也，命名也。”② 这些解释表明 “命”是即

将对事物进行具体化规定的过程或行为。又 《说文》释 “名”：“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

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③ 这里的 “名”就是已经被具体化规定的事物的 “单名”，并且在言 “名”

的时候，说明 “命名”或 “自名”就是因为傍晚是光明趋于消逝而黑夜即将到来之时，当作为具体

事物标记的 “单名”被 “说出”，那即将沉入自然混沌无法区分状态的个体在这 “命名”或 “称名”

中就得以再次显现与出场。可见，“称”或 “命名”就是人对其存在的确证，是存在者之存在得到召

唤和出场。

在犹太－基督教奠基的西方文明的开端处，上帝 （Ｇｏｄ）使用语词 （ｗｏｒｄ）的道说 （ｓａｉｄ），就
是逻各斯 （λογοσ／Ｌｏｇｏｓ）语词中心主义的神话叙事的建构和确立，是世界的创造 （ｃｒｅａｔｅｄ），是词
语ｗｏｒｄ的肉身化，是存在之抽象到本质之具象的展开，是 《创世记》开篇上帝为万物的命名／称名
（ｎａｍｅｄ／ｃａｌｌｅｄ）。这命名包含着概念的三个环节：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④。作为概念思维的运作，
命名同它自身的否定的统一，“作为自在自为的特定存在，就是个体性，构成它 （概念）自身的联系

和普遍性”⑤。从 《创世记》到 《约翰福音》的突出问题就是对 “语词”之 “命名”的 “概念”思

维的关注。这种 “概念”思维就是从自然的直接世界进入理性的间接世界，就是为存在着的具体事

物赋予具有标记性的符号或名称，从而得到普遍性、特殊性与个体性的统一。命名作为概念就是一种

综合着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思维运动，就是在一种形象的故事中抽象出名称而后上升为精神的理念。在

《圣经》开篇 《创世记》中，就有着这种从形象世界走出，而开始自我规定的 “概念”萌芽。这种

萌芽是在神和人都同样运用 “语词”的 “称名／命名”（ｃａｌｌｅｄ／ｎａｍｅｄ）中实现的：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 （ｃａｌｌｅｄ）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

一日。（创１：５）
“概念”的萌芽就是 “秩序”的分化，是普遍性中出现了规定性和特殊性。在上帝的第一次概念

的命名 （ｃａｌｌｅｄ／ｎａｍｅｄ）中， “时间”秩序出现。 “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 （Ｇｏｄｃａｌｌｅｄｔｈｅｌｉｇｈｔ
“ｄａｙ”，ａｎｄｔｈｅｄａｒｋｎｅｓｓｈｅｃａｌｌｅｄ“ｎｉｇｈｔ”），“光”（ｌｉｇｈｔ）是在上帝的 “道说”（ｓａｉｄ）中被创造，这

７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年，第１２页。
［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８４５页。
同上，第８７２页。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第３３１页。
同上，第３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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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光明显现的可被看视的 “感官化”的 “空间”状态必须得到 “精神”的命名，从而得着一种规定

性和特殊性的符号化确认，进入 “非感官化”的 “时间性”维度，这种被 “道说”的 “光”便被

“命名” （ｃａｌｌｅｄ／ｎａｍｅｄ）为 “昼” （ｄａｙ），以区别于 “光”被 “道说”创造 “前”的 “黑暗”

（ｄａｒｋｎｅｓｓ）。当然，基督教神学家不会承认这 “光”被 “道说”之 “前”，因为 “前”是一个时间性

表述，在基督教神学家看来，不存在创世之前的时间，时间只是在上帝创世的那一刻开始。无疑，基

督教神学的时间意识是非常现代的，即否定物理时间，否定亚里士多德的古典客观时间，时间只有从

创造和做工的视域中来观照才能显示其意义，如果依照费尔巴哈所说 “上帝就是人的本质”，那么这

“神”的 “时间”实际就是 “人”的时间，不存在 “神－人”关系之外的时间。
在海德格尔看来，时间性是源始的、自在自为的 “出离自身”本身。将来、曾在、当前等现象

是时间性的绽出 （ｅｋｓｔａｓｅ），时间性的本质即是在诸种绽出的统一中到时①。在 《时间的政治》中，

英国学者彼得·奥斯本谈到了利科对于时间问题的理解，即 “历史时间是以三重叙事模拟的形式

‘把生活时间 （ｌｉｖｅｔｉｍｅ）（重新）刻印在宇宙时间之上’”，这三重叙述模式包括 “预塑 （ｐｒｅｆｉｇｕｒａ
ｔｉｏｎ）历史时间的叙事结构”“通过叙事结构塑造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历史时间”“在 ‘读者’经验的基

础上重塑 （ｒｅ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生活时间”②。借此，彼得·奥斯本认为叙述时间是联系历史时间和生活时间
的媒介，而这三重时间的统一，就构成了有机的宇宙时间图景。《圣经·创世记》开篇的上帝创造宇

宙，就确立了宇宙时间作为具有创生性质的源始时间就同时具有其绽出性质，具有历史时间、叙述时

间和生活时间的统一性。首先，这里的神创宇宙时间是一种明确的叙述时间，是借助神话和宗教确立

其叙述的权威，但这种神圣叙述时间又构成西方基督教神学历史或文明史的基础，因而成为西方历史

时间的内在脉络，支配着西方历史的叙述，同时决定着欧洲基督徒的生活，构成生活时间的内在神圣

性的依据。这种在时间性绽出中的叙述时间、历史时间和生活时间的统一，也使基督教神学时间迥异

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所确立的物理时间和客观时间，成为从此在出发的生存时间或生活时间的基础。

这种神创时间的绽出性也道明了海德格尔所说的 “无”对于此在的 “不”，此在的 “不”即是 “超

越”，这就指向了此在生存之根底的空空如也。正是这一空空如也的 “无”构成了此在生存的无限可

能性的 “不”之背景，是源始的生存 “尺度”。因此，海德格尔重视从 “有 －无”之辨出发，特别
是从他的 “无”论方面来把握 “时间性”的意义，进而来把握 “时间”的意义。此在是时间性的，

也建基于无的基础，它使无成为一种超越性的意向对应物。

《圣经》的神创宇宙时间观念就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有着其内在呼应，正如海德格尔所说：

“实际上，时间现象———如果从一种更为本源的意义加以理解———是同世界概念，因而也就同此在结

构自身联系在一起的。”③ 历史和世界从本质上就是在关于此在的时间叙述和时间视域中开展的，因

此，西方文化中关于空间的思想也是后于时间的。这也体现在 《创世记》开篇的叙述中：

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情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

上，有早晨，是第二日。（创１：７，１：８）
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创１：１０）
如果说在上帝的第一次创造， “时间”秩序被显现，那么在神秘 “语词”的后续耕作中， “空

间”秩序也得到区分：“神称空气为天”（Ｇｏｄｃａｌｌｅｄｅｘｐａｎｓｅ“ｓｋｙ”），“神称旱地为地”（Ｇｏｄｃａｌｌｅｄ
ｔｈｅｄｒｙｇｒｏｕｎｄ“ｌａｎｄ”），“称水的聚处为海”（ａｎｄｔｈｅｇａｔｈｅｒｅｄ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ｃａｌｌｅｄ“ｓｅａｓ”）。相较于最初的
直接创造事物的道说 （ｓａｉｄ），上帝的概念化的 “命名” （ｃａｌｌｅｄ）是另一次更为巨大的裂变。 “天”
（ｓｋｙ）“地”（ｌａｎｄ）“海”（ｓｅａｓ）的概念化 “命名”，就是这三种存在者进入到 “神－人”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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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７年，第３７５页。
［英］彼得·奥斯本：《时间的政治：现代性与先锋》，王志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年，第８３页。
［德］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基本问题》，丁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８年，第３７６页。



Ｃａｌｌｅｄ：存在的命名和物的出场

世界，就是黑格尔意义上的 “绝对精神” “绝对理念”的显现。随后，最重要的 “命名”即 “人”

的命名被重点记述：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创２：
７）

在 《圣经》英译本中，只有小标题处有 “ＡｄａｍａｎｄＥｖｅ”，这句的正文是 “ｔｈｅＬＯＲＤＧｏｄｆｏｒｍｅｄ
ｔｈｅｍａ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ｄｕｓｔｏｆｔｈｅｇｒｏｕｎｄａｎｄｂｒｅａｔｈｅｄｉｎｔｏｈｉｓｎｏｓｔｒｉｌｓｔｈｅｂｒｅａｔｈｏｆｌｉｆｅ，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ｎｂｅｃａｍｅａ
ｌｉｖｉｎｇｂｅｉｎｇ”。正文虽没有 “名叫亚当”（Ａｄａｍ）的明确命名，但男人 （ｍａｎ）和亚当 （Ａｄａｍ）都来
自象征绝对精神和绝对主体的上帝，这个 “人”（ｍａｎ）是一个活人 （ｌｉｖｉｎｇｂｅｉｎｇ），先天性地秉有上
帝吹来的那一口 “生气”（ｔｈｅｂｒｅａｔｈｏｆｌｉｆｅ），这意味着一个半独立的 “人”出现了，有和上帝相通

的 “灵”，还有属于自己的 “名”。精神、身体、名称第一次获得统一形式，人的存在 （ｂｅｉｎｇ）得到
昭显。而这个 “人”的完全独立则有待于他自己获得独立和自主 “命名”世界和万物的权力。

二、Ｃａｌｌｅｄ／Ｎａｍｅｄ（称名／命名），物的到来：自由意志的概念化彰显

在 《圣经》文本中，上帝首先以筣的语词的 “道说” （ｓａｉｄ）创造了这个世界，随后以语词的
“命名／称名”（ｃａｌｌｅｄ）对世界作出区分，让万物得以在命名中出场和显现，并被带到人的近旁。上
帝还同时将这 “称／命名”的权力授予了人：

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甚么。那人怎样叫

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创２：１９－２０）
“称／叫／命名”就是文明的肇始，是在注重概念、秩序和区分中指向存在者的存在之出场。在

《耶拿讲稿》中，黑格尔分析了亚当 “命名”神话所展现的精神的主权问题：“这是什么？我们答道，

它是一头狮子，一只猴子，等等。这即是说，它是 ［成为什么］……确切说，它是一个名字，由我

的声音而造成的一种音响，某种与其看上去完全不同的东西———而这 ［作为被命名者］是其真正的

存在……不过，由于这名字，对象已经成为自我而出生 ［并已经呈现为］存在 （ｓｅｙｅｎｄ）。这是由精
神 （Ｓｐｉｒｉｔ）所实现的首要创造性。亚当给予所有事物一个名字。这是 ［精神］的主权，其对于全部

自然的首次把握———或者说出自精神 ［自身］的自然创造……人向作为他的所有物的事物讲话。”①

这种作为 “存在者”之出场的 “命名”，意味着精神因符号化的表达而获得自由和独立的过程，也是

“精神主权”或曰 “自由意志”的彰显过程。在 《创世记》中，当 “人” （ｍａｎ／Ａｄａｍ）被命名后，
上帝把 “命名”的 “权力／能力”赋予人，实际就是人从自在状态走向自为状态的过程。无疑，上帝
让人为万物 “命名”，具有深刻的宗教神话的隐喻意味，那就是 “语词”之 “命名”让万物作为存

在者的 “存在”（ｂｅｉｎｇ）显现和出场。这响应于最初上帝的 “语词”的 “道说”让万物 “存在”起

来，“命名”则让万物的 “存在”显现到人之前来。

在 《创世记》中，因 “道说”（ｓａｉｄ）而创造世界，因 “称名”（ｃａｌｌｅｄ）而规范世界，“名”便
具有了标示事物起源与出生的神圣性。 “神”的 “称名”，就是世界最初的概念化，是世界的 “初

名”。初名是神圣的。据人类学家研究，重视初名几乎是每个民族文明初始期就有的一种神秘身份区

分意识的自觉，如印第安人极重视初名，一般情况下既不能说自己和他人的名，更不能说死者的名。

在原始民族那里，神圣的 “名”既是个体生命的标识，又是某种身份确认，具有自然、社会和历史

的渊源，能保护或危害它的拥有者。列维·布留尔指出：“名字从来就不是无关紧要的东西…… ‘名

字意味着一种亲族关系，因而意味着一种庇护关系；恩惠和襄助取决于名字的来源，看这名字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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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Ｈｅｇｅｌａｎｄ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Ｓｐｉｒｉｔ：Ａ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Ｊｅｎａ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Ｓｐｉｒｉｔ（１８０５－６）ｗｉｔｈ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ｐｐ８９－９０．中文翻
译参考耿幼壮：《文学的沉默———论布朗肖的文学思想》，《外国文学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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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于氏族或者在睡梦中道出了这名字的幻象。’”① “名”从诞生始就意味着人与自然、家族、宗教

联系的神秘力量，并可能决定预示着人的命运。

“名”在古代社会虽普遍具有神圣性，但 “名”从附属于生命的自然关系摆脱出来，形成能指符

号的清晰概念体系，却主要是在希腊希伯来文明传承下的西方文化体系。实际上，侧重概念中的命名

世界和令万物出场，并不是世界文明发端的唯一方式；侧重行动中的身体自觉和实践经验，同样是实

现人与世界的区分而开启文明的另一种重要方式。比如，在属于东方文明的中国神话中，无论 “盘

古神话”还是 “女娲造人”，神的 “行动”都先于 “语言”，甚至看不到 “语言”，盘古的肉身化成

这个世界，女娲抟黄土造人，但没有 “说” （ｓａｉｄ），也没有对世界进行 “称名” （ｃａｌｌｅｄ）。“盘古”
“女娲”等创世神或救世神都是 “沉默的神族”而非 “言说者”，似乎有一种 “无言的沉默”和 “行

动着的力量”。如 《太平御览》卷二引三国人徐整 《三五历纪》载：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

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

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②

《绎史》卷一引徐整 《五运历年纪》云：

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

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

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氓。③

盘古的创世是一种自然缓慢的生长和演进过程，缺少创世过程的清晰性，这种清晰性的缺乏主要

源于主客体的未曾分离，缺少作为创造者的神给这世界的概念化命名。盘古始终内在于这世界，他最

初在天地中，在世界创造完成以后，他又融入这世界。这种从上古神话中奠定的 “无言”根基从根

本上塑造着中国文化注重 “得意忘言”“言不尽意”“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悠久历史传统，与西

方文化注重语词和概念的清晰性、规范性，注重言说和命名的传统明确区分开来。正如手冢富雄指出

的：“我们的语言缺少一种规范力量，不能在一种明确的秩序中把相关的对象表象为相互包涵和隶属

的对象。”“我们受到欧洲语言精神所具有的丰富概念的诱惑……”④ 这种欧洲语言的丰富概念在古希

腊哲学尤其亚理士多德那里已经备受关注，但以 《圣经》为基础的基督教在后来的充分发展中才将

希伯来文明的抽象思维与古典哲学关于语言的思考结合起来。欧洲以符号的清晰性概念语言进行

“命名”写作的传统，使其明显区别于中国自先秦以来以形象的模糊性的行为语词进行 “非概念化”

写作的传统。因此，《创世记》的上帝以 “语词”“道说”（ｓａｉｄ）“命名”（ｃａｌｌｅｄ）这个世界，和中
国神话以 “身体”演化出这世界，存在着 “语言中心主义”与 “身体中心主义”、“概念化”与 “非

概念化”的分歧。

欧洲人的概念化思维和中国人的非概念化思维的分野，造成了中西方思想在书写方式上的不同发

展道路。当 《圣经》在明确的概念命名中，确立了对于世界和万物的区分时，我们的思想史具有一

种强烈逆反概念命名的努力。在中国先秦思想中，道家明确反对 “名”的确立，如 《老子》在其开

篇中就明确指出 “可名也，非恒名也”“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 （帛书本第１章）
“寻寻呵，不可名也，复归于无物”（帛书本第１４章）“道恒无名，朴，虽小而天下弗敢臣”“名亦
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帛书本第３２章）。先秦儒家则有条件地承认 “名”的作用，如

《论语·子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从礼乐政治的角度承认名的作用。但从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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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年，第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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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ｌｌｅｄ：存在的命名和物的出场

上层次看，儒家同样认为 “天”或 “道”是 “无名”或 “无言”的，如 《论语·阳货》“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其他如名家也有 “离坚白” “白马非马”等关于 “名”难符

“实”的论说，杂家 《吕氏春秋·古乐》也认为 “道”是 “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在先秦各家思想

中，万物之母或难言之道都是无法完全被命名的。秦汉以后，这种思想仍旧得到延续，如董仲舒同样

提出 “名生于真，非其真弗以为名”“名则圣人所发天意，不可不深观也” “名号之正，取之天地”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万物载名而生”（《春秋繁露·天道施》）。

中国思想文化虽也有着 “命名”观念，但从根柢上是和 “身体化”的现世践行密切联系的。美

籍华裔学者孙隆基认为，“中国文化是把单个的 ‘个体’设计成为一个 ‘身’……在中国文化里，既

然没有个体 ‘灵魂’的设计，因此，将 ‘个人’只当作是一个没有精神性的肉体” “中国人的精神

形态却是由这个 ‘身’散发出去的 ‘心’之活动，亦即是克服人我界限的 ‘由吾之身，及人之身’

的心意感通”① “中国人的精神形态既然必须透过集体关系才能去完成” “所谓 ‘身体化’的存在，

就是指整个生活的意向都导向满足 ‘身’之需要”②。且不论孙隆基对中国文化 “身体化”的褒贬倾

向，应当承认中西文化在 “身体化”和 “概念化”方向上有重大差异，而这种差异预示了对于认识

人之存在处境的分歧，即究竟是 “语言”“概念”让人成为人，亦或 “行动”“实践”让人成为人？

如果中国神话预示了只有行动和身体是人的存在之维，那么 《旧约·创世记》就展示了西方文化的

一个认识论维度，即 “语言”“概念”构成了人之存在的地平线和生存处境，“语词”之 “命名”让

“人”成为 “人”而有别于 “物”。人就是在上帝的 “语词”之 “道说”和 “命名”中被创造。从

这个意义上说，“语词”获得一种超越普通 “人言”的神圣性，即日常的 “人言”通乎创世的 “圣

言”，通乎上帝之 “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将上帝的 “说”（ｓａｉｄ）和 “称”（ｃａｌｌｅｄ）名之为
“道说”（ｓａｇｅ），即 “与让显现和让闪亮 （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ｅｎ－ｕｎｄｓｃｈｅｉｎｅｎ－ｌａｓｓｅｎ）意义上的显示 （ｚｅｉｇｅｎ）
相同”③。这神圣的 “道说”（ｓａｇｅ）有别于沾染各种偏见功利的 “人说”（ｓｐｒｅｃｈｅｎ），成为 “大道”

（ｅｒｅｉｇｎｉｓ）的显示运作。

三、Ｃａｌｌｅｄ／Ｎａｍｅｄ（称名／命名），乌托邦的向往：命名的神圣和危险

在 《创世记》的后续篇章和 《约翰福音》的继续书写中，道说、命名的概念化思维得到进一步

强化。然而，其隐藏的逻各斯语词中心主义的神话叙事危机也逐渐被显露。在 《圣经》文本中，源

自上帝而来的命名问题主要从两个方向得到体现：一是命名指向上帝之存在而得到肯定，这可以被看

作西方文明不断寻求根源性的动力所在；二是命名指向世俗的存在者而被否定，这可以被视作西方文

明难以解决现世生活困境的原因所在。如 《创世记》载亚当后代子孙造巴别塔传扬世俗的名，在进

入世俗生活中所遭遇的困境，这导致了神圣之名的被遮蔽，从而引来上帝干预 （隐喻坚守神圣文化

根基）的故事：

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耶和华说：

“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

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

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
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注：就是 “变乱”的意思〕（创１１：４－９）

这段宗教神话似乎隐喻着指向 “上帝”之 “名”的神圣与指向 “人类”之 “名”的僭妄。“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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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５—１６页。
同上，第２５页。
［德］海德格尔：《从一次关于语言的对话而来》，《海德格尔选集》，第１０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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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通天”隐喻着人类妄图以有形的工具或阶梯走近上帝，而忘记人应当通过内心的悔罪和对上帝的

虔信以获得救赎。“传扬我们的名”意味着世人只知道传扬世俗的名，而忘记上帝的名。上帝／我们，
构成了神圣／世俗的二元区分，一种无法逾越也不应当被逾越的界限不断被强调。“免得我们分散在
全地”，这就是我们 （世人）公然对抗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上帝 （神圣）施予人的流散命运的惩罚。

这则宗教神话就是关于 “命名”的故事，就是喻指着人可能在 “成名”或 “命名”中僭越神圣，从

而造成 “圣言”或 “神道”的失落，同时也隐喻着西方文明中的绝对精神主宰的历史，那就是超越

“身体”的物质性关注以实现对于终极存在的超越。正如伽达默尔所指出的，巴别塔的故事表明了语

言对人类生活的根本意义①。这种语言的根本性意义，实际上更属于西方文明。相较而言， “语言”

之于西方，“身体”之于东方，二者具有同样的本源性意义：从 “语言”出发，犹太－基督教的宗教
神学系统构造了西方的 “命名”神话和彼岸超越；从 “身体”出发，西周 －春秋的礼乐文明系统构
造了东方的 “实践”话语和人间生活。

《创世记》的 “命名”神话在 《约翰福音》中再次被强化。《约翰福音》的作者认为，凡是被确

认并需要被铭记的 “名”只能来自 “上帝”。上帝乃是那最高的绝对的存在，是绝对的理念和精神，

也是万物之名所从出的恒名和绝对之名，亦或说是 “圣名”：

凡接待筣的，就是信筣名的人，筣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约１：１２）
“凡接待筣的，就是信筣名的人”明确将耶稣基督向我们在现世显示的 “存在”和筣的 “圣名”

融合为一，因为信筣的 “在”和 “名”，基督就赐予世人以权柄，让世人晓得上帝，并能重新成为神

的儿女，以摆脱自己被魔鬼劫持的命运。耶稣基督就是上帝语词之 “道说”和 “命名”的肉身化。

“这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

的荣光。”（约１：１４）在人的信上帝的 “名”中，“语词”“命名”“存在”的神力就像一道光，划

破黑暗。摩西的律法就是凭藉上帝的圣名而成就的，基督则将这神的律法显示给人：“律法本是藉着

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

来。”（约１：１７；１８）
对于西方文化中贯穿始终的 “语词”的 “命名”问题，福柯在其名著 《词与物》中作过深度诠

释。福柯认为，词与物的不同关系配置形成不同时期的知识以及各时期知识都要遵循的一种 “知识

型”（ｅｐｉｓｔｅｍｅ）话语规则②。这主要有三个时代的知识型： “相似” （ｒｅｓｅｍｂｌａｎｃｅ）时代的知识型
（从中世纪晚期到１６世纪末），注重事物的相似性；“表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时代 （１７－１８世纪）的
知识型，注重事物的差异性；现代 （１９世纪）知识型，注重事物的历时性。“语词”就是标记着世
界的相似性、万物的差异性及其历时性变迁的符号印记，当 “语词”成为知识的独立对象时，分析

语言就和分析其他事物处于同一层次。在传统 《圣经》研究中，神学家常常误入歧途，误将 《圣经》

神话和宗教叙事看作是一种关于起源的真实历史叙事，总是试图 “在不相称的事件之间建立什么样

的联系”，而未能看到 《创世记》作为一种 “语词”存在提供给我们的只是掺杂着各种断裂、变化而

非连续的知识型话语，没有看到我们应当避免 “时代”“世纪”等宏大分类单位，以注意到在历史连

续性理论背后有一个主体在操纵、涂改着历史。

区别于传统历史研究在事件之外的社会、文化、制度中寻找问题答案，福柯在 “考古学”所着

手的任务注重把事物看成是一套符号体系，认为历史的各个事件本身是一些独立的不受外部影响的运

行规则和话语系统。历史就是这些话语系统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在什么秩序空间内知识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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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加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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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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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出来，在什么历史前提并按照何种确实性原则，观念得以显现……”① 正如同罗兰·巴特所指出

的，写作就是构建 “语言的乌托邦”②。在 《圣经》的命名神话中，一种独立的作为语词叙述的乌托

邦的秩序逐渐得到确立，借耶稣基督之名所创建的以罗马为中心的基督教会，成为人类建造在世间的

一座 “新巴别塔”。它曾团结着欧洲的基督徒，形成对于他种文明和社会的自认为中心的优越感，但

傲慢和自负成为其假托上帝之名的僭越性的精神元素，欧洲人在自诩为上帝子民的矜夸中堕入世俗之

名而远离圣名，世俗的道德也从此远离了神圣道德。

或许，从历史来看，《圣经》从 《创世记》开始，就是一部关于 “乌托邦”的文学经典与写作

示范，我们不必纠缠其中的每个事件和细节，而是应当关注叙述者在向我们指引的语词符号、上帝命

名、存在显现的同一中去发现西方文明挣脱自然身体以进入精神概念的历史轨迹与内在秘密。正是在

这个语词替代真实的神话或宗教历史叙说中，神的 “道说” （ｓａｉｄ）创造世界，神和人的 “命名”

（ｃａｌｌｅｄ）共同联系和区分着历史。这 “命名”（ｃａｌｌｅｄ）的概念升华让 “道说”（ｓａｉｄ）的神圣踪迹渐
行显露，并让西方的历史进入到对象化、概念化与规范化的运作。这也是近代以来东方人 “受到欧

洲语言精神所具有的丰富概念的诱惑……”③ 向西方学习的根源所在。当然，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当

欧洲人以 “圣名”构建起其在世俗生活中的乌托邦时，他们就将其宗教教规桎梏着的世俗生活美化

成天国的生活，神圣／世俗的二元区分既在固化着一种疆界，形成对于人间感性生活与艺术的蔑视，
又往往在借上帝之名为世俗生活命名时混淆了圣名与俗名的界限，禁忌与僭越已然构成欧洲文化元素

的难分难解的极具冲突性的主题。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人逐渐发现其纯概念化思维的弊端，也在学习

东方的非概念化思维的缘发性思想。一种 “身体化”注重现世 “生存体验”的东方思想及其实践，

或许可以为西方文明提供某种突破困境的出路。当然，这是另一个层面需要探讨的问题了。

四、命名与自由意志：精神的出场和身体的隐没

上文指出，上帝将 “命名”（ｃａｌｌｅｄ／ｎａｍｅｄ）的权力赋予亚当，意味着人的 “自由意志”和 “精

神主权”的确立。正是在ｃａｌｌｅｄ／ｎａｍｅｄ确立的命名传统中，才有了 ｃｏｎｃｅｐｔ（概念）的区分。当神道
说 （ｓａｉｄ）时，有了 “光”。但这 “光”只是一个语词，是一个没有得到规定的纯存在，这就必须有

称名／命名。只有命名，纯存在才会得到规定，才会有万物 （世界）的出场。当神称 （ｃａｌｌｅｄ）光为
昼、暗为夜时，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关于 “种 ＋属差”的概念定义法得到明确。比如，我们定义昼
就是一种可见的有光的状态，也可以将光定义为能够让我们看见外物的白昼状态；还可以同样的方式

来规定 “暗”或 “夜”这两个语词。因为这种规定，概念思维就产生了。亚里士多德从一般的概念

思维角度来谈语词的命名问题，只是经由奥古斯丁的 “自由意志”概念，才得彰显人的本质甚至上

帝的本质。

因此，何谓上帝？何谓人？这样的发问不能从作为物的角度来看待上帝和人，而当从 《创世记》

的 “道说／言说”（ｓａｉｄ）“称名／命名”（ｃａｌｌｅｄ／ｎａｍｅｄ）“做工／践行”（ｍａｄｅ）所隐藏和贯通的 “自

由意志”来让上帝和人出场，亦或上帝与人将在 “道说”“命名”“践行”所贯通的 “自由意志”中

自动显现，上帝和人都是自由自在者。当上帝在造人之初为人吹了一口气时，神之灵和人之灵就相通

了。这种相通体现在自由意志所贯通的 “道说”“命名”“践行”。上帝道说，上帝称名，上帝做工，

这完全是自由自主的决断，上帝不同于人的地方只在于筣的自由自在超越了时空限制，不受时空限

制，不受阻挡和诱惑，是全能和绝对的善的根由。人却受到时空的限制，人的自由意志只能在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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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条件中言说、命名和践行。上帝给予人的最重要能力，其实既不是言说 （ｓａｉｄ），也不是做工或
践行 （ｍａｄｅ），而是 ｃａｌｌｅｄ（称名／命名）。这三种能力是上帝造人之初就赐予了人的，但言说
（ｓａｉｄ）、做工或践行 （ｍａｄｅ）似乎没有引起上帝特别关注，而 “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

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它的名字”（创２：
１９），因为 “称名”（ｃａｌｌｅｄ）而有 “名字”（ｎａｍｅ），充分体现了人从上帝那里获得的命名权。这种
命名权是一种独立自主的权力，它的根据只能在 “自由意志”那里。

从 《创世记》的 “命名”（ｃａｌｌｅｄ）神话出发，不但能够界定自由意志，而且能够再次界定上帝
和人。自由意志就是人所本有的一种命名的能力，包括为自我命名、为万物命名。这种命名让言说得

到区分，并必然带向具体的实践，我们也由此可以界定人。人就是凭借其自由意志能在言说中以命名

的方式来自我立法并付诸实践者。在言说、称名、做工中，称名是与自由意志更直接相关的，体现了

一种立法者的自觉和自我规定，这就是黑格尔所强调的人的 “精神主权”。正是在命名中，人将自己

和万物和他人区分开来，并明确自己的权利和责任，人从自然的产儿而成为他的自由意志的规定者、

自我权能赋予者和对应责任的承担者。只有具有自由意志的人，才具有命名的能力，也就是概念思维

的能力，也才有 “我知道些什么，我应该做些什么，我期待些什么，人是什么”的逐层问题的推进。

康德的这四个问题都围绕着 “人是什么”的命名和概念来展开，都内含着自由意志的自我立法和自

我规定，而最后一个问题是导出前三个问题的基础和根据，人在自我命名中真正出场。

相对于 “命名”的就是未被命名的 “无名”，或虽有名却不将名示于他人的 “匿名”状态。“无

名”是事物还未曾得到语言的符号界定的混沌，它必然造成 “有名”的人文理性的恐慌。古希腊神

话中的混沌神卡俄斯 （Ｃｈａｏｓ），在罗马诗人奥维德 《变形记》中就被描述为 “一团乱糟糟、没有秩

序的物体”，它必须被突破；在 《庄子·应帝王》中，中央之帝混沌就被代表着文明理性的南海之帝

倏与北海之帝忽要强行凿出 “七窍”，形成一种由命名所带来的概念和秩序的清晰。无法归属于

“人”或 “兽”的斯芬克斯在古希腊神话中也必须死，因为这种人兽不分的混沌无法见容于理性。

“匿名”则是已自我命名或被命名者的一种自我隐藏状态，这种隐藏不是作为身体的物的隐藏，而是

作为概念的名的隐匿，是使自己处于不可见之中，有助于让自己成为监视者而他人却处于被监视状

态。在网络化社会或现实社会，“无名”或 “匿名”就是使自己处于对话和交流中的上帝一方，使自

己在公开场合的任何出格言行，都不会带来现实的不好的后果，因为他 （她／它）是匿名或无名的，
你无法规定和确认他，他只有空泛地说、无法被确认、也无法承担责任，或者说只有虚拟的假名所承

受的虚假责任。因此，公共权力不能匿名，平等的权力主体也不当匿名，因为匿名或无名状态显然会

降低公共权力和自由主体的可见度，并导致公共社会的信任基础瓦解。但对于那些相对于强大公共权

力或强大力量的弱者，却应当允许其有匿名的权利，这种匿名将有助于弱者的自我生命的有限保护。

这样，“命名”就具有秩序和法则的规定性与明确性，因而也必然具备着自我必须承担责任或强

者施加于弱者的强制性。更强大者总是具有更大的命名权，人类享有为万物的命名权，文明社会享有

为被视作野蛮社会的命名权。命名就是黑格尔所强调的 “精神主权”。这种精神主权具有否定中的肯

定，就是 “黑格尔所描绘的语言的否定性其实仍然是对精神性的肯定，即肯定精神是一种较之单纯

的接受而更高的活动。这也就是说，否定事物作为一种现存的存在同时也就意味着否认其只是以纯粹

的感知直觉而进入我，从而使全部意义向我展开”①。这种命名也将极可能导致某种同质化的倾向，

丧失被命名者的丰富的血肉。因此，以古希腊、古希伯莱为导源的西方 “命名”文化隐藏着其极大

危险。正如布朗肖 （Ｂｌａｎｃｈｏｔ）在谈到亚当与夏娃的故事时所指出的，“这个女人”失去了其活生生
的存在，因为 “对于我来说，够说出 ‘这个女人’，我必须以某种方式夺走其血肉的现实性，使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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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种不在场，使其消失”①。这样，以文学的方式来持留一种未被文明理性所压制的 “无名”或

“匿名”状态便又有了必要，也就是布朗肖所强调的文学空间以一种 “无名的无处”② 的方式召唤被

隐蔽的血肉的身体的出场和显现，神的语词之说和命名到人之说和命名，“是一种荣耀的透明”，“是

欢庆，而欢庆就是颂扬”，是 “光芒四射的纯粹的消耗”，这也是布朗肖所说的 “绝无仅有的语言”

“黑夜和寂静在其中表现出来而不中断也不显露”③，对于文学作品的体验就是对于幽晦和夜晚的体

验，“是夜的体验本身”④。

文学是抵抗而上学哲学对于生命的血肉丰富性进行同质化掠夺的对手。《创世记》的 “命名”神

话实际寓藏了哲学概念思维中的文学张力场。如果说概念思维是对于混沌物质世界的否定，那么文学

的神话式感性化言说，再次形成对于这种形而上学概念化思维的否定式表达，构成语言之身体即语言

的物质性的复活。语言有其本身的物质性，有其词语、字母、音素、声音、形状等。在布朗肖看来，

这种物质性正是可以将事物重新从概念中补救出来的良方。西方现代诗歌的发展就是词语的声音、语

词的联结形式，甚至诗的排版形式都被给予高度关注并被构造为诗的 “物质”的过程。⑤ 文学艺术的

语言构造了一条通向 “匿名”的隐蔽道路，它通过语言的否定性而不断使语词与实物分离，同时又

具有肯定的面向，是对现实性的关注；它致力于通过恢复语言的无形式的物质性，将现实中这些无法

进入语言之意义秩序的在场，即列维纳斯所说的 “阴影”打捞出来。正如洛雷特阿蒙或萨德这样的

散文家或小说家”采用的 “非人的语言、物质的语言、通向匿名的语言、追求晦义的语言”，从而达

到对于文学语言的根本特征的把握，即对于 “晦暗深远而不能用理性所把握”世界的进入和体察。⑥

五、余　　论

在对 《创世记》“命名／称名”（ｃａｌｌｅｄ）一词的读解中，语言、神话、宗教、哲学、文学关于它
的多层次意义得到彰显。“命名”关乎从自然到文明、从混沌到秩序、从无名到有名、从隐蔽到显现

之路，也是一条召唤和出场的路，人的 “精神主权”和 “自由意志”于此确立。《圣经》从 《创世

记》到 《约翰福音》的 “命名”故事，昭显着某种独特的概念思维能力，它以这种能力来自上帝恩

赐的神话或宗教神圣宣示，表明命名所具有的超越性维度；它让人得以超越大地，进入苍穹的神圣，

意味着人从自然的必然束缚中获得自由的解放；它把无名的混沌源初带向了清晰可辨的秩序。

然而，这种 “命名”在否定 “物”而肯定 “人”之中，又必须实现对于 “人”的再次否定，人

的概念化形而上学化的言说，可能建构出一个虚拟的不受限制的自由王国。这是自由的逾越界限，就

是 “命名”权的滥用，就是 “巴别塔”的建造。《创世记》以神的重新降临和变乱人的语言来为人

的 “命名”或 “精神主权”的滥用设置障碍和边界。“读解 ‘圣言’（ｗｏｒｄｏｆｇｏｄ）的实质，既在于
质疑 ‘人言’（ｗｏｒｄｏｆｍａｎ）及其价值系统的有限性，也在于看护 ‘意义’本身。”⑦ 维特根斯坦指

出：“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⑧ 人当敬畏神，就是自觉到人之自由的有限，就是对于 “命

名”的权利和责任的双重确认。 《创世记》中神 “称名／命名” （ｃａｌｌｅｄ）世界到人 “称名／命名”
（ｃａｌｌｅｄ）万物，就是宗教的 “神创世”向人文的 “人创世”演绎。加达默尔指出：“在 《旧约·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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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ＳｅｅＭａｃｕｒｉｃｅＢｌａｎｃｈｏｔ，ＴｈｅＷｏｒｋｏｆＦｉｒｅ，ｔｒａｎ．ｂｙ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Ｍａｎｄｅｌｌ，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１９９５，ｐ．３２２．
［法］莫里斯·布朗肖：《文学空间》，顾嘉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第１６０页。
同上。

同上，第１６２页。
王嘉军：《“ｉｌｙａ”与文学空间：布朗肖和列维纳斯的文论互动》，《中国比较文学》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同上。

杨慧林：《读解 “圣言”———神学解释学向现代解释学过渡的问题种种》，《外国文学评论》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序》，郭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年，第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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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记》中，上帝让人类的始祖按照自己的意愿命名世界上所有的存在物，以此赋予他对世界的统治

权，这一点意义十分重大。”① “人”是 “神”的最伟大的 “圣物”，很大程度体现在神将 “言说”

（ｓａｉｄ）与 “命名”（ｃａｌｌｅｄ）的权能赐予了人。
西方形而上学哲学的理性概念化思维，造就了强大的 “主体”之人，也抹杀了人的感觉、知觉

丰富性，表明某种形而下的感性的文学想象必须被保存和持纳。这既为 《创世记》这一综合文本所

展现，也为当代西方的文学实践与批评所重新提出。罗兰·巴特在 《写作的零度》中曾经指出 “文

学的写作仍然是对语言至善 （ｂｏｎｈｅｕｒｄｅｓｍｏｔｓ）的一种热切的想象……借助某种理想的预期作用，
象征了一个新亚当世界的完美”“文学应成为语言的乌托邦”②。这也是谢文郁所强调的语言、情感和

生存的关系中所隐含的真理的道路的问题，是语言在个体心灵中构造一种情感对象和信仰对象的方

法③。只是谢教授未曾指出这种语言的命名所带来的构造乌托邦的陷阱和危险。应当说，欧洲中世纪

的文学长期笼罩在宗教神话的乌托邦的梦中，既有教会权力的现世影响，也可视作 《圣经》神化

“语言”的持久影响的证明。旧亚当在伊甸园犯了罪、被驱逐，而对未犯罪以前的纯洁始祖的回归构

成欧洲人不断前进的动力源泉，文学的语言就是要在宗教乌托邦之外去续写这个文学乌托邦的梦。

因而，人类的历史就不单纯是行动史，更是语言的叙述史。真实的历史永远蔽而不彰，我们只能

从语言的碎片中去寻找话语权力构建的历史图像。这样，亚当 “怎样叫 （ｃａｌｌｅｄ）各样的活物，那就
是它的名字”（创２：１９），便不仅是随意和偶然，而是人因其言说、称名而创世的必然。历史不过是
人在言说、命名中的行动之展开。没有确定和绝对的本质，精神主权只有自由意志在语词的道说、命

名中，在现实的做工中才能获得实现。没有离开语词命名的抽象和绝对的自由意志。正如海德格尔所

说：“思与诗的对话旨在把语言之本质召唤出来，以便终有一死的人能重新学会在语言中栖居。”④ 诗

人的天职就是替神说话，呼唤人之失落的神性，就是在语词的命名中确立精神主权的劳作，以将人引

向终极栖居，找到回归家的路。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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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德］加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第６１页。
［法］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第５５页。
谢文郁：《语言、情感与生存———宗教哲学的方法论问题》，《宗教与哲学》２０１４年第３辑。
［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第３１页。



【编者按】近年来，荀子思想受到学界重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日益认识到孔子之后，荀学也是

形塑儒学主流传统的核心思想资源；但过去因为狭隘的道统意识和判教性叙述的误导，对荀学的研究

既不够客观，也不够充分。职是之故，本刊特邀三位专家围绕荀子学做专题讨论。复旦大学东方朔教

授重点考察了荀子对权力正当性的看法，认为在荀子的论述中，权力来源的正当性问题实际是被置换

为权力运用效果的合理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正副编审通过辨析 《荀子·解蔽》“大清明”一语

的内涵，指出荀子思想中德、智相通的特征和过去将二者截然分开的解释模式的问题。中山大学曾昭

式教授主要关注荀子的论证，通过辨析 《正名》篇关于 “正名 －用名”的叙述，从论证类型上指出
中国逻辑区别于西方逻辑和印度因明的特征。三位作者的观点曾在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９－２１日由北京大
学哲学系联合山东孟子研究院主办的 “早期儒家的实践智慧：从孟子到荀子的发展”研讨会上发表，

现以专题论文呈现，以期推进荀子学的研究。

荀子的政治正当性理论

———以权力来源为中心

东方朔

【摘要】有关荀子 “政治正当性”的主张，已经有许多有益的探讨。站在现代政治哲学的角度看，“政治正

当性”所预认的观念前提在于民众的自我意志的自由和自决，舍此，则任何权力的 “正当”或 “不正当”

皆无从谈起。正是从此前提出发，荀子在权力来源的问题上并不曾追问权力本身的正当性问题，而更多的

是在意统治者统治权力在效果上的合理性问题。造成此结果的原因，一方面与荀子重德的理论相关，另一

方面则与荀子对民众的看法紧密相连。

【关键词】荀子；政治正当性；权力来源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９）０５－０１１７－０９

作者简介：东方朔，江西寻乌人，哲学博士，（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复旦大学哲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荀子政治哲学研究”（１５ＡＺＸ０１０）

一

“政治正当性”是一个现代政治哲学的概念，以此概念为基础去探讨传统政治思想的得失，已然

成为当今学者常常致力的工作。有关荀子的政治正当性理论，学者也多有研究，且主张各异，看法不

一。本文无意对此作详细的检讨，但试图说明就此概念的现代含义而言，“政治正当性”所预认的观

念前提在于自我意志的自由和自决，舍此，则任何权力的 “正当”或 “不正当”皆无从谈起。正是

从这一前提出发，本文的内容有三个方面：其一，尽管我们可以用 “政治正当性”这一概念来说明

荀子的相关主张，但在权力来源的问题上，荀子并不曾追问权力本身的正当性问题，也可以说荀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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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之正当性问题有其特殊的关心和了解方式；其二，许多学者所论述的荀子的 “权力正当性”，其

实义乃是权力行使的合理性，换言之，荀子并不曾关注权力在 “根据”上的正当性，而只在乎权力

在 “效果”上的合理性；最后，文章检讨了荀子何以只重权力在效果上的合理性的原因。

那么，政治正当性问题是在何种意义上关联到荀子的思想论述？依荀子的说法，“人生而有欲，

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

以分之”（《荀子·礼论》）。在此，荀子已清楚表明，人类要实现自己的欲望和保证自身的生存，只

有依靠先王 （圣王）“制礼义以分之”；而圣王由于其优异的德能及其 “尽伦”“尽制”（《荀子·解

蔽》）的特点，可以获得人们的信赖，并带领人们摆脱 “争乱穷”的状态，实现和平、安全和秩序。

不过，荀子所说的圣王是 “尽伦尽制”的，在观念形态上类似于韦伯所谓的 “理想型分析”（ｉ
ｄｅａｌｔｙｐ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盖凡言 “尽”者皆就理想说。但从政治哲学上看，“尽制”必指向现实的外王层

面。例如，一个合宜的社会组织结构为什么是 “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

子·礼论》）？此 “等”“差”“称”的标准由谁来制定？又凭什么来制定？在何种意义上我们有服从

这些标准的道德义务？类似问题涉及到组织社会国家中的具体的权力结构安排，以及此权力结构中所

不可避免的支配和服从关系，因而，着力呈现此种权力结构中的 “支配 －服从”关系中的逻辑并非
是一项可有可无的工作。虽然依荀子的主张，我们似乎有足够的理由去承认圣王所建立的权力结构以

及国家制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相对于自然状态下人类 “悖乱而相亡，不待顷矣”（《荀子·性恶》）

的结果而言，没有比圣王的组织和安排更好的。然而，这种说法本身并没有终止哲学层面的追问，我

们需要给出一些坚实的理由来说明具体的现实层面上的权力统治如何能够获得道德的有效辩护，或者

说，我们需要有一种同样坚实的论证来表明我们有一种服从政治权力统治的道德义务，否则，类似

“凭什么支配、为什么服从”的疑问便始终会存在于人们的心灵之中。

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涉及到 “政治的正当性”问题。“政治正当性”（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一词原本
是西方政治哲学的概念，而对此概念所包含的具体内容的理解则头绪繁多，颇为复杂①。按照哈贝马

斯的说法，“正当性意谓着对于一个政治秩序所提出的被肯认为对的及公正的 （ｒｉｇｈｔａｎｄｊｕｓｔ）这项
要求实际上存在着好的论证；一个正当的秩序应是得到肯认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正当性意谓着政治秩序之
被肯认之值得性 （ｗｏｒｔｈｉｎｅｓｓｔｏｂ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②。对此，石元康指出，哈贝马斯有关正当性的定义有
两个主要方面值得注意，一是把政治秩序问题看作是正当性的评价对象，亦即任何政治秩序的达成，

对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而言，权力必须要有一个道德基础，以便 “使得统治者可以统治得心安理得，

而被统治者也认为统治者统治的权力是正当的”③；另一是正当性所涉及到的 “肯认”和 “值得性”，

亦即在政治秩序 “这个组织中的人必须认识并且接受这种权力及不平等的安排是有基础及公正的，

因而值得人们给予他们的肯认”④。不过，对于浸淫在当今中西比较气氛日益浓厚的学者而言，或许

会很自然地追问，作为一种与西方不同类型的文明，中国 “古代有没有正当性这个问题，最开始是

如何关心这个问题的？又会在什么样的视野和概念框架中、以什么样的语言词汇提出这样的问题？”⑤

类似的追问把正当性问题放入到不同文化和传统的脉络中来理解，使得对正当性的具体含义及其理解

变得更为复杂。无疑，正当性问题在中西不同的传统中可能有不同的探究方法和途径，但假如我们把

正当性问题作为一个普遍问题来理解，那么，透过对正当性问题的不同的言说方式，中西之间虽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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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学者的研究，参见 ［美］马克斯·韦伯：《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康乐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周
濂：《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８年；［加］大卫·戴岑豪斯：《合法性与正当性》，刘
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美］约翰·西蒙斯：《正当性与合法性》，毛兴贵译，《世界哲学》２０１６年第２期，等等。
［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８４页。
石元康：《天命与正当性：从韦伯的分类看儒家的政道》，《开放时代》１９９９年第６期。
同上。

许纪霖、刘擎：《政治正当性的古今中西对话》，桂林：漓江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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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但此问题本身的理论有效性依然值得我们重视，盖任何权力的统治本身皆需要提供一套理由来

证明其自身是对的，是可接受的。按周濂的说法，“在政治领域中，只要存在支配—服从关系就会有

正当化的诉求。并且无论我们如何构想正当性的具体内容，正当性都是对支配关系所作的某种道德证

成。这种道德证成并非可有可无，它可以通过使支配者拥有发布命令的权利、被支配者负有服从命令

的义务，从而确保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性”①。

从西方政治哲学史的角度来看，正当性问题涉及许多复杂面相，我们不可能一一加以梳理和探

究，故而本文所讨论的荀子的政治正当性理论主要指的是荀子有关政治权力的正当性主张，而且于其

中主要探讨荀子有关权力来源的正当性问题而不及其余，这是需要首先加以说明的②。

二

我们通常会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中最早有关权力的来源及其正当性的文献在周初的 《尚书》和

战国中期的 《孟子》中有较具代表性的说明。不过，在此问题上，荀子的主张既不同于 《尚书》的

天命观，也不同于孟子的命定论，而表现出其政治哲学的特色。

小邦周克大邦殷之后，需要有一套理论来说服旧有的殷商民众，并为其 “夺权”行为进行正当

性辩护。按照周公的说法，是上天改变了天下的元首，结束了大邦殷的国命③，不是我小邦周胆敢取

大邦殷的命，而是上天不把天命给那些诬枉而又暴乱的人④，我小邦周只是佑助天命，奉行上天的明

威，执行王者的诛罚而已⑤。上天之所以改厥元子，并不是上天刻意要舍弃夏或舍弃殷，而是因为你

们夏、殷的君王纵于淫佚，夸大天命，不敬上天保民爱民之德，故而上天降下亡国的大祸⑥。对此，

周公总结道：“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

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

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尚书·召诰》）可见，周人天命观的核心在于统治者权力来源

的 “正当性”是由上天所给予的，但 “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天命不可依恃，统治者

惟当终日乾乾，敬德保民，否则上天仍会 “降丧”而收回成命，故云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

书·蔡仲之命》）⑦。可以说，“天命、敬德、保民”构成了周人 “政治正当性”的基本内涵。

逮至 “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⑧ 的战国时代，孟子已清楚认识到 “不仁而在高位，

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离娄上》），故孟子力主统治者当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注重

民意，“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尽心下》）以及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孟子·万章上》）的说法向为学者所称道，表现出民心向背的重要性⑨。不过，在权力的来源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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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周濂：《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第５页。
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在理论上涉及权力的来源、权力的更迭以及权力的制约等多方面的问题，此处只论及权力来源的正当性问题，

至于权力更迭和权力制约的正当性问题，笔者已有另文处理。

“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尚书·召诰》）

“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乱。”（《尚书·多士》）

“我有周佑命，将天明威，致王罚，敕殷命终于帝。”（《尚书·多士》）

“非天庸释有夏，非天庸释有殷。乃惟尔辟以尔多方大淫，图天之命屑有辞。乃惟有夏图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时丧，有邦间之。

乃惟尔商后王逸厥逸，图厥政不蠲，天惟降时丧。”《尚书·多方》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确可以指出，周人的这种 “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的天命观似乎在敬德与获得天命之间建立了某种

因果关系，丧德者亡国，敬德者保有天命。倘若如此，则丧德者亡国可生发出一种正面的、积极的警励意识；而敬德者保有天

命，则天命原有的最终决定权的意义便一转而系于统治者人为的主观方面的努力，而有可能使天命的绝对性得以架空。

［汉］刘向：《校战国策书录》，诸祖耿撰：《战国策集注汇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１７９６页。
《孟子·梁惠王下》有一段记录可清楚看到这一点：“齐人伐燕，胜之。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

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

而燕民不悦，则勿取。’”



《现代哲学》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当性问题上，孟子的一套论说基本上承袭着周人的主张。孟子在回应万章问 “舜有天下也，孰与之”

的问题时，直接以 “天与之”作答。《孟子·万章上》记云：“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

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 ‘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在孟子看来，

统治者 （舜）君临天下的权力来源于上天，既不是尧给予的，也不是民众主观意志的赋予。当万章

问孟子：“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 （同上）孟子明确地回答道：

“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同上）但天不能言，其如何将权力与人？孟子

认为，需要天子向天推荐而天接受他，向民推荐而民接受他。孟子此处似乎认为，统治者权力的来源

是以天意和 （民意）民众的福祉为基础的。不过，在最终意义上，天意不由民意来决定，天与之则

与之，“非人之所能为也”（《孟子·万章上》），换言之，民众并没有决定统治者在位与否的最终权

力，统治者丧德而沦为暴君，民众可以推翻他，即便如此，民众的行为也不是自己主观意志的表达，

而只是 “替天行道”的表现而已。因此，在统治者权力来源的问题上，孟子大体承袭着周人的主张，

若必辩其异者，则孟子由周人的天命论反倒走向命定论或命运论①。

那么，荀子是如何说明统治者权力来源的正当性呢？在 《荀子》一书中，与 “权力”一词相近

的概念是 “势”，故云 “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荀子·正论》）。又，依荀子 “薄愿厚，

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荀子·性恶》）的逻辑，追求权力 （势位）应是人性的内在

要求，所以荀子认为 “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荀子·荣辱》）。事实上，相

比于孟子，荀子更清楚地认识到政治的本质是权力，同时也真切地看到权力在教化民众、实现秩序中

的重要意义。“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乱世，得乱俗，是以

小重小也，以乱得乱也。君子非得势以临之，则无由得开内焉。” （同上）然而，统治者毕竟如何

“得势”以临之？我们曾经说过，面对 “德”与 “位 （势）”的分离，荀子虽心生幽怨与无奈，同时

也表现出对 “德位合一”的理想形态的向往，但在此形态破裂以后，他依然坚持以德致位，鄙视

“无礼义而唯权势之嗜者”（《荀子·非十二子》），期待 “尽伦尽制”的圣王的再世②。因此，在统治

者统治权力的来源上，荀子既否定了周人的天命论，也不同于孟子的命定论。在荀子看来，天只是自

然之天，“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天不是一个人格神，并没有命人予

权力的意志，而统治者的统治权力也不是 “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孟子·万章上》）的上天

或命运的安排。依荀子，统治者权力来源的 “正当性”应当在权力的起源上得到恰当的说明，质言

之，统治者之统治权力当因其优异的德 （能）及其为民众带来实际的福祉而获得民众的认可。

不过，在具体论述荀子的主张之前，在理论上首先应当区分权力在 “根据”上的正当性和在

“效果”上的正当性 （其实义当为合理性或证成性）这两个并不相同的概念。换言之，我们既不能只

说明根据的正当性而无视效果的正当性，也不能以效果的正当性 （合理性）来取代根据的正当性。

之所以要提出这一区分，主要源于坊间有些学者在论及荀子有关权力来源的正当性问题上多以 “效

果”来代替 “根据”，使得 “正当性”问题滑转成为 “证成性”问题，盖站在现代政治哲学的角度，

在权力来源的问题上，所谓 “根据”的正当性说的是统治者的统治权力获得被统治者的意志同意

（谓自由自决）；而所谓 “效果”的正当性指的是统治者权力作用的结果在客观上符合被统治者的期

许和利益要求。虽然此两者互有关联和重叠，但并不相同。即便统治者的统治权力获得被统治者的意

志同意，但如果此权力作用的结果造成国家混乱、民众流离失所，那么，其正当性的辩护效力将会遭

到极大的减杀；反之，我们也不能以效果的 “正当性”（合理性或证成性）来取代根据的正当性，效

果是权力运用给民众带来的实际利益和福祉，但权力来源的根据的正当性，关注的是统治者所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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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３５页。当然，孟子也发展出了一套 “尽其道而死者

正命也”（《孟子·尽心上》）的正命论。

参见东方朔：《荀子的 “圣王”概念》，《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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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权力是否取得被统治者的意志同意———此一根本的道德基础，故而以效果或所获得的实际利益为

权力来源的正当性证明并不完全合适和如理①。周濂曾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此中关系，简洁而明晰：张

三会定期将自己的车开到服务优良的某洗车厂清洗，但一天他因红绿灯将车停在某十字路口时，一小

孩并未征得张三同意便开始擅自洗车，小孩的洗车技术和服务态度都好，也是张三所要的，但当小孩

向张三要洗车费时，张三拒绝了。通过这一事件可得出的结论是：小孩的洗车行为并没有正当性，因

为他没有征得张三的意志同意；但由于小孩的服务质量和态度良好，也是张三所希望的，故小孩的洗

车行为有合理性 （证成性）②。

三

假如我们基于上述有关 “根据”的正当性和 “效果”的正当性 （合理性或证成性）之间的关系

作为理论的判准，那么不难看到，在权力来源的正当性问题上，荀子和传统儒家大凡皆以 “效果”

的正当性 （合理性或证成性）来取代和说明 “根据”的正当性。我们暂且从 《荀子·富国》篇开头

的一段开始分析。荀子云：

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数也。人伦并处，同求而异道，同欲而异知，生也。皆有可

也，知愚同；所可异也，知愚分。势同而知异，行私而无祸，纵欲而不穷，则民心奋而不可说也。如

是，则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则功名未成也；功名未成，则群众未县也；群众未县，则君臣未

立也。无君以制臣，无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纵欲。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故百技所

成，所以养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离居不相待则穷，群居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

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强胁弱也，知惧愚也，民下违上，少陵长，不以德为政：如

是，则老弱有失养之忧，而壮者有分争之祸矣。事业所恶也，功利所好也，职业无分：如是，则人有

树事之患，而有争功之祸矣。男女之合，夫妇之分，婚姻娉内，送逆无礼：如是，则人有失合之忧，

而有争色之祸矣。故知者为之分也。

这段文字向来被学者认为是荀子思想中极为重要的文字，梁启超将之视为理解荀子政论的 “出

发点”之一③。依荀子，在前政治社会的群居生活中，原初人与人之间聚族而居，“同求而异道，同

欲而异知”（同上），并没有什么等级差别，人们原则上各凭自己的知能而各尽其力，各遂其生。在

此时期，虽然人群地位相同，没有尊卑贵贱之别，但人与人之间由于知识不同而有智愚之分。然而，

因为没有相应的政治制度和管理组织，导致智愚同势，智者没有机会行其治道、建其功业，结果人人

纵欲行私而生天下之害，及其至也，则不免而有 “强者害弱而夺之，众者暴寡而哗之，天下悖乱而

相亡，不待顷矣”（《荀子·性恶》）的局面。为了逃离这种 “强胁弱也，知惧愚也”④、天下悖乱相

亡的状态，难道我们可以去过一种离群独居的生活吗？荀子显然认为这并不是一种可行的选择。依荀

子，人的生命在宇宙万物中其实显得十分的弱小，人 “力不若牛，走不若马”，但若要以 “牛马为

用”（《荀子·王制》），依靠单个人的力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并不可能，“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

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离居不相待则穷”（《荀子·富国》），此正所谓一人之所需，百工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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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有关正当性与证成性的关系并非本文所欲讨论的重点，周濂认为 “一个政治权力哪怕拥有再多的证成性，也无法推出它就拥有正

当性，但是一个原本具备正当性的政治权力，如果它缺乏足够的证成性，例如缺乏基本正义、民不聊生、社会动荡不安，就一定

会削弱它的正当性”。（参见周濂：《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第４３页。）
参见许纪霖、刘擎：《政治正当性的古今中西对话》，第３—４页。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０１页。
“惧”训 “恐吓”，或 “欺凌之使之恐惧”。张觉训 “惧”为 “害怕”，恐非是。（李涤生：《荀子集释》，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１９７９年，第１９８页；熊公哲注译：《荀子》上册，重庆：重庆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８２页；张觉：《荀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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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故云 “人之生不能无群” （同上），人类必须合作结成团体，组成社会国家，非此则不能 “胜

物”以有度地满足人的欲望，确保人类的生存。然而，由于人的欲望贪得无厌①，而满足欲望的物品

又有限，故若 “从人之欲，则势不能容，物不能赡也”（《荀子·荣辱》），而物不赡则争，争则乱；

人情也是如此，劳苦之事皆为人所厌恶，而劳苦所得的成果又皆为人人所喜欢，长此以往，人人就会

以树立自己的事业为苦，而有争夺他人之成果的祸患。至此，荀子认为，为了 “救患除祸”（《荀子

·富国》）、息争止乱，必须有优异的智者来领导群伦，明定尊卑贵贱之分，使众人和谐相处②。

此处，不妨说荀子是以浓缩的方式描述了一幅 “自然状态”的图像。为了摆脱这种 “争乱穷”

的困局，荀子以 “知者为之分也”一语作结。此说法包含多重含义：首先，在荀子看来，摆脱前政

治社会的争乱状态，进入政治社会的 “支配－服从”关系，亦即在权力的最初起源上，是以 “智者”

获得其统治地位作为标志的，智者不出，人群便仍处于只考虑其自然本性的状态，仍服从于丛林法

则；其次，“群而有分”是组成社会、达致和谐与秩序的最佳方案，惟待有 “分”，方能凝定人群，

区分职业等级，组成社会国家，进而有效地建立秩序，故云 “有夫分义，则容天下而治；无分义，

则一妻一妾而乱”（《荀子·大略》）③。然而，此处我们更关心的是能够明分、定分的智者指的是谁？

智者凭什么或通过何种途径为人群明职定分？换言之，智者为人群定分的权力是如何获得的？

先说定分的智者。按荀子在 《礼论》 《荣辱》 《王制》等篇的说法，是 “先王制礼义以分之”，

故而定分的原则是礼义，定分的主体是 “先王”，但 “先王”又常与 “圣王”“圣人”“仁者”等说

法相同或相似；而在 《富国》篇中，荀子则说以 “智者为之分”。如是，“智者”当与 “先王”“圣

王”等说法同义；且同在此篇中，荀子又认为 “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

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所谓 “管分

之枢要”指的是掌管定分的关键或核心，如此看来，“智者”也可以指的是 “人君”，而 “人君”是

社会国家中握有最高权力的统治者。需要指出的是，在此意义上的 “智者”或 “人君”是在合知虑

２２１

①

②

③

《荀子·荣辱》云：“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

之情也。”

荀子的这种观点或看法在来源上或受到 《管子》的影响。如 《管子·君臣下》云：“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

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为民兴利除害，

正民之德，而民师之。”黄宗羲 《原君》谓：“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

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大体也与此相关。但黄宗羲认为，

人主之所出乃 “受命于天，原非得己”（《明夷待访录·奄宦下》），这一说法与周人和孟子的主张似乎没有多少差别。

对于荀子言 “分”所包含的含义，陈大齐有概括的说明。ＥｉｒｉｋＬａｎｇＨａｒｒｉｓ论荀子的政治哲学，专门有一节论 “分”（ａｌｌｏｔｍｅｎｔｓ），
认为 “分”对于荀子的政治哲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也是理解其组成社会概念的核心。但他不同意佐藤将之 （ＭａｓａｙｕｋｉＳａｔｏ）
将 “分”理解为规范性的概念，而认为是描述性的概念。在他看来，暴君 （ｔｈｅｔｙｒａｎｔ）的分虽然使其国家和人们的生活遭受危
险，然而，他的定分的事实表明他的分一点也不合理。不过，假如我们紧扣着荀子言 “知者为之分”及其类似脉络来看，荀子

在此意义上的 “分”显然是一个富含价值意义的规范概念，这从荀子论君道的 “四统”以及大量的相关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参见陈大齐：《荀子学说》，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社，１９５６年，第１４７页；ＥｉｒｉｋＬａｎｇＨａｒｒｉｓ，“Ｘｕｎｚｉ’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Ｄａｏ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Ｘｕｎｚｉ，ｅｄｂｙＥｒｉｃＬ．Ｈｕｔｔｏｎ，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６，ｐｐ．９８－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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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德能为一体的角度上说的①。

显然，去除不必要的辨析，我们关注的问题是 “智者”或 “人君”最初是依靠什么获得权力？

综合 《荀子》一书的相关论述，可以直接地指出，“智者”或 “人君”之所以能取得其统治的权力，

主要是由于其超卓优异的知虑和德能以及它们带给民众的实际效果②。民众之所以拥立人君，给予他

绝对的地位和权力，首先是因为人君的道德权威 （知虑与德能）的身份使得其政治权力 “正当化”，

而不是民众的意志同意③。由民众意志达成一致的方式给人君权力，在荀子思想中是不可想象的。若

紧扣着 《富国》篇的脉络，则民众是在 “欲多而物寡”前提下，为了除患避祸、止争息乱、赢得安

全与和平，而拥立那些德能知虑最为优异的人为人君，赋予他最高的权力，明职定分，建立秩序，

“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荀子·王制》）。换言之，荀子并不是在 “根据”的正

当性上，而是在 “效果”的合理性上来论述和说明权力及权力的来源。

四

史华兹在论及此点时曾经指出：“与霍布斯不同，荀子并没有提出过圣人如何设法建立其权威的

问题。”此处所说的权威，其恰切的含义应是近代意义上的政治权力的正当化。依史氏，在荀子的思

想世界中， “先锋队精英的实际品质———不论这种品质是如何形成的———自始至终都是极为关键

的”④。史氏所言无疑端的。事实上，荀子所谓的 “智者”或如理意义上的 “人君”确因其优异的品

格构造和卓越的才能而赢得民众的信赖而获得权力，荀子在 《王霸》篇中使用 “聪明君子”来代替

“智者”，其实两者的意思并没有多大区别。荀子云：“羿、蜂门者，善服射者也；王良、造父者，善

服驭者也。聪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势从之，人不服而势去之，故王者已于服人矣。”此处

所谓 “聪明君子者”即是 “王者”或 “智者”，可泛指有德有位的人君等； “服人”谓使人顺服；

“势”一般可理解为 “权势”“权力”。大意是说，聪明君子善于使众人顺服。众人顺服，权力便从

之而来；众人不顺服，权力便随之而去，故王者之人止于使众人顺服而已。此处王者之人或人君之所

以能使人顺服而有权力，并不是因为其统治的权力在来源上获得众人的意志同意，而是说众人之所以

对人君顺服 （而使其有权力），原因在于王者之人或人君卓越的德、能及其制定的制度设施所具有的

３２１

①

②

③

④

冯友兰在论及荀子有关社会国家之起源时，引上述 《富国》篇的一段后，有一评论甚可注意。冯氏云：“盖人有聪明才知，知人

无群之不能生存，又知人无道德制度之不能为群，故知者制为道德制度，而人亦受之。‘故知者为之分也’，‘知者’二字极可注

意。盖人之为此，乃以其有知识之故，非以其性中本有道德之故也。”此处特别强调 “知者”的本质在于其有 “知识”而非本性

中有 “道德”。这一看法可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就人类在尚未进入政治社会、在没有礼义文明的情况下，“知者”之 “知”

如何一开始就能 “知道德”“制道德”？此处尚需从道德动机上加以说明，盖荀子主 “圣人”（包括 “知者”）与 “途之人”在

本性上相同；另一方面，从孟、荀之异的角度看，冯氏强调 “知者”的知识面而非本性中的道德面显然有其合理性。但其中的

疑惑在于，《荀子》一书在许多地方又常常把 “为之分”的 “知者”与既仁且知的圣人或王者看作同义，换言之，“知者”不仅

仅只是 “有知识”，而且有道德，所谓 “道德纯备，智惠甚明”（《荀子·正论》）。为此，冯氏的说法或许可以启示我们一种可

能的解释，即在由自然状态过渡到政治社会的过程中，荀子的思想可能存在由 “知者”到 “圣王”的发展过程，在社会国家起

源的最初阶段，“知者”的本质更多的表现为知识和见识，尔后经由在漫长的过程中逐渐演变积累，起伪而形成道德，而合德智

为一体。为方便起见，本文将 “知者”笼统地理解为仁智统一的王者或德能上如理的君主。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荀子所说

的 “智者”是一个应然意义的理念形态。（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２２页；
东方朔、徐凯：《荀子的道德动机论———由ＢｒｙａｎＶａｎＮｏｒｄｅｎ与ＤａｖｉｄＢ．Ｗｏｎｇ的论争说起》，《学术月刊》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罗哲海也认为，在荀子那里，“君主的出现乃是为了人民的福祉，而非以谋求自身的利益为念。他们是基于受人信赖而掌管权

力”。但他又认为，在荀子的学说中，“统治者的地位之所以获得认可，确实有某种契约的成分作为基础”。若此处所说的 “契

约”是以西方思想为参照，则罗氏的说法不免有过度诠释之嫌。其实罗氏自己对此说法也颇感犹豫，甚至不免前后磗格。（参见

［德］罗哲海：《轴心时期的儒家伦理》，陈咏明、瞿德瑜译，郑州：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８７、９０页。）
参见东方朔：《权威与秩序的实现———荀子的 “圣王”观念》，《周易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美］史华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程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３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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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给众人的客观效果所致。荀子在 “君子”之前特别加上 “聪明”作为修饰词①，并在 “聪明君子”

之前铺垫了 “羿、蜂门”“王良、造父”，意在说明正是这些德能优异人群的特殊优越性 （及其客观

上带给众人的利益福祉）造成众人的顺服和权力的来源②。

此处我们应当注意到荀子的一种特殊说法，所谓 “服人”与 “人服”。民众之所以顺服，是因为

“智者”善于 “服人”；而 “智者”所以 “善服人”，则纯系于其优异的德 （能）。此外，“人服”一

说在含义上又关联到 “认可” （ｃｏｎｓｅｎｔ），但 “认可”一词在权力来源的正当性上既可以从 “根据”

的正当性上说，也可以从 “效果”的合理性上说，而这两种说法在意思上并不相同③。乍看起来，

《荀子》一书许多地方都有与此相类似的说法，如云 “全道德，致隆高，綦文理，一天下，振毫末，

使天下莫不顺比从服”（《荀子·非十二子》），“从服”意含认可；又云 “天下归之之谓王”（《荀子

·王霸》），归者，依也，顺也，也已然有认可义。荀子最典型的说法是在 《富国》篇，荀子云：“治

万变，材万物，养万民，兼制天下者，为莫若仁人之善也夫。故其知虑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

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则治，失之则乱。百姓诚赖其知也，故相率而为之劳苦以务佚之，以养其知

也；诚美其厚也，故为之出死断亡以覆救之，以养其厚也；诚美其德也，故为之雕琢、刻镂、黼黻、

文章以藩饰之，以养其德也。故仁人在上，百姓贵之如帝，亲之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愉者，无它

故焉，其所是焉诚美，其所得焉诚大，其所利焉诚多。”此处 “仁人”可指代智者或人君；“知虑”

“仁厚”“德音”指其优异的德 （能）；“所得”“所利”谓因其优异的德能获得民众的信赖而赋予其

权力、并藉此权力 “治万变，材万物，养万民，兼制天下者”而给民众所带来的客观的利益和福祉。

荀子的逻辑是：因为 “仁人”的知虑、仁厚、德音足以能为社会去乱成治，为百姓带来最大的幸福

和利益，故百姓 “诚赖其知”“诚美其厚”“诚美其德”，乃至于 “百姓贵之如帝，亲之如父母，为

之出死断亡而愉”。“贵之”“亲之”“为之出死断亡”的说法表达的是百姓对人君统治权力的心悦诚

服的认可。只不过荀子所说的这种 “认可”，是在 “果地”而非在 “因地”，或者说是在 “效果”的

合理性而非在 “根据”的正当性来说明的，而这样的说明已然由正当性滑转成了证成性。

那么，在权力来源的正当性上，荀子何以只在效果的合理性而不在根据的正当性加以说明？此中

的原因颇为复杂，但与儒家的重德尚贤理论或精英主义主张相关应是有根据的④。前引史华兹所谓

“先锋队精英”的品质，表达的正是儒家的精英意识；日本学者渡边秀方认为，在荀子那里，“得贤

以治国的思想，溢满了他的遗著”⑤；而罗哲海则干脆指陈，“荀子无疑是早期儒家中最极力鼓吹精英

统治的人物，而这与他替道德寻出理性的基础有直接关联。如果道德态度只有通过理性的洞察力才能

赢得，那么一般的 ‘愚众’必然要接受外来的管束，而知识界的精英们则可以追求自身的影响力和

４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此处 “聪明”一词当在宽泛意义上来理解，揆诸 《荀子》一书的相关文本，其含义大抵包括志意、德音、智虑的卓越等方面

（《荣辱》《富国》），陈大齐将之突出地概括为 “既仁且智”。（参见陈大齐：《荀子学说》，第１７８页。）
在 “是谁给了统治者统治权力”的问题上，传统儒家虽有 “民本”之说，但从未在 “经由民众意志同意赋予其权力”此一正当

性的根源意义上用心思考；“民本”虽有其积极的意义，但其实质更多的是一种道德训诫意义上的应当 “为民作主”，而不是在

权力根源意义上的 “由民作主”，它只是在发心动念上告诫统治者要懂得 “民心”的重要。故而在特殊的理论格局和传统的制度

结构中，“民本”之说会在很大程度上流为统治者的统治技巧的术语。

罗哲海认为，在荀子看来，“人民的认可即是权力的直接基础”。依此翻译，这种说法在含义上似乎并不明确，是一种似是而非

的说法。不过，此句的英文原文为 “ｔｈｅ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ｂｙ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ｂｅｃｏｍｅｓｔｈｅｍａｎｄａｔｅｆｏｒｐｏｗｅｒ”，此处罗氏没有用 “ｃｏｎ
ｓｅｎｔ”而用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前者偏向于意志表达的同意，而后者明显具有对效果或结果的接纳。（［德］罗哲海：《轴心时期的儒
家伦理》，第９４页；ＨｅｉｎｅｒＲｏｅｔｚ，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Ｅｔｈ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ＡｘｉａｌＡｇｅ：Ａ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Ａｓｐ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ｏｗａｒｄＰｏｓｔｃｏｎ
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Ａｌｂａｎｙ：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ｐ．７５．）
对于儒家重德精神的得失，劳思光有精到的分析，此处不展开说明。此外，中国传统也向有所谓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的说法，孟子则浩浩然谓 “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荀子也有 “无君子，则天地不理”（《孟子·公孙丑下》）的

观念，及至近人梁漱溟有 “吾侪不出，如苍生何”的主张。当然，精英意识非独为儒家所有。（参见劳思光：《儒学精神与世界

文化路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８６年。）
［日］渡边秀方：《中国哲学史概论》，刘侃元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第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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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性”①。罗氏从道德需要以理性为基础，指出精英对于一般 “愚众”的必要性，自成一说。事实

上，在权力来源的问题上，荀子之所以将 “正当性”（其实质是合理性）置诸于那些具有优异德能的

智者或人君身上，在他看来，一方面是因为只有这些德能优异之人才能为民众救患除祸，排忧解难，

为政治社会带来良好的秩序；另一方面，在荀子的眼里，民众或百姓又多是一群愚陋无知且自私好利

之人，可引之于大道，而不可与其共明事理②。因此，在盛赞贤明智者的另一面，荀子对大众的愚昧

浅陋也多有描述。如荀子云：“彼众人者，愚而无说，陋而无度者也。”（《荀子·非相》）又云：“志

不免于曲私，而冀人之以己为公也；行不免于污漫，而冀人之以己为修也；甚愚陋沟瞀，而冀人之以

己为知也：是众人也。”（《荀子·儒效》）不仅如此，这些人还不学问，无正义，以货财为宝，以富

利为隆。依荀子，在人欲无穷而物品有限的状态下，领导群伦、制定规则以摆脱困境的工作并不能寄

望于这些愚陋的民众，而只能寄托于那些德能优异的智者 （人君）。盖理论上，民众既昏蒙无识，自

利偏私，则逻辑上他们也就没有能力仅仅依靠其自己选择出他们的有德能的统治者；相反，民众的愚

陋闭塞只有等待智者的开示，所谓 “告之、示之、靡之、儇之、蚄之、重之”，尔后才能使 “塞者俄

且通也，陋者俄且?也，愚者俄且知也”（《荀子·荣辱》）。不仅如此，在荀子的思想世界中，民众

的利益和福祉乃至一切人生事务都需要智者或人君为他们谋取和安排，圣君一出，则 “群生皆得其

命”（《荀子·王制》）；若使无君，则家不得治，国不得宁，人不得生③。用现代政治哲学的语言来

说，似乎一切的 “主权”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都归属于人君而非民众。故荀子云： “君子以德，小人以力；
力者，德之役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后功；百姓之群，待之而后和；百姓之财，待之而后聚；百姓之

势，待之而后安；百姓之寿，待之而后长”（《荀子·富国》）。意思是说，人君以德抚下，百姓以力

事上，用力的要受有德者之役使；百姓的劳力要靠人君 （之德化）而后有功，百姓的群体要靠人君

而后和谐，百姓的财富要靠人君而后积聚，百姓的环境要靠人君而后安稳，百姓的生命要靠人君而后

长寿。明乎此，则荀子所谓 “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詌也，民之

父母也。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上无君师，下无父子、夫妇，是之谓至乱”（《荀子·王

制》），其实义之所指当不待解而明。

如前所云，本文是站在现代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讨论荀子有关权力来源的正当性问题，它意味着权

力来源的正当性乃是预认了自我意志的自由和自决为观念前提。故而，与有些学者的看法不同，我们

认为荀子并没有从 “根据”的正当性，而只是从 “效果”的合理性上来说明权力的来源。换言之，

荀子真正关心的是权力行使的合理性，而不是权力来源的正当性。荀子重德，且极言 “德必称位”

（《荀子·富国》）。然而，在来源问题上，“德”之实现赖乎个人的修为；而 “位”（权力）之取得归

诸百姓之自决，此诚为正当性之究竟义，不可混淆。奈何荀子自始则视百姓为愚陋无知之人，但可教

而化之，而无能自决其领导者，至是所谓正当性问题在儒家传统中总是晦而不明，暗而不彰，其故盖

良有以也。

（责任编辑　李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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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罗哲海：《轴心时期的儒家伦理》，第２９０页。
《正名》篇云：“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与共故。”郝懿行谓：“夫民愚而难晓，故但可偕之大道，而不可与共明其所以然，所谓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清］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第４２２页。）
参见东方朔：《差等秩序与公道世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６１页。



重思荀子的 “大清明”

王　正

【摘要】学界对荀子的 “大清明”观念一直研究不够，但此观念实蕴含着荀子哲学的一个关键问题：由认

知之心是否可以通于道德和政治？本文通过详细疏解先秦秦汉对 “清明”一词的使用，指出该词的基本含

义是清楚明白的认知，但又与道德、政治乃至经学相关联。事实上，荀子认为，通过 “大清明”的认知之

心，人可以认识到至善———道，并以之来对治自身心性和各种现实中的恶，进而使自身和现实都达到善。

可见，如果转换港台新儒家从孟子出发的心性论样式，和近现代西方哲学中认识与道德相分的心灵模式，

或许可以收获一种更加丰厚的心性观念。

【关键词】荀子；大清明；解蔽；认知之心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９）０５－０１２６－０６

作者简介：王　正，（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编审。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先秦诸子道德哲学论辩研究”（１７ＣＺＸ０２５）

荀子思想在先秦哲学中融汇了诸子百家的特色，一方面他对自己所认可的孔子之儒家传统予以继

承，另一方面对黄老道家、齐晋法家等思想内容予以吸纳。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的继承和吸纳是在

反思与批判上进行的，所以他成就的并不是一个杂凑的思想拼盘，而是一个有结构的哲学系统。在荀

子的哲学系统中，“解蔽”与 “大清明”占有重要位置，因为在一定意义上，它们是荀子论述修身、

学习、成人、治国等理论的基础。关于 “解蔽”，学界已多有讨论；但有关 “大清明”的理论意涵，

尚颇有可展开与丰富的内容。本文即聚焦于此，思考 “大清明”在荀子哲学以及先秦 －秦汉哲学中
的意涵所在，进而探讨荀子哲学在诸子哲学中的独特价值。

一、“大清明”的基本含义

首先来看 “大清明”一词在荀子这里的意义。《荀子·解蔽》（以下简称为 《解蔽》）言：

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心未尝不臧也，然而有所谓虚；心未尝不两

也，然而有所谓壹；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

所谓虚；不以所已臧害所将受谓之虚。心生而有知，知而有异；异也者，同时兼知之；同时兼知之，

两也；然而有所谓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谓之壹。心卧则梦，偷则自行，使之则谋；故心未尝不动也；

然而有所谓静；不以梦剧乱知谓之静。未得道而求道者，谓之虚壹而静。作之：则将须道者之虚则

人，将事道者之壹则尽，尽将思道者静则察。知道察，知道行，体道者也。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

万物莫形而不见，莫见而不论，莫论而失位。坐于室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论久远。疏观万物而知其

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制割大理而宇宙里矣。恢恢广广，孰知其极？睾睾广

广，孰知其德？涫涫纷纷，孰知其形？明参日月，大满八极，夫是之谓大人。夫恶有蔽矣哉！

此段是荀子对其认识论的集中表述，核心观念在于人通过 “虚壹而静”的 “大清明”来 “解

蔽”乃可以 “知道”。这里的 “大清明”是人通过虚心、专一、镇静不乱而达到一种理想的心灵状

６２１



重思荀子的 “大清明”

态。其中，“大”形容 “清明”之大，非并列语。虽然有注释者指出， “此处有 ‘大’字则气象壮

阔，无 ‘大’字则境界显狭窄”①，但实际上 “大”字没有什么哲学含义，仅具有文学修辞的意义，

故本文对其意涵不予深究。而 “清明”这种心灵状态可以使心灵入道、尽道、察道，即所谓 “未得

道而求道者，谓之虚壹而静”（同上）的心以 “知道”的状态；杨絫注此词为 “言无有壅蔽者”，即

各种对人的认知造成遮蔽的因素都已经被 “解蔽”了，不再有任何对人的认知通于 “大理”造成蔽

塞而使自己始终受到局限的 “一曲”存在并发生作用。因此，“大清明”并不是一种神秘体验或冥

契，而是心以 “知道”的理想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的心灵可以打开一切壅塞遮蔽，实现 “解

蔽”，从而达到对 “道”的认知。换句话说，在 “大清明”中，人的心知 “通于万物”，万物莫不清

晰可见，而人对万物的认知也各得其宜、各得其理、各当其位，这便是 “知道”。通过认知来得

“理”“知道”，进而可以经纬天地，实现人在天地之间的 “人职”之所在，即 “与天地参”。需要指

出的是，荀子这里的 “道”并不是道家哲学的 “道”，也不是孔子那里的 “天道”之 “道”，而是

“人道”之 “道”———至善的 “道”。“以其可道之心与道人论非道，治之要也。何患不知？故治之

要在于知道。”（同上）“道”与优良的治理相关，是 “众异不得相蔽以乱其伦也” （同上）的 “悬

衡”的 “衡”，所以它是现实人间世界的 “道”，是道德和政治上的至善。荀子理解的这种善，类似

于社群主义的那种整体善，是指人类社会可持续存在和普遍秩序优良这种意义上的善②。也就是说，

荀子认为，人通过 “虚壹而静”的 “大清明”的认知之心，可以认识到至善———整体善，进而通过

这种认识可以治理天下———对治各种恶而使之归于善。

历代学者对于上述引文的研究，多集中在 “虚壹而静”的虚、壹、静这三个观念，而对 “大清

明”关注不够。笔者认为，“大清明”虽是 “虚壹而静”所达到的结果，但从这样一种结果所具有的

独特性或特殊性，可以反过来观察荀子的致思理路和思维特质，以及其在中国哲学发展史的独特价

值。当然，这并不是说荀子对这一概念就是独有、专享的，事实上，荀子对这个概念的使用在很大程

度上受到了黄老道家的影响。《管子·内业》载：

人能正静，皮肤裕宽，耳目聪明，筋信而骨强。乃能戴大圜而履大方，鉴于大清，视于大明。敬

慎无忒，日新其德，遍知天下，穷于四极。

这是讲人通过正身、静心的修养工夫，不仅身体得到强健，而且心灵的能力也大大提高，几乎可

以与日月之照见万物比拟，故能清楚明白的遍知天下的道理。在所谓管子四篇 （《内业》《心术上》

《心术下》《白心》）中，还有多处与此相关的表达，以及更多的对 “虚” “壹” “静”的详细阐发。

这种相似性以及荀子在稷下学宫多年学、教的经历，让我们确信其思想受到了黄老道家的巨大影响。

白奚曾明确指出，荀子的 “这种 ‘大清明’的境界说，也是袭自 《管子》”③，不过他认为荀子的

“解蔽”与 “大清明”是指向认识论问题的、面向先秦诸子的学术之蔽的，而黄老道家的 “清明”

说则是经由修身而及于治国之道，也就是道德、政治面向的。在笔者看来，这两者之间可能并没有这

么大的区别。事实上，《解蔽》的开篇即畅言 “解蔽”和政治治理的关系，而且在上述引文的后面部

分实际也在接榫治国、平天下之道。因此可以说，荀子和黄老道家其实共享了一种相似的理念：人通

过清楚明白的认知，可以达到对 “道” “理” “德”的体察，进而将之真切落实到现实的修身、治

国、平天下。可以说，“大清明”这一观念同时关联着认知、道德和政治，这是荀子和黄老道家共同

认可的理念。问题是，为什么以正宗儒家自视而善于批评各家、“非十二子”的荀子，对黄老道家的

这一理念和运思基本采取了接纳的态度呢？这其中的原因可能蕴藏着荀子致思的独特性所在；而荀子

和黄老道家共享的这一思想理路，更可能暗含着中国哲学在认知与道德、政治问题上的独特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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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董治安、郑杰文、魏代富整理：《荀子汇校汇注附考说》，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１１０３页。
参见陈来：《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１２６页。
参见白奚：《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第２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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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明”诸义解

从先秦诸子的众多文献来看，荀子对 “清明”的推崇，不仅在儒家传统中显得有些另类，而且

在诸子中也是较为独特的。虽然 “清明”一词在百家中也有被拿来形容认知聪明的德行意义之用法，

但并未被哪一家如此重视与推崇。为了彻底厘清 “清明”一词在先秦乃至秦汉思想中的意义问题，

笔者将它的具体使用情况进行了搜集、分类与分析。具体来讲，“清明”一词除节气的含义外，在先

秦两汉时期还具有多重意义：

（１）与天或气相关。例如，“故其清明象天，其广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于四时。”（《荀子·
乐论》）“惟昊天兮昭灵，阳气发兮清明。”（《楚辞·伤时》）在这类使用中，“清明”与天联系在一

起，被用来形容天或气的清澈、明洁，其所代表的意义则与 “阳”相关而与地相对。

（２）与水相关。例如，“故人心譬如盘水，正错而勿动，则湛浊在下，而清明在上，则足以见?
眉而察理矣。”（《解蔽》）水的不杂泥沙，被形容为水的清楚明白。

以上这两种含义，再考虑到 “清明”两个字的汉字构形，或许正是此词较为原始的用法。还应

注意的是，在天之清明、水之清白的状态下，此词所表达的意义除了自身之清澈明晰外，还有天上之

物的可见和水中之物的可察，因此，清楚明白而可视可见，乃是 “清明”一词的基础含义。

（３）与风相关。例如，“风：八风也。东方曰明庶风，东南曰清明风，南方曰景风……”（《说
文解字》）“条风至地暖，明庶风至万物产，清明风至物形乾，景风至棘造实……” （《白虎通·八

风》）古人认为风有多种，并按照不同的方位和时节对它们予以命名，其中源于东南的春夏之际的风

被称为 “清明风”，此风的到来象征着万物的成形。在这里，成形而可以清楚明白地分判之，是 “清

明”一词所表达的含义。

（４）与一些具体的天象相关。例如，“雾气衰去，太阳清明。”（《汉纪·孝元皇帝纪下》）“交锋
之日，神星昼见，太白清明。”（《东观汉记·世祖光武皇帝》）这类使用是指天上的相关星宿可以被

清楚地看到，进而预示着世间一些事情的发生。清楚明白地可见，是此处 “清明”一词的意义。

（５）与目视相关。例如，“色容厉肃，视容清明。”（《礼记·玉藻》）“黄目，郁气之上尊也。黄
者中也；目者气之清明者也。”（《礼记·郊特牲》）在这里，“清明”被明确与视力联系在一起，用

来形容眼睛看事物看得清楚明白。

（６）与心神相关。例如，“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嗜欲将至，有开必先。”（《礼记·孔子闲居》）
“正则静，静则清明，清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吕氏春秋·有度》）“今欲学其道，不得

其清明玄圣，而守其法籍宪令，不能为治，亦明矣。”（《淮南子·齐俗训》）在这些用法中，“清明”

被用来描述心灵的清楚明白和智慧的照察万物，这也是 《解蔽》之 “大清明”的含义所在。

（７）与政治相关。例如，“以汉之广博，士民之众多，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治……”（《潜夫
论·实贡》）“即位三十年，四夷宾服，百姓家给，政教清明，乃营立明堂、辟颿。”（《汉书·礼乐

志》）此类使用更多是引申的含义，即用 “清明”来形容当时政令之清楚、明白、无隐，以及由此形

成的优良政治秩序。

（８）与 《周易》相关。例如，“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 （《淮南子·泰族训》）这是讲

《周易》所蕴含的道理并非是神秘、复杂、不可认知的，而是清楚明白、有条理、可理解的。

综上可知，“清明”的初义是天之明、水之清，由此引申出万物的有形可辨，进而发展为眼睛看

得清、视得明，最后演进为心神的清楚明白以及更多与清楚明白有关的含义。可以说，“清明”一词

在秦汉哲学中具有重要的认知价值和理性意义，它表明中国传统哲学并非完全不重视认知理性。需要

注意的是，“清明”一词本身不仅与认知相关联，而且被与道德、政治甚至经学联系在一起，这表明

它并不纯粹具有认知的意义，还有道德含义、价值意义甚至神圣性。可见，在荀子乃至黄老道家那

里，认知与道德、政治有很强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是难以切割开来的。也就是说，“大清明”所推

崇的这种认知理性不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还包含着更广的面向和更丰富的意义。那么，在中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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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中，这种以 “清明”为重要表达的认知理性具有什么特质呢？这需要通过进一步探讨 “大清明”

的意义来加以探索。

三、“大清明”的哲学意义

显然，“大清明”在荀子这里有特别深厚的思想资源可以发掘，这就要求我们，探讨 “大清明”

在荀子思想中的深刻与丰富内涵时，不能仅仅局限在上述直接讲述 “大清明”的文献，还应当将之

放在至少是 《解蔽》的全部文本中，以及荀子的整个思想结构和系统中，甚至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

范围内来看。因此，本节将按照 《解蔽》全篇的顺序来深入解读 “大清明”及其背后的思想意义。

首先应明确的是，“大清明”及 “解蔽”并不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解蔽》开篇说：

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治则复经，两疑则惑矣。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今诸侯

异政，百家异说，则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乱。乱国之君，乱家之人，此其诚心，莫不求正而以自为

也。妒缪于道，而人诱其所迨也。私其所积，唯恐闻其恶也。倚其所私，以观异术，唯恐闻其美也。

是以与治虽走，而是己不辍也。岂不蔽于一曲，而失正求也哉！

可见，“解蔽”是希望通过 “大清明”来解除 “百家异说”对于治理者的蒙蔽，使之可以通过

达到唯一的 “道”将天下秩序变得优良。由此，荀子在这里讲的 “解蔽”所强调的认知绝不纯粹是

认识论意义上的，而是通于道德行为与政治实践的。因此，在接下来列举受到 “蔽”这种 “心术之

公患”（同上）的时候，荀子先言为人君之蔽者如夏桀、殷纣与不蔽者如商汤、周文王，再言为人臣

之蔽者如唐鞅、奚齐与不蔽者如鲍叔牙、宁戚、隰朋、召公、吕望，最后才言诸子百家之蔽者如墨

子、庄子、慎到等和不蔽者孔子。可见，“解蔽”所对应的对象并不是一般人，而主要是指治理者。

这表明荀子思想对此认知理性的认识与黄老道家是相同的，而且吸纳了儒家的一些思想因素，不能简

单将之比附为西方的认识论意义上的认知理性。荀子所重视的是 “圣人知心术之患，见蔽塞之祸，

故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兼陈万物而中县衡焉，是故众

异不得相蔽以乱其伦也”（同上）。如梁启雄所说，这是 “圣人止绝了十蔽，把万物具备地陈列着而

自己正确地来衡量它们”①。这显然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认知，而更多的是道德上的判断、抉择和政

治上的衡量、选择，因此对于荀子的 “大清明”不宜简单将之归为认识论。

荀子认为，所以 “衡”之者在 “道”，故 “大清明”即所以 “知道”的心灵状态。心如果不能

“知道”则将无法认可道、肯定道而只能依从于 “非道”，这必将导致 “乱”的结果。因此，为了能

认可道、肯定道，就必须先 “知道”，而 “知道”的关键在于通过心的 “虚壹而静”的工夫来达到

“大清明”的境界。达到这种心灵状态后，自然可以遍察天地万物之理而行为得宜，由 “知道”落实

为 “体道”。可见，在这个过程中，心的问题成为核心问题：如果这颗心不能自主地、积极地去 “知

道”、做 “虚壹而静”以至于 “大清明”的工夫，则一切都会成空，人类社会将永远只会是 “乱”，

而不可能达到 “治”。那么，荀子的这个 “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对荀子意义上的心，学

界多有探讨，其中一个共识是：荀子所理解的心，并不是孟子意义上的道德之心，而是一种认知之

心。但如何理解这个认知之心，学界莫衷一是：蔡仁厚、韦政通等秉持港台新儒家的主流认识，认为

荀子所持的认知之心并不具有主宰性和主动性，只能被动的选择②；陈大齐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

种窠臼，指出荀子所持的认知之心不仅有主宰性、主动性，而且还有融贯性③。在这种针锋相对的矛

盾情况下，我们到底应当如何理解荀子的认知之心呢？首先应当肯定的是，荀子所理解的人的认知之

心是有主宰性的，正如 《解蔽》说的：

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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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董治安、郑杰文、魏代富整理：《荀子汇校汇注附考说》，第１０９３页。
参见蔡仁厚：《孔孟荀哲学》，台北：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４０５—４２８页；韦政通：《荀子与古代哲学》，台北：台湾商务印
书馆，１９９２年，第１３９—１６４页。
参见陈大齐：《孔孟荀学说》，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７年，第３４９—３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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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诎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则受，非之则辞。

心在人的生命中具有主宰意义，在这段文字中已经和盘托出，毋庸置疑，不能说荀子所持的认知

之心没有主宰性。事实上，港台新儒家之所以言荀子的认知之心没有主宰性，并不是在心和身体的关

系上说的，而是认为认知之心只有进行选择的主动性而没有当下承担起道德义务的主宰性。如果一定

要从孟子的意义来理解荀子，那么荀子所持的认知之心当然无法言主宰；但如果仅从心灵对人生的主

宰意义而言，那么荀子所言的认知之心仍是具有主宰性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一定要从孟子的角

度才能谈论心灵的主宰性？或者说，只有孟子所言的心才能真正挺立起道德？荀子曾经讲这颗心可能

会依从于 “非道”而导致不断的 “乱”或非道德生活，似乎它真地无法挺立道德、也无法生成道德。

但其实并不如此。在荀子看来，能够纠正那 “非道”的致 “乱”之心的，仍是我们的认知之心。“心

容，其择也无禁，必自现，其物也杂博，其情之至也不贰。” （同上）心若不受劫持、遮蔽，就会自

然而然地自主地选择道，可见心更接近于道这一方面，这是荀子所认可的；这种状态下的心，可以令

万物通畅而使它们的复杂之情实得到理顺，进而通于道，所以这认知之心具有兼容性与融通性。因

此，对这颗心的治理才是极为重要和关键的。有趣的是，正是在关于治心的内容上，荀子引入了一些

思孟学派的见解，如 “故仁者之行道也，无为也；圣人之行道也，无强也。仁者之思也恭，圣者之

思也乐”（同上），尤其是将 “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同上）这一在宋明理学中颇为关键的话语引

入心灵修养。由此可见荀子思想的包容性，他对心的理解有一些与思孟学派乃至后世的理学家的相近

处，不可以简单地贬抑之。总之，经过 “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同上）之修养工夫的心可以得到治

理，更好地达到 “大清明”的 “解蔽”境界。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传统心性论都对心进行了两重预

设或两层理解：为善为恶的都是这颗心。只不过思孟学派采取了看似更有主宰性、内在性的方法，而

荀子采取了看似外在性、选择性的方法；但其实它们都是在心内进行的工作，也都是以心具有主宰性

为前提而心可以使自身归于道德为预设的。因此，可以说荀子所持的认知之心是主宰的、主动的，也

可以说它是可以挺立道德、产生道德的。

在 《解蔽》篇偏后的几节论述中，荀子大都通过各种角度来讲认知之心必须通过 “虚壹而静”

之 “大清明”才能 “知道”，否则将 “中心不定”而 “外物不清，吾虑不清”，于是无法进行判断与

选择。因此，君主自身的 “清明”十分重要，必须经由 “清明”而亲贤臣、远小人，天下才能得到

治理。此种泛泛之论提醒着我们 “大清明”在认知、道德和政治之间的枢纽性作用，以及认知之心

的非纯粹认识论意义。当然，本篇还有一节极有哲学意义，即荀子关于 “知止”的讨论。

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无所疑止之，则

没世穷年不能
"

也。其所以贯理焉虽亿万，已不足浃万物之变，与愚者若一。学、老身长子，而与愚

者若一，犹不知错，夫是之谓妄人。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恶乎止之？曰：止诸至足。曷谓至足？

曰：圣王。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解蔽》）

这里，荀子将人的认知之心归于人之性。与其性恶论相比较可知，荀子实际上认为人的心性皆兼

具两面性，要通过认知善来对治恶，即通过认知之心对整体之善的认识来对治现实中具体的恶。荀子

也意识到，认知之心确实有认识论意义，即它可能陷入对物理的无尽追求，但他认为这种追求是空耗

生命的，因此必须要 “止诸至足”，也就是学习要 “学止之也” （同上）。这种 “知止”论是先秦诸

子在认知方面的主流认识：无论是思孟学派还是荀子，无论是庄子还是黄老道家，几乎都有类似的言

论。那么，为什么他们已经认识到知的无穷性而又要给知加以限定，主张 “知止”呢？其中的关键

在于，他们不是为了自然科学的目的而求知，而是从治国修身的角度来理解认知的。他们都认为认知

之心不能一味的追求外在的物理，否则将浪费生命，无法真正达到最重要的认知对象即 “道”，也就

无法修身、治国。所以，荀子言 “无益”，庄子言 “殆已”，《中庸》和黄老道家更是反复言说 “定”

“静”“虚”“壹”等，都是要求人的认知之心从对外在知识的追逐中返回而思考修身、治国的道理。

因此，荀子的 “知止”就是止于圣王，也就是在道德和治理上达到它们的极致———至善。所以，荀

子的认知之心是面向善的，其思路是通过治心来使心认识到至善 （整体的、融贯的善或 “道”），再

以之来对治自己心性和现实中恶的部分，从而使自己和天下皆归于善或 “道”。可见，荀子的认知之

心不只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更是道德和政治意义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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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荀子毕竟是从认知之心的角度来谈论和孟子、庄子等相似的心性论问题，这使得他的思路

显得与众不同，其思想在先秦诸子百家中也独具特色，也使得对荀子的研究看起来简单、但深入下去

很难。荀子这种重视认知之心的进路，更进一步成就了他宽广磅礴的思想体系，并最终成为一代传经

之儒，这是他不同于思孟学派之进路的当然结果。更重要的是，荀子所开辟的这条由认知之心通达道

德、政治的思路，让我们需要重思认知与道德、政治的关系以及我们心灵的复杂性和整全性问题。

四、由 “大清明”反思中国哲学对认知与道德的理解

自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以来，近现代中国哲学的建构很大程度上是按照西方哲学的样态来进行的，

这其中的利弊得失实在值得反思。由于西方化和现代化在非常复杂的程度上缠绕在一起，中国哲学的

现代化和中国哲学的西方化也是深入地纠缠在一起。一方面，我们不必削足适履，将中国哲学的现代

化成果简单认为是西方化的，将之一概弃之不顾，否则将失去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学术规范和学科体

系，从而根本丧失参与到这个时代的哲学建构的权利与机会。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尽可能反思将传

统中国哲学过分西方化理解的问题，更好地厘清中国哲学自身的思考特质和思维进路，以这种不同于

西方哲学的思想资源来和西方哲学乃至更多的哲学资源对话，进而真正促进世界性哲学的发生与发

展。由此，我们需要打破一些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成见和一切笼罩在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上的西方哲学样

态，才能发现中国传统哲学真正可以带给我们的独特营养，为我们理解人和世界带来新的东西。由荀

子对 “大清明”的理解出发，认识中国古代哲学家对认知与道德的关系之思考，或许就是其中一点

有益的资源。如前所述，与西方哲学传统将认识、道德与审美完全区分不同，荀子、黄老道家甚至思

孟学派、庄子等其实共享着一种相近的心性观念：认识和道德是不可割裂的，两者有着极强的关联

性。在这种心性理解下，荀子和思孟学派的具体认识不同，黄老道家和庄子的细微认识也不同，不过

这一问题不是本文想要处理的，故留待日后讨论。笔者想要指出的是，荀子和黄老道家对 “大清明”

的重视意味着：道德是否必须要是自律的、内在的才是可能的，才是真正有道德动力和道德价值的？

通过认知整体善而导致的道德，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或许可以理解为他律的、外在的，但是否就没有道

德动力、缺乏真实的道德价值？这种通过认知整体善而来的道德，是否一定就必须视为他律的、外在

的？这种由认知整体善而来的道德，是否就必然比所谓自律的、内在的道德欠缺动力、缺乏自由？

可以说，荀子和黄老道家对 “大清明”的思考，促使我们必须深入思考这些看似极其现代化的

道德哲学问题；同时，我们回答这些问题的方式与资源也不必是康德的、义务论的，而可以仍旧是中

国传统哲学的。按照荀子和黄老道家的理解，人的认知之心虽然尚未能径直说其本身为善，但它先天

具有善的可能性，后天更必然发挥作用而使人认知到整体善。这种必然发挥作用因着人之为人的生存

之必然而发生，所以它并不是通过外在教导才导致的结果，而是人自身的主动运用。也就是说，它并

不欠缺动力，所以当然是可能的。同时，认知之心所认知的道德整体善，并不和个体善相违背，而恰

恰是对个体善的完善与圆成。所以，这种道德当然并不是不自由的，而是具有真实的道德价值。也就

是说，通过认知之心来获得对整体善的认识而带来的道德，是具有道德动力和道德价值的。这种道德

因为包含了认识的因素，所以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或许较之所谓自律的、内在的道德来得更加有操

作性、共度性、普遍性。这也是港台新儒家一力建构孔子、孟子、陆九渊、王阳明一系的心学道统，

但实际上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占据主流地位的一直是经学化的儒家、程朱一系的理学家的原因所在。

我们不可再抱持道统论的观念，忽视这一历史事实，将历史中除 “道统”外的儒者都打入别册、判

为别子，而应当正视历史的丰富面向，进而回到儒学的丰富思想资源中，发现人本身的丰富性与多种

可能性，否则我们将对自身画地为牢、难窥全豹。当然，本文仅是通过荀子对 “大清明”的讨论来

揭示对认知之心与道德之关系做重新理解之可能，具体的理论内容和哲学建构则需另作专门讨论，也

是笔者下一步的工作所在。

（责任编辑　李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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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荀子的心学论证

———以 《正名》为例

曾昭式

【摘要】中国逻辑史界的中国逻辑研究既有名称的不同，又有研究内容的差异，主流的中国逻辑观念是以

西方传统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为参照的。如果将先秦逻辑确立为一种 “正名－用名”论证类型，那么 《荀

子·正名》之 “正名”在于 “正心”，确立 “名”的所指，以满足治国的要求。其 “用名”思想是对圣

人、君子之辩说的考量，形成荀子心学的论证体系。不过，《荀子·正名》将 “正人心”的要求放大到一

般的正名原则，又体现出先秦逻辑的一般特征。

【关键词】荀子；心学论证；正名－用名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９）０５－０１３２－０６

作者简介：曾昭式，河南罗山县人，哲学博士，（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广义论证理论研究”（１６ＪＪＤ７２００１７）

刘师培评儒家逻辑：“吾中国之儒，但有兴论理学之思想，未有用论理学之实际。观孔子言 ‘必

也正名’，又言 ‘名不正，则言不顺’，盖知论理学之益矣。而董仲舒亦曰：‘名生于真。非其真。弗

以为名。’则亦知正名为要务矣。而 《荀子·正名篇》，则又能解明论理学之用，及用论理学之规则。

然中国上古之著，其能用论理学之规则者，有几人哉？”①他把 《荀子·正名》视为中国古代思想中

少数能够用逻辑学规则论证思想的经典，认为中国有自己的逻辑，研究中国逻辑宜 “循名责实”

（“今欲正中国国文，宜先修中国固有之论理学，而以西国之论理学参益之，亦循名责实之一道

也。”②）和 “解字析词”（“今欲诠明论理，其惟研覃小学，解字析词，以求古圣正名之旨，庶名理

精谊，赖以维持。”③）。但刘师培没有具体的中国逻辑研究，也没有指出 “中国固有之论理学”是什

么、“古圣正名之旨”为何。本文以 《荀子·正名》为例，在总结百年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基础上，

欲回答中国逻辑之类型和特征。

一、中国古代逻辑的称谓与 “正名－用名”论证类型

刘师培称中国古代逻辑为 “论理学”，也有学者称之为中国 “名家”“名学”“辩学”“名辩学”

“逻辑 （学）”“符号学”“名学与辩学”“理则学”等。暂且不论这些称谓的成因，今举几例，目的

是基于这些称谓而考察其内容所指。

１．“名家”为章太炎所提出。１９２２年，章太炎在上海讲学记录的 《国学概论》涉及中国古代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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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刘师培：《国文杂记》，《左?外集》卷十三，万仕国点校：《仪徵刘申叔遗书》第１１册，扬州：广陵书社，２０１４年，第４９５９页。
同上。

刘师培著、劳舒编、雪克校点：《刘师培学术论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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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部分，他称之为 “名家”。此 “名家”指 “名家是治 ‘正名定分之学’，就是现代的 ‘论理学’，

可算是哲学的一部分。尹文子、公孙龙子和庄子所称述的惠子，都是治这种学问的。惠子和公孙龙子

主用奇怪的论调，务使人为我所驳倒，就是希腊所谓 ‘诡辨学派’。《荀子·正名篇》研究 ‘名学’

也很精当。墨子本为宗教家，但 《经上》、《经下》二篇，是极好的名学。”① 此 “名家”与 “名学”

义同，与 “逻辑”义同。“正名定分之学”等同于 “论理学”（即逻辑学）。

２．“名学”称谓的所指也没有离开演绎和归纳逻辑思想，如严复于１９０３年翻译的 《穆勒名学》、

杨荫杭１９０３年著的 《名学教科书》、胡适１９２２年著的 《先秦名学史》。虽然虞愚将中国名学分为

“无名”“正名”“立名”“形名”四个学派，但其分类标准仍然是以西方逻辑为根本来确立中国古代

逻辑的类型，如其言 “而名学乃吾国先哲正名实之术”②，“而 《墨辩》对于推理、论证、判断、概

念，均有详细之讨论”③，中国名学 “除讨论推论是非外，又注重实际人事……然其侧重伦常之道，

谋人类切身之幸福，固为希印二土所不及”④。此 “吾国先哲正名实之术”既有推论的讨论，也 “注

重实际人事”。

３．“辩学”，如郭湛波在其著作 《先秦辩学史》里说：“中国论理学有名学、形名学、辩学，等

名词，我以为 ‘名学’二字太宽泛，‘形名学’太生涩，所以就用 ‘辩学’二字。”⑤ “形名学是讲思

想的 （Ｌｏｇｉｃ），正名学是讲伦理的 （Ｅｔｈｉｃ）。”⑥

４．“名辩学”，如周云之言：“‘名辩学’的体系特点，一是正名学 （概念论）和论辩学 （推理

论）的相对独立和有机结合，二是正名学和论辩学的体系应当是各以 《正名》篇和 《小取》篇的理

论体系为基本依据。而如果仅仅是作为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概括与总结，那就只需要按照名 （概

念）、辞 （命题）、说 （推理）、辩 （论证）的理论体系加以表述就完全可以了。”⑦ 刘培育认为，

“‘名辩学’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建构的一门学问，主要研究正名、立辞、明说、辩当的方法、原则和

规则。这门学问的核心是逻辑学，但也包括认识论和论辩术等内容，与政治和伦理也有十分密切的关

系。逻辑学是名辩学的核心，并非名辩学就是中国古代逻辑。名辩学在中国古代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

完备的体系，而中国古代逻辑却没有得到很好发展，也没有形成完备的体系”⑧。此 “名辩学”是逻

辑加认识论、论辩术。

５．“逻辑 （逻辑学）”，如沈有鼎写作 《墨经的逻辑学》，以概念论、判断论、演绎和类比推论、

矛盾律、同一律、排中律等内容为线索，逐一比较 《墨经》相关内容的异同。汪奠基对中国逻辑类

型进行总结，大体上认为孔子等儒家逻辑的主流属于社会政治的逻辑，名家逻辑称为名辩逻辑，墨家

逻辑归属于普通逻辑，老子的无名论逻辑归属于辩证逻辑，并写作了 《老子朴素辩证的逻辑思想

———无名论》《中国逻辑思想史料分析》（第一辑）《中国逻辑思想史》等著作。温公颐在 《〈先秦逻

辑史〉编写中的几个问题》一文里讲：“先秦逻辑我把它分为两篇，第一篇写辩者的逻辑思想；第二

篇写正名的逻辑思想。辩者的逻辑思想属于正宗的逻辑……比较倾向于纯逻辑的研究。至于正名的逻

辑却是从政治伦理出发，可以称为政治伦理的逻辑。”⑨

６．“符号学”，如李先以符号学理论写出 《〈周易〉中的符号学思想》《先秦名家邓析、尹文、

惠施的符号学思想》 《公孙龙 〈名实论〉中的符号学理论》 《公孙龙 〈指物论〉中的符号学思想》

《公孙龙 〈白马论〉中的符号学思想》《〈墨经〉中的符号学思想》《中国古代医学中的符号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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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国学讲义》，北京：海潮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８页。
虞愚著、刘培育主编：《虞愚文集》第１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５４５页。
同上，第４４７页。
同上，第５４１页。
郭湛波：《先秦辩学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２年，“自序”第５页。
同上，第３页。
周云之：《名辩学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４３页。
刘培育：《名辩学与中国古代逻辑》，《哲学研究》１９９８年增刊，第１２—１４页。
温公颐：《温公颐文集》，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２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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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古代的礼仪符号学》等论文。他认为中国古代逻辑是符号学，包括语用学、语义学和语形学，加

上古汉语特点①。陈宗明、林铭钧、曾祥云等学者亦持此说，但思想有差异。

７．“名学与辩学”，是崔清田对 “中国逻辑”的称谓，其中国古代逻辑观念可以参见 《中国逻辑

史研究 “五范畴”：崔清田先生口述史片段》一文②。这里的名学与辩学的关系尚有待研究的空间。

中国逻辑的称谓还有诸多种，这些称谓下的中国逻辑内容大体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以西方传

统逻辑演绎、归纳理论框架提炼中国文本中的部分内容，剩余部分置之不顾；第二类，西方传统逻辑

（含符号学） ＋中国的哲学、科学、伦理学等；第三类，中国逻辑是西方传统逻辑之名学 ＋中国的政
治伦理的名学；第四类，着力构建中国逻辑独立体系。其中，前两类显然是将中国逻辑置于西方传统

逻辑里，第三类将中国名学割裂成西方逻辑＋中国哲学，第四类需要进一步厘清中国哲学方法与中国
逻辑、名学与辩学关系。

笔者认为，从称谓看，在当下学术史研究中国逻辑、印度逻辑等，既然将它们归于逻辑学科，统

一用 “逻辑”称谓，可以凸显逻辑史研究的明确性和学科归属，只是需要将逻辑学的内涵与外延确

立为包含中、西、印等逻辑的内容与范围。从内容看，如果把逻辑学定义为关于论证结构与规则之

学，则可称亚氏逻辑讨论的论证结构为三段论，佛教逻辑讨论的是三支论式，中国逻辑则为 “正名

－用名”论证类型，“正名”是确定名之所指，“用名”是在说、辩中正确使用已正之名，说、辩既
呈现论证结构及规则，又涉及说辩者及说辩目的③。从特征看，三段论讨论的是基于不同逻辑常项里

的逻辑变项外延间关系，此真假概念纯为形式的；三支论式与 “正名 －用名”论证是一种带有信仰
与价值的论式，自然引出论证者、论证目的的讨论，如三支论式的 “极成”规则等。

二、《正名》之 “正名－用名”理论：正心与圣人、君子之辨说

“正名”与 “正心”。《荀子·正名》开篇讲君王如何制名，“刑名”“爵名”“文名”是不需要

改变的 （如 《正名》讲 “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只需要正 “散名”，散名指万物之名，

正散名的总原则是 “从诸夏之成俗曲期”（同上）。荀子只选择万物中人之名来加以讨论，形成 “正

名－正散名－正人名－正心名 －正道名”这样一个 《正名》文本结构，其核心内容是从 “正人名”

到 “正心名”。从文本看，“散名之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

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

伪④。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

知有所合谓之智。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能有所合谓之能。性伤谓之病。节遇谓之命。是散名之

在人者也，是后王之成名也” （同上）。引文中 “人”之特性包括 “性” “情” “虑” “为” “事”

“行”“知”“智”“能”“病”“命”等。在这些 “人”的特性里，可以分为人性本能和后天习得两

类，只要是人，都具有人之性，包括五官和心的功能等，“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心

有征知”（同上），此为本能之人性。后天习得之 “人”的特性关键在 “心”，所以文本接着讲，今

乱世圣王不得不正名。荀子提出了 “正名”原则，列举、分析了违反原则的 “三惑”，提出去 “三

惑”的办法——— “正心”，“正心”就是 “正道”，今摘引 《正名》文本内容，以佐证之：

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若

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然则所为有名，与所缘以同异，与制名之枢要，不可不察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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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先：《语言、符号与逻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曾昭式：《中国逻辑史研究 “五范畴”：崔清田先生口述史片段》，《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参见曾昭式：《先秦逻辑新论》，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
“伪”即今 “为”字。参见王先谦：《荀子集解》下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第４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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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侮不辱”“圣人不爱己”“杀盗非杀人也”，此惑于用名以乱名者也。验之所为有名而观其孰

行，则能禁之矣。“山渊平”“情欲寡”“刍豢不加甘，大钟不加乐”，此惑于用实以乱名者也。验之

所缘以同异而观其孰调，则能禁之矣。“非而谒楹有牛，马非马也”，此惑于用名以乱实者也。验之

名约，以其所受，悖其所辞，则能禁之矣。

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经理也。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正名而期，质请

而喻。辨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听则合文，辨则尽故。

荀子在讨论人之 “心”时，包括本能之心和后天习得之心，“正名”重在 “正心”，就是正后天

习得之心，让心符合荀子之道，因为心左右 “情”“虑”“为”“事”“行”“知”“智”等方面，只

有 “正心”，方能 “语治”，方能治 “欲”，文本自 “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正名》）以后便是讨论

这一论题，如所谓 “欲虽不可去，所求不得，虑者欲节求也” “道者，古今之正权也” “以己为物

役”“重己役物”（同上）。可见，《正名》篇的主题还是通过 “正名”来正人心的，所以 《解蔽》篇

之后便有 《正名》篇。《解蔽》是要去蔽，是要去心之弊而求道，故说 “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

主也”“未得道而求道者，谓之虚壹而静”“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正名》与此一脉相承。如果

说 《解蔽》重在批评思想上的 “弊”，《正名》则在于 “语治”，通过 “正心”，在 “正名”和 “说”

“辨”中避免以名乱名、用实乱名、以名乱实之 “三惑”情况。

再看 “用名”与圣人、君子之辨说。在 《正名》里，荀子的 “用名”理论表现于其对 “说”

“辨”的研究。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荀子关于 “说”“辨”“辩”的理解，从先秦逻辑视角看，考察

《荀子》诸篇，只有 《正名》有 “说” “辨”研究，其它篇用 “辩”来指 “辨说”。如 《荀子·修

身》言：“夫 ‘坚白’‘同异’‘有厚无厚’之察，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辩，止之也。”《荀子·非

相》言：“故君子之行仁也无厌。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故言君子必辩。小辩不如见端。” 《正

名》篇里 “说”“辨”有合成 “辨说”一词的情况，也有分开使用的情况。 “辨说”合用情况如：

“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辨说也者，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

期命也者，辨说之用也。辨说也者，心之象道也。”（同上）“说”“辨”分开使用情况如：“实不喻，

然后命，命不喻，然后期，期不喻，然后说，说不喻，然后辨。” （同上）从此引文并结合整个文本

内容看，“说”有解说义，“辨”有论证义，二者都是 “喻动静之道”（同上），即给出理由以论证思

想观念的，所以合起来称 “辨说”，是心对道的认知后的言说。至于 “辨”与 “辩”的差别，从

《非相》分 “有小人之辩者” “有士君子之辩者” “有圣人之辩者”和 《正名》分 “圣人之辨说”

“士君子之辨说”的内容看，《非相》之 “辩”等同于 《正名》之 “辨说”。下引文即表明 “圣人之

辩者”同于 “圣人之辨说”，“士君子之辩者”同于 “士君子之辨说”：

有小人之辩者，有士君子之辩者，有圣人之辩者。不先虑，不早谋，发之而当，成文而类，居错

迁徙，应变不穷，是圣人之辩者也。先虑之，早谋之，斯须之言而足听，文而致实，博而党正，是士

君子之辩者也。听其言则辞辩而无统，用其身则多诈而无功，上不足以顺明王，下不足以和齐百姓，

然而口舌之均，
#

唯则节，足以为奇伟偃却之属，夫是之谓奸人之雄。（《荀子·非相》）

有兼听之明而无奋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无伐德之色。说行则天下正，说不行则白道而冥穷，是

圣人之辨说也……辞让之节得矣，长少之理顺矣，忌讳不称，袄辞不出，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

心辨。不动乎众人之非誉，不治观者之耳目，不赂贵者之权聉，不利传辟者之辞，故能处道而不贰，

吐而不夺，利而不流，贵公正而贱鄙争，是士君子之辨说也。（《正名》）

接着，据文本讨论荀子是如何讲 “说”“辩”的。荀子讲 “说”“辩”的目的是 “用名”，并且

是从 “辨说者”来讨论辨说。《正名》里讲 “圣人之辨说”和 “士君子之辨说”之后，便是比较君

子与愚者之言：

君子之言，涉然而精，?然而类，差差然而齐。彼正其名，当其辞，以务白其志义者也。彼名辞

也者，志义之使也，足以相通则舍之矣；苟之，奸也。故名足以指实，辞足以见极，则舍之矣……故

愚者之言，芴然而粗，啧然而不类，躡躡然而沸。彼诱其名，眩其辞，而无深于其志义者也。故穷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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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无极，甚劳而无功，贪而无名。故知者之言也，虑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则必得

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恶焉。而愚者反是。

通过 “君子之言”与 “愚者之言”的比较，明确荀子所赞扬的 “君子之言”是服务于言说的，

这也是荀子思想的目的，即 “以正道而辨奸，犹引绳以持曲直，是故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同

上）。从引文可以引申出，荀子之 “说”“辨”讨论的是 “君子之言”，此 “君子之言”就是荀子认

为应该采取的 “说”与 “辨”，即无论是批评别人观点还是阐发自己的主张，都要给出理由，此理由

必须是 “正道”，即 “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辩说譬谕，齐给便利，而不顺礼义，

谓之奸说”（《荀子·非十二子》）。正如冯友兰所说：“心的认识跟 ‘道’相合 （‘心合于道’）。所

立的 ‘说’跟心的认识相合 （‘说合于心’）。所有的命题跟主题相合，为主题服务 （‘辞合于说’）。

所用的名词都能正确地表示事物 （‘正名而期’），能反映实际情况并且易于了解 （‘质请 （情）而

喻’）。分析和类推都合乎规律 （‘辨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听取别人的话，能够吸取它的合理

的一部分 （‘听则合文’）。发表自己的主张，要把原因和根据都讲出来 （‘辨则尽故’）。这是荀况对

于一个正确的合乎逻辑的思考和辩论的总的要求。”①

最后，比较荀子 “辨说”与墨家 “说”“辩”的不同。《说文解字》对 “说”与 “辩”二词从

多种意义来说明。在先秦逻辑里，“说”“辩”是两个核心概念。伍非百对二者有区分：“辩者，指正

负两方而言。说者，指正负之一方而言。谓其立敌对诤者曰 ‘辩’，谓其各自立量者曰 ‘说’。”② 此

释是以 《墨辩》文本内容为参照的，《墨辩》将 “说”“辩”区分得十分清楚，“辩”有当下学科的

意义，“说”归属于 “辩”学科下的内容之一。关于 “说”，我们将 《墨经》六篇中与 “说”相关的

论说联系起来，便可确立其涵义。“说，所以明也。”（《经上》）“以说出故”（《小取》）“夫辞，以

故生……立辞而不明于其所生，妄也。”（《大取》）“故，所得而后成也。”（《经上》）“故：小故，

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体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无然，若见之成见也。”（《经说上》）用沈

有鼎的话概括，“说”的含义是：“‘说’就是把一个 ‘辞’所以能成立的理由、论据阐述出来的论

证……有时举例来说明一个一般性的规律或定义，也名为 ‘说’。”③ “辩”，《小取》开篇就从 “辩”

的作用、方法、内容、规则等角度予以论说： “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

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

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 （《墨子·小取》）由此可见，墨家

“说”“辩”不同而且范围更为广泛，它适用于任何内容的 “说”“辩”，成就了中国逻辑学科；荀子

的 “说”“辨”意义相近且只适用荀子的 “正道”论证。二者相同之处在于：其一，都有己是他非

的说辩目的，庄子批评儒墨之辩就是基于此，“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庄子·

齐物论》）；其二，都是以 “道理”阐发来展开论证的，如 《中国思想通史》言 “由于将 ‘类’与

‘礼’及 ‘法’相结合，荀子使 ‘类’概念成了儒家君子立场上 ‘听断’的工具……是以 ‘隆礼’

为 ‘明故’的前提……荀子是以逻辑从属于儒家道德的体系的”④。

三、结语：“正名－用名”论证类型与中国逻辑文献

笔者不主张将 “荀子的正名逻辑”单独挑出来，写成接近西方逻辑部分内容的理论，忽略 《正

名》篇里的其它内容，如言 “荀子名学之核心乃是名或概念之理论。荀子对于辞或命题之探讨较为

简略，虽然，荀子对于命题作过分析，且亦有合于有效推论形式之论述之实例，然而，荀子并未能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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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８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６０８页。
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７５页。
沈有鼎：《沈有鼎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３３２页。
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第５５８—５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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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地提出有效之推论形式。因之，根据逻辑学之定义，可知，荀子之名学并不等同于逻辑”①；不主

张将先秦名学分为政治伦理的名学和逻辑学的名学，如温公颐、虞愚等；也不主张用因明立、破来讲

“说”“辩”，如栾调甫用因明立、破来说 “明是之说”与 “争非之辩”，“明是之说。案 《经上》云：

‘说，所以明也，’即谓 ‘说’为用以说明其所立之 ‘故’。盖立者其 ‘故’必真，若其不真，则

‘故’不立。不立之立，因明谓之似能立，能立之立，因明谓之真能立……争非之辩……即谓 ‘辩’

为用以争正彼方所立之非，为因明之破”②。这三种逻辑传统差异甚大，其差异笔者已从多方面有所

比较③。这里仅说明 “正名－用名”是中国传统逻辑的论证类型，其中 “用名”表现于说辩中，说

辩也呈现出一种论证结构，即从理由到主张的结构，并包括理由规则、从理由到主张的规则。这些规

则的基础是已正之名，即理由一定是基于自己学派已正之名的述说，从理由到主张的规则不是形式规

则，而是价值取向等 （先秦大多派别认为生活常识不需要论证，也不屑于论证）。不像三段论讲的是

形式规则，检验用三段论论证的结论正确与否是按照三段论规则进行的；也不似用因明展开的论证，

因明论证也是从宗、因、喻三支定的规则展开的，批评别人论证有问题，是从违反因明的什么规则来

讲的。中国传统逻辑则是从具体内容上说理，如儒、墨等学派都不接受 “白马非马”论证，是因为

公孙龙的论证违反了人们的具体认知，其 《名实论》中的 “正位”理论是 “白马非马”不好言说

的，所正 “白马”“马”名在 “用名”（“白马非马”论证）中内容变异。即便是 《大取》所讲 “夫

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也者”中的 “故”“理”“类”也是由已正之名来确立的，所以我们用

符号 “－”表达 “用名”与 “正名”不可分。这里还有一个 “说”“辩”的形式 “推类”问题，此

问题将另文讨论。

中国古代逻辑也是研究论证结构与规则之学。这里需要处理两组关系：一是哲学方法与逻辑关

系，二是逻辑理论与逻辑应用。前者如经典解释为中国古代哲学方法，经典解释结构与规则为中国古

代逻辑关注的对象；后者的中国古代逻辑理论与应用是两个方面，本文认为只有中国先哲提出了中国

逻辑理论方称得上中国古代的逻辑。这种逻辑的素材选择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中国古代经典

的逻辑文献，如先秦经典中的 《公孙龙子》《墨辩》等就是中国古代逻辑的文献，《公孙龙子》中的

《名实论》《指物论》是讨论 “正名”问题，是基于 “位”下的 “彼”“此”“彼此”名实关系问题；

《白马论》《通变论》《坚白论》是讨论 “用名”问题。《墨辩》中的 《经》《说》讲 “正名”，《大

取》基于 《经》《说》中的哲学、科学、政治学等已正之名，总结论证结构与规则，《小取》则在不

同的 “说” “辩”形式中讲如何 “用名”的问题。第二类是中国古代哲学文献中的逻辑讨论，如

《正名》篇的主题是 “语治”，破三惑，正人心，使之合于 “士君子辨说”而服务于君王治国之道。

在 “正人名”中讨论了名的由来、制名的原则、名的分类 （如单名、兼名、大共名、大别名）、辞、

说、辨等。对于这两类逻辑问题的研究，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从名称看，不同文化的逻辑都可以称为

“逻辑”；从论证类型看，包括亚里士多德三段论论证、佛学论证、“正名－用名”论证等。中国古代
逻辑的研究基于如上两种文献，在比较不同文献中逻辑问题差异的基础上，求得中国古代逻辑的一般

性特点，然后开展逻辑史比较研究。此研究或许是崔清田的讨论问题的深化④。

（责任编辑　李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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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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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哲贤：《荀子之名学析论》，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２００５年，第２２４—２２５页。
任继愈、李广星主编：《墨子大全》第５１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５１２—５１３页。
参见曾昭式：《先秦逻辑新论》，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
崔清田：《“中国逻辑”名称困难的辨析：“唯一的逻辑”引发的困惑与质疑》，《逻辑学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汤用彤魏晋玄学研究中的杨朱思想


李兰芬

【摘要】杨朱思想在 《列子》中有重要位置。汤用彤本人并不直接讨论杨朱，但他在魏晋玄学研究中，将

体现杨朱思想的 《列子》和对杨朱思想 （包括 《列子》）有特别诠释的张湛，放在魏晋玄学发展史上来看

待，并给予特殊的位置。如果说汤用彤奠定了中国学术史从哲学角度解释魏晋玄学的方法，那么观察和分

析汤用彤对张湛、《列子》、杨朱思想的解释，可以看到汤用彤如何用一种哲学的方式重新解释杨朱思想。

在本文讨论中，将首先梳理汤用彤魏晋玄学学术史，来看汤用彤如何将杨朱 （《列子》、张湛的注解）思想

重置；其次，更着重分析汤用彤在玄学史上重置杨朱思想的哲学做法：摆脱儒道释的绝对分隔，进入各家

对人性、生活态度等的哲学思考，力图说明杨朱 （《列子》、张湛注）有超越三家、并同时对三家思想资源

有吸收及发挥的哲学意味；再次，汤用彤对杨朱 （《列子》、张湛注）问题分析的哲学做法，重新回到学术

史是他不仅在魏晋玄学史上给予杨朱 （《列子》、张湛注）特殊位置，更认为杨朱 （《列子》、张湛注）对

后来的宗教及哲学发展有影响。

【关键词】汤用彤；玄学；列子；张湛；杨朱

中图分类号：Ｂ２６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９）０５－０１３８－０９

作者简介：李兰芬，广东新会人，哲学博士，（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基金项目：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基金项目 “文化坚守者与学问方式的张力———汤用彤玄

学研究分析”；广东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玄学的现代命运———汤用彤魏晋玄学研究的思想寄

托及其困境”

一、引言：魏晋玄学研究与 《列子》、杨朱形象问题

尽管 《列子》被认为是中国古典著作中的一部与道家思想有关的重要经典，但 《列子》成书于

何时，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②。撇开训诂考据不说，如将 《列子》成书时间考究放在思想史上

看，或者说，如果从被训诂考据质疑的今本 《列子》的始作俑者张湛出现及他编撰、注疏 《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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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本文曾在比利时鲁汶大学２０１９年６月工作坊 “如何成为哲学家：杨朱的前世今生”宣读。

诸多经典记载过列子，也提及 《列子》一书，流传至今的、张湛编撰的 《列子》有诸多是否伪作的被质疑。任继愈先生主编的

《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卷）对相关的质疑作了归纳：（一）刘向的 《列子序》称列子为郑人，与郑缪公同时，然而书

中多言缪公以后事，如孔穿、公孙龙是战国后期人而入书；（二）书中多采引先秦与西汉诸子书的资料，除马叙伦 《列子伪书

考》已列举者外，还有今已亡佚的 《汤问》《说符》等；（三）书中有些资料更晚，如太初、太始、太素说出自 《易纬》，切玉

之刀、火浣之布乃魏文帝事，周穆王驾八骏西游出自汲家书 《穆天子传》，《杨朱篇》纵恣肉欲，不符合 《淮南子·汜论训》关

于杨子 “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的宗旨，而反映魏晋人的放荡性格；（四）有明显的佛教影响，如 “西方之人有圣者”指佛，

“死之与生，一往一反”乃释氏轮回之说等；（五）从语言的角度考察，书中有不少汉以后甚至魏晋以后的词汇。（参见任继愈：

《中国哲学发展史 （魏晋南北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６０—２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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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代，来分析 《列子》篇章中的问题，其哲学、思想的意义可能会被呈现得更清晰①。这种清晰与

魏晋玄学如何被理解有关。魏晋玄学的被理解，是近现代中国学术变迁的其中一部分。这种从历史、

哲学及文学等多种角度重新认识和分析魏晋思潮及学术的做法，与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其时感受到的

各种问题有关。如魏晋时期一样，近现代中国是政治、文化、学术、社会动荡及多变的时期。中国知

识分子如何在外来文化的遭遇中坚持自己的传统价值立场，尤其是通过学术方式来体现这种坚持，是

其时学人重新思索的一个大问题。哲学究竟在诸多的学术方式中能起何种作用，成为少部分企图借魏

晋玄学研究，重思中国在与外来文化交涉中坚持自己传统的一种严肃的学术方式。

问题是，对魏晋玄学的哲学解读，不能与魏晋玄学隐含的其他问题分隔开来。政治、文化、社会

及最重要的人生等问题，是哲学所能回避的吗？玄学的被哲学地理解，在某种意义上必然与玄学中其

他问题的理解相关联。但是，不同理解之间是否同时存在张力和矛盾呢？

汤用彤裁定魏晋玄学是本体论的哲学。这种裁定影响了直至现在的魏晋玄学研究②。本文企图探

讨的问题是：汤用彤魏晋玄学研究中，张湛的 《列子注》如何被关注？汤用彤是在哲学意义上，将

张湛重塑的 《列子》、杨朱形象当成哲学家吗？汤用彤的这种看法背后的哲学问题究竟是什么？与他

个人的心态及问题有关吗？

二、汤用彤魏晋玄学研究中的张湛及 《列子》、杨朱问题

汤用彤魏晋玄学研究中，对 《列子》一书及对张湛的评论是颇有意味的。

汤用彤在正式出版及影响最大的 《魏晋玄学论稿》里只有１０处提到 《列子》与张湛③，其中４
处涉及张湛与 《列子》成书的考订看法④。从这些表达至少可以看出，公开发表的研究魏晋玄学成果

中，汤用彤除关注汉儒宇宙论转向魏晋玄学的过程，以及张湛与荆洲学派的关系外⑤，其他基本是放

在玄学的经典注释方式与问题上，引张湛 《列子注》作旁证。例如，在讨论玄学如何为政治作形而

上学的根据时提及 《列子注》⑥；在 《言意之辩》一文中，比较郭象注与张湛 《列子》篇名之注的方

法问题⑦；玄学本体问题的讨论⑧；讨论向秀、郭象 《庄子注》中庄生非圣人之言的问题时提到⑨。

可见，汤用彤在影响后来魏晋玄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中，并没有将张湛、列子及杨朱问题单独当成玄学

的研究对象。

但情况在他另外被记录下来及重新整理的讲课笔记中有非常大的改变。现出版的 《汤用彤全集》

第四卷中，汤用彤有其他近１００处再提张湛与 《列子》，还有涉及杨朱问题的瑏瑠。从时间上看，汤用

９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其中就有 《列子·杨朱篇》的问题。该篇主题多被认为是 《列子》思想的异类。张湛本人也曾批评杨朱：“此一篇辞义太径挺抑

抗，不似君子之音气。然其旨令人欲去自拘束者之累，故有过逸之言者耳。” （参见杨伯峻： 《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７９年，第２２７页。）
赵建永在 《汤用彤先生编年事辑》里提到，冯友兰强调汤用彤对玄学的本体论特点的注意，实为研究魏晋玄学的一把钥匙。（赵

建永：《汤用彤先生编年事辑》，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９年，第１５１页。）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汤用彤全集》第４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３—１１３页。相关词的统计，是从这
些页码范围内作出的。

《汤用彤全集》第４卷，第７８页。
这是汤用彤唯一涉及张湛 《列子注》考据的讨论。但这个讨论并不着重于张湛 《列子注》的真伪问题，只是为讨论学风转向，

及与王弼玄学关系的一个佐证。（同上，第７８页）
同上，第２０页。
同上，第２６页。
同上，第４３、５８页。
同上，第９０页。
参见 《汤用彤全集》第４卷。该卷收集的主要是汤用彤对魏晋玄学的论著、讲稿。此处作的统计，为其中文的论著及讲稿出现
相关词义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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彤对张湛及其 《列子》的重视，是后来他在注重魏晋玄学研究及讲授魏晋玄学研究课程中逐步增强

的。另外，这是否也意味着汤用彤讲课时，有意识地借张湛、《列子》、杨朱来强化魏晋玄学中的一

些独特问题？

首先，与前期对魏晋玄学的分期不一样，汤用彤特别划分出一个 “贵无之学三”，来讨论张湛及

《列子注》。这与 “贵无之学一”的王弼，“贵无之学二”的阮籍、嵇康相对。而魏晋玄学的第四阶

段，汤用彤改为 “贵玄崇有”的向秀、郭象。

原本在 《魏晋玄学论稿》中，汤用彤基本从外来佛学与中国儒道思想的交涉作划分：“关于魏晋

思想的发展，粗略分为四期： （一）正始时期，在理论上多以 《周易》、 《老子》为根据，用何晏、

王弼作代表。（二）元康时期，在思想上多受 《庄子》学的影响，‘激烈派’的思想流行。（三）永

嘉时期，至少一部分人士上承正始时期 ‘温和派’的态度，而有 ‘新庄学’，以向秀、郭象为代表。

（四）东晋时期，亦可称 ‘佛学时期’。”① “详研魏晋僧俗之著述，其最重要之派别有四……其一，

为王辅嗣之学，释氏则有所谓本无义……其二，为向秀、郭象之学，在释氏则有支道林之即色义……

其三，为心无义……其四，为僧肇之不真空义。”② 这种专注于从有无问题来，而不是象 《论稿》那

样从僧俗对比来讨论魏晋玄学，是否意味着汤用彤将魏晋玄学的哲学问题讨论重点稍有改变？将有无

问题的哲学讨论完全放在与儒道 （道家，而非道教）关联的世俗理论中呢？

实际并不如此。汤用彤更多是将张湛的贵无思想与道安的贵无思想作对比，并将他们并称为魏晋

玄学贵无之学的第三阶段。首次提到是在其 《魏晋玄学讲课提纲》的笔记中，汤用彤特别地在 “第

八章 贵无之学下———道安和张湛”加了 “生死问题”③ 这点强调，在后来被整理出来的 《魏晋玄学

听课笔记之一》里也有印证：“道安、张湛皆与佛学有关，其所注意的问题均为生死问题，故可放在

一起讲。”④ “魏晋玄学后期，生死问题甚为重要。为解决此问题，在玄学上有道安、张湛齐一生死之

说，而同时佛教有净土说，道教有长生不死之法。”⑤ 从这种概述可以看出，汤用彤将张湛 《列子注》

玄学 （哲学）角度对问题 （生死）的讨论，与宗教 （佛教、道教）关联起来。

除了生死问题的讨论，汤用彤将张湛与其 《列子注》的思想与佛学关联，还在于解脱问题将张

湛 《列子注》与佛学关联起来。汤用彤在其 “魏晋玄学”课程讲授中，极重视 “解脱”与 “本无”

的关系。其课程笔记将 《列子注》的问题分为五个：（一）生死问题；（二）群有以至虚为宗；（三）

群有变而至虚不变；（四）本无；（五）解脱由觉，沉溺因迷 （觉则脱，迷则待）⑥。尽管汤用彤基本

是通过张湛注 《列子·天瑞》来阐述这个问题的，但如参看汤用彤在实际讲课中涉及的相关篇章主

题解释便可以清楚，生死、解脱问题不仅与 《列子·杨朱》有关，而且与杨朱所讨论的 “己”“私”

概念有关。

汤用彤在讲课中这样概述 《列子注》各篇的主题及张湛讨论与佛学的关系，断定生死与解脱有

关，与形上学的讨论有关。“《列子》八篇其中不免有相矛盾之处，但张湛则以为八篇一贯：第一篇

说存亡变化；第二篇说顺生死；第三篇说无变化；第四、第五篇说玄照 （智慧解脱）；第六篇说知

命；第七篇说达生；第八篇说通变。故八篇皆说生死问题也。佛教说生者必灭，且以为要解脱必借智

慧，《列子注》皆与之同。”⑦ “《列子注》第一篇、第三篇讲形上学，其余六篇皆讲解脱。”⑧

０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汤用彤全集》第４卷，第１１２页。
同上，第４２—５０页。
同上，第１６８页。
同上，第３３７页。
同上，第３９４页。
同上，第１７０—１７２页。
同上，第３４５页。
同上，第３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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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汤用彤强调生死问题、解脱问题与 “公”“私 （已）”问题有关。在他的讲课笔记中，在

张湛 《列子注》主题第五部分 “解脱”纲要后，他自注：“参考王弼：‘私’ ＝为于身；荡然公平＝
乃至于无所不周。参考嵇康 《释私论》：‘心无措于是非’，‘志无所尚，心无所欲’，虚心无措。”①

在实际的讲课中，他尤突出这个关联问题的讨论。

张湛说 “公”与 “私”和王弼、嵇康皆不同。王弼所谓 “私”为 “私其身”；所谓 “公”即

“无所不周”，即得到全体也。嵇康说 “私”为 “丧其自然之质”；而 “公”则 “志无所尚，心无所

欲，达乎大道之情，动以自然”，“抱一而无措，则无私”。张湛说 “私”近王弼，而说 “公”则与

之不同，此似受当时流行之佛教的影响也。②

第三，张湛 《列子注》的篇章围绕着汤用彤自己认定的本体 （形上学）、生死、解脱三问题，如

何展开讨论呢？汤用彤再作这样的概括：

《列子注》第一篇、第三篇讲形上学，其余六篇皆讲解脱。③

所谓性命，即一人在宇宙中生死之暂时变化，顺性乃知其性之本源，即知其为一气之变，顺性也

者，乃与天地合其德 （第二篇）。生死为一贯，梦觉亦为一贯 （第三篇）。命在宇宙中，必有之变化，

所以命者，必然之期 （第六篇）。所谓生者，乃一气之暂聚 （第七篇）。《列子注》之总结处乃讲倚伏

变通 （第八篇）。第四篇第五篇所讲的，最重要的为知识，解脱由于知识。④

可以看到，汤用彤重回贵无玄学之变及僧俗之争的魏晋学术历程，审视张湛及 《列子注》的问

题，有几点非常值得注意：１．当汤用彤将张湛 《列子注》里的问题，界定为从形上学角度来讨论与

生死、解脱问题相关的人生问题时，无疑是将张湛 《列子注》看成具有哲学解释的意味；２．当汤用
彤将张湛 《列子注》的形上学特色归结为是贵无玄学、而非崇有玄学时，至少在杨朱哲学家形象的

塑造上，他认为不能简单地将 《列子注》 （包括杨朱篇）的解释，放在 “实”与 “有”的层面上来

理解；３．但当汤用彤将张湛 《列子注》放在与贵无玄学的第三期，与道安佛学关联时，按他前面僧

俗交涉的魏晋玄学阶段划分来看，张湛的 《列子注》中包含的哲学 （玄学）意味应与宗教相关，这

是其脱俗的一面；而当张湛的 《列子注》作为贵无玄学的最后一个阶段，与后面崇有玄学相连时，

张湛 《列子注》又反过来具有实际的安顿人生意味；４．问题是，这种既有宗教超越意味、又有世俗
人生观意味的特殊玄学 （承启贵无玄学与崇有玄学），是否就是汤用彤对张湛 《列子注》的哲学形象

塑造？“实”与 “玄”“有”与 “无”的关系，如何在张湛 《列子注》中，得到哲学与宗教的解释？

与汤用彤侧重从哲学上研究魏晋玄学一样，他对张湛 《列子注》在玄学中的形象塑造，无疑也

是哲学的。

三、杨朱形象的 （玄学）哲学化

汤用彤一直没有正面谈论杨朱的问题。但从其讲课笔记及记录稿的整理可见，他并没有完全将杨

朱问题搁置一边。从其学术历程来看，杨朱问题可能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汤用彤回避直接谈杨朱的问题，与学界历来对张湛编撰的 《列子》中的 “七、杨朱”有许多争

论有关⑤。这些争论既涉及对 《列子》道家思想渊源的追问，也涉及 “杨朱篇”是否伪作的争论等。

１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汤用彤全集》第４卷，第１７２页。
同上，第３５２页。本文的 “杨朱形象的 （玄学）哲学化”中有进一步详细的讨论。

同上，第３５３页。
同上，第４２２页。
参见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 （先秦篇）》，李维武编：《徐复观文集》第３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３７３—３８３
页；周大兴：《列子哲学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２０１７年，“一、导言”（第１—２４页）、“六、《列子·杨朱
篇》析论”之一、前言部分、（第２０１—２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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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不直接参与这些争论，也因此不多谈 “杨朱”，显然，与这些争论涉及的考据训诂不是汤用彤

玄学研究主要采用的学术方式有关。更重要的是，争论其中涉及儒道之争及道家思想渊源等问题，汤

用彤本人并不是很认可。对此，《汤用彤先生编年事辑》作者赵建永有这样的评论：

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列子》一书的真伪成为当时学界争论的话题，多以为张湛伪作 《列子》

并作注释。先生在西南联大开设的魏晋玄学课程，通过对经典传承因革损益连续性的历史考察，认

为：“《列子》之作者，有谓张湛自作者，此或不确。盖 《列子》原来就有，后或多零散，而由张湛

加工编定，故后人以为张湛所作。”先生跳出学界考辨 《列子》真伪的窠臼，把张湛放在三教关系背

景下来考察，从中窥见东晋时期的思想新动态和发展趋势，厘清了它与先秦道家、魏晋玄学、道教和

佛教的理论渊源。先生魏晋玄学课程把道安与张湛的贵无之学放在一起讲，是因为 “魏晋玄学后期，

生死问题甚为重要。为解决此问题，在玄学上有道安、张湛齐一生死之说，而同时佛教有净土说，道

教有长生不死之法”。张湛的 《列子注》中，相信法力神通，并注重以返本归虚来实现人生的解脱。①

那么，汤用彤从三教关系，从魏晋玄学角度，是如何涉及杨朱问题呢？如果将他理解杨朱问题的

理解，放在他对张湛编撰 《列子》的玄学思想考察上看，便可窥视出他理解杨朱问题的哲学视角。

第一，汤用彤强调就张湛本人来说，《杨朱篇》并不属 《列子》的异类。汤用彤认为，对于 《列

子》思想的统一性，张湛是通过他为注 《列子》所作的序来体现的。他在多次讲授魏晋玄学中的贵

无玄学时，不止一次提及这个序。除认为张湛作序之方式与 “言意之辩”的方法相契合外，还特别

强调这个序将张湛自己统编 《列子》各篇的意旨给表达出来。而汤用彤本人按照这个宗旨，给各篇

问题的侧重作了分梳：：

生而必有死，为人生最大之烦恼，《列子注》欲解决此生死问题，故其 《序》有曰：

其书大略明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丧；生觉与化梦

等情，巨细不限一域……然其所明往往与佛经相参，大归同于老庄。属辞引类特与 《庄子》相似。

魏晋人注书，其大意在 《序》及 “篇目注”（品目义）中表现得最清楚，《序》为全书之大意，

如欲了解其思想，必先知其 《序》；“品目义”为全章 （篇）之大意，由 “品目义”列举大纲，以清

眉目。“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乃其宇宙观，以不生不灭之 “至虚”为本体，以 “群

有”为变化。“至虚”即 “无”，即 “以无为本”。而 “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丧”则为人

生观，解脱由觉，沉溺由迷。“生觉与化梦等情”者，即生死齐一也。齐一生死乃能逍遥任远，凝寂

常全…… 《列子》八篇其中不免有相矛盾之处，但张湛则以为八篇一贯：第一篇说存亡变化；第二

篇说顺生死；第三篇说无变化；第四、第五篇说玄照 （智慧解脱）；第六篇说知命；第七篇说达生；

第八篇说通变。故八篇皆说生死问题也。佛教说生者必灭，且以为要解脱必借智慧，《列子注》皆与

之同。②

《列子注》第一篇、第三篇讲形上学，其余六篇皆讲解脱。③

在汤用彤看来，杨朱问题是张湛 《列子》讨论生死与解脱问题不可缺少的一环，生死问题与解

脱问题都可以概括为人生问题，并且张湛对这些人生问题的讨论属于贵无玄学。杨朱问题既与生

（死）问题有关，又与解脱问题有关。但从汤用彤的分类来看，杨朱问题不直接与形上学的问题，也

不直接与存亡变化的根本问题等相关。简言之，从哲学讨论的方式来说，《杨朱篇》并不是汤用彤玄

学研究中需要侧重分析的对象，但他并不回避杨朱问题。

第二，汤用彤对杨朱问题进行了玄学化的讨论及重塑。什么是汤用彤的玄学或哲学讨论方式呢？

如冯友兰谈及汤用彤魏晋玄学研究的贡献时所精确指出的：汤用彤玄学研究是一种本体论的讨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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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赵建永：《汤用彤先生编年事辑》，第２０１—２０２页。
《汤用彤全集》第４卷，第３４５页。
同上，第３５３页。



汤用彤魏晋玄学研究中的杨朱思想

这种讨论方法可以概括为 “偏于原理抽象方面”① “得象忘言，得意忘象”②，其中 “本体之论证。言

象、明象、名数，为一方面；意，本为另一方面。后者超乎前者，乃出于寄言出意。因为言象只能代

表ｒｅａｌｉｔｙ，而不能超乎本体”③。
将这种抽象的玄学方法用于理解张湛 《列子》各篇的问题，便是企图将其中与政治、社会及历

史纠缠的人生问题，用哲学 （玄学）的理性 （知识性———汤用彤在谈论解脱时的一个特别用词）方

式来化解。从着意的角度，汤用彤评论 《列子》及张湛，多采用概念及理论推演式的讨论，而不考

究其中的辞章、典故，甚至故事、寓言等的含义。从这种哲学玄理式的探讨方式看，可以明白他对

《列子》中 《天瑞篇》多说，而对其他几乎不说的缘由。

实际上，汤用彤将所有蕴含在 《列子》各篇及张湛注中的问题，全部简化为只是围绕张湛为自

己编撰、注解 《列子》所作的序中的思想，作哲学的分析，并且这种分析只就两个问题展开：１．张
湛的贵无玄学思想；２．由这种与王弼及阮嵇不一样的贵无玄学思想中看张湛独特的生死观、解脱观。

汤用彤将张湛的思想置放在贵无玄学的末期，与佛学的道安一同讨论，并承接后面贵无崇有的

向、郭思想，意味着汤用彤将张湛的玄学思想及人生理论，看作既与宗教交涉④，又蕴含着崇有玄学

的因素 （本体论中的有无关系思想及人生理论中对达生死之变及玄冥之境的强调）。

汤用彤在他早前的魏晋玄学课程笔记中，这样分梳贵无玄学三个不同时期的主题⑤。第一，王弼

的贵无玄学主题包括：１．辨 “道”“德”；２．有无；３．本末；４．一多 （简繁）；５．主；６．反本。
第二，阮籍、嵇康的贵无玄学主题包括：１．诗意的宇宙论———汉人元气说；２．自然———无分别之状
态 （道家－庄子）；３．自然———道、法则；４．和 （法则）———无分别之状态；５．放达、逍遥 ［①
超越于世累；②超分别而放任；③逍遥———神游；④养生、久寿；⑤大节］。第三，张湛的贵无玄学
主题则是：１．群有变而至虚不变 ［① 《天瑞》第一品目注： “关于动用之域者，存亡变化自 然之

符。夫唯寂然至虚，凝一而不变者，非阴阳之所终始，四时 之所迁革。”②群有；③本无。］；２．解
脱由于知识，沉溺由于迷惘 ［①物乃离合之殊异；②生死我皆即之；③私身乃惑。］。

接下来，汤用彤梳理了向郭贵玄崇有之学的主题：１．有之常存，无即无物 ［无先：①无———无
者即 “无”；②道 （理）；③天 （天地）］；２．独化 ［①群有自然 （自生，无使之）；②群有———多而
变；③群有———不为而相因］；３．贵玄 ［① （齐物）安分：ａ．物各自然，故彼我玄同；（存在）ｂ．
物均独化，故小大齐一。齐物 （智慧）；ｃ．物各独化而足，故须全其性、尽其极；（安命）ｄ．独化
无方，故须顺变；ｅ．物本齐一，故须冥。②自生、帝王。③通天地之统，序万物之性，达生死之变，
明内圣外王之道）；４．玄冥之境 ［①道；②不但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ｔｅ而无方，而且齐、夷；③至人之逍遥］。⑥

在这些划分中，汤用彤认为魏晋玄学将如何做人与人的本性如何的认识结合起来。理论上，王弼

贵无玄学对于开启后来放达、逍遥、解脱、独化、玄冥的人生态度是最为根本的。但王弼玄学本身，

对人生问题并没有太多讨论⑦。玄学与人生问题关联，显著的开端在阮籍、嵇康那里，但转折点却落

在张湛处。

张湛思想的重要资源既与老庄道家思想 （汤用彤从张湛 《列子》注序中，有时断定张湛与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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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汤用彤全集》第４卷，第３９９页。
同上，第４００页。
同上，第４０３页。
与佛教的解脱理论有关，也与道教的养生 （贵身、达生）理论和宗教实践有关。汤用彤对贵无玄学之二的阮嵇人生理论解释时，

一再强调放达逍遥就是一种养生、贵生的理论。

《汤用彤全集》第４卷，第１１７—１５２页。
汤用彤在此处提出质疑：“问：徒安分，能逍遥吗，似不然。”（参见 《汤用彤全集》第４卷，第１４５页。）
在实际讲课中，汤用彤提及王弼对如何做人 （儒家意义上的）的关注。据整理的讲课稿，汤用彤曾就 “为什么王弼不言工夫

（学圣人）”进行讨论。（参见 《汤用彤全集》第４卷，第１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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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关，只承庄学而来）有关，又与儒家思想有关 （某种程度上对王弼合儒，向郭名教自然化的认

可），更重要的是与佛学 （佛教）有关，特别是还承阮籍、嵇康玄学，而与道教有关。具体而言，汤

用彤从几个关键词上将张湛及其编撰的 《列子》各篇思想，与儒佛道，通过一种玄学的解读方式关

联起来。杨朱中的 “生”（达生及死）、“解脱”的人生问题，在整个张湛贵无玄学的分析中，首先就

变成了本无 （王弼）、群有 （向郭）的本体与现象的关系问题。而群有从现象界、实际存在来看，又

有相分别的自然性 （嵇阮、向郭）。人执着有之分别，是惑 （老、庄、佛教），但认清分别而无执是

解脱 （庄、佛）。

知识的意义，在汤用彤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他少用智慧说张湛，而多用知识描述张湛的解脱主

题。笔者认为，是为张湛 《列子》各篇及注中 （包括 《杨朱篇》）之达生、解脱涵义作不纯粹是宗

教意味解释而埋下的一个伏笔。万物本体是无 （变、不常），这是本性的哲学分析，也是玄学的根本

看法，不执之知识因此而生。但现象界或人存在的世界是有、并且相分别，从存在论角度，将庄子思

想也转化为某种本体意义的哲学，即为由达生至解脱找到另种知识 （玄学意义上）的根据。

在实际讲课中，汤用彤将这种看法更仔细地分成两部分：一、从存在论的角度来理解本体的本无

与群有的关系：１．群有万变，至虚不变；２．群有有形，至虚无形；３．群有有化，至虚无化；４．本
无。二、认清 “解脱由于知识，沉溺由于迷惘”的生死观、解脱观意义。其中知识能达到解脱的意

味就在于看清：１．物乃离合之殊异；２．生死我皆即之；３．私身乃惑。
从这种重新编排及详尽的哲学分析，汤用彤为张湛将看似另类的 《杨朱篇》被包括在 《列子》

中作了一些巧妙辩护。首先，从达生及豁达生死上看，汤用彤借用嵇阮及向郭对现象界的群、有、分

别，及变、化等的分析，肯定了在某种意义上这些理性、清醒的本体论、宇宙论及存在论的看法，可

引导人豁达看待生与死。或者说，达生及养生甚至贵生并不是一件违背自然的事。认清个体的存在及

与他物、他者的分别是自然的 “有”“形” “身”，人只要不以己之好恶来取舍、执着，顺其自然变

化、生灭，就同样是知晓万物变化而本体不变之玄理。这种知识同样有达生、解脱之作用。赵建永特

别指出，汤用彤 “魏晋玄学课程论及从秦汉之际到魏晋时期道家的养心 （神）与养身观念的发展演

变，并在与佛教的比较中彰显道家养生的特点”；这种特点，汤用彤在讨论人生哲学时有独到分析：

受世界之束缚乃在心，心若能放任，自无世界之束缚。他们以为人有体与神两面，而神可以超

然，所以逍遥可以说是神游，就是世界内的神仙。而神游之人，就是大人先生，为理想之人格。阮有

《大人先生传》，刘伶有 《酒德颂》，传内有云：“至人无宅，天地为客。至人无主，天地为所。至人

无事，天地为故。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不但是心理之描写，而且相信有这种人。例如阮之

《答伏义书》内，就有这种见解。说道：“荡精举于玄区之表，据妙节于九垓之外……从容与道化同

荄，逍遥与日月并流。”此种神仙似的人物，在现世界内就有，所以他又说：“徒寄形躯于斯域。”既

不能脱离形躯，又不能脱离世界。然其精神已不在此形躯与世界，此论并不是神仙之说。以上所讲为

齐物到逍遥。人看到烦恼，故主张养生。因知养生为除欲之方法，能除欲则生命可久。此一变为道家

之说，为嵇康之说。

嵇康 《养生论》有三点可以补充：

（１）注重养神，而不重养生。《吕氏春秋》之养生，即养身；汉代之养生，即道家之学说，养生
还指服饵，如巨胜。以上养生，都是指养身方面；嵇康之养生乃养神，即清静寡欲。

（２）不信人可以不死。若养生得法，可以长寿，但不能不死。
（３）中国的学说，无论养身养神，都不能离开世界。如嵇之 《与山涛书》曰 “久处世间”，与

佛家之出世者不同。①

另外，进一步在谈到人迷惘的 “惑”与解脱问题时，汤用彤借用了佛教关于 “真谛” “俗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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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建永：《汤用彤先生编年事辑》，第２０２页；《汤用彤全集》第４卷，第４１７—４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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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分的理论，强调人、物本自生、自存、自化，唯心有 “爱吝”有 “犯”有 “执着”之 “自私”

（私其身）时，才有悲戚，烦恼之 “惑”。如能做到 “无著”，则一定 “不私”①。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汤用彤在魏晋玄学研究中融入杨朱及 《杨朱篇》，是因为在他看来，杨朱

及理论从张湛贵无玄学的框架里，也代表着一种玄学式达生与解脱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至少在既有

玄学贵无的深意 （与王弼从本体否定 “私其身”，佛教 “知无生”之 “真谛”相似），也有理智安顿

个体人生 （含嵇阮的 “志无所尚，心无所欲，达乎大道之情，动以自然” “抱一而无措，则无私”②

的人生态度，更有向郭 “知道物是自然，而无大小寿夭之分，也就是安命。因为每个东西，有其性，

有其命，有其分……都得尽其性，安其命”③ 的 “齐物”人生）。

四、未完的问题：贵无与崇有的矛盾人生

汤用彤是近现代中国学术的重要一员，对于当时知识分子面临的种种问题有深刻体验。其中就包

括隐藏在 《杨朱篇》中的个体人生如何安顿的问题。

１９４７年，汤用彤在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讲授 “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ｆｒｏｍＨａｎｔｏＳｕｉＤｙ
ｎａｓｔｙ”（中国汉隋思想史），从其现存的讲义可见，课程的主体内容是魏晋玄学。赵建永留意到：汤
用彤首次用英文Ｗｅｉ－Ｔｓｉｎ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翻译 “魏晋玄学”，并用欧洲语言将魏晋玄学介绍到西方。在

此，汤用彤称 “魏晋时期为 ‘Ｔｈ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ｍａｎ’（人的发现）的 ‘ａｎａｇｅ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个人
主义时代），认为玄学家们是在回归自然中实现真实自我的价值，并盛赞他们关于社会道德规范需符

合自然之理，必须体现个体价值的思想”④。

这一个体价值的思想问题，实际上一直存在于汤用彤的魏晋玄学研究中，成为他颇有独特发挥的

一个主题。正是从这种关怀中，他为崇有的向郭学作了这样的辩护：

在形上学上主有，群有乃自生，此乃表有独立存在，而另外无本也。经验上的现象，没有另外使

之者，就是说无本。总之，崇无者以为万物之本为 “无”；崇有者，认为万物乃自生，而另外无本

也。然向郭虽不崇无，而亦常讲无与玄冥。他们所谓之无，并不是本体，而乃是万物之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原
理）。万物以此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而生，万物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就是自然，自然自尔。一切群有都是独化，既没有无
作其本体，也不能有另外原因使其自生，它自己也不能使其自生；它乃是突然而生，不依赖别物以

生，所以独化谓之最高原理。在此层次之内，即玄冥之境。从宇宙群有之究竟情形而说，人也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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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汤用彤对此有非常大段的阐述 （前文曾摘引）：

迷惘乃由 “自私”（私其身），认万物之死灭，乃以为是他自己的死灭，所以有悲戚，烦恼，这就是佛家所说的 “惑”字。

而达观之士所以能解脱，乃因其觉，能知事物变化之理，而本体未尝变化也。所以张湛说：“夫天地，万物之都称；万物，天地

之别名。虽复各私其身，理不相离；认而有之，心之惑也。”具体的事物有形有质，故有存亡聚散，盖从其形质方面看，以为自

己有生有得，则私其身，此正如海波以为自己是波浪而不是海水。张湛说 “公”，不是从 “与天地合其德”方面讲，而认为 “公

者对私之名，无私则公名灭矣。今以犯天者为公，犯人者为私，于理未至……生即天地之一理，身即天地之一物，今所爱吝，复

是爱吝天地之间生身耳。事无公私，理无爱吝者也”。“公”与 “私”相对，相对的事物中才有公私，故无私亦无公。张湛心目

中似乎在相对之外有一绝对，此似佛教 “俗谛”与 “真谛”之分。张湛或知真谛超四句义。（按：如后来 《中论》一曰：“诸法

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吉藏 《三论玄义》：“若论涅?，体绝百非，理超四句。”）张湛说 “公”与

“私”和王弼、嵇康皆不同。王弼所谓 “私”为 “私其身”；所谓 “公”即 “无所不周”，即得到全体也。嵇康说 “私”为 “丧

其自然之质”；而 “公”则 “志无所尚，心无所欲，达乎大道之情，动以自然”，“抱一而无措，则无私”。张湛说 “私”近王

弼，而说 “公”则与之不同，此似受当时流行之佛教的影响也。

“私其身”即为 “著物”，故序中说：“想念以著物自丧。”《周穆王》篇目注曰：“愚惑者以显昧为成验，迟速而致疑，故窃

然而自私，以形骸为真宅。孰识生化之本归于无物哉！”“无著”则 “不私”。如果认识到 “凡在有方之域，皆巨细相形，多少相

悬，推之至无之极，岂穷于一天，极于一地”，而不执着什么就可得到解脱。（参见 《汤用彤全集》第４卷，第３５２—３５３页。）
同上，第３５２页。
同上，第４３２页。
赵建永：《汤用彤先生编年事辑》，第２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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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都是独立的，忽然而生的，此即玄冥之境。这并不是形上学之意思，而乃是一种眼光。①

讲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形上学）就是讲ｐｏｌｉｔｉｃｓ（政治）。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为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的张本，讲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时亦
不能忘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向郭之学有三点要注意：①反对放浪———仍以孔子为圣人，认为孔子之礼教与名
教是很对的。认为放浪不是正轨，而如裴？？的崇有。应在现世界中生活，不要如阮籍超世而放浪。

②觅一新形上学为崇有之根据，换句话说，为名教找出一种根据。他以为庄子之学说，即是名教之根
据。其实庄子之形上学，并不是虚无，而是崇有，实在说起来道儒为一，谢灵运云：“向子期合儒道

为一。”③为无为政治、宅心玄虚下一新解释。②

有无老庄之代兴———玄学乃讨论有无之学，亦即本末之学，亦即后人说体用之分别。魏晋玄学，

有时贵无，有时崇有。普通人以为魏晋完全崇虚无，其实误也。在政治上、人生态度上、修养上，所

有学者，都有贵无之意；有时在玄学上崇有。③

无论讲有讲无，都从人事政治上出发。贵无者，想出世，所以崇无；贵有者，重生，不能脱离世

界以逍遥，所以资于有。④

相信，作为贵无玄学与崇有玄学之间过渡桥梁的张湛、 《列子》甚至杨朱，既有汤用彤对人生

“逍遥”的期待、又有 “资有”的担当。然而，无论是哪种玄学，实际都解决不了汤用彤自己的人生

问题。汤用彤的魏晋玄学研究始终不是完整、体系的成果⑤。对张湛的最后关注，体现在汤用彤１９６４
年一组文章里。汤用彤认为，张湛辑录当时诸家之说而成的 《养生要集》，为当时道教养生学说的梗

概⑥。或许，关注点的转向并不是完全与如杨朱思想无关，但角度已经不可能是玄学 （哲学）了。

（责任编辑　李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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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汤用彤全集》第４卷，第４３０—４３１页。
同上，第４２５—４２６页。
同上，第４２３页。
同上，第４２４页。
汤用彤１９５９年曾起草一个 《魏晋玄学》书稿目录，用二十一章的构想，系统地概述魏晋玄学。其中，张湛仍与道安一起，成为

贵无玄学的第三期代表人物。（参见赵建永：《汤用彤先生编年事辑》，第３５６页。）
同上，第４００页。



论牟宗三朱子研究的诠释方法

卢　兴

【摘要】牟宗三在对宋明儒学尤其是朱子哲学的诠释过程中，体现了自身所特有的诠释方法，具体表现为

学案体的写作方式、“依义不依语”的诠释原则、个性化的诠释语汇。以上诠释方法对其所阐发的 “三系

说”和 “别子说”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也为经典文本诠释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然而通过分析不难发

现，牟宗三在对朱子文本进行诠释的过程中存在着循环论证与过度诠释的问题，其结论带有十分强烈的先

入之见，在某些关键之处表现出误读与臆断。

【关键词】牟宗三；朱熹研究；诠释方法；循环论证

中图分类号：Ｂ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９）０５－０１４７－０６

作者简介：卢　兴，陕西汉中人，哲学博士，（天津 ３００３５０）南开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牟宗三哲学与中国现代性建构” （１３ＦＺＸ０１９）；中央高校基

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协商民主与中国传统政治智慧”（ＮＫＺＸＡ１４１３）

作为现代新儒家第二代宗师，牟宗三对儒释道三教义理进行过系统的梳理和诠释。在 《心体与

性体》一书中，他细致而深入地梳理了宋明儒者的文献，对整个宋明儒学进行新的诠释和定位。在

其书所涉及的九位儒者中，以朱子所占篇幅为最，而结论却是朱子正统地位的夺席。牟宗三的新说建

基于对朱子著述的细密解析，在诠释过程中突出体现其独特的诠释方法。这些诠释方法对其 “宋明

儒学三系说”和 “别子为宗说”的推导和论证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牟宗三对于朱子文

本的诠释方法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一、疏导文献的学案体例

《心体与性体》（包括 《从陆象山到刘蕺山》）洋洋四卷，是借鉴传统学案体的写作体例，以疏

导文本的方式依照思想史而步步展开。尤其是此书第三卷论述朱子的部分，更是依照朱子思想的发展

轨迹，详尽地摘录相关文献，细致地进行解释、辨析和评判。从体例上看，这一部分既相当于学案，

又具有选集的意义。

一方面，牟宗三不满于 《宋元学案》中 《晦翁学案》的 “了草杂乱”，认为其并没有抓住朱子

学的核心内容，而仅仅以 《朱子语类》的前六卷 （单纯讨论理气、鬼神、性理等的语录）为依据阐

释朱子的思想，并不能明晰朱子思想的发展源流，而且可能引出种种误解，因此有必要为朱子重作学

案。另一方面，牟宗三认为读者如要了解王阳明的义理精神，不必非读其全集，只需翻捡 《传习录》

一书既可得其良知教的实义；而朱子的著述卷帙浩繁，读者一时难以卒读，又没有一本简约精当的选

集足以代表朱子学的精神，因此有必要编选 《朱子选集》①。综合上述两方面，在牟宗三看来，《心体

７４１

①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 （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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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性体》第三卷兼有学案与选集双重属性，因此，书中大量摘录朱子文献就不足为怪了。

就编撰学案而言，本卷的前四章可视为朱子思想发展的历时研究，包括以下重要阶段：“三十七

岁前之大体倾向”（第一章），“参究中和问题之发展”（第二章，朱子３７－４０岁），“中和新说下之
浸润与议论”（第三章，朱子４０－４３岁），“关于 ‘仁说’之论辩”（第四章，朱子４３岁）。而后五
章是在朱子思想成熟后对其哲学体系的逻辑研究，大体依照纲领 （第五章）、心性论 （第六、七章）、

本体论 （第八章）、工夫论 （第九章）的顺序，揭示了朱子以 《大学》为基本框架建立理气二分、

心性情三分、静涵静摄的系统。在参考文献方面，前四章的写作以 《朱文公文集》中的书信和文章

为主，而后五章以 《语类》为主。牟宗三指出， “是以此横断地平说之六卷 （指 《语类》前六卷

———引者注）必以其系统之纵观的发展为支点，然后可以卡住其实义与切义，而不至于浮泛不实甚

至误解也”①。

就编辑选集而言，牟宗三认为， “宜顺吾以下各章所疏解者之次序，将其有关之文献照原文全

抄，不加节略，再继之以 《语类》首六卷，全录而每条加以号码，如此编次而成一简约之小册，即

可代表朱子学之纲要”②。在编纂方法上，牟宗三采用了所谓 “对比剔剥、坚壁清野”的方法，在细

致区分二程语录、系统梳理北宋诸儒文献的基础上，突出朱子对前贤义理的继承和转向所在，“将其

所反映投射之颜色一一剔剥得开，先将外部厘清，如是，则双方之眉目朗然矣……于此等处，朱子所

以必如此讲，固可见其思理之何所是，而与其不相应者亦可知其所讲者原义之何所是”③。

牟宗三将思想原创性的工作视为第一义，而将学术史梳理视为第二义的工作，但他并不因此菲薄

这种解释性的工作，“吾人今日作此工作，虽非第一义，然处此时代，在弘扬儒家学术上，此亦为必

不可少之工作，不得动辄以 ‘只是解悟’而薄之”④。就牟宗三自身而言，这种解悟式的学术史研究

正是为其日后思想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依义不依语”的诠释原则

牟宗三在其晚年著作 《现象与物自身》中借用佛教 “四依四不依”中 “依义不依语”的解经方

式，确立了自身对经典的诠释方法和原则：“在了解文献时，一忌浮泛，二忌断章取义，三忌孤词比

附。须克就文句往复体会，可通者通之，不可通者存疑。如是，其大端义理自现。一旦义理浮现出

来，须了解此义理是何层面之义理，是何范围之义理，即是说，须了解义理之 ‘分齐’。分者分际，

义各有当；齐者会通，理归至极。此而明确，则归于自己之理性自在得之，俨若出自于自己之口。其

初也，依语以明义。其终也，‘依义不依语’。‘不依语’者为防滞于名言而不通也。”⑤ 在其诠释中

国古典哲学义理的 《才性与玄理》《佛性与般若》等著述中，随处可见这种经典诠释原则的运用。在

《心体与性体》的第三卷阐述朱子哲学时，这种 “依语以明义、依义不依语”的诠释原则体现得最为

鲜明。例如，在 《心体与性体》第三卷第四章第三节，牟宗三抄录了朱子的书信 《答张敬夫四十三》

（《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二）并进行逐段详释。张縂认为朱子 《仁说》中的 “天地以生物为心”一句

不太妥当，而朱子在答书中进一步为自己的命题作出论证。牟宗三在诠释这一命题时指出：

而 “以生物为心”之心字却是虚说的虚位字。“复见其天地之心”，以及朱子所谓 “在天地则块

穄生物之心”，此两心字亦皆是虚说的虚位字，皆象征地指点一 “超越的实体”。问题是在：就此超

越的实体说，此实体 （道、天道、天命流行之体）究竟还有 “心”之义否？此 “心”之义是实说的

实体性的心，而非虚说的虚位字之心。当朱子说 “天地之心”，以及说 “人物之生又得夫天地之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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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 （下）》，第６４页。
同上，第６４页。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 （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５０页。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 （下）》，第６４页。
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台北：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８４年，序言第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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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心”时，此心字是实说。但在天地处，此实说之心却又为其分解的思考弄成虚脱了。无心是化之

自然义，有心是理之定然义。心融解于化之自然义，固已无心之义，即融解于理之定然义之 “有

心”，心被吞没于理，心成虚脱，亦无心义。是以在朱子，超越的实体只成理，而心义与神义俱虚

脱。实说的心与神结果只属于气，而不属于超越的实体，是即无实体性的心。在天地处是如此，在人

处，人实有心，故心自不是虚位字。但在人处之实说的心，依朱子之分解思考，又被分解成只是属于

气之实然的心，而超越的实体 （性体）则只是仁义礼智之理。仁性，爱情。对仁言，“温然爱人利物

之心”只是情。如是，心虽为实位字，却不是实体性的心。①

以上一段意义繁复，不易理解，但如果抓住 “语”和 “义”两方面的所指，牟宗三所要表达的

意思也可梳理得比较清晰。从 “语”的角度讲，朱子所讲的 “天地以生物为心”是根据儒家经典所

作的引申。《中庸》云：“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 《易传·系辞

下》云：“天地之大德曰生。”程颢也讲：“天只是以生为道。”因此，从文本的角度看，朱子的这一

命题是符合儒家本义的，没有理由被排斥于正统之外。而从 “义”的角度说，朱子在这一命题中所

讲的 “心”是 “虚说”的，是 “虚位字之心”，并不是 “实体性的心”。牟宗三认为，朱子学中 “实

说之心”仅限于就人身而言，而不就天地而言，因此，“天地以生物为心”这一命题并不是说化生万

物的天地有一个实体性的 “心”（“仁”“神”）作为主宰，而是说在超越性之 “理”的支配下，天地

万物生生不已，如同有一个有意志有目的的主宰之心一般。这种理解与先秦儒者所讲的 “心体”不

同，在后者看来，“心”无论在天地处还是在人处都是具有实体性的超越概念，其与 “理”（“天命

流行之体”）是先天一致的。所以，判定朱子是 “别子”是依据 “义”而不依据 “语”。

这种 “依义不依语”的诠释原则在具体运用中的一般步骤是：首先，揭示出原文本中的概念哪

些是 “实说”、哪些是 “虚说”，后者是说只在文字上用到这个概念，但其所指并没有实际的意义；

其次，指出 “虚说”的概念的实际所指究竟是什么 （“实谓”）或 “实说”应当是什么 （“当谓”）②，

并作进一步推论；最后，纳入整个评判体系来判定其归属于纵贯系统还是横摄系统。这种诠释方法完

全不同于考据训诂的方法，它不计较某一概念的源流音训，甚至不看重依循命题或文章的上下文去理

解，而是从某个哲学家的整体义理框架的归属着眼，也就是以牟宗三本人对儒家哲学及其道统派系的

总体评判作为文本诠释的前提。这种 “依义不依语”诠释方法无疑是一种哲学的诠释，其优势在于

以一种宏观的哲学视野来观照思想史，能够揭示出文本背后的深层意蕴，使相关讨论超越单纯的文献

考证和语义分析，上升到关于思想史脉络的梳理，进而切入于基本哲学问题的思考。这种方法类似于

陆象山所讲的 “六经注我”，其结论个性鲜明、多有创见，便于在哲学建构中独树一帜。但这种方法

应用于学术史研究，就难免存在先入之见和过度诠释的问题，后者是需要我们警惕的。

三、富于个性的诠释语汇

在上述引文中，牟宗三比较集中地使用了 “实说” “虚说” “实体字” “虚位字”等诠释术语。

综观 《心体与性体》全书，类似的语汇被大量使用在文本的诠释过程。通过这些个性鲜明的诠释语

汇，我们可以领略牟宗三在学术史研究中的风格与特色。笔者曾对 《心体与性体》三大卷和 《从陆

象山到刘蕺山》所使用的诠释语汇进行统计，分类列表如下：

９４１

①

②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 （下）》，第２３６—２３７页。黑体为引者所加。
这里借用傅伟勋所提出的 “创造的诠释学”的内容，该方法分为五个层次：“实谓” “意谓” “蕴谓” “当谓” “必谓”，其中

“实谓”层次关涉到 “原思想家实际上说了什么”；而 “当谓”层次则设法解决 “原思想家本来应当说什么”。 （参见傅伟勋：

《中国大陆讲学三周后记》，《知识份子》１９８７年冬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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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内容

实说／虚说，克实说／虚笼说，实位字／虚位字，实字／虚字，着实语／虚浮语；
实体字／属性字，实体词／状词① （形容词），本质语／形式字；
实说字／泛说字，笼统字、特指／泛说，权言 （权说）。

表示作用
界定语 （实述语）／指点语，界定语／藉显语，指实语／取义语，指谓语／关联语；
第一义／第二义，指谓谓词／叹美之辞，肯断之辞／警戒之辞，担纲主干／辅助的指点；

表达方式

表诠／遮诠，主张上的陈述／主张上的对遮，
陈述语／抒意语，主张语／兴会语 （灵感语），断定语／圆融语；
譬解语、境界语，圆照语、描述语、启发语、代表语、训诫语；

方便说、借用、比附、假托。

思维模式

综和地说／分析地说，综持地说／分解地说，总持地说／分散 （分别）地说；

圆顿表示／分解表示，一滚地说／分别地说，收紧说／散开说，综和相／分析相；
直线地推说／曲折地说；逻辑地说／道德地说；主观地说／客观地说。

否定性 滞辞、赘辞、不谛之辞、假象、诡辞。

上表的语汇有的借鉴于佛教，如 “表诠／遮诠”“方便说”；有的是依托于语法，如 “实体词／形
容词”；而大多数是牟宗三自己赋予特殊意义的名词术语。通过上表可以看出，他多使用成对的术

语，表达一正一反两方面的含义，如 “实述语／指点语”等。在文本的诠释过程中，他运用以上语汇
厘清作者说出的意义 （“实谓”）与其所想要表达的意义 （“当谓”）两个不同层次，进一步上升至作

者基于自身的义理系统所可能表达的意义 （“必谓”）的层次。以下通过一个具体实例来说明这些诠

释语汇的应用。

朱子在解说周子 《通书》中的 “神”概念时，有两个命题：

因指造化而言曰：“忽然在这里，又忽然在那里，便是神。”曰：“在人言之，则如何？”曰：“知

觉便是神。触其手则手知痛，触其足则足知痛，便是神。‘神应故妙’。”（《朱子语类》卷九十四）

仅就这两个命题的文本而言，并不见得有什么问题。《易传·系辞上》讲 “阴阳不测之谓神”，

程明道也讲 “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二程遗书》卷二上），朱子所讲的不过是

对先儒思想的一种引申。而牟宗三指出，这两个命题 “视此为指点语则可。若视为实述语，认此即

是神，则非是”②。这一评判的由来并非基于对这两命题本身的分析，而是源于对朱子哲学的整体理

解。他认为朱子将 “心”视为 “气之灵”，所理解的 “觉”是认知意义的 “知觉”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而
不是本体论意义的 “觉情”（Ｆｅｅｌｉｎｇ）③，因此是形而下者，故朱子反对谢良佐所说的 “以觉识仁”。

朱子将手足痛痒视之为知觉，而 “神”字也失去其本体的含义，成为阴阳之气的流行不测。所以，

牟宗三将朱子所说之 “神”判定为 “指点语”而没有实义。所谓 “指点语”也不是一个完全否定意

义的评判，而是说朱子是顺着以往的儒者的见解如此说，但其心中所理解的与前人存在着根本的差

别，尽管两个命题在语句上没有严重的问题，但从朱子口中说出来就有了不同的含义。这种 “新”

的含义在牟宗三看来就是儒学传统的歧出，就是 “横摄系统”。

依靠这些独特的诠释语汇，牟宗三对文本的诠释带有鲜明的个人特征：对于往圣先贤所留下来的

文本，在宏观上有一个整体的定位和分判；在微观上从文本内容、语汇作用、表达方式、思维模式等

方面，对文本进行深入而细致的梳理和分析，指出其中哪些是 “实说”、哪些是 “虚说”，哪些是

“陈述语”、哪些是 “抒意语”，哪些是 “形式字”、哪些是 “方便语”。这样，古典哲学中含混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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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所说的 “状词”不同于现代汉语语法中虚词的 “状词”，而相当于实词中 “形容词”。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 （下）》，第４１４页，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 （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５３—１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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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就变得清晰明白，“正统”与 “歧出”、“大宗”与 “别子”就判然有别。综上所述，牟宗三 “依

义不依语”的诠释原则、整体着眼的诠释方法以及富于个性的诠释语汇为 “别子说”奠定了诠释学

的基础。

四、循环论证与过度诠释的问题

在形式逻辑中，论据与结论是单向推出的关系，两者的顺序是不可逆的，如果依据待论证结论来

解释论据，就成为 “循环论证”的逻辑错误。一般而言，在学术史研究中，文献作为论据材料来支

撑观点，而对文献的理解最为基本的要求是准确，这要求研究者在阐释文本时尽量做到价值中立，尽

量减少先入之见的干扰，至于基于研究者自身立场的评价是第二步的工作。如果把需要论证的结论作

为文献阐释的前提，也是一种 “循环论证”，这在学术研究中是应当避免的。

笔者认为，牟宗三在对朱子哲学进行诠释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 “循环论证”：一方面，他利用对

朱子文献的梳理逐步推导出朱子的系统是 “横摄系统”，相对于儒家传统是 “歧出” “别子为宗”；

另一方面，他在梳理文献时正是以 “别子为宗”作为确定的前提来进行阐发。关键的问题在于，“别

子为宗”的评判是作为前提还是结论？先于文献还是以文献为基础？当然，牟宗三本人并不承认存

在这样的循环，而认为自身的评判完全是基于对文献的梳理。然而，通过研究我们看到他在阐释朱子

文献之时无不带有 “别子说”的印迹，这作为一种固执的先入之见鲜明地体现在他的文字之中。与

这种先入之见相联系，牟宗三往往对朱子的文献进行过度诠释，本文试引证几处例证来说明：

在第一章第一节阐述李侗思想的部分，牟宗三摘引了 《延平答问》中延平与朱子讨论 “夫子自

道之三语”的书信 （《李延平集》卷二），在其后的阐述中说道：“朱子既不解仁体，而以 ‘心之德

爱之理’之方式解之，复亦不能透体了解圣人，而只知圣人教人以 ‘下学上达’与 ‘博文约礼’，以

为如此即足以尽圣人之教与圣人之实……是则朱子不能领受延平之指点，而陷于蔽也。”① 此处牟宗

三对朱子的批评犯了一个史实错误，完全是针对朱子于４３岁所写作的 《仁说》，而朱李二人这封讨

论圣人气象的书信写于朱子３３岁时，此时朱子的思想还未成熟，尚属于求学阶段，至于 “心之德爱

之理”的方式解释 “仁”更是十年以后的事，而牟先生就此得出朱子 “蔽于伊川之分解纲领而不能

发也，蔽于 《大学》为定本而至于歧出也”② 这样的结论显然没有遵循思想史的原则，对朱子的思想

作了过度的诠释。

在第二章讨论朱子 “中和旧说”的部分，朱子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于是退而验之于日用之间，

则凡感之而通，触之而觉，盖有浑然全体应物而不穷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机，虽一日之

间，万起万灭，而其寂然之本体，则未尝不寂然也。”（《答张钦夫第三》，《朱文公文集》卷三十）

牟宗三认为，“在旧说中，只就 ‘天机活物’这一个笼统浑沦的辞语说其未发已发之无间而流，故心

固是平看的实然的心，即性亦未提得起也。总之是落在气化不息之迹上说，故于 ‘天命流行之体’

决无相应之契会。此是旧说中之大病”③。朱子在 “中和旧说”中以 “感通”说 “心”，以 “寂然”

说 “性”，而 “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机”是形容此心 “应物而不穷”的，这种说法与程颢 《定性

书》所讲的 “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是内在一致的。从朱子的文本中，并不能

得出 “朱子所言之心是平看的实然之心”的结论，而其所说的 “寂然”和 “感通”也并不意味着

“落在气化之迹上说”。因为朱子在 “旧说”中以寂然之 “性”为体、以感通之 “心”为用，“未发”

与 “已发”之间是体用关系，说其两者 “无间”并不是像牟宗三所理解的 “只成一条气机鼓荡之直

线流”④，而是遵循 “体用一源、显微无间” （程颐 《伊川易传·序》）的理路说明未发已发相互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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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心体与性体 （下）》，第２７页。
同上，第２７页。
同上，第１２５—１２６页。
同上，第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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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不可分割。简言之，不是时间上的 “无间”，而是体用关系的 “无间”。因此，牟宗三实际上套

用了朱子成熟时期的 “理气二分”的框架来诠释 “中和旧说”中的心性关系，这必然造成一种误读

和过度诠释。

在第四章，牟宗三摘引了朱子 《答张钦夫论仁说》，朱子在此书中认为：“不忍之心是以包夫四

端矣。盖仁包四德，故其用亦如此。”（《答张敬夫四十三》，《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二）而牟宗三批

判朱子这种 “以此例彼之类推的综括”① 不能成功地论证以上命题，“其所谓 ‘包’是落在气与情之

引发相生相成上说，是气机之贯通。若就仁义礼智各自成体用，各自分性情，各自有定体定义说，则

仁固不足包四德”，不忍之心固亦不足以包四端也”②。他将朱子的思路总结为 “存有论的解析”，由

“爱恭宜别”四情推证其所以然之理，即 “仁义礼智”四德，由 “仁包四德”类比推论 “不忍之心

（恻隐之心）包四端”，因此，这里就有了四对平行的体用关系，因此其中之一并不足以包含其他三

者③。但是，朱子这里讲的 “包”并不是落在形下之气上说的，而在 “仁包四德”这一命题中 “包”

是本体论意义上的 “摄具”，与 “统” “通” “贯”可以互训④。同时，朱子讲的仁义礼智的 “理”

不同于柏拉图所讲的 “理念”（Ｉｄｅａｌ），后者实际上是每一对象的概念。依照柏拉图式的理解，“仁”
的概念并不涵括 “义”“理”“智”的概念，原因是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各不相同。但朱子的思考方式

是 “理一分殊”的模式，“理”是具有道德义涵的形上概念，在终极的意义上 “理”是纯一而不可

分的，仁义礼智是 “理”的种种名称，其中 “仁”在儒家看来是更为根本的，所以说 “仁包四德”

与四者各成体用并不矛盾，是说 “仁”作为至高的本体包含一切具体的德目，同理就情感而言，“不

忍之心”（“恻隐之心”）作为人心中最根本的道德情感，统摄贯通着其他一切情感。牟宗三在这里把

“包”理解为 “气机之贯通”，是从朱子原文中不能分析得出的，也是朱子本人所不能赞同的。

综观以上几处例证，可以看出牟宗三在对朱子的文本进行诠释的过程中，带有十分强烈的先入之

见，即朱子作为 “别子”的地位是在文本诠释之先而确定不疑的。基于这种先见前识，牟宗三在朱

子思想研究过程中存在着过度诠释的问题，因而在他前无古人的创见背后，也存在着不少对于学术史

的误读和臆断，这是值得后来学者深入反思的。

对于建构自身体系的哲学家而言，这种具有主观立场的诠释策略自有其合理性，同时哲学解释学

的理论也将这种 “解释的圆环”视为诠释活动的必然；但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审视，对于思想史文

本的诠释依然具有客观性，同样要以文本作为分析依据和检验标准，应当尽量避免过度诠释和循环论

证的问题。因此，对于牟宗三关于朱子哲学的诠释，我们应该比较全面地加以审视：一方面，就牟宗

三哲学建构而言，“朱子别子为宗说”和 “宋明儒学三系说”为牟氏自身 “道德的形上学”体系奠

定了 “道统”基础，其对于朱子哲学的判定是基于其自身哲学立场而进行的创造性诠释；另一方面，

就朱子哲学研究而言，牟宗三的论断既有超越以往学者的创见，其结论也包含着深刻的思考，但在对

朱子文本理解的客观性上有所不足。本文目的不在于批评牟宗三的具体结论，而是着眼于他在朱子研

究中所运用的诠释方法，这种方法代表了真正意义上的 “哲学诠释”，在中国哲学研究中具有典范意

义，其成就和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责任编辑　李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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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心体与性体 （下）》，第２３８页。
同上，第２３９页。
同上，第２３８—２３９页。
参见朱子 《仁说》：“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

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朱文公文集》

卷六十七）



明清之际哲学转向的气学视野

———以黄宗羲 《明儒学案》《孟子师说》为中心

陈　畅

【摘要】明清之际 “自性理转向经史”的哲学转型是中国哲学史的重大事件之一。其中，以黄宗羲为代表

的浙东学术开展出心学向经史之学转型的思想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黄氏在其名著 《明儒学案》

《孟子师说》中提出一条独特的明代哲学发展脉络，亦即心学的气学视野建构，由此建立了以 “理为气之

理”与 “事的本体工夫论”为主要内容的气学形上学，使得作为知识学的经史之学顺理成章地成为性理之

学开展的一部分，展现出逸出传统理学思想藩篱的新意义。

【关键词】黄宗羲；心学；气学；哲学转向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９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９）０５－０１５３－０８

作者简介：陈　畅，广东梅县人，哲学博士，（上海 ２０００９２）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多卷本 《宋明理学史新编》”（１７ＺＤＡ０１３）。

明清之际 “自性理转向经史”的哲学转型，亦即哲学研究的对象和形式从性理之学转向经史之

学，是中国哲学史的重大事件之一。与此密切相关的是，清代初期的明朝遗民群体对于明朝灭亡的哲

学反思。晚明时代大厦将倾，政治腐败，经济崩溃，社会秩序失范，思想文化的问题更是复杂异常。

反思这种全盘崩溃现象并提出解决方案，就成了明朝遗民哲学家们的思想论域。清初三大儒之一的黄

宗羲及其名著 《明儒学案》《孟子师说》无疑是其中典范。黄宗羲是心学大师也是经史大家，他在明

亡之后积极参加义军抗清，失败后隐居乡间从事讲学及著述；其博大宏阔、独具特色的心学与经史之

学正是建立在对于明朝灭亡的深刻反思基础之上。众所周知，性理学分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大类

型，本文即以黄宗羲为例，探讨心学向经史之学转型的思想道路及其哲学意义。

关于黄宗羲及其名著在明清之际哲学转型中的重要地位，学界已有不少相关研究成果。然而，目

前的研究多从时代风气、经世致用的角度切入，没有从理学义理核心———理气论、心性论、工夫论的

角度展开，因此无法从根本上揭示这种哲学转向的内在机制。只有从哲学转型之内在机制的角度切

入，方能全面理解黄宗羲心学所开辟的思想道路及其意义。

一、形上学与救世的力量

本文以心学内部的经史之学转型为中心探讨明清之际哲学转向，一方面是由于明代最有成就、影

响力最大的哲学思想是王阳明心学；另一方面，按全祖望的观察，清初公认的三大儒是孙奇逢、黄宗

羲和李閧①。三大儒之学都是广义上的心学或至少是倾向于心学的学术思想，在清初思想界最具影响

力。今人习惯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清初三大儒，这是晚清以来在新的政治形势下作出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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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全祖望：《二曲先生窆石文》，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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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并非就清初实际的影响力而言。在孙、黄、李中，以黄宗羲为核心的浙东蕺山一脉学者群体最为

活跃。依章学诚对浙东之学的论述脉络，黄宗羲上宗王阳明、刘宗周心学，下开万氏兄弟经史之学。

与浙西顾炎武之学相比较，可谓源远流长①。因此，从黄宗羲心学的角度探讨明清之际哲学转型，具

有坚实的思想史基础。

黄宗羲自述其 《明儒学案》 《孟子师说》两书同为表彰、阐述其师刘宗周慎独哲学而作：前书

“间有发明，一本之先师，非敢有所增损其间”，后书 “粗识先师宗旨所在，窃取其意，因成 《孟子

师说》七卷，以补所未备”②。但从内容上看，这两本书并没有局限于刘宗周，而是广泛收录并论述

明代儒者的哲学思想，总结其发展趋势。换言之，黄宗羲一方面说明刘宗周集明代哲学发展之大成，

另一方面通过刻画这一思想发展脉络，阐述其崭新的形上学意义。此一新形上学的要点，就在于挖掘

足以应对天崩地解乱局、真正能够扶危定倾的根源力量。黄宗羲在 《孟子师说》首章即言：

自后世儒者，事功与仁义分途，于是当变乱之时，力量不足以支持，听其陆沉鱼烂，全身远害，

是乃遗亲后君者也。③

“仁义”与 “事功”之关系是理学老话题。例如在南宋理学中，朱子与陈亮之间著名的 “王霸义

利之辩”便是围绕这一关系展开。黄宗羲的观点与前人均不同，这种独特性须从理学形上学的层面

加以诠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周易·系辞上》）理学形上学探讨超越个别经

验的普遍原理，包括事物之间普遍存在的内在关联或者说世界的本真形态，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对于

理想社会的设想。这种形上学原理与政教理想之间的紧密关系就是理学家常说的 “体用一源，显微

无间”④。理学家探究和通晓形而上原理，并将其付诸政教实践，这是中国哲学的特质所在。其典型

表述是 “通天下之志，尽人物之性”⑤：沟通千差万别的天下人物，令其各遂其性、互相成就，构建

一个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共同体。简言之，活力和创造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源于每一个体各遂

其性的根源力量，一是源自天下万物和谐一体的整体性力量。此两者是一体之两面，互为依存。在这

一意义上，理学形上学不是脱离现实世界的空论玄谈，而是能够最大程度组织、调动和发挥个体生命

力与共同体活力的活泼学问。黄宗羲基于这一视野重新定义 “仁义”与 “事功”之关系： “仁义”

是理学形上学最核心的内容，“事功”则指向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教实践，两者的一体关系表现为 “古

今无无事功之仁义，亦无不本仁义之事功”⑥。黄宗羲批评 “后世儒者”将 “仁义”与 “事功”分

离，使得 “仁义”沦为空论玄谈，在面临政教危机时刻毫无力量，只能造就遗亲后君的不仁不义之

徒。显然，问题在于错误的形上学视野对于生命力的束缚。在晚明时代，世俗的私心巧智相互倾轧、

末世的动荡与虚假僵滞的学术是一体纠缠的，其自毁性与软弱性在明清鼎革过程中暴露无遗。学术救

世的要点在于破除流俗观念和虚假形上学的遮蔽，寻找真正具有根源性力量的形上学结构。

理学形上学的主要内容是探讨事物之间普遍存在的内在关联。例如程颢、程颐曾说： “天地之

间，感应而已，尚复何事？”⑦ 此语道出宋明理学的重要洞见：天地万物互相敞开并处于动态的、内

在关联的状态，这是事物最基本的存在方式、世界的本真形态。从形上学角度看，创造力来自于真

实、高效的事物间联系；衰败、软弱与无力是由虚假造作所致的。在这一意义上，黄宗羲所批判的

“没有力量的学术”之所以广泛传播，在于错误的形上学视野与治学风气遮蔽了人类精神对于事物间

真实关联的认知，使得人们丧失创造力和活力。事实上，黄宗羲这种学术救世的精神与明代心学传统

一脉相承。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沿着心学的思路重新检讨何为真实、何为真实的力量，进而建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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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浙东学术》，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５２３页。
［清］黄宗羲：《明儒学案序》，沈善洪、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１０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７８页；《孟
子师说·题辞》，《黄宗羲全集》第１册，第４８页。
［清］黄宗羲：《孟子师说》卷一 “孟子见梁惠王”章，《黄宗羲全集》第１册，第４９页。
［宋］程颐：《易传序》，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３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６８９页。
［宋］朱熹：《孟子或问》卷十一，朱熹著、黄糰校点： 《四书或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４８２页。
［清］黄宗羲：《国勋倪君墓志铭》，《黄宗羲全集》第１０册，第４９８页。
［宋］程颢、程颐：《二程集》第４册，第１２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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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新的形上学思想。

中晚明时代阳明学的兴起，其标志性的思想特质正是回归真实生命，探讨真实的人类存在方式、

社会存在方式。观 《传习录》所载阳明 《答聂文蔚》，其以痛彻之言批判当时在 “仁义”的名义下

横行的众多伪善，表明其良知之学的提出是 “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

而思以此救之”①。阳明本人回忆的 “亭前格竹”事件，展示了其救世之学的力量源泉。格竹失败令

阳明感叹 “无他大力量去格物”，而 “龙场悟道”令阳明得以找到解决方案，即在身心上做格物工

夫，从而找到最根源的救世力量②。在阳明，良知是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是真诚恻怛之心，其自能

在每一个具体感应情境切中 “天然自有之中”③。真诚恻怛是指个体的真诚恳切之心，具有个体与公

共的多重内涵。真诚恻怛之心的挺立，也意味着虚伪造作之祛除，恢复了人与物之间的真实关联。在

这一意义上，良知既是个体心，更是代表着人与万物活泼共在的存在本身。它是活力和创造力的象

征，自能感应和激发周围事物或系统的高效运作，实现万物在时空上恰到好处的配置④。

面对明朝大厦将倾的局面，晚明东林学派救世的切入点是 “节义道德”。《明儒学案·东林学案》

记载东林领袖顾允成的一段话：“吾叹夫今之讲学者，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讲学耳……在

缙绅只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传食诸侯一句。”⑤ 理学是豪杰、圣贤之学问。理学家讲学之目标是

要讲明儒家性理之学以修身养性、治平天下，建立合理的公共社会。如果讲学的效果是只顾及世俗个

人利益，无涉天下公共事务，显然是前文所述 “仁义沦为空论玄谈”。东林学派有所为有所不为、惟

义是从的气节观，积极引导儒家士大夫从俗学中超脱振拔，令道德理性发挥现实的力量。如顾宪成在

东林书院第一次大会上说：

自古未有关门闭户，独自作成的圣贤。自古圣贤，未有绝类离群，孤立无与的学问。吾群一乡之

善士讲习，即一乡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一乡矣。群一国之善士讲习，即一国之善皆收

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一国矣。⑥

顾宪成主张以讲学振奋人心、激发志气，再以精神感通天下志士，实现救世的政教理想。其力量

根源是高远的道德理性，奋力以君子小人之辨激荡政局。顾宪成持守朱子学 “性即理”立场，恪守

客观普遍的道德法则。同样是振拔精神，阳明学的进路是以纯粹的个体情感来激活整体，而朱子学是

以更高的普遍法则来提升个体。这两种思路各有利弊。例如，刘宗周指出，阳明学和东林学术救世主

张的根本缺陷在于：前者易流为佛老之顽钝无耻，后者易陷于申韩之惨刻不情⑦。在刘宗周看来，阳

明良知学以真诚恻怛之心为内容，但是良知生发于个体心层面，无所拘束的个体心当下呈现的未必是

良知，可能是情欲恣肆，也可能是脱离现实基础的虚幻价值。这一特点导致阳明学派的政教实践易流

于顽钝无耻之弊。而顾宪成执朱子学救世，执着于从至高至纯的高远理想出发规范当下现实，却至于

惨刻而不情。明清鼎革的大败局，在现实层面证明了刘宗周的这一洞见。作为明朝遗民的黄宗羲，吸

取了惨痛教训，其新形上学思想提出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佛学完全不同的理论结构与旨趣。

二、“理为气之理”的形上学意义

理学形上学的提出及演变均与时代的社会政治实践密切相关，它并非书斋里标新立异的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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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王守仁：《传习录中·答聂文蔚》，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８０页。
同上，第１２０页。
同上，第８５页。
以上从感应的角度对良知学内涵的探讨，更详细的论述请参见陈畅：《理学与恕道———心学伦理的内在张力及其克服》，《道德与

文明》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清］黄宗羲：《明儒学案·东林学案三·主事顾泾凡先生允成》，《黄宗羲全集》第８册，第８３８页。
［明］顾宪成：《顾端文公遗书》附录 《顾端文公年谱》第３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１４册，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５
年，第５２７页。
［明］刘宗周：《修正学以淑人心以培国家元气疏》，戴琏璋、吴光主编：《刘宗周全书》第３册上，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
所，１９９７年，第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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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儒学案》《孟子师说》两书是黄宗羲系统阐述其形上学思想的著作，其共同特点是：基于其师刘

宗周哲学，明确提出心学的气学视野，并以此为核心建构气学形上学体系。而心学的气学视野之开辟

与黄宗羲开创的经史之学之间的一体相关性，主要是通过 “理为气之理，无气则无理”① 的形上学命

题展现。其意义可从两个层面进行诠释。

第一个层面，“理为气之理”命题的意义首先在于指出，形上本体必须具有源自经验事物的真实

性。此举消解了 “德性之知”与 “见闻之知”区分的形上学基础。这个命题是针对刘宗周批评的朱

子学、阳明学流弊而提出的。黄宗羲在刘宗周洞见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数十年来，人心以机械变

诈为事。士农工商，为业不同，而其主于赚人则一也。赚人之法，刚柔险易不同，而其主于取非其有

则一也。故镆铘之藏于中者，今而流血千里矣……盖人心如镜，今日之祸，影现于镜中者已数十年

矣。”② “机械变诈”也就是刘宗周所说的 “顽钝无耻”。“取非其有”使用了 《元史·许衡传》的典

故 “梨无主，吾心独无主乎”“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③。心之主，即是理。黄宗羲认为明朝灭亡

的根源在于伦理秩序的崩溃；而伦理秩序崩溃的根源在于人心失去理之主宰，放肆无耻，皇皇求利而

不知义。在刘宗周、黄宗羲师徒看来，这主要是阳明学以及佛老形上学的缺陷所导致的。但这并不意

味着回到朱子学的立场就能够解决问题。黄宗羲引述刘宗周对于朱子学天理观的批评：“朱子以未发

言性，仍是逃空堕幻之见。”④ 这个观点并非刘氏孤明先发，在江右王门早有先声。黄宗羲盛赞江右

王门王时槐在理气问题上对佛教与朱子学的批评：佛教以气为缘起之假有、以理为虚妄，故而在气之

外探求实相；朱子学者判定理气为二、理在气先，在气之外探求理；两家做法如出一辙⑤。简言之，

王、刘、黄三人共同批评朱子学把天理对象化，进而割裂理气，使天理脱离活泼流动的现实基础，难

免演变为僵化拘执、惨刻不情。

事实上，黄宗羲对 “机械变诈”和 “逃空堕幻”之弊的心性论分析引向了更为深刻的形上学思

考。理学形上学具有沟通差异个体的内涵，这在天理概念中有集中体现。朱子的天理概念最有代表

性：“至于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⑥ “当然之则”就是事物

的个别性之理，“所以然之故”就是超越个别性限定的根源之理，两者共同构成天地万物活泼自在、

各得其所同时又相互通达的内在规定。一般而言，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的是个别性事物，通过日常

认知活动能够掌握其中的某些规则，若要全盘掌握天理概念的上述规定性，还需要另外的途径，此即

理学的格物致知论。例如，朱子学格物论描述个别之理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的豁然贯通；阳明学致良知

学说主张良知当下即具全体性，所谓 “一节之知，即全体之知；全体之知，即一节之知”⑦。其中，

“一即全、全即一”与 “豁然贯通”学说共同展现了本体的超经验性面向。这个面向不是个体能够以

经验知识的方式加以把握的，而是引向了一种超经验性的证悟。这种超经验知识的内在体验为个体提

升精神境界奠定了基础，也为宗教性的精神解脱保留了一个通道。宗教精神的一大特点是对于日常经

验的层层剥离，将其看作后得性污染加以破除。理学 “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体用论致力于为日

用伦常生活作出形上学论证，这与宗教精神完全不同。刘宗周、黄宗羲批评的 “逃空堕幻”真实展

示了其保留通道之弊：过于注重超经验知识的内在体验，容易脱离具体事物的经验，变成虚构造作。

综上所述，黄宗羲 “理为气之理”命题剥离了理学本体论中的超经验性面向，将理学形上学与

日用伦常作出彻底一元化的处理，主张形上本体应当随顺万物变化而得其真。这是对于理学 “体用

一源”逻辑的全面贯彻，其理论效应是消解了 “德性之知”与 “见闻之知”区分的形上学基础。一

般而言，理学中的 “德性之知”与 “见闻之知”之区别，是超经验知识的内在体验与经验知识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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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黄宗羲：《明儒学案·河东学案上·文清薛敬轩先生蠧》，《黄宗羲全集》第７册，第１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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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宋濂等撰：《元史》第１２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第３７１７页。
［清］黄宗羲：《孟子师说》卷三 “道性善”章，《黄宗羲全集》第１册，第７８页。
［清］黄宗羲：《明儒学案·江右王门学案五·太常王塘南先生时槐》，《黄宗羲全集》第７册，第５４０页。
［宋］朱熹：《大学或问上》，《四书或问》，第８页。
《王阳明全集》，第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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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阳明严格区分良知与见闻，主张 “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①，就是在这个

意义上说的。刘宗周、黄宗羲师徒在形上学层面批判本体的超经验性面向，落实到工夫论层面则是对

阳明良知与见闻之辨的严厉批评，进而提出 “良知与闻见之知总是一知”“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

化”② 的观点。这种新观点的提出正是黄宗羲的气学形上学为经史之学奠基的表现之一。

第二个层面，“理为气之理”命题为明代理学中的悟道与行道之辨提供了全面的形上学论证，将

儒学发展方向从悟 “向内返本复初”之道引向践行 “向外结合历史与人事”之道。黄宗羲对此有一

段核心论证：

李见罗著 《道性善编》：“单言恻隐之心四者，不可竟谓之性，性是藏于中者。”先儒之旧说皆如

此。故求性者，必求之人生以上，至于 “心行路绝”而后已，不得不以悟为极则，即朱子之 “一旦

豁然贯通”，亦未免堕此蹊径……不知舍四端之外何从见性？仁义礼智之名，因四端而后有，非四端

之前先有一仁义礼智之在中也。③

上引文字有丰富的思想义蕴。事实上，这是黄宗羲对于东林学派集大成者孙慎行思想的概括和扩

展④。在 《孟子师说》中，编在该文之前的正是孙慎行的文字。前述朱子学、阳明学流弊的根源在于

脱离事物经验的当下现场，在经验之外悬空求一物以主之。晚明学者李材 （号见罗）称此物为 “藏

于中者”，此语典出于朱子。朱子称：“心，统性情者也。端，绪也。因其情之发，而性之本然可得

而见，犹有物在中而绪见于外也。”⑤ 在中者，也就是内在完美的先天预成之性体，由此便产生了作

为理学主流的向内返本－悟道之思想方向。阳明 “乃若致知则存乎心悟”说，其门下高弟王畿释为

“良知原是无中生有……致良知原为未悟者设”⑥，朱子 “一旦豁然贯通”说，都是其中典型。就此

而言，两家思想的形上学结构是一致的，差别只是在最高层级上有心与理之争而已。孙慎行针对这一

问题，提出了悟道与行道之辨：“儒者之道，不从悟入。君子终日学问思辨行，便是终日戒惧慎独，

何得更有虚闲求一漠然无心光景？”⑦ 悟道是宗教性的解脱经验，“学问思辨行”是对天道－人道知识
的学习与实践。孙慎行将两者的区别归结为心性论的 “中”与 “端”之辨。他认为孟子性善论是将

恻隐之心指为仁之端，并非仁在中而恻隐之心反为端；前者引出向外扩充的工夫论，后者则是向内反

求⑧。黄宗羲完全认同孙氏观点并以之为 《孟子师说》核心论点之一，此论点也被扩展为 《明儒学

案》孙慎行传的写作主线。

上引文中，黄宗羲把孙慎行观点诠释为 “仁义礼智之名，因四端而后有”，这是对 “理为气之

理”的具体说明。仁义礼智是后起之名，这个提法与传统的 “性体情用”大相径庭。黄宗羲进一步

诠释：“性是空虚无可想象，心之在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可以认取。将此可以认取者推致

其极，则空虚之中，脉络分明，见性而不见心矣。如孺子入井而有恻隐之心，不尽则石火电光，尽之

则满腔恻隐，无非性体也。”⑨ 这段话有两重涵义：首先，强调存在的真实内涵，反对将性理抽离活

泼泼的现实生活。性是空虚无可想像，是指形上本体不是现成的实体，而是在工夫实践的过程中构建

和开展自身的真实存在。黄氏著名的命题 “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瑏瑠 即源于此。其次，形

上本体具有开展为历史与人事内容的知识规范性。四端之心未经工夫扩充时只是稍纵即逝的石火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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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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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全集》，第７１页。
［明］刘宗周：《学言下》，《刘宗周全集》第２册，第５３４页；［清］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
２１９页。
［清］黄宗羲：《孟子师说》卷二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黄宗羲全集》第１册，第６９页。
关于孙慎行思想，参见陈畅：《孙慎行慎独学的义理结构》，《中国哲学史》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宋］朱熹：《孟子集注》卷三，《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２３８页。
［明］王守仁：《大学古本序》，《王阳明全集》，第２４３页，标点有改动；［清］黄宗羲：《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二·郎中王
龙溪先生畿》，《黄宗羲全集》第７册，第２７０页。
［清］黄宗羲：《明儒学案·东林学案三·文介孙淇澳先生慎行》，《黄宗羲全集》第８册，第８１２页。
［明］孙慎行：《困思抄·四端》，《黄宗羲全集》第８册，第８２３页。
［清］黄宗羲：《孟子师说》卷七 “尽其心者”章，《黄宗羲全集》第１册，第１４８页。
［清］黄宗羲：《明儒学案·自序》，《黄宗羲全集》第７册，第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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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在经过扩充至沛然充盈之后，则自然彰显出条理脉络。换言之，作为 “气之条理”的形上本体

具有独特的时间性：由石火电光般的隐微形态，在历史人事中逐渐展现其性状，最后以最完备的条理

形态显现。气本体之隐微形态与显见形态是同质的存在，而作为显见形态的条理可以通过经验及理性

的方式认知。这意味着形上本体是可经由理性认知与经验检验的，而非超经验知识的、独断的。这也

引申出另一个基本原则：经验世界中的事物并非都是完美的，其条理亦可能存在着缺陷和瑕疵，这就

需要事物之间的比较和校正，才能把握事物的本真形态。由此，作为知识学的经史之学就顺理成章地

成为性理之学开展的一部分。这是黄宗羲的气学形上学为经史之学奠基的表现之二。

综上，虽然明清之际提出 “理气合一”思想的哲学家众多，但刘宗周、黄宗羲的理气论有其独

特的意义，其独特的性理学与经史学合一涵义需要进一步的诠释。

三、事的本体工夫论

黄宗羲气学形上学独特的性理学与经史学合一涵义，主要通过事的本体工夫论体现。概言之，它

以孙慎行的悟道与行道之辨为起点，经由两大步骤建构而成：一是 “心即气”命题的提出，即上文

提及的人心生意之隐微与显见形态问题；二是 “心不可见，见之于事”命题的提出，即对感应思想

的心性论重构。前者由孙慎行、刘宗周、黄宗羲共同完成，后者是刘宗周、黄宗羲师徒的理论贡献。

首先，关于 “心即气”命题。早在孙慎行之前，已有明代理学家对于儒学中的 “悟”提出修正。

稍晚于阳明的广东理学家卢冠岩认为，“悟非意见想像之谓，此心生机也。生机发动，则有自然之明

觉”①。此语是针对阳明心学的一种修正。如前所述，阳明心学流弊的根源在于其有局限于知觉意识

之嫌。卢冠岩以作为 “明觉”之基础的 “此心生机”来定义 “悟”，实际上是重提北宋理学 《易》

《庸》语境中具有宇宙论意义的生机之仁说，此举可化解神秘主义道体的意见想象之弊。因为宇宙论

意义上的生机，是朱子在总结北宋理学仁说基础上说的 “天地以生物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

地生物之心以为心”②，其意义是在人心之中树立起客观性的维度。孙慎行、刘宗周、黄宗羲共同将

仁义礼智释为 “人心生意”，其呈现方式如草木之生长，“生意是性，生意
"

然流行便是气，生意显

然成象便是质”③。人心与草木一样，其仁其根生意潜藏，后来的无穷景象都由此包含与开展。相对

于卢冠岩和宋代理学，这种解释方式的创见表现在：结合 “理为气之理”命题，拆除了朱子学、阳

明学形上学中保留的 “超经验性的证悟”向度，将向内返本的工夫改造为追求向外结合历史与人事

之客观性。黄宗羲进一步解释称：

理不可见，见之于气；性不可见，见之于心；心即气也。④

人受天之气以生，只有一心而已，而一动一静，喜怒哀乐，循环无已。当恻隐处自恻隐，当羞恶

处自羞恶，当恭敬处自恭敬，当是非处自是非，千头万绪，感应纷纭，历然不能昧者，是即所谓性

也。⑤

黄宗羲 “心即气”命题消解了先天预成的超越本体，反对用一个先在的抽象物来规范现实世界

的做法。其理论效应是强调时间性和具体性，直接拥抱丰富多彩、活泼泼的生活世界。综合孙慎行、

刘宗周、黄宗羲的观点，他们主张万物都是自化、自足、自作主宰的；同时，万物互相感应并统合成

一个异彩纷呈的整体。由此，每一事物自生自长的条理本身就拥有最根源的力量，鲜活、旺盛且不可

抑制。力量的展现是通过条理规律。气之流行有其规律，如春夏秋冬四季往复，循环其中的是生生之

气。“人受天之气以生”，心气之流行亦自有其规律，当恻隐处自恻隐，当羞恶处自羞恶；在每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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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黄宗羲：《明儒学案·诸儒学案下二·卢冠岩先生宁忠》，《黄宗羲全集》第８册，第６３０页。
［宋］朱熹：《孟子集注》卷三，《四书章句集注》，第２３７页。
［清］黄宗羲：《孟子师说》卷六 “富岁弟子多赖”章、“五谷者”章，《黄宗羲全集》第１册，第１３７、１４３页；［明］刘宗周：
《子刘子学言卷一》，《黄宗羲全集》第１册，第２８６页。
［清］黄宗羲：《孟子师说》卷二 “浩然”章，《黄宗羲全集》第１册，第６０页。
［清］黄宗羲：《明儒学案·诸儒学案中一·文庄罗整盭先生钦顺》，《黄宗羲全集》第８册，第４０８—４０９页。



明清之际哲学转向的气学视野

为情境中都能够自然符合相应的规范，循环其中的是沛然四端之心。例如，富有仁爱之心的人在遇到

需要帮助的人时，自然会乐于助人，所做之事自然符合仁义之规范。回到上文讨论的形上学与救世的

力量议题，黄宗羲气学形上学随顺万物变化而显其真的特质，能够将万物之力量统合发挥至最大。以

草木为喻，生意是随着不同种类草木枝叶的繁茂生发并显现出来的。同理，气学形上学确保了万事万

物随着境域的不同而自由展现生意：“此心生意”随着主体所遇事情的不同而展现出符合具体事情脉

络的条理，当恻隐自恻隐，当事功自事功，当节义自节义，一体互现。这是气学形上学开展出的新气

象。概言之，在消解先天预成本体之后，生生之体及其功用的关系不再是超越对待关系，而是人心生

意之隐微与显见形态的表里关系。仁义与事功在此浑融一体，简单直截而富有力量。此即气学形上学

对于真实与真实力量的界定。

其次，关于 “心不可见，见之于事”命题。由上文的论述可知，黄宗羲坚持心学立场，强调真

诚恻怛之情感对于道德行为的奠基作用。然而，现实生活中好心做坏事的例子也不少。仁义之心落实

于行为，要做到符合规范，还需要 “事”本体工夫论的支撑。黄宗羲指出：

“集义”者，应事接物，无非心体之流行。心不可见，见之于事，行无所事，则即事即义也。心

之集于事者，是乃集于义矣。①

“事”即行事。在心学传统，“事”是在心之感应结构中定义的。如阳明所说，目、耳、鼻、口、

心无体，以万物之色、声、臭、味、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②。 “事”由此被收摄在良知感应中，

由感应之灵明负担起激发事物高效运作的重任。在这一意义上，卢冠岩的诠释符合阳明之意：“夫物

犹事也，事在心，不在外，凡吾心所著之事即是物……夫事之在心，是非善恶必有当然一定之则，于

是以吾心本然之明觉而是正之。”③ 事物在此被定义为良知明觉之对象 （知之所照），事物之理的呈现

亦依靠良知之明觉感应，其本身不具备本体地位。因此，前文所述的虚无放肆之弊在这一思路中便无

法避免。刘宗周、黄宗羲师徒通过改变心物关系，令事物具有本体地位，从而克服上述流弊。简言

之，他们认为心与物同样是生意的形态，两者是生意之隐微与显见形态的表里关系，而非对象化的关

系。例如，刘宗周称：“心无体，以意为体；意无体，以知为体；知无体，以物为体。”④ 众所周知，

“意”是刘宗周哲学的核心概念。按刘宗周的定义，“生意之意，即是心之意”⑤。知即知觉，是心与

物之间的感应。感应要落实于物，而非以 “物不在心外”取消物的独立意义，此谓 “知无体，以物

为体”。这就是黄宗羲所说的 “心不可见，见之于事”。黄宗羲另一段话有更精确的表述：“虚灵知觉

之自然恰好处，便是天理。以其己所自有，无待假借，谓之独得可也；以其人所同具，更无差别，谓

之公共可也。”⑥ 此处虚灵知觉并非在作为实体之功能意义上言说，而是心物感应场域的代称，亦即

事。心物交感而事得以成立，事同时拥有心与物两种元素。在事的场域中，事之条理的展现仍然尊重

物的客观秩序，由此获得 “人所同具”客观公共性。事理呈现，也意味着心意的实现，由此建立

“无待于外”的主体性。

同样围绕感应的形上学原理建构体系，黄宗羲相对于阳明心学而言的重要改变在于：将主体之情

与知彻底放置于事的场域，以学、问、思、辨、行的实践性将情与知落实为事件中具有客观公共意义

的条理。在这一意义上，事具有四个要素：１．个体性，每一事件都是独立自足的，由此拥有尊重个
体价值的思想基础；２．形上形下一体性，事件具有当下且贯通全体的特质，能够克服情识而肆、玄
虚而荡之弊；３．感应中的天理观念，一方面理不是与人无关的客观外在，而是由人的心意判断取舍，
另一方面由于具体事物的条理不一定完善，需要在不同事物之间的对比中衡量判定。由此，感应事件

中的主体意识无论在心性论还是在工夫论的层面都具有通达和客观的意义，这是个体与公共之间的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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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平衡。经由上述三点要素的奠基，事的本体工夫论挖掘出每一个体最真实、最根源的本体力量，并

以整全的视野将个体之力量统合发挥至最大化。这就是气学形上学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生命力的根源

力量的原因所在。而一种新形上学视野的出现，必然带来知识与道德类型的新形态。在黄宗羲的气学

形上学中，知识与德性的关系跟仁义与事功之关系一致，都是合一的形态。没有无事功的德性，也没

有无德性的事功。此即第四点要素：学、问、思、辨、行既是道问学的途径，也是涵养德性的方法。

因为心、性、理俱在感应之中，尊重每一个体事件的独立性与客观性，在事的秩序中呈现活泼泼的万

物世界，心体境界也获得同样的提升。

综上，黄宗羲 《明儒学案》《孟子师说》展示了心学向经史之学转型的内在机制。这种思想机制

使得作为知识学的经史之学顺理成章地成为性理之学开展的一部分，实质上已经展现出逸出传统理学

思想藩篱的新意义。

四、结　　语

蒙文通认为明清之际思想家陈确 （号乾初，刘宗周弟子）是明清之际思想转型的典范。在他看

来，陈确以扩充发展论性，突破了理学先天预成论的限制，“盖当程朱与陆王皆有弊，惟斯人能烛其

微隐而矫之”①。但他没有注意到孙慎行、刘宗周、黄宗羲一系极富创造性的思路。事实上，陈确思

想只是对其师刘宗周哲学的一种特殊、片面引申，在某种意义上属于孙慎行、刘宗周开启的哲学转向

思潮中的一个小插曲。黄宗羲实现了心学向经史之学的转型，若从现代回溯的角度看，也可以说是实

现了心学与经史之学的融会贯通；这是陈确单纯以扩充发展论性的思想所不具备的特质②。对比而

言，由黄宗羲总结的孙慎行、刘宗周一系思想更加源远而流长、博大而厚重，更当得起 “斯人能烛

其微隐而矫之”之表彰。

总之，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术开展出心学向经史之学转型的思想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

义。心学擅长以向上一机的精神振拔心志，但也因其容易缺失客观性而饱受诟病。如牟宗三所指出，

陆王心学的特质是一心之朗现、申展与遍润，是纯从主观面申展之圆满，客观面终究不能挺立；王学

流弊即源于此。牟氏认为刘宗周慎独哲学客观地讲性体、主观地讲心体，能够避免此弊③。从本文的

讨论来看，刘宗周、黄宗羲师徒的创见正在于将性体的客观性转化为事之条理的客观性。另一方面，

如余英时所指出，刘宗周的心学加重了 “闻见之知”在儒学中的分量，代表了１６－１７世纪儒家知识
论发展的新方向④。黄宗羲 《孟子师说·题辞》称：“天下之最难知者，一人索之而弗获，千万人索

之而无弗获矣。天下之最难致者，一时穷之而未尽，千百年穷之而无不尽矣。”⑤ 这定义了此书客观

化的道问学进路及其意义，迥异于以往 “返本内求”的工夫论。这种对于客观知识的强调，以及以

发展的眼光看待知识生成的观点，在事实上消解了某一时段、某一学派垄断知识的可能性。显然，黄

宗羲进一步发展了其师门学术，其气学形上学对于真实与真实力量的探讨，能够补足心学在客观性与

知识化方面的缺失。

（责任编辑　李　巍）

０６１

①

②

③

④

⑤

蒙文通：《致郦衡叔书》，蒙默编：《蒙文通全集》第１卷，成都：巴蜀书社，２０１５年，第３７３页。
关于陈确思想，参见陈畅：《“性善”：指引抑或实体———陈确思想略论》，《理学道统的思想世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第２８０—３０５页。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 （上）》，《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５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２００３年，第５１、５２页。
余英时：《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余英时文集》第４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４６３页。
［清］黄宗羲：《孟子师说》，《黄宗羲全集》第１册，第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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